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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

心主办的学术专刊。现为CSSCI来源集刊。创办20余年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

注与支持下，产生了良好的学术效应与社会影响。 

本刊主要刊载关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

力争成为海内外民国史研究的窗口与园地。在求实的基础上鼓励创新是本刊的一贯

旨趣；文风朴实、论从史出、观点新颖、逻辑严密、引文准确、注释规范是本刊对

来稿的基本要求。本辑的“抗日战争”“经济与社会”“民国政治”“专论”“学

科探索”“书评”“史料视窗”较有特色，相关论文堪供学术界参考，其他文章亦

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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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宣传策略探析∗
　①

———以 《支那事变画报》 为例

侯　 杰∗∗ 　②　 孙巍溥∗∗∗ 　③

提　 要　 《支那事变画报》 既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主要舆论宣传

工具之一， 也是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直观铁证。 炫耀武力进而鼓舞、 提升

日本官兵侵华的战斗意志是 《画报》 最为重要的宣传使命。 《画报》 极尽

炫耀之能事， 详细记录了日军侵华的一系列罪恶行径。 由于 《画报》 以美

化日本侵略为职责， 因此对日本占领区 “解放” “复兴” 之类照片的编排

也是煞费苦心， 在宣传和树立日本 “道义” 形象方面更是绞尽脑汁。 本文

对之进行系统梳理进而揭示其为配合日军军事进攻所采取的宣传策略， 将

有助于深化抗日战争史、 民国史乃至报刊史的研究。
关键词　 《支那事变画报》 　 抗日战争　 占领区宣传策略

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与新闻传播媒介， 报刊不仅与人类社会发

展、 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在战争中， 它还往往成为交战双方掌控舆

论， 拉拢盟友并在非军事领域打击对手的重要武器。 而在众多的报刊媒体

中， “画报” 与战争的关系尤为紧密。 这是因为， “画报” 的内容以图片为

主， 一方面， 相较文字为主的报刊， 具备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①

②
③

本文为 ２０１４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近代日常生活” （项目号：
１４ＪＪＤ７７００１０） 的阶段性成果。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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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战争环境下最大限度发挥宣传作用的需要； 另一方面， 读者可以从中

更快速、 更方便地获取信息， 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 而在抗日战争

中， 日本侵略者就曾利用画报这一舆论宣传形式， 配合侵华日军对中国的

侵略。 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 这些画报又成为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
在这些画报中， 《支那事变画报》 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份。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３ 日， 《支那事变画报》 （以下简称 《画报》） 创办， 初

名 《北支事变画报》， 因创刊时日本侵华范围尚局限于北平、 天津两市

及周边区域， “北支” 系日本对中国华北地区的蔑称。 “八一三” 事变

后， 日本对华侵略范围扩大至华东地区， 《支那事变画报》 遂从第 ４ 辑

起改为此名， 直至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发行至第 １０１ 辑止。 《画报》 为日文八开

印刷， 每辑计 ３２ 版， 除封面和封底广告占去两版外， 其余 ３０ 版以专题

的形式， 按照侵华战争的不同区域、 主题排列。 如第 ３ 辑第 ２ ～ １９ 版为上

海、 南京专题， 第 ２０ ～ ３１ 版为华北专题。 再如第 ７６ 辑第 ２ ～ １７ 版为战局

专题， 第 １８ ～ ２５ 版为占领区 “复兴” 专题， 第 ２６ ～ ３１ 版为 “欧洲大战”
专题。

《画报》 记录了全面抗战爆发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侵华过程

中的主要战线、 战役和战况， 甚至还包括同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

的部分情况。 《画报》 自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３ 日创刊以后， 采用的照片和文章均

为大阪和东京新闻社特派员的随军记者拍摄、 撰写。 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兵

锋正劲， 在此后大约 １５ 个月的时间里， 其华北驻屯军沿平汉、 津浦、 陇海

３ 条铁路推进， 几乎占领了华北全境； 华中派遣军沿长江两岸逆流而上，
先后攻取上海、 南京、 安庆、 九江和武汉， 基本上囊括了华东和华中的全

部地区； 在华南， 他们还占领了广州。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画报》 的编

辑者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最终会战败投降， 因此对日军的侵略活动， 进行了

毫不隐晦的宣传和记录， 不打自招， 故而成为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的重要

资料。
遗憾的是， 对这样一份日本侵华历史的重要证据， 国内外关注的学者

并不太多。① 《画报》 图片总数超过 １ 万余幅 （含图中图）， 对之进行系统

梳理， 进而揭示其配合侵华日军侵略行径和在传媒领域配合军事进攻所采

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学界对 《支那事变画报》 少有关注， 到目前为止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仅有 ３ 篇， 且都为

介绍性文章， 分别为田长林 《滴血的日军侵华画报》 （ 《收藏》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张天琚

《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日寇 〈支那事变画报〉》 （ 《东方收藏》 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 和江泽丰、
禹媚 《两本 〈支那事变画报〉 记录日军侵占中山的罪行》 （ 《中山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 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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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宣传策略， 将有助于深化抗日战争史、 民国史乃至新闻传媒史的

研究。

一　 树立侵华日军的 “不可战胜” 形象

炫耀武力进而鼓舞、 提升日本官兵侵华的战斗意志是 《画报》 最为重

要的宣传使命。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 日军肆无忌惮地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画报》 借机极力宣扬日军所谓的 “军力强大” 和 “不可战胜”， 希望以

此提振侵华日军的军心、 士气， 并给中国军民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威

慑。 为此， 《画报》 极尽炫耀之能事， 详细记录了日军侵华的一系列罪恶

行径。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画报》 刊登的日军重要侵华 “战果” 一览

辑　 数 发行日期 主要内容

第 ２ 辑 １９３７ － ８ － １５ 廊坊、 天津、 大沽口

第 ３ 辑 １９３７ － ８ － ３０ 北平、 南口山地

第 ６ 辑 １９３７ － １０ － １１ 保定、 沧州、 张家口、 大同

第 ８ 辑 １９３７ － １１ － １ 德州、 石家庄、 归化城 （今呼和浩特）

第 ９ 辑 １９３７ － １１ － １１ 包头、 上海

第 １１ 辑 １９３７ － １２ － １ 太原、 榆次

第 １３ 辑 １９３７ － １２ － ２１ 苏州、 湖州、 常州、 无锡

第 １４ 辑 １９３８ － １ － １ 江阴炮台、 南京

第 １６ 辑 １９３８ － １ － ２１ 济南

第 １７ 辑 １９３８ － ２ － １ 青岛

第 １８ 辑 １９３８ － ２ － １１ 潍县 （今潍坊）

第 １９ 辑 １９３８ － ２ － ２１ 芝罘炮台、 临淮关、 蚌埠

第 ２８ 辑 １９３８ － ５ － ２１ 威海卫

第 ３１ 辑 １９３８ － ６ － ２１ 徐州、 厦门

第 ３２ 辑 １９３８ － ７ － １ 开封、 安庆、 桐城

第 ３４ 辑 １９３８ － ７ － ２１ 马当要塞、 彭泽、 曲沃

第 ３５ 辑 １９３８ － ８ － １ 湖口

第 ３６ 辑 １９３８ － ８ － １１ 九江

第 ４０ 辑 １９３８ － ９ － ２１ 南浔铁路、 马回 （迴） 岭、 东弧山 （江南）， 六安、 霍山城 （江北）

第 ４１ 辑 １９３８ － １０ － １ 固始、 广济、 富金山、 商城 （江北）

３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宣传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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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辑　 数 发行日期 主要内容

第 ４２ 辑 １９３８ － １０ － １１ 武穴、 光州 （江北）

第 ４３ 辑 １９３８ － １０ － ２１ 田家镇、 商城、 蕲春 （江北）， 箬溪、 排市， 半壁山炮台 （江南）

第 ４４ 辑 １９３８ － １１ － １ 大亚湾， 信阳 （江北）， 汉冶萍铁山 （江南）

第 ４５ 辑 １９３８ － １１ － １１ 惠州、 增城、 虎门炮台、 广州

第 ４６ 辑 １９３８ － １１ － ２１
黄石港、 石灰窑、 鄂城、 蕲水、 汉口、 德安、 阳新、 大冶铁山、
平靖关

第 ４７ 辑 １９３８ － １２ － １ 武汉三镇、 咸宁、 蒲圻、 通城、 崇阳城、 岳阳城

第 ４９ 辑 １９３８ － １２ － ２１ 莲华炮台

第 ５３ 辑 １９３９ － ２ － ２０ 海南岛

第 ５５ 辑 １９３９ － ３ － ２０ 海州 （今连云港）

第 ５７ 辑 １９３９ － ４ － ２０ 南昌

第 ６２ 辑 １９３９ － ７ － ５ 汕头

第 ７０ 辑 １９３９ － １１ － ５ 中山

第 ７２ 辑 １９３９ － １２ － ５ 钦州

第 ７３ 辑 １９３９ － １２ － ２０ 南宁

第 ８４ 辑 １９４０ － ６ － ２０ 襄阳、 沙市

第 ８５ 辑 １９４０ － ７ － ２０ 宜昌、 龙州

第 ９５ 辑 １９４１ － ５ － ２０ 福州、 温州、 宁波

第 １００ 辑 １９４１ － １０ － ２０ 长沙、 郑州

　 　 说明： 表中地理名词系日军占领的重要地区， 包括重要城市、 关隘和炮台等， 皆来源于 《画
报》 中 “ × × 占据” “ × × 入城” 等主标题。

如表 １ 所示， 日军侵略中国乃至印度支那地区的整个过程， 被 《画
报》 用照片的方式记录下来。

不仅如此， 《画报》 为了获取最大的宣传效果， 还对日本武力大肆炫

耀， 而非平铺直叙或是泛泛描述， 充分利用图片直观、 形象和纪实性强等

特点， 在图片的选择和空间排列上费尽心机， 令人印象深刻。 以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出版的 《画报》 第 ２ 辑中 “轰炸天津” 那组照片为例， 其集中展

现了日本侵略者在 ７ 月 ２７ 日对天津市区进行大规模飞机轰炸的场景。 中间

的那张照片占据了 ７０％的版面， 从照片中海河形状可以判断其为天津城最

核心的部分， 照片采取俯视图的形式， 呈现了那一望无际、 鳞次栉比的房

屋建筑， 在日军飞机炸弹的轰炸之下烟尘四起的场面。 这张主要照片的右

侧和左上方不规则地摆放了 ３ 张侧视图形式的辅助照片， 像是特写， 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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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日军轰炸天津的某些重要环节及其效果。 右侧最下方的照片是日军正用大炮

对天津进行轰击， 左上方的照片记录下建筑物在轰然爆炸之后浓烟四起的瞬

间， 右侧上方的照片是遭到日军轰炸之后房屋倒塌的凄惨景象。 ４ 张图片相

互配合， 让读者既整体感受到日军轰炸所产生的破坏力十分巨大， 受到震

撼， 又透过微观的具体、 局部特写， 看到建筑物坍塌的场景， 感受到战争

的无情与暴力。
除了这些具有强大威慑力的轰炸图片， 日军侵占中国大中城市的进城

仪式也被 《画报》 的编辑者们充分利用。 无论是第 ３ 辑中的北平、 第 ６ 辑

中的大同、 第 １４ 辑中的南京还是第 １７ 辑中的青岛， 以及上海、 济南、 广

州、 武汉各个城市的入城照片， 展示的无不是日本侵略者骑着高头大马，
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至于对中国广大乡村的侵略， 《画报》 的编辑也进

行了大量的报道， 并选用 《 “皇军” 奋力进击， 华军一溃千里》① 之类的

标题来凸显侵略者的不可一世。 如此一来， 一个问题便摆在了 《画报》 的

编辑面前， 那就是， 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 日本军队的侵略过程也并

非一帆风顺， 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 就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

者的嚣张气焰。 为了制造 “皇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 《画报》 的编辑采取

了或视而不见、 避而不谈， 或避重就轻、 淡化处理的方式加以掩盖。 最明

显的例子就是 《画报》 对 “万家岭大捷” 的处理。
“万家岭大捷” 是武汉会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日本

侵略军占领九江之后， 沿长江南北两岸分兵齐进， 计划会师之后合围武

汉。 为了配合日本侵华大本营的这一战略构想， 《画报》 在第 ３６ 辑 “九江

攻略特辑” 之后一共用了 ８ 辑连续报道。 其中， 有 ６ 辑都是将江北战线和

江南战线的 “战果” 分别开出专栏， 同时报道。 但在发行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的第 ４１ 辑和发行于同月 １１ 日的第 ４２ 辑 《画报》 里， 却只有江北战线

方面取得 “战果” 的宣传、 报道。 原来就在 ９ 月下旬， 沿长江南岸进逼武

汉的日军 １０６ 师团冒进， 在万家岭进入薛岳所设计的埋伏之中， 被歼 １ 万

余人。 对于这样的战场失利， 《画报》 当然不会如实报道， 更不能肆意宣

传， 只能讳莫如深， 只字不提。
宣扬日本士兵不怕牺牲的武士道精神， 也是日本侵略者利用 《画报》

宣扬 “皇军” 无敌、 激发官兵效忠天皇的重要手段。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
《画报》 的拍摄者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 伪造战时场景。 其中以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５ 日发行的第 ５２ 辑中刊发的一幅图片最为明显。 该图片表现的是在进攻

５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宣传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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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运城的一次战斗中， 一队日本士兵在烟尘和战火中 “不畏生死危险”
“勇猛冲锋” 的景象。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在照片中几乎所有的士兵

都在 “艰难” 地匍匐前进， 可偏偏在队伍的左侧第二排， 有一名士兵竟然

“毫不畏惧” 地站在那里， 不仅毫发无损， 而且从身体动作和姿势来看更

像是在指挥周围的士兵摆出符合照片主题的动作。 更为有趣的是， 在如此

“紧张激烈” 的战斗环境中， 最后一排右数第二名士兵竟然隐约面带笑容

和身边的士兵窃窃私语！
无论是为了宣扬侵华日军的破坏力如何惊人， 还是炫耀侵华士兵多么

勇猛顽强， 《画报》 编辑者们均采取了大肆渲染、 不惜造假的手法， 希望

以 “皇军” 卓越的战绩达到他们在思想、 传媒领域配合军事进攻中国、 侵

略中国的目的。 然而令日本侵略者始料不及的是， 这些记录昔日军国主义

“战绩” 的图片和解说文字， 所采用的无耻虚假手段也被后人识破。 常言

道， 手段的卑鄙， 暴露目的的卑鄙。

二　 树立沦陷区的 “复苏建设” 形象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日本侵略者相继攻陷广州、 武汉， 本来有利的战争局

势， 却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 但是， 这些

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 相反， 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

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① 在中国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

下， 军事战场上出现了日本侵略者最为担心的持久战的态势。 随着日军对

华进攻的势头有所减弱， 对占领区的巩固和控制成为其更为重要的任务和

目标。 因此， 这一时期的 《画报》 在发刊频率上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
由 １ 个月 ３ 辑， 变成 ２ 辑、 １ 辑， 其后的照片标题也大多由 “攻略战” 变

为 “扫荡战”。 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画报》 发刊频率

辑　 数 发刊频率 起止时间 起止事件

第 １ ～ ４９ 辑 一个月 ３ 辑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七七事变至广州、 武汉相继失陷

第 ５０ ～ ８３ 辑 一个月 ２ 辑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广州、 武汉相继失陷至汪伪政权成立

第 ８４ ～ １０１ 辑 一个月 １ 辑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汪伪政权成立至珍珠港事件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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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刊频率变化相对应的是， 《画报》 在宣传策略上由炫耀武力向稳

定军心、 民心等方向转变， 主题也随之有所变化。 早在 《画报》 的第 １ 辑

中， 日本侵略者就用了两个版面的照片， 制作了题为 《举国一致支援前

线》 的专题报道。 在这之后， 几乎每逢日本重要节日， 相关的报道都赫然

在目。 不过相较于对日本国内情况的报道， 《画报》 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

在对占领的中国城市、 乡村地区被 “解放” “复苏” 的再现上。 由表 ３ 的

统计可以看出， 以占领区 “解放” “复苏” 为主题的图片一方面随着日本

占领区的扩大而明显增多； 另一方面在如中国传统节日元旦、 春节和日本

重要节日、 “沦陷周年纪念日” 等特殊时间节点都会集中出现。

表 ３　 《画报》 中占领区 “解放” “复苏” 类图片占图片总量的比例

辑　 　 数 总图片数 相关图片数 比例 （％ ）

第 １ ～ ２６ 辑 约 ２５８２ ３９６ １５ ３

第 ２７ ～ ５１ 辑 约 ２１８４ ４０９ １８ ７

第 ５２ ～ ７６ 辑 约 ２１６９ ５１４ ２３ ７

第 ７７ ～ １０１ 辑 约 ２２４５ ４２６ １９ ０

　 　 说明： 本表统计数据包含 《画报》 中的全部图片， 即包括封面、 广告和地图。

在各占领的城市中， 日本侵略者最在乎的是中国当时的首都———南

京， 反复出现了 １６ 次之多， 篇幅占比高达 ３２％ 。 其次分别是上海、 北京、
广州、 武汉、 天津和青岛。 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画报》 中占领区 “复苏建设” 专题一览

辑　 数 发行日期 相关内容

第 １５ 辑 １９３８ － １ － １１ 占领区过年景象 （南京、 天津等地）

第 １７ 辑 １９３８ － ２ － １ 杭州 “复苏” 景象

第 １８ 辑 １９３８ － ２ － １１ 炮制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 “复苏” 景象

第 １９ 辑 １９３８ － ２ － ２１ 占领区旧历春节景象

第 ２０ 辑 １９３８ － ３ － １ 日军登泰山， 邯郸和镇江等地 “复苏” 景象

第 ２１ 辑 １９３８ － ３ － １１ 苏州 “复苏” 景象

第 ２２ 辑 １９３８ － ３ － ２１ 北京、 苏州祭祀孔子， 南京春景

第 ２４ 辑 １９３８ － ４ － １１ 炮制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第 ２５ 辑 １９３８ － ４ － ２１ 北京、 天津植树节庆典， 济南 “复苏” 景象

第 ２６ 辑 １９３８ － ５ － １ 沦陷后的扬州景象， 各地 “复苏” 景象

第 ２７ 辑 １９３８ － ５ － １１ 上海、 蚌埠等地的天长节庆典

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宣传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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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辑　 数 发行日期 相关内容

第 ３３ 辑 １９３８ － ７ － １１ 占领区各地 “复苏” 景象

第 ３４ 辑 １９３８ － ７ － ２１ 伪蒙疆自治政府 “商业繁盛” 的景象

第 ３７ 辑 １９３８ － ８ － ２１ 徐州 “复苏” 景象

第 ４８ 辑 １９３８ － １２ － １１ 武汉、 广州的 “复苏” 景象

第 ５１ 辑 １９３９ － １ － ２０ 占领区各地 “欢度” 新春

第 ５２ 辑 １９３９ － ２ － ５ 青岛 “复兴” 景象

第 ５４ 辑 １９３９ － ３ － ５ 广州、 南京、 北京、 汉口 “复兴的曙光”

第 ５７ 辑 １９３９ － ４ － ２０ 各线铁路相继修复

第 ５９ 辑 １９３９ － ５ － ２０ 新开通铁路线， 湖北前线夏景

第 ６３ 辑 １９３９ － ７ － ２０ 各地 “复苏” 景象

第 ７１ 辑 １９３９ － １１ － ２０ 北京新市街建设， “新生” 的南京

第 ７９ ～ ８０ 辑 １９４０ － ３ 汪伪政权成立庆典

第 ８１ 辑 １９４０ － ４ － ２０ 南京市容建设

　 　 说明： 内容直接取自 《画报》 中相关报道的大字标题， 相似的标题在保留原文状态的前提下

合并处理， 原文系日文， 翻译过程中如伪政权名称和日本对华污蔑用语等特定称谓， 或以对应汉

语常见词替换或加引号注明。

由于 《画报》 以美化日本侵略为职责， 因此对日本占领区 “解放”
“复兴” 之类照片的编排可谓煞费苦心。 通常的编排顺序是： 在获知日本

军队将要对某一城市发动进攻后， 《画报》 便会先刊登一些当地的美景图

片， 或为自然景观或为城市街景或两者皆有； 待战争爆发之后则刊登战争

期间中国军队对这些美丽、 和平景致的 “破坏” 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死亡

的惨状； 待战争结束再刊发大量日军维持秩序， 百姓生活安定和城市状况

得到恢复的照片； 最后， 每逢年节， 特别是中国的元旦、 春节以及日本的

重要节日、 “事变” 发生周年纪念日和当地 “沦陷周年纪念日”， 《画报》
都会刊发中国各界人士和日本人一起或单独热烈庆祝和 “欢度节日” 的照

片， 并且选择的场景一定好于沦陷之前。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日本军队的锐气和锋芒相对防御阶段已经

有所下降， 无论 《画报》 的编辑者们怎样用心粉饰太平、 美化日军侵略行

径， 希望以此稳定军心、 民心， 这种情形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从表 ５ 中可见， 在 《画报》 前 ５１ 辑的广告中， 酒类广告最多， 所占

比例高达 ４１ ２％ ； 在后 ５０ 辑的广告中， 药类广告最多， 所占比例高达

７６％ 。 《画报》 广告从 “酒” 到 “药” 的转变， 虽不能说完全根源于侵华

８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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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由激烈、 亢奋、 疯狂的杀戮到医治创伤的内在转变， 但是反映了战局

某些细微的变化。 这种微妙暗合之处， 最易为人们所忽略， 隐含其间的价

值与意义却不能轻易忽略。

表 ５　 《画报》 广告一览

辑　 　 数 广告标题 广告词

第 １、 ４、 ６、 ５０ 辑 忠勇牌铭酒 御用出征祝捷酒

第 ２、 ７ 辑 《北支事变画报》 特派写真班摄影

第 ３ 辑 赫尔墨斯牌高级收音机 时刻收听 “事变” 新闻的收音机

第 ５ 辑 菊御代国旗 国旗菊御代， 国威八千代

第 ８ 辑 红宝石波尔多葡萄酒 喝了比平时元气倍增

第 ９ 辑 牛肉宝来煮 慰问前线 “皇军” 专用

第 １０ 辑 喇叭多赛 强壮补血， 不再体弱

第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７、
１９、 ２５、 ２７、 ３０ 辑

三得 利 株 式 会 社 产 威

士忌
纯国产， 二十年陈酿

第 １２ 辑 《苏联人会参战么》 新书发售———来自红军的心脏的决策

第 １５、 ２１ 辑 东丸牌淡味酱油 用美味 “占领” 你的嘴

第 １６ 辑
日本古拉究阿油墨工业

所、 三荣化学工业所
（承接相关业务介绍）

第 １８ 辑 国民牌收音机 听国策、 听战报必备首选

第 ２０ 辑 纸窑印刷株式会社 大藏省专卖局御用

第 ２２ 辑 山本报纸油墨工厂 承接各种印刷任务

第 ２３、 ２６、 ２９、 ３２ 辑 中岛正露丸 “歼灭” 各种恶疾

第 ２４ 辑 特制樱花啤酒 祝捷干杯最佳陈酿

第 ２８ 辑 战捷祈愿集印帖 最佳纸质印刷， 欢迎团体批量购买

第 ３１、 ３７ 辑 曼秀雷敦
世界家庭必备良药， “皇军” 驱赶南京毒

虫和困意

第 ３３ 辑 夏季胃肠病康复丸 天皇御备药

第 ３４ 辑
高级卡特尔 （粉末杀虫

剂）
对付南京毒虫必备

第 ３５ 辑 健胃固肠丸 军队健康的保障

第 ３６、 ３８ 辑 卢梅格贝慰问袋 慰问袋必须用国货

第 ３９ 辑 指南针 原装进口

第 ４０ 辑 战地毛巾被
应对 （中国） 大陆三伏暑热早起寒凉之气

候必备品

９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宣传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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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辑　 　 数 广告标题 广告词

第 ４１ 辑 福美人牌铭酒 为勇士出征望风披靡干杯

第 ４２ 辑 七德小洋刀 “皇军” 慰问品

第 ４３ 辑 炼羊羹 前线将士慰问品

第 ４４ 辑 月桂冠牌清酒 新东亚建设祈愿酒

第 ４５ 辑 战胜丸 胃肠肺肋膜药

第 ４６ 辑 白鹰酒 酒界最高权威

第 ４７、 ４９、 ５１ 辑 贺茂鹤牌高级铭酒
日本铭酒贺茂鹤有着配合 “皇军” 经营大

陆的底气

第 ４８ 辑 白鹿牌铭酒 有旭日旗的地方就有白鹿酒

第 ５２、 ５５、 ５７、 ５９、
６１、 ６３、 ６５、 ６６、 ６８、
７０、 ７２、 ７４ 辑

刷牙俱乐部 健康的牙齿是 “兴亚” 建设成功的基础

第 ５３、 ５４、 ５６、 ５８、
６０、 ６２、 ６４ 辑

便携式口粮———高热量

食品

依据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制成的兵粮： 一食

千人力

第 ６７、 ６９、 ７１、 ７３、
７５ 辑

国民牌灯泡 为国家节省电力用于前线

第 ７６ 辑 “共桐便” 牌胃药 养护肠胃是后方建设的需要

第 ７７、 ７８、 ８０ ～
１０１ 辑

“泊莱乌” 牌药膏
纯正的现代化学疗法， 用于中耳炎、 扁桃

体炎和丹毒等

第 ７９ 辑
“空桥坤邦” 牌皮肤病

治疗剂
专治疥癣、 顽癣、 白癣、 水虫、 阴囊顽癣

三　 树立日本国家的 “道义” 形象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是典型的非正义战争， 因此为了 “出师有名”， 《画
报》 在宣传和树立日本国家层面的 “道义” 形象方面也是绞尽脑汁。 如前

所述， 在占领每个城市的过程中， 都一定将日军骑着高头大马， 耀武扬威

招摇过市的景象摄入镜头， 当然也少不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 “夹道欢

迎”， 以营造出日本侵略军 “正义之师” 的形象。 实际上， 日本自九一八

事变以后就一直用刺刀威逼， 制造各种假象。 例如 “北宁铁路三名警察不

肯投降， 日军反在其背上强插 ‘欢迎大日本’ 旗帜， 游街绕全城， 然后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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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关枪决”。① 为了削弱中国抗日军民的抵抗决心和意志， 《画报》 还采

用了更为 “巧妙” 的手段。
《画报》 刊登了大量表现 “皇军” “仁慈” “善良” 的图片， 借此使读

者产生这样的印象： 日本侵华军队不可能在占领区从事烧、 杀、 淫、 掠等

罪恶活动， 以增加占领区的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 “皇军” 的认可度和接纳

度。 在这类照片中， 最为典型的一幅是刊登在第 ３０ 辑上的名为 《穿军装

的天使》 的照片。 照片展示的是徐州会战中两名日本军人捡到一名在战争

中与父母失去了联系的中国婴儿之后， 其中一名士兵抱着孩子， 另一名士

兵在认真地用类似军用水壶的容器给孩子喂水或牛奶。 整个画面看上去充

满人情味， 非常感人。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 就在这张照片拍摄的 １ 个

多月之前， 疯狂的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残杀了成

千上万的孩子及其父母、 家人， 制造了人间惨剧。 对此， 《画报》 的处理

方式是刻意回避南京大屠杀， 以 “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南京入城仪式”，
加以掩饰。 南京陷落的时间为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如果日本军队和照片摄

制者、 《画报》 编辑者真的如前述照片中所反映的那样充满慈悲仁爱之心，
《画报》 为何对那些令人发指、 泯灭人性的日军在南京城滥杀无辜的行为

回避和沉默呢？
《画报》 采取的日本国家 “占据道义制高点” 的宣传策略还表现在对

中国的大肆污蔑上， 其中最恶毒的手段就是对中国军队为了抗击日本而不

得不采取的一些措施予以大肆攻击。 如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南

下， 前锋攻占徐州并沿陇海线西进， 欲与沿平汉路南下的日军会师郑州。
为了阻止已经侵入华北的日军突破黄河防线， 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大

堤， 制造了黄泛区。 《画报》 只字不提此系因日军侵略行为所致， 而是用

了 ３ 辑多的内容 （第 ３２ ～ ３５ 辑） 连篇累牍地报道黄河决堤、 河水泛滥给

当地社会各界人士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 “皇军” 对当地百姓的 “救助” 与

“支援”。 一年以后， 当日军攻占武汉三镇并沿粤汉路南下逼近长沙时， 为

了不将因为一直作为武汉会战大后方而囤积了大量战略物资的长沙拱手让

人， 国民政府被迫将其付之一炬。 《画报》 采取了相似的宣传、 报道策略，
就是一面闭口不谈造成 “文夕大火” 的根本原因和罪魁祸首， 一面发表大

量长沙被焚的惨景照片并附带一篇题为 《可笑的 “焦土抗战” 政策》 的解

说文字。 通过讽刺和挖苦国民政府， 煽动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蒋介石和国

１１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宣传策略探析　

① 郭述祖： 《长城抗战第一枪———榆关事件的前前后后》， 政协山海关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编印 《山海关文史资料———日伪时期的山海关》， １９９１， 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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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的不满， 乃至仇恨。
然而根据现代传播学理论， 全凭自吹自擂和污蔑对手并不能自然

而然地占据 “道义制高点” ， 为了 “坐实” 日本 “得道” 的国家形象，
《画报》 的编辑还不惜借助外力， 通过 “多助” 来替自己正名。 为了

表明自己 “得道多助” ， 《画报》 第 ２８ 辑和 ２９ 辑竟用了近 １ ／ ４ 的版面

专门报道了 “伊太利 （即意大利———笔者注） 国使团访问日本” 的活

动， 希望以此表明日军的所作所为也被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所认可。 众所

周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意大利与日本同为与世界爱好和平各国

为敌的国家。 然而天理昭彰，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除了这次意大利

使团出访日本外， 此后再也没有类似的访问活动为 《画报》 提供宣传报

道的题材了。 相反， 美国、 英国、 苏联、 法国等国家与日本的关系迅速

恶化。 为了掩盖这一窘境， 日本侵略者又使出上文中提到的宣传策略，
用了大量的篇幅报道这些国家和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往来。 言外之

意， 这些国家的反日活动皆是受了蒋介石的蛊惑所致， 都是他们这支

“正义之师” 的敌人。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 日， 纳粹德国闪电般袭击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的欧洲战场正式形成。 在战争初期， 德国军队趾高气扬， 肆行无忌； 英

法军队则静坐西线， 无所作为。 而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

段， 虽然广州、 武汉相继失陷， 中国的广大土地被日军占领， 但是日本

侵略军也因占领区域过于庞大而分兵乏术， 再难有占领新的具有战略地

位城市之武力及其 “战果” 加以炫耀。 于是， 盟友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

胜利就成了 《画报》 的舆论宣传重点， 一是希望借重盟友的强大延续自

己此前炫耀武力的余脉； 二是由此提高德国、 意大利两国在中日社会各界

人士心中的地位， 进而减少因英国、 法国、 美国、 苏联等国与日交恶所带

来的形象贬损。
自 １９３９ 年德国向波兰发动闪电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战场形成

起， 至 《画报》 停刊止的 ３４ 辑中， 设有 “欧战专题” 的 《画报》 多达 ２８
辑， 亦即平均 ５ 辑里面只有 １ 辑不设此专题， 反映了日本法西斯对其强大

的德国盟友的倚重和精神寄托。 这是为了向读者显示强大的德国都愿意与

日本为伍， 旨在彰显自己所谓 “得道多助”； 同时也是为了向读者展示自

己盟友的强大实力， 掩饰自己在相持阶段战果明显大不如前的窘境。 当然

为了不在节节胜利的盟友面前太过窘迫， 日本军队也在德国攻占巴黎的同

时发动了对宜昌地区的进攻， 希望以此表明自己仍旧同战略防御阶段时期

一样保持强大的军力。 为此， 《画报》 还专门出版发行了 《宜昌攻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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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 （第 ８４ 辑）。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 在枣宜会战中， 虽然中国方面第 ３３
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 是为抗战时期中国牺牲的最高将领， 但

是日本侵华的战略目的并未达到。 中国学者指出： “枣宜会战中国守军丢

失了一些城市和地区， 但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 有利于长期抗战。 而

且， 日军战线拉得更长， 敌第十一军已无机动兵力， 驻守宜昌地区更显兵

力不足……从整个战局来看， 襄西宜昌地区的日军， 孤军深入， 处在中国

军队的战略包围之中， 中国军队不断地发动攻势作战， 从战略上说， 日军

陷于被动之中。”①

结　 语

《画报》 创办的宗旨是配合七七事变后日本 “三个月灭亡中国” 的战

略目标， 亦即配合军事侵略进行舆论宣传， 希求在军事占领、 稳定占领区

和树立道义形象等三个方面， 利用画报媒体直观、 形象、 纪实性强等特点

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目的。 然而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历史的

走势与 《画报》 的创办者的目标越来越远， 其发刊频率也一降再降。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珍珠港事件” 发生后， 抗日战争进入英国、 美国等国家对

日宣战并支援中国抗战的新时期。
从炫耀武力的角度来说， 《画报》 的编辑无法回避日本侵略者在中国

已经完全陷入他们一直努力避免的持久战的深渊之中的事实， 在太平洋上

又必须面对强大的美国海军的反制。 为凸显 “解放” “复兴” 占领区的议

题， 千篇一律的报道已经不能起到有效的宣传效果。 在树立 “道义” 形象

的时候，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轴心国集团在世界

上日渐孤立。 《画报》 在 “珍珠港事件” 发生的当天即退出了历史舞台，
绝非偶然。

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纪念之际，
研读 《支那事变画报》， 感触良多。 《画报》 不仅画面清晰， 照片含义丰富

且少有隐晦， 就连其中的封面、 地图和广告都不同程度地反映日本侵华的

历史过程， 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视觉文本。 ７０ 多年前， 骄横而又不可一世的

日本侵略者最终在中国人民面前选择了无条件投降。 然而 ７０ 多年后的今

天， 还有很多日本右翼分子妄图篡改历史， 粉饰战争罪行。 令他们始料不

及的是， 当年日本法西斯为炫耀武力、 稳定军心、 推卸战争责任而发行的

３１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宣传策略探析　

① 李占才： 《焦土热血———枣宜会战纪实》， 河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１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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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报》， 在今天却成为他们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笔者真诚地希望国内外学者能够对此予以关注， 在解读 《画报》 主要

议题和宣传策略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研究， 仔细探索。 相信经过更为细

致的总结和归纳， 《画报》 所蕴含的更多的议题能够得到探析， 为抗日战

争史研究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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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困境、 因应与走向
∗

　①

———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例

　 张仰亮∗∗ 　②

提　 要　 中条山根据地作为国民党首批游击根据地之一， 其兴衰演变

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中条山根据地在创建之初， 面临着军心涣散、 防线不

稳、 物资匮乏、 县政瘫痪和军民关系紧张等困境。 为此， 中条山军政各方

多措并举， 如加固防御工事、 推行政工工作、 加强后勤保障和开展县政建

设等。 中条山军政各方的应对举措为国民党游击作战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并取得了中条山保卫战的胜利， 根据地一度被誉为 “中国的马奇诺” 防

线。 但中条山战役的迅速惨败使根据地基本丢失殆尽， 蒋介石甚至斥之为

“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 根据地的坚固程度令人颇为怀疑。
关键词　 抗战　 国民党　 游击战　 中条山根据地

近 ２０ 年来， 学界对于国民党游击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 成果丰

硕。 但关涉国民党游击战研究的空白点、 薄弱点依然不少， 不管是对国民

党游击战的宏观审视， 还是对根据地的微观考察， 均有待深入。 譬如在抗

战期间， 国民党规模较大的根据地 （或游击区） 就有十几块， 但扎实精详

的个案研究却屈指可数。① 本文欲从中条山根据地切入， 为探究国民党游

①

②
①

本文受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项目 “国民党中条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 （２０１４３０６７） 的资助。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从研究现状看， 学界主要对中条山、 苏北等有限的几个游击区 （或根据地） 进行了深浅

不一的研究， 以论著较多的中条山根据地为例， 其研究也仅限于中条山战役、 根据地民

众运动等几个视域。 笔者管见所及的个案研究主要有： 杨奎松 《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

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兼与邓野先生商榷》，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邓野 《日
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与政治延伸》，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张仰亮、 李常宝

《１９３８ ～ １９４１ 年中条山抗日根据地民众运动考察》， 《山西档案》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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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战的兴衰脉络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 个中原因在于， 中条山根据地

作为国民党首批根据地之一， 亦是国民党人数最多、 影响最为广泛的根据

地之一， 其兴衰演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一　 进驻之初的困境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中旬， 卫立煌率部在太岳山区的韩信岭一带阻击日军失败

后， 决定向中条山区域分散。 ３ ～ ４ 月， 李默庵第十四军等部队进驻垣曲、
沁水、 翼城一带的中条山山区， 根据地初步建立。① ３ 月 １１ 日， 蒋介石致

电时任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 称中条山驻军 “一面发动游击， 一面筹划补

充兵员与就地给养及屯粮等事”。② 可见， 在根据地创建伊始， 国民党高层

便十分关注国民党军队 （正式称为 “国民革命军”， 简称 “国军”） 的游

击作战与后勤保障事宜。 问题在于， 中条山根据地的作战条件远比预想的

艰难， 诚如李默庵所言： 庞大的兵团进驻中条山， “首先是立足的问题”，
“其他军需保障不说， 仅吃粮一事就够让人头疼的”， “其次便是如何开展

游击作战”。③ 应该说， 李默庵所言相当中肯， 准确指出了问题要害。
对于国军而言， 其主要任务便是阻止日军渡河西进， 但中条山是一

条浅山， 地势狭长， 坡度亦缓， 阵地防守绝非易事。 中条山为晋南主要

山脉之一， 全长 １５０ 余公里， 其西南侧紧邻黄河， 自古以来便是军事要

冲。 对此， 国民党方面认为： 中条山为 “西北屏障”， 日军若掌握该山，
“即能确保晋省， 又可进窥长安， 威胁陇海线”， 国军若驻守中条山， 可

以 “守河防， 守河防， 则守国防矣”。④ 更为重要的是， 中条山背靠黄

河， 属于背水结阵， 曾任第三十八军机要室译电员的车国光就抱怨道：
背水结阵 “在 ２０ 世纪的热武器时代， 置于死地， 除覆没以外， 料无出

路”。⑤

由于国军迭遭败绩， 军心早已涣散， 希图尽早撤离晋省的官兵大有人

在。 其实在国军进驻之初， 官兵军纪松弛、 意志动摇等弊病乃是一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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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默庵：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２０９ 页。
《蒋中正致李默庵刘戡电》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吕芳上主编 《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
（五）， 台北， “国史馆”， ２０１４， 第 ４９２ 页。
李默庵：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 第 ２１０ 页。
《第二战区一九三九年作战经过概要》 （１９３９ 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防部史政

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档案号： ７８７ － ６５２１ － １６５ － ５８１１。
车国光： 《中条山血战》， 段景礼等主编 《赵寿山将军》，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４， 第 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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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就连隶属中央军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亦是如此。 据曾任卫立煌

秘书的赵荣声称： 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军并无二致， 军纪败坏，
思想空虚， 缺乏抗战信心， 多 “希望退到黄河以南”。①

中条山就地形而言是 “军事的要地”， 但就物产来说却是 “穷山”， 唯

一般民众节衣缩食方可解决温饱问题。② 十几万国军蜂拥而至后， 需用浩

繁， 后勤保障的困难愈发凸显。 除粮食不足外， 部队官兵生活用品的匮乏

程度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公报》 就曾描述道： “因为前方大批部队

的屯驻， 对于日常用品的需要特别多。 后方所运到少数的货品， 无疑是供

不应求的。”③ 再者， 住房问题也令国军一筹莫展， 原因在于 “山村房屋太

少”， 以致 “大部队宿营困难”。④

由于日军迅速向晋南推进， 晋南诸县的县政几近瘫痪， 县长多已无心

职务， 社会治安渐趋恶化。 据称， 晋南诸县仅 “新绛李凯朋、 永济王志彬

愿意留任， 余均呈请辞职”。⑤ 令国军头痛的远不止于此， 由于山中民众与

外界交流甚少， 当地民众对抗战形势往往一知半解。 如在抗战之初， “山
中人民除担负协助军运外， 竟不知有抗战之举”， 民众信息之闭塞可见一

斑。 此外， 由于日伪汉奸与游兵散勇的任意滋扰， 民众的生产生活亦无所

保障。 以日军侵扰下的垣曲、 阳城、 高平等县为例， 民众的 “房屋、 器

具、 粮食多被敌军焚烧抢掠殆尽”，⑥ 民众对突如其来的战祸往往心存恐

惧， 不少民众携家带口南渡黄河， 更遑论支持抗战了。

二　 危机下的因应

按照国民政府要求， 中条山根据地由第一、 第二战区 “协力固守”，
“作为向华北采取攻势之支撑点， 亦为支援对日军后方游击作战之基地”。⑦

卫立煌在 １９３９ 年初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仍兼任之前的第二战区副司

令长官）， 如此一来， 中条山根据地在军事上实受第一战区辖制， 但民政

７１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困境、 因应与走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赵荣声： 《回忆卫立煌先生》， 文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８５， 第 ９９ 页。
《中条山将士战斗生活》， 《中央日报》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第 ２ 版。
周延： 《中条山的手工业———中条山通讯之一》， 《大公报》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 第 ３ 版。
晋震梵： 《抗战中固守中条山的日日夜夜》， 段景礼等主编 《赵寿山将军》， 第 ９１ 页。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 山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第

２４０ 页。
《晋南战时教育实施计划》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教育部档案，
档案号： ５ － １ － １３７０４。
蒋纬国： 《抗日御侮》 （六），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１９７８， 第 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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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归属阎锡山之山西省政府领导。 国军进驻初期面临作战、 生存多种考

验， 在此困境下， 国军与地方当局不得不以军事为先导， 多措并举， 以应

对困局。 需要说明的是， 根据地的坚固与否牵涉自身诸多因素， 并非传统

意义上的防御工事一项所能完全解释， 根据地的政训工作、 后勤保障、 民

政建设等皆应考虑在内。

（一） 军政方面

军政建设直接关乎根据地的稳固程度与军队战斗力的高低， 重要性不

言而喻。 为此， 国军在防线构建、 政训建设、 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统一

规划和必要调整。
划定防区。 十几万国军相继涌入中条山后， 难免会出现驻军分布混

乱、 厚此薄彼的问题。 卫立煌根据作战需要、 地势地貌等因素， 对国军防

区进行了多次调整， 及至 １９３９ 年初大致稳定了下来。 总体而言， 卫氏将中

条山划分为三个防区： 东段横岭关至绛县由刘茂恩第十四集团军驻防， 中

段夏县、 闻喜一带由曾万钟第五集团军驻防， 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第四

集团军驻防。①

修筑防御工事。 由于中条山国军主要肩负着阻止日军渡河、 保卫

大后方的重任， 那么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就显得不可或缺。 国军进驻

中条山后， 卫立煌对防御工事颇为重视， 据曾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郭

寄峤回忆： 前敌总司令部 “对太行山南段及中条山全线， 秘密部署” ，
“保有相当纵深， 一切均作长期固守诱敌歼敌打算” 。② 与国军长期对

峙的日军亦称： 以卫立煌为首的国军 “利用险峻的山地， 构筑着坚

固阵地” 。③

推行政训工作。 一般而言， 游击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与其政训水平的高

低息息相关， 国民党高层对此亦早有认识。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时任军委会军

令部部长徐永昌就向蒋介石建言： “政治工作人员， 尤亦深入游击区域，
直接可增进游击部队之精神， 而维持风纪， 联络民众。”④ 蒋氏对于政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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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赵荣声： 《回忆卫立煌先生》， 第 ２７０ 页。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郭寄峤先生访问记录》，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７３ 页。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第 ３ 卷第 ２ 分册， 田琪之、
齐福霖译，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第 ５６ 页。
《上蒋委员长》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

集》， １９９６， 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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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颇为重视， 他认为： “政训工作的目的在实施部队政治教育， 以改造

军队为中心， 进而感化民众， 转移风气， 改造社会。”① 此后， 偏废已久的

政工工作再次得以在国军中广为推行， 中条山驻军在 １９３９ 年左右开始试

行， 其触角逐渐延伸至营连基层作战单位， 在军、 师一级设有政治部主

任， 在团一级设有指导员， 在连一级设有政治干事。②

后勤保障建设。 对国军而言， 物资供应与住房问题显然是头等大事。
在进驻之初， 各部队通过到山下平原地区采购粮食， 尚能解决温饱难题。
但日军将中条山山口严加封锁后， 国军下山采购愈发艰难， 所以只能主要

依靠后方接济转运。 问题是， 根据地与大后方有黄河天险相隔， 须有渡口

并设立运输站方可施行， 难度可想而知。 为此， 第十四集团军在垣曲一天

然渡口设立运输站， 第四集团军在尖坪渡、 茅津渡设立运输站， 第五集团

军则在白浪渡设立运输站， 负责转运物资。 这样一来， 国军粮食等物资大

都由兵站供给， 辅之以就地采购。 对于住房问题， 国军通常是租住民房与

自建房屋相结合。 如第三十八军就在防区内挖了许多窑洞， 尤其是在望远

村的西沟修建了成排的窑洞， “每班先挖一个”， 住房紧张难题得到一定的

疏解。③ 此外， 各军、 各师均设有随军医院， 基层作战单位设有卫生队或

卫生员。 为方便集中救治前线伤员， 第一战区除在洛阳设有两所后方医院

外， 另在 “沿河各屯积所所在地， 每处设伤病官兵收容所一个”。④

（二） 地方民政方面

抗战不久， 阎锡山为适应抗战需要， 将晋省划分为七个游击行政区，
各设主任一人。⑤ 按照规定， 中条山诸县多划归第七区， 政治主任为关民

权， 晋东南的晋城、 阳城、 沁水等县划归第五区， 主任初为续如楫 （后为

戎伍胜）。 阎锡山认为： 地方政权应作为 “军民化合的枢纽， 将广大的民

众， 结合在我们周围作我们抗战与复兴的基础”。⑥ 需要说明的是， 在抗战

９１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困境、 因应与走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改进政训工作的要务》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 日）， 吕芳上主编 《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 （六），
第 １８ 页。
赵寿山： 《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 段景礼等主编 《赵寿山将军》， 第 ３６４ 页。
邓云温： 《记赵寿山军长二三事》， 段景礼等主编 《赵寿山将军》， 第 １５１ 页。
胡璞玉主编 《抗日战史》 （运河垣曲间黄河两岸之作战二）， 台北， “国防部史政局”，
１９６３， 第 １４０ 页。
阎锡山： 《第二战区二年来抗战工作报告与检讨》， 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秘书处，
１９３９， 第 １０ 页。
《阎会长对临时代表大会 （做） 政治报告》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旧

政权类档案， 类号： Ｂ， 册号：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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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背景下， 国军对地方民政的影响无所不在， 且职权多有交叉。 由于原任

县长对县职多望而生畏， 委任游击县长的重任就落在了实受中共影响的牺

盟会身上。 对此， 时任第九十三军军长的刘戡认为， 牺盟会把持了山西的

军政， 以至于各级政府均有牺盟会特派员， 并直言 “他们完全代替了国民

党的地位”。①

如此一来， 较多的牺盟会特派员履职县长岗位， 且不少为中共党员。
中条山区域亦是如此， 如李涛、 景思闵、 王宿人、 张呼晨、 张培民等中

共党员分别被任命为夏县、 闻喜、 平陆、 虞乡、 垣曲的县长。② 由于中

条山区域的县城多在日军控制下， 所以游击县政府只好设在隐蔽的山间

或偏远的乡村。 应该说， 大多数游击县政府仍可以正常运转， 如解县、
虞乡两县的县长时常派人到中条山北侧开展活动， “或亲自巡视属土，
抚慰民众”。③

对民众进行抚慰宣传。 鉴于民众对抗战知之甚少或者惊恐万分的现

状， 国军与地方当局开展了形式不一的抗日宣传， 以安抚民心。 如驻地国

军将抗日标语贴遍大街小巷， 并严禁官兵滋扰民众， 使其安心生产与生

活。④ 此外， 国军还组织民众恢复农业生产， 救济灾民， 以图缓和本已紧

张的军民关系。 如在 １９４０ 年初， 卫立煌致电蒋介石， 查晋南抗战以来

“兵灾之重， 历来未有， 军民生机全被断绝， 春耕种子又无力购办， 如不

设法准备救济， 前途不堪设想， 拟恳请能予饬主管部会按照上列各县各放

款十万元”，⑤ 并获批准。
组训民众。 早在抗战之初， 徐永昌就认识到游击战与民众结合的重要

意义， 认为 “游击战须配上民众， 能得民助矣， 则我明敌暗， 否则反”。⑥

需要说明的是， 以 “晋西事变” 为转折点， 根据地之前的民众运动多由牺

盟会领导， 之后民众运动主导权渐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及阎锡山获取。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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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前期， 民众运动在牺盟会领导下， 日渐高涨， 由县城至乡村普遍组

建起各行业、 各群体的民众组织。① 抗战军兴， １９３８ 年初山西省政府令

“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及公安局警察均编为游击支队， 县长兼任支队

长……协助正规军于全省各地， 普遍发动游击战”。② 除各游击县政府组织

的民众武装外， 普通民众亦组织起名号各异的武装组织， 规模较大的有杨

振邦晋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及散布于中条山内外的红枪会。 其中， 标榜 “保
卫家乡安宁” 的红枪会在中条山区域发展颇速， 至 １９３９ 年 “共有红学

（会） 八万余人”。③

发展战地急需的工矿业。 在根据地， 军民生活用品极度缺乏， 虽有后

方补给， 但缺口依然不小。 为适应抗战需要， 国民政府于 １９３８ 年下半叶开

始推行工业化合作运动。 国民政府对于游击区的工业化合作社比较重视，
中国工业化合作协会在中条山东部设立晋东南事务所， 之后， “各地小手

工业均纷向该事务所贷款， 组织各种手工业合作社”。④ 中条山区域的工业

化合作社得到一定的发展， 至 １９４０ 年底 “已设有工业合作社六十所”， 著

名的有阳城后河造纸合作社、 南个面粉合作社、 沁水纺织合作社、 垣曲冶

煤合作社等。⑤ 应该说， 各手工业合作社对保障驻军日常所需有着一定的

补充作用， 如夏县脉岔造纸厂的产纸虽无法完全解决中条山军政机关的纸

荒问题， 却可以救济一部分。⑥

三　 “成功” 还是 “失败”？

对于中条山根据地的建设举措， 国民党军事高层颇为自得， 卫立煌甚

至将中条山自诩为 “中国的马奇诺” 防线。⑦ 这让人不禁会问， 根据地的

建设举措对支持中条山抗战究竟成效几何？ 对于中条山根据地的走向与评

价问题， 学界往往以失败的标签定论， 不无偏颇。 笔者认为， 对中条山根

１２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困境、 因应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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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的研究， 应以在全局视野观照下将中条山保卫战的价值与中条山战役

的失利区别开来为宜。

（一） 中条山保卫战阶段

及至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上旬， 军委会对游击战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并将游击

战分为反扫荡战、 破坏敌伪政治经济设施战、 策应战三种形式。① 援引至

中条山根据地莫不如此， 其差别仅在于三者各有侧重。 因为中条山根据地

的主要任务为阻止日军渡河西犯， 那么反扫荡战就成为中条山国军的主要

职责， 中条山保卫战由此得名。 该阶段涵盖根据地建立之初至中条山战役

之前， 时间跨度三年有余。
反扫荡战。 １９３８ 年 ３ ～ ４ 月， 国军在中条山建立根据地后， 与之相持

的日军第一军则 “一直在企图击败晋南一带的重庆军而后向前推进”，② 从

而为进攻大西北打开方便之门。 及至中条山战役前， 日军先后对中条

山进行了 １３ 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 又往往将中条山西段作为进攻的重

点。 在 １３ 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中， 又以 “三二九” “六六” “四一七”
战役最为惨烈。 以国军损失最为惨重的 “六六” 战役为例，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上旬， 日军一度突破了国军在中条山西段的防线， 并将李兴中第九

十六军、 孙从洲第四十六旅包围， 形势岌岌可危。 最后， 第四集团军

在内外联合策应下才艰难夺回阵地， 据曾任第三十八军作战科科长的

于景祺称， 是役第四集团军伤亡人数高达 ９０００ 余人， 其中第九十六军

占半数以上。③

当然， 中条山国军除配合正面战场与反击日军大扫荡外， 自身也广泛

开展了形式不一的游击作战， 以牵制日军。 曾任第三军副官处处长的车学

海表示： “至其他局部的遇机出击或敌后游击和破坏铁路等战斗， 几无日

无之。”④ 在日军看来， 中条山国军 “反复袭击平原交通线， 特别是对铁路

进行袭击”。⑤ 毋庸讳言， 在中条山战役事发前， 国军在中条山保卫战中取

得了不俗的战绩， 并一度牵制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兵力， 中条山被日军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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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华北， 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① 成为日军的 “盲肠”。

（二） 中条山战役阶段

中条山战役， 又称晋南会战， 发生于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间， 在战役中国军惨

遭失败， 根据地几乎丢失殆尽。
其实， 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是经过精心谋划和悉心准备的， 极具战略

意图。 日军认为在其占据地区中华北治安最差， 尤其是 “山西省由于西面

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 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 １ 战区的军队活动，
治安情况极为恶劣”。② 但是， 日军华北方面军就中共与卫立煌两者的进攻

次序问题意见并不一致， 最终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认为， 当前的主要

任务在于扫荡盘踞在中条山根据地的国民党中央军， 以清除其在黄河以北

的势力， “借以确保华北安定， 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③ 方案确定后，
日军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调兵遣将， 以充实驻晋日军第一军的实力， 并多次

进行战前演练。
较之于日军的精心准备， 中条山国军的战前应对明显疏忽了许多。

在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举办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 蒋介石鉴于卫立煌未尽力压

制中共而对其埋怨一通， 甚至扬言撤去卫氏河南省长一职， 以致卫氏索

性远走峨眉山休养， 导致中条山根据地临时换帅， 由何应钦代理。④ 何

应钦抵达洛阳后， 召集前线将领开了两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 并制

定了巩固河防、 加固防御工事和主动出击的应对方案， 但未及计划完工或

实施战役就已打响。
５ 月 ７ 日傍晚， 日军集中六个师团又三个旅团的兵力由东、 北、 西

三个方位， 采用钳形夹击、 中央突破与分割包围的战术， 全面进攻中条

山及豫北道清路西段的国军。 中条山防线不几日就被日军攻破， 行动异

常迅速， 国军经营三年有余的根据地丢失殆尽。 直至 ６ 月 １５ 日， 日军才

宣布中条山战役正式结束， 并宣称取得了 “赫赫战果”。 据日军统计，
国军被俘约 ３５０００ 人， 遗弃官兵尸体约 ４２０００ 具， 日军战死 ６７３ 人， 负

伤 ２２９２ 人。⑤ 为此， 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甚至斥之为 “抗战史中最大之耻

３２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困境、 因应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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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① 可见， 蒋氏对中条山战役惨败的极度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综上可知， 对于中条山根据地的走向与评价问题， 若简单地以成功或

失败的标签来衡量， 未免有失公允。 正如台湾原 “行政院院长” 郝柏村所

言： “中条山区， 国军坚守黄河北岸， 牵制日军不得渡河， 实已完成重大

战略任务， 稳定华北战场四年之久。”② 即使在中条山战役后， 随着战略相

持阶段的提前到来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精力日趋分散的日军对于渡河

西进早已心有余而力不足， 直至抗战结束亦未能实现渡河西进的夙愿。 但

是， 国军在中条山战役中无疑是惨败而归， 其中原因引人遐思。

四　 令人生疑的 “马奇诺” 防线

昔日 “中国的马奇诺” 防线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迅速攻破， 甚至被蒋介石

斥为 “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 根据地的坚固程度让人颇为怀疑。 笔者在这

里想探讨的是， 在中条山战役中除却日军实力强大、 准备充分以及国共协

同抗战走低等客观因素外， 尚有哪些根据地自身问题值得我们去反思。
防御工事单薄。 事实上， 中条山防御工事远非国军所言的 “固若金

汤”。 由于中条山防线多为单线防御， 缺乏纵深配置， 若一点被破极易造

成全线随之崩溃， “六六” 战役即为前车之鉴。 对于卫立煌引以为豪的

“马奇诺” 防线， 苏联顾问却不以为然， 认为国军对构筑防御工事 “太儿

戏”， “马奇诺” 之名虚有其表。③ 在战役中， 中条山防线形同虚设， 日军

突破一点后其余防线即成崩溃之势。 战后， 卫立煌不无自责地表示： 阵地

纵深过小， 又缺乏兵力守备， “是徒具有阵地之躯壳， 并无阵地战之条件

也”，④ 此番话多少道出了阵地缺失问题。
根据地存在派系纷争与不公之举。 毋庸讳言， 卫立煌对中条山驻军可

谓一视同仁， 其本人也颇具威望， 常被称为 “好好先生”。⑤ 问题是， 国民

党一以贯之的派系纷争与不公之举在中条山根据地远未断绝。 即使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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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内部同样存在人事纠葛， 如卫立煌与李默庵就因所属部队人事任免的问

题而关系僵化， 令蒋介石 “难于处理”， 最终蒋氏只好将李默庵调离， 方

平息了这场人事纷争。① 另外， 原属西北军的冯钦哉对军费与指挥权问题

亦颇有微词， 冯钦哉甚至向国民党高层当面要求 “加勉之部之增加经费与

渠直接指挥军队云”。② 作为根据地统帅的卫立煌对此也颇感无奈， 认为晋

南各军担负同一作战任务， “待遇间不平均， 相形见绌， 啧有烦言”。③

后勤保障难以为继。 虽然中条山国军的粮弹多由后方补给， 但在贫瘠

的山间生存并非易事。 在根据地内发动士兵参与后勤保障之事屡见不鲜，
难怪卫立煌抱怨： 各部队用于运粮、 磨面、 挑水、 打柴各种勤务， “实占

全连三分之一以上”。④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国军饮食状况， 据曾任第三十

四师师长的公秉藩称： 根据地 “没有副食”， “油、 盐也很困难”， 且士兵

“劳动繁重”。⑤ 此外， 根据地的穿住问题也未得到完全解决， 冬天士兵仅

有一套棉衣， 昼夜不脱， 以致遍身生虱， 尤其是前线的官兵不论刮风下

雨， 日夜坚守战壕， “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住所”。⑥ 不难想见， 由于官兵营

养不良， 体质自然较差， 在与日军近距离搏斗时往往落于下风。
在中条山驻军中， 除中央军第十四集团军的武器装备较为优良外， 实

际从属于地方军的第四、 第五集团军的武器装备往往量少质劣。 对此， 日

军就曾在画报上对第四、 第五集团军进行过绘声绘色的描述， 士兵 “穿着

破旧衣服， 肩着破枪， 身上标着 ‘杂牌’ 两字”，⑦ 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

地方军艰难的生存图景。
兵员缺额现象司空见惯。 抗战期间， 由于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弊病百

出， 普通民众对于当兵一事往往讳莫如深。 役政部门在将新兵由大后方送

至前线途中， 病死、 逃亡者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 最终能够真正服役者甚

至不及半数。⑧ 此外， 由于前线生活艰苦， 士兵即使服役后仍会出现大量

５２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困境、 因应与走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默庵：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 第 ２１６ 页。
《徐永昌日记》 （六）， 第 ５０ 页。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中）， 第 １０７４ 页。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中）， 第 １０７４ ～
１０７５ 页。
公秉藩： 《第三十四师在中条山抗战纪实》， 陈长捷等： 《正面战场·晋绥抗战》， 第 ２８４
页。
《中条山将士战斗生活》， 《中央日报》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第 ２ 版。
赵寿山： 《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 段景礼等主编 《赵寿山将军》， 第 ３５９ 页。
据军委会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国府纪念周中称： “抗战七年来征兵达一千

一百余万人， 然实际到达战场者恐不及五百万人。 逃亡病故者大多也。” 参见公安部档案馆

编注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群众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４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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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兵， 公秉藩即感慨道： 前线各部队 “缺额日增”， “每连士兵多者七八十

名， 少者五六十名， 甚至三四十名者也有之”。① 如此看来， 中条山国军虽

号称十六万之众， 但实际人数不禁要大打折扣， 李常宝认为， 若按照士兵

逃亡的比例来换算， 中条山国军的实际人数不超过十万人。②

政工工作乏力。 国民党当局虽努力恢复政工工作， 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甚至还遭到地方军的强烈抵制。 以原从属于陕军的第三十八军为例， 由于军长

赵寿山对带有监督意味的政工体系心生不满， 故对政工工作极为抵制， 以致

张泰祥为首的政治部不得不设在黄河南岸的会兴镇， 最后进而演变为 “全军

普遍地与团指导员、 连政治干事开展了斗争”，③ 政工工作自然徒有其名。
与地方民政系统隔阂较深。 由于军事权与行政权相分离， 卫立煌与阎

锡山之民政系统的合作并不顺畅。 在进驻之初卫立煌就曾将一纸诉状递至

中央， “报告山西党政反对中央军云云”。④ 尤其在 “晋西事变” 后， 两者

围绕晋东南行政大权纷争不断， 并在晋东南各自为政， 以致晋东南各县一

般都有三个县长， 分别隶属中央军、 阎锡山、 日伪。⑤ 在中条山战役事发

后， 阎锡山自然未尽力支援， 除所属赵世玲第四十三军直接参战外， 其晋

西南的晋绥军只进行了有限的策应与接济。 对此， 卫立煌认为： “晋南军

因环境关系， 甚难获得政治上配合。”⑥

民众运动不佳。 在 “晋西事变” 后， 牺盟会在中条山根据地的影响力

大为削减， 民众运动领导权进而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与阎锡山取而代之，
民众运动日渐消沉。 以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晋南部分县的农会会员统计为例， 平陆

１９６ 人， 夏县 ２０ 人， 闻喜 ６００ 人， 解县 １２ 人， 虞乡 １５０ 人， 沁水 １３１０
人。⑦ 不难看出， 除沁水、 闻喜成绩尚可外， 其余各县多者百余人， 少者

仅十余人， 民众运动状况之差可见一斑。 战后军委会亦承认： “政工人员

工作不力， 致军纪败坏， 民众离心、 离德， 反为敌用。”⑧

６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公秉藩： 《第三十四师在中条山抗战纪实》， 陈长捷等： 《正面战场·晋绥抗战》， 第 ２８４ 页。
参见李常宝 《１９４１ 年中条山根据地沦陷原因新论》， 《军事历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赵寿山： 《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 段景礼等主编 《赵寿山将军》， 第 ３６５ 页。
《徐永昌日记》 （四）， 第 ４２７ 页。
岳寿椿： 《阎军参加中条山战役的概况》，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 《山西文史资料全

编》 第 ３ 卷第 ３０ 辑， １９９８， 第 ４４７ 页。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中）， 第 １０７４ 页。
《山西省垣曲县党部呈送垣曲民报一份给社会部》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馆藏社会部档案， 档案号： １１ － １ － １０２２７。
《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及陈述意见书》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中华民

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５ 辑第 ２ 编军事 ３， 第 ４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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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中条山根据地甚至还存在走私牟利等腐败行为， 在此不再赘

述。 对于根据地本已存在的痼疾， 蒋介石并非一无所知， 早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蒋氏在致卫立煌电函中即指出： “黄河北岸各部队， 据外人实地视察报

告， 我军士兵伙食营养不良， 官长对士兵民众， 更多不能时刻接近， 军风

纪亦不见优良。”① 问题是， 由于国军上下正沉浸于中条山保卫战胜利的喜

悦之中， 对自身业已存在的痼疾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根据地的各种痼疾

在中条山战役中一一暴露也就不难理解了。

结　 语

综上， 中条山根据地的兴衰轨迹可谓一波三折， 极具戏剧性。 不可否

认的是， 根据地在保卫大后方、 配合正面战场、 牵制日军等方面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但随着中条山战役的失利， 中条山一度由炙手可热的 “媒
体宠儿” 迅速沦落为令国民党高层难以启齿的 “心头之痛”。 中条山根据

地的丢失无疑有客观因素居于其中， 如日军过于强大等， 但根据地自身的

弊病更值得玩味。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 根据地诸多弊病恰是与国民党业已

存在的体制缺陷难解难分， 如国民党内积弊已久的派系纷争、 一向孱弱的

政训体制、 抑制民众的统治观念、 久已有之的政治腐败等弊病在根据地得

以滋生蔓延， 成为根据地发展的无形桎梏。② 事实上， 中条山国军名义上

开展的是游击战， 却在战术上更多倚重阵地战， 此点亦值得深思。
其实， 中条山根据地的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衍射了国民党游击战的

兴衰脉络。 国民党游击战在 １９３８ 年前后大量推行， 及至 １９３９ 年前后游击

队人数高达 ８０ 余万 （不含中共）， 态势喜人。 但是， 以中条山战役的失利

为重要标志， 国民党游击战明显转向衰弱， 在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游击队人数骤降

至 ２７ 万左右，③ 及至抗战结束时仅留有吕梁山等少数根据地。 而中共武装

力量从入晋之初的三四万人至抗战结束时成长为上百万的正规军， 相较之

下国民党游击战的成效无疑不大。

专家荐语：
学界以往对于中共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关注较多， 对于抗

７２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困境、 因应与走向　

①

②

③

《蒋中正致卫立煌电》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吕芳上主编 《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 （六），
第 ２０５ 页。
陈默： 《战时国民党军研究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民国研究》 总第 ３０ 辑， ２０１６ 年秋季

号。
参见洪小夏 《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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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期间国民党开辟的敌后战场之研究相对不足， 尤其对根据地个案缺

乏精详的实证研究。 该文以国民党中条山根据地为研究对象， 对中条

山根据地的成长演变及由兴转衰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归结

出中条山根据地的陷落缘于国民党自身的痼疾。 文章较多使用了海峡

两岸的新史料， 为论文的撰写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 为文章增色

不少。

推荐专家：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常宝副教授

８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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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纳·米德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①

　 梁　 远∗∗ 　②　 王湘云∗∗∗ 　③

提　 要　 西方关于二战的史学研究成果颇丰， 但近年才对中国在二战

中做出的功绩予以重视， 并将中国的抗战史纳入二战的整体史学研究中。
作为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拉

纳·米德教授通过其学术成果证实了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

对中国抗战予以高度评价。 同时以该中心为平台， 米德通过积极广泛的学

术活动， 实现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性交流与合作， 扩大了抗日战争研

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　 拉纳·米德　 中国抗战　 牛津大学　 中国研究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中国的抗日战场成为二战战场重要的组成部

分。 中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然而， 在国际学术界， 虽然中国军民的抗战也时常被西方学者提

及， 但其大多注重对中国抗日战争本身的考察， 而较少将抗战纳入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总体研究之中， 更谈不上对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给予公

正与客观的评价。 不过，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 随着中国研究热潮在英美学界

的兴起， 这种状况逐渐得以改变。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
米德 （Ｒａｎａ Ｍｉｔｔｅｒ） 教授， 是新一代西方中国史研究权威， 他近年发表了

①

②
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１６ＹＪＣ７７００１６）、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６Ｍ５９２１６９）、 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 （２０１５ＳＤ００６３Ａ） 的阶段性成果。
拉纳·米德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在莱斯特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系列讲座， 本文部分内容根据讲座

后作者对米德进行的采访整理而成。
山东大学 （威海） 翻译学院副教授、 英国莱斯特大学历史学院访问学者。
山东大学 （威海） 翻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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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有关中国抗战史的论著。 米德从全球史观视角考察了中国抗战的各个

层面， 进而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给予高度评价。 在他看来， 中国人民

“２０ 世纪 ３０、 ４０ 年代所进行的这场巨大灾难性的战争，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国家的尊严和生存， 还是为了东西方同盟国能够战胜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

恶力量”。① 米德近年所从事的中国抗战史研究， 代表着当今英国学界中国

史研究的新方向。 基于此， 本文将着重考察拉纳·米德的学术经历、 其中

国抗战史研究的特点以及其领衔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推进中国抗战

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活动， 以期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抗战史研究在西方学界

的影响力， 进而推动东西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交流与互动。

一

英国是西方汉学研究大国之一， 除了历史悠久的牛津、 剑桥大学之

外， 还有 ２０ 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研究的相关课程， 并设有相关研究机构， 牛

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是其中久负盛名的机构之一。 该中心现任主任为拉

纳·米德教授， 其走上中国抗战史研究之路， 既得益于英国浓厚的汉学研

究传统， 也与其家庭背景和个人兴趣密切相关。
拉纳·米德 １９６９ 年出生于英国南部苏塞克斯郡， 是孟加拉移民后裔。

他的父亲帕尔塔·米德 （Ｐａｒｔｈａ Ｍｉｔｔｅｒ） 是著名的印度艺术史学家， 曾任教

于剑桥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 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学术氛围是促使米德走上

史学研究之路的重要因素。 而米德对中国的兴趣， 来自他对故土的关注。
他发现， 近代以来无论是中国、 日本还是印度 （二战时孟加拉是英属印度

的一个省）， 都受到二战的影响， 那场战争改变了各国命运， 并使得各国

之间产生相互影响。② 尤其是中国， 近年来发展迅猛， 一跃而成为世界强

国， 这使得他对 “是什么塑造了现代中国” 这一问题产生浓厚兴趣。
出于对中国问题的兴趣， 米德投师剑桥大学著名汉学家、 中国近代史

研究专家方德万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 第

十任汉学教授） 门下， 后者则师从著名汉学家孔飞力 （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ｄｅｎ
Ｋｕｈｎ，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 米德在剑桥大学相

继获得学士、 硕士、 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之后， 米德来到牛津大学圣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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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Ｓｔ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下设的 “东方研究院”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 政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并于 ３８ 岁时成为当时牛津大

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牛津大学历来是西方汉学 （亦称中国学） 研究的重镇。 １８７３ 年， 著名

传教士、 汉籍翻译大师理雅各 （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 受聘担任牛津大学首任汉学

教授。 牛津大学于 １９３９ 年设立汉学院 （ Ｔｈｅ Ｈｏｎ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６１ 年又新成立东方研究院， 其中的汉学系整合了原汉学院以及牛津大学

其他院系的汉学研究机构。 １９９４ 年， 牛津大学建立中国学术研究所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第八任汉学教授杜德桥 （Ｇｌｅｎ Ｄｕｄｂｒｉｄｇｅ） 教

授担任研究所所长。① ２００６ 年， 牛津又成立了跨学科性质的中国研究中心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ｅｎｔｒｅ）， 拉纳·米德自 ２０１２ 年起担任中心

主任， 以此为平台大力推进中国抗战史研究， 由此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抗战

史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二

拉纳·米德认为，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标

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登上世界舞

台， 承担起区域和全球性的责任”。 “想了解变革中这个国家的自我认同

感， 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格局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其不为人知的一面，
研究中国的二战史至关重要。”② 因此， 米德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中国抗战

史而展开， 大体分为三类。
首先是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 在书写中国抗战史之前， 拉纳·米德于

２００８ 年率先出版了一本 《现代中国史概略》③。 这本书主要对 “现代中国”
进行了定义， 并对引发中国社会、 经济、 文化现代化的各种要素进行探

讨。 米德的主要观点之一是： 中国的 “现代” 与 “传统” 不能被割裂看

待， 新中国成立后的成就与其之前的历史息息相关， 实现 “现代化” 的种

种要素在 １９４９ 年已然出现。 米德认为 “现代性” 起源于中国历史的重要

节点———抗日战争， 这也是他日后对中国抗战史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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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 ２００８ 年， 米德还在 《东亚研究之欧洲学刊》 上发表 《描画

胜利： 抗战的视觉映象，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７》①， 以及在 《皇家历史学会通讯》 上

发表了 《书写战争： 国民党时期的自传、 现代性以及战时叙事，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６》②。 在前文中， 米德通过梳理 １９３７ 年上海淞沪会战期间出版的 《上
海日报》 及 《中华日报》 上刊登的内容， 揭示了媒体在中国深陷战争、 胜

利遥遥无期之时所发挥的激励民心的积极作用。 在后文中， 米德通过分析

两份自传式文本材料———杜重远关于早期战事的报道以及许晚成在战后写

成的 《笔记》， 论证了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前者认为现代化

可以建于战后废墟之上， 后者则认为现代化的战争带来了混乱。 从这些早

期成果来看， 米德此时关注的主要是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

用， 其研究视野也仅限于中国本土。
经过不断地沉淀、 思索以及进行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后， 米德 ２０１３

年在英国出版了他最为世人熟知的 《中日战争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为生存而

战》 一书， 其在美国出版时名为 《被遗忘的盟友： 中日战争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并随后以 《中国， 被遗忘的盟友》 为名， 于 ２０１４ 年在中国出

版。③ 这本书一经问世， 即引起西方的广泛关注， 并获得 《纽约时报》
及 《泰晤士报》 等多国媒体的盛赞。 而随着其在中国的出版， 中国各界

也不吝赞美之词。 此书以英语为载体再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貌， 使得

西方读者深刻体会到中国在二战中付出的惨烈代价、 进行的英勇抵抗以

及其对欧洲战场胜利的重大意义。 米德具备娴熟的繁简体中文阅读能力，
其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原始中英文资料， 尤其是 ２００６ 年起斯坦福大学胡佛

档案馆陆续公开的 《蒋介石日记》 以及战时在华外国人的描述与回忆

录。 而正是由于语言障碍以及二战后冷战带来的东西方对立， 西方长久

以来对中国这个战时盟友及其对二战的贡献鲜有了解， 米德的著作则极

大地改变了这一局面。
在书中， 米德从多个视角分析了中国抗战对世界二战胜利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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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米德认为， “如果中国放弃抵抗， 其可能在 １９３８ 年即成为日本的殖民

地， 这会使得日本全面控制大陆， 东京 （即日本方面） 也可以将注意力

（从中国） 转移， 从而更加迅速地在东南亚扩张势力且后顾之忧大为减

少”。 而 “ （１９４１ 年珍珠港事件） 之后的四年， 同盟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

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并取得胜利， 中国的参战至关重要”。① 在二战开

始的时间点上， 米德也提出了有别于其他西方学者的看法。 在米德看来，
“尽管中日双方都没有意识到， 但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双方在宛平发生的冲突，
实际上标志着二战在亚洲已经拉开了序幕”。② 与以往欧洲学者多认为二战

始于 １９３９ 年德国闪击波兰相比， 米德的二战起点论肯定了中国在二战中的

地位， 是对二战史研究 “欧洲中心论” 倾向的一种匡正。 对此， 中国抗战

史学者周勇教授等人认为： “这是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准确判断，
是以全球视野来研究中国抗战的科学结论。”③

其次， 除对抗战史本身重点研究以外， 米德还对中国抗战的后续问题

及战争的影响予以特别关注。
米德于 ２０１０ 年在 《中国历史评论》 杂志发表 《为战争所变： 战时中

国历史编纂的变化及现代中国史的新解读》④ 一文。 米德在文中指出， 中

国的抗日战争事实上通过武力消解了战前国内的分裂主义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和

军阀主义 （ｗａｒｌｏｒｄｉｓｍ）， 日本的占领也破坏了与国民政府不断进行对抗的

区域割据势力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ｆｄｏｍｓ）。 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一个主权

国家的崛起， 其转折点即为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中美、 中英分别签订条约取

消美、 英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这意味着战后的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与其

战时盟国可以平起平坐。 ５ 年之后， 米德又在 《英国皇家国防联合研究院

特刊》 上发表 《二战的结束与东亚地缘政治的塑造》⑤ 一文， 提出了当今

东亚政治局势与二战的 “未竟事务”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息息相关这一

论断。 米德认为， 二战后欧美虽然一度出现僵局， 但对于纳粹德国的态度

是一致的： 其对欧洲安全造成了威胁， 必须被彻底击败。 而同时期的东亚

３３拉纳·米德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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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并没有就战后问题进行多国会谈， 也没有签订和约以组建类似于北

约、 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华约的组织。 冷战进一步带来了中国与西方的隔绝

以及亚洲内部的分化 （日本、 韩国以及台湾地区成为美国的同盟）， 从而

导致了当今东亚与欧洲相比并不够和谐的政治局势， 如中日在钓鱼岛问题

上仍存在争端。 米德对中国抗战后续问题及其影响的研究， 延续了其将中

国抗战问题放在世界格局中进行考察的特点， 从而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

的视角来认识当今中国及东亚国际格局。
最后， 拉纳·米德在研究过程中， 注重考察民族主义在中国抗战中的

地位与作用， 进而将民族主义研究与中国抗战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的抗日战争， 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 尽管当时中国依然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军阀割据局面， 但在国家危亡时刻， 中国的民族主义空前高

涨， 由此铸就了一场全民族的抗战。 米德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 早在

１９９９ 年， 米德就在 《近代中国》 杂志上发表 《同谋、 镇压及区域主义：
闫宝航与向心民族主义， １９３１ ～ １９４９》① 一文， 关注了现代中国的民族

认同及其构建过程中的矛盾现象。 通过考察沈阳知识分子、 政治活动家

闫宝航的生平及著述， 米德认为， 由于战争的冲击， 以闫宝航为代表的

拥护东北自治的区域主义被迫转变为向心的民族主义， 即建立中央集权

国家。 ２０００ 年， 米德又出版了 《满洲谜史： 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抵抗

与通敌》 一书。② 尽管此书研究的时段在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２ 年， 但米德认为在

日本占领东北的这一早期阶段， 抗日活动并未受到 “民族主义” 驱使，
而是出于对 “中国” 这一概念的认同。 而马占山等将领的抗日活动起到

了将 “现代民族主义” 概念引入抗日战争的作用， 从而成为抗日宣传的

有力武器。
东亚的中日韩三国， 都有遭受殖民入侵或殖民统治的经历， 其民族主

义的兴起多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历相关。 米德不仅详尽考察了中国民族主

义在抗战时期的兴起， 而且从更广阔的视角， 考察了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

的异同， 进而为学界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提供了参照系。 ２０１３ 年，
米德发表 《东亚的民族主义， １８３９ ～ １９４５》③， 对中日韩三国的民族主义进

４３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Ｒａｎａ Ｍｉｔｔｅ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Ｙａｎ Ｂａｏ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ｉｐｅｔａｌ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１９３１ － ４９，”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９）， ｐｐ ４４ － ６８
Ｒａｎａ Ｍｉ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Ｍｙ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
ｎ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Ｒａｎａ Ｍｉｔ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８３９ － １９４５，” Ｊｏｈｎ Ｂｒｅｕｉｌｌｙ ｅｄ ，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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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比较研究。 米德认为， 民族主义是塑造现代东亚最有力的意识形态，
三国都在 １９ 世纪将民族 （国家） 的观念吸收至本国的政治思想中， 并将

其应用于 ２０ 世纪的各种改革和革命活动之中。 日本的民族主义始于 １８６８
年的明治维新并成为国家经济振兴的基础， 而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都主要

由二战中的抗日活动所塑造。 米德认为， 日本的 “反理性 （ａｎｔｉ －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民族主义” 过于重视本民族的特性， 而忽视了与东亚其他政体 （同样受儒

家思想影响的中韩两国） 的共性， 因而日本最初 “看似成功的民族主义”
经过 “泛亚主义” （ｐａｎ － Ａｓｉａｎｉｓｍ） 阶段后事实上演变为 “帝国主义”，
最终成为其自我毁灭性战争的重要根源。 中国的民族主义始于 “鸦片战

争” 之后兴起的 “洋务运动” 和 “戊戌变法”， 在二战中则历经了多种形

式的民族主义， 包括伪满洲国提出的 “王道主义”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ｌｙ Ｗａｙ） 以及

汪伪政权提出的 “事仇民族主义”①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与日本

“背离现代性的理性与科学” 而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以及韩国二战后仍未

完善的民族主义相比， 中国 “看似失败的民族主义” 经过二战的洗礼， 以

二战中 “１５００ 万 ～ ２０００ 万人死亡、 ８０００ 万 ～ １ 亿人流离失所” 为惨重代

价， 却最终在 １９４９ 年造就了崭新的民族国家。
总体而言， 拉纳·米德的研究， 不仅是中国抗战史本身， 还包括与抗

战相关的各个领域， 如民族主义等。 米德的研究具有一种宏观的视野， 他

注重将中国抗战以及社会变迁放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来考察， 由此

凸显中国问题的世界性意义。 例如， 米德对 “中国为世界二战做出重大贡

献” 的论断， 不仅建立在中国为东方战场的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基

础上， 还包括 “中国的抗战极大消耗了日军力量， 为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行

动赢得宝贵时间”， 以及 “积极参与开罗会议、 创立联合国等重大国际活

动” 等方面。 由此可见， 米德强调指出， 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 源自其

“战时和战后对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 做出的所有贡献。② 米德的这一论

断， 建立在翔实的史学分析基础之上， 因而在西方乃至中国学界都有很大

影响力。

三

拉纳·米德除了本人在科研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之外， 还以牛津大学中

５３拉纳·米德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①
②

“事仇民族主义”， 事实上是汪伪政权的通敌主义或投降主义。
周勇、 吴兵： 《名至实归： 评米德著 〈被遗忘的盟国〉》，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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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究中心为学术平台， 通过开展 “中国抗日战争项目”， 积极推进西方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以及各国学者的合作交流。
自 ２００７ 年起， 中国研究中心得到利华休姆信托基金会 （Ｌｅｖｅｒｈｕｌｍｅ Ｔｒｕｓｔ）

的资助， 设立了 “中国抗日战争项目”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该项

目由拉纳·米德主持， 团队成员包括加拿大学者赖小刚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Ｌａｉ）、 美国

学者海伦·施奈德 （Ｈｅｌｅｎ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和马修·约翰逊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Ｊｏｈｎｓｏｎ）、
来自中国的聂洪萍 （Ａｎｎｉｅ Ｈｏｎｇｐｉｎｇ Ｎｉｅ）、 来自澳大利亚的詹姆斯·莱利

（Ｊａｍｅｓ Ｒｅｉｌｌｙ） 等十余人。 作为该项目主持人， 米德除本人发表了大量著作

外， 还致力于与各国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合作， 具体活动包括共同

搜集整理相关史料、 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和开展交流项目等。
在国际学术会议方面， 米德在牛津大学筹办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抗战史

研究的学术论坛， 吸引了东西方各国学者的广泛参与， 主要包括： ２００９ 年

的 “如何讲述故事： 东亚战时一代及其战后历史记忆” 讨论会， ２０１０ 年的

“中日关系长弧： 三个时代中国看与日本战争、 合作和冲突” 和 “全球化

世界中的跨国历史： 过去与现状” 研讨会， 以及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
年战时和战后中国的救济与重建” 研讨会。 ２０１１ 年研讨会结束后， 拉纳·
米德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海伦·施奈德作为共同主编， 在 《东亚研

究之欧洲学刊》 出版了一期名为 《战时中国的福利、 救济和重建》 的专

刊， 共收录了 ７ 篇此次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涉及社会生活、 救济、 工业、
妇女、 重建等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①

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 ２０１０ 年， 牛津大学与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合

作， 在威尼斯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 会后， 拉纳·米德与曼彻斯特大学

的艾伦·威廉·摩尔 （Ａａｒ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ｏｒｅ） 作为联合主编， 在 《近代亚

洲研究》 上策划了题为 《二战中的中国，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经验、 记忆与遗

产》 的专刊。 这一专刊共发表研讨会上的 ９ 篇文章， 米德在引言中特别强

调中国抗日战争在塑造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方面起到的关键作

用。② 专刊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题为 “体验中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第二部分题为 “牢记中日战争： 战后中国及东亚的战争一代”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 － ｗａｒ

６３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王爱云： 《近年来欧美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
Ｒａｎａ Ｍｉ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ａｒ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Ⅱ，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ｅｍ⁃
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ｃ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ｐｐ ２２５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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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这 ９ 篇文章的作者来自英国、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
内容则涵盖中日战争中难民安置、 行政改革、 情报宣传、 日军暴行、 战争

回忆等方面， 体现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跨国合作新趋势。
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中国的合作交流， 更是拉纳·米德与中国研究中

心工作的重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米德代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西南大

学、 重庆图书馆就共同开展 “西方视域中的抗战重庆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研

究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牛津大学将协助后者搜集抗日战争时

期重庆与同盟国进行合作抗战的档案资料， 双方共同整理现藏于英国的中

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档案， 并开展战时中英关系研究等学术活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米德又代表牛津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西南大

学、 美国哈佛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 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 在重庆联合

召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 研讨会。①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北京

联合主办了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国

际学术研讨会”， 米德受邀参加这次会议， 并做了题为 《抗日战争记忆与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史》 的报告。 米德认为， 与前辈学者相比， 目前西方

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在亚洲对二战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更高评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米德邀请中国著名导演陆川访问中心， 陆川围绕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

的电影 《南京！ 南京！》 发表演讲并与中心师生进行座谈。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代表团访问 “中国研究中心” 并与米德

进行座谈， 米德为代表团介绍了英国学界在二战史研究方面的重点和方

法。② 米德所主持开展的学术活动， 实现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性交流

与合作， 扩大了抗日战争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除了推动中国抗战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外， 米德还在牛津大学开

设相关课程， 培养近现代中国研究方面的人才。 米德所开设的课程包括：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 “近代中国政治与历史”
等。 他所培养的学生很多成为其学术团体的骨干力量， 为西方中国抗战史

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 “中国抗日战争项目” 中的成员弗雷德里卡·弗兰

提 （Ｆｅｄｅｒｉｃａ Ｆｅｒｌａｎｔｉ）、 马德云 （Ｔｅｈｙｕｎ Ｍａ） 以及艾伦·威廉·摩尔都是

米德的博士后。 弗兰提任教于卡迪夫大学， 研究方向主要为抗战时期国民

７３拉纳·米德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①

②

周昌文： 《西方历史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新动态》， 《重庆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ｅｎｔｒｅ ｏｘ ａｃ ｕｋ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ｎｅｗ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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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府组织的各种抗日活动。 马德云任教于设菲尔德大学， 她关注的焦点

是中国战后的重建问题。 她还策划了 “视觉中国” 项目， 对中国历史照片

进行搜集整理和数字化处理， 使得现代人可以直观面对历史。 摩尔现任教

于爱丁堡大学， 他的研究领域主要为抗战时期的青少年问题， 包括对英、
日、 中、 俄等国战时青少年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项目”
成员还包括米德的博士生， 他们毕业后都任教于知名科研院校， 继续从事

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和教学。 常丽丽 （Ｌ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 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
她的研究兴趣为抗战时期青少年的犯罪问题以及战争对其的影响。 艾利

娜·辛肯恩 （Ｅｌｉｎａ Ｓｉｎｋｋｏｎｅｎ） 任教于芬兰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领域为

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东亚安全以及中日关系。 托比·林肯 （Ｔｏｂｙ
Ｌｉｎｃｏｌｎ， 林涛） 任教于莱斯特大学历史学院城市史中心， 他的研究领域主

要是中国抗战时期的城市史。 他于 ２０１５ 年出版了 《战争与和平时期中国

的城市化》① 一书， 以无锡为案例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林肯认为， ２０
世纪之前， 中国城乡之间并不存在 “鸿沟” （ｇａｐ）， 而是一片 “连续区间”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 城市生活逐渐延伸至乡村地区。 林肯

还发表了 《从暴动到救济： 中国敌占区的大米、 地方政府与慈善》②、 《战
争中的乡村与城市： 中国抗战时期的侵略与重建》③ 和 《逃离烽火： 抗日

战争期间的政府、 城市、 同乡会和难民》④ 等论文。
米德所培养的博士生或博士后， 在各自高校均开设了中国抗战史方面

的课程， 譬如弗兰提在卡迪夫大学开设 “民国时期的冲突、 压制与全民动

员， １９１１ ～ １９４５” “中国政治与社会史： １８４０ ～ １９１９、 １９１９ ～ ２０００” 等课

程； 马德云在设菲尔德大学开设 “为中国未来而战： １８３９ ～ １９４９” 和 “东
亚日本帝国： １８９５ ～ １９４５” 课程； 林肯在莱斯特大学开设 “走近巨龙： 近

代中国史， １８３９ ～ １９８９” 以及 “两强相争： ２０ 世纪中日之战” 等课程。

８３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Ｔｏｂｙ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Ｗｕ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Ｔｏｂｙ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Ｆｒｏｍ Ｒｉｏｔｓ ｔｏ Ｒｅｌｉｅｆ： Ｒｉｃ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Ｋａｔａｒｚｙｎａ Ｊ Ｃｗｉｅｒｔｋａ ｅｄ ，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ｒ ｉｎ Ｍｉｄ －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Ｌｏｎ⁃
ｄｏｎ： Ａｓｈｇａｔｅ，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１ － ２８
Ｔｏｂｙ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ｔ Ｗａｒ：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ｉ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１ （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ｐｐ １１４ － １３２
林涛： 《逃离烽火： 抗日战争期间的政府、 城市、 同乡会和难民》， 喻满意、 许哲娜译，
《城市史研究》 第 ２８ 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４３ ～ １６３ 页。 文章英文标题

为 “ Ｆｌｅｅ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Ｆｉｒｅｓｔｏｒｍ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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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米德侧重在政治领域研究中国抗战相比， 其学生则致力于将中国抗

战史研究的方向扩展到经济、 社会、 国际关系等更广阔的领域， 由此推动

了中国抗战研究在西方高校和学术界的扩散， 让更多人关注中国的抗战以

及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
由此可见， 拉纳·米德以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学术平台， 通过积

极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 增进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史以及战时中国社会

的客观了解， 中国研究中心也由此发展成为 “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抗日战争

最重要的学术机构， 在国际学术界居于突出地位”。① 也正是基于米德在中

国抗战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 ２０１５ 年， 他当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

（Ｆｅｌ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
综上所述， 作为西方新生代中国抗战史研究专家， 拉纳·米德以广阔

的学术视野、 丰富的科研成果， 证实了中国抗战在世界二战中的地位和作

用， 进而对中国抗战予以高度评价，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界忽

视二战中中国战场的局面。 米德所促成的这种转变， 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

于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 和 “中国学界不懈的努力”， “中
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正逐渐突破中国的国家范畴， 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关注”。② 但客观而言， 米德及其团队的学术成

就并不意味着西方学界主流或普通民众对中国抗战史拥有相似的学术观点

和感情倾向。 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梁占军教授就认为， 米德的论断 “只反映

了部分关注东方战场的西方史学家的观点， 尚不能说明西方学界已经普遍

认同中国抗战的地位”， 而且西方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尚非 “显学”。③ 由

此看来， 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深化以及促成中国抗战贡献在全世界范围的认

同， 仍需要国内学者在充分吸收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拓宽研究视野，
改进研究方法， 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而拉纳·米德所做出的学术贡献非

常值得中国学界借鉴。

９３拉纳·米德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①
②
③

周昌文： 《西方历史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新动态》， 《重庆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周勇、 吴兵： 《名至实归： 评米德著 〈被遗忘的盟国〉》，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梁占军： 《二战论功， 中国为何被忽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３６０ｄｏｃ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５ ／ ０９０６ ／ １５ ／
１７１３２７０３＿ ４９７２６４２０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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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顿调查团” 研究的回顾与深化

　 黄金宽∗ 　①

提　 要　 作为抗战初期国际联盟调解中日纠纷的重要举措， “李顿调

查团” 从成立起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随着

抗战史研究的升温以及有关资料的整理和应用， 国内关于 “李顿调查团”
的研究不断深入， “李顿调查团” 及其报告书得到更为客观的分析。 与此

同时， 关于 “李顿调查团” 的研究依然存在诸多探索空间。 如何从研究资

料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出发， 突破既往研究形成的学术瓶颈， 仍是该研究面

临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　 李顿调查团　 九一八事变　 国际联盟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后， 国联成立调查团专门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所谓

“满洲问题” 和中日矛盾做调查。 由于该调查团由英国人李顿 （Ｖｉｃｔｏｒ Ｂｕｌ⁃
ｗｅｒ － Ｌｙｔｔｏｎ） 任团长， 故常被称为 “李顿调查团”。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初李顿调

查团从欧洲出发， 首先途经美国访问日本， ３ 月 １４ 日抵达中国开始调查活

动。 虽然调查团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受到日本的严密监控和安排， 但还是接

触到大量中国民众、 士兵和学术团体。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调查团发表了共计

十章、 十几万字的报告书。 在重重压力下，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最终拒

绝承认伪满洲国， 并提出国际共管计划。 这一调查结果对当时国民政府和

日本政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可以说， 从 “李顿调查团” 的成立、 其在中

国的具体活动到最后报告书的发表， 都是中、 日、 国联等各方角力的结

果。 有关 “李顿调查团” 及其报告书的研究， 成为远东国际关系， 尤其是

中、 日、 英三国关系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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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李顿调查团”， 西方学界的研究较早， 且大多侧重从国际形势、
地缘政治和条约体系等方面展开。 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分别于 １９３７ 年和

１９６４ 年出版了美国学者韦罗贝 （Ｗｅｓｔｅｌ 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 的 《中日纠纷与国

联》① 和英国学者华尔脱斯 （Ｆ Ｐ Ｗａｌｔｅｒｓ） 的 《国际联盟史》②。 前者是这

一时期研究民国政府对外关系的较有影响力的著作， 该书介绍了当时国联

和国际条约在处理中日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着重探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

联处理中日纠纷的活动。 后者是研究国联历史的重要著作， 在第 ４０ 章

“满洲” 中， 作者肯定了国联的这次行动， 认为李顿调查团的活动确有种

种不足， 但 “他的最后报告将证明对中国的事业是一个这样出色的贡献，
以至于补偿它开始的缺点而绰有余裕”。③ 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索恩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Ｔｈｏｒｎｅ） 的 《有限的外交政策：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３ 年的西方、 国联

与远东危机》④ 分析了在 “满洲危机” 时英美法的外交政策。 伊恩·尼什

（Ｉａｎ Ｎｉｓｈ） 则更加侧重在日本内政和外交以及英日关系方面进行研究，
他的 《日本与国际主义的斗争： 日本、 中国和国联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３ 年）》
是相关研究中较有影响力的著作。⑤ 相关研究还有： 萨拉 Ｒ ·斯密斯

（Ｓａｒａ Ｓｍｉｔｈ） 的 《满洲危机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２ 年）： 国际关系的一场悲剧》⑥、
贾斯特斯·德内克 （Ｊｕｓｔｕｓ Ｄｏｅｎｅｃｋｅ） 的 《外交挫折： 斯坦利·Ｋ 霍恩贝

克文献中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３ 年的满洲危机》⑦， 等等。 总体而言， 西方对李顿调

查团的研究重点放在国际外交的层面， 英美等大国在处理远东问题时的态

度和决策以及英日、 英美国际关系是其研究核心， 中国民众在事件中所起

到的作用往往被忽视。
海外研究的另一中心是在日本。 作为当事的一方， 日本国内关于国联

调解中日冲突的研究成果颇丰。 绪方贞子 《满洲事变： 政策的形成过程》⑧

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著， 该书第 １０ 章专门探讨了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１４“李顿调查团” 研究的回顾与深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美〕 韦罗贝： 《中日纠纷与国联》， 薛涛衡等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７。
〔英〕 华尔脱斯： 《国际联盟史》 下卷， 封振声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４。
〔英〕 华尔脱斯： 《国际联盟史》 下卷， 第 ２７ 页。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Ｔｈｏｒｎｅ，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ｒｉ⁃
ｓｉｓ ｏｆ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３，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ｍｉｓ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１９７２
Ｉａｎ Ｎｉｓｈ， Ｊａｐａｎ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Ｊａｐ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９３
Ｓａｒａ Ｒ Ｓｍ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２： Ａ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８
Ｊｕｓｔｕｓ Ｄｏｅｎｅｃｋｅ，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ｏｆ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３ ａｓ Ｒｅ⁃
ｖｅａ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Ｋ Ｈｏｒｎｂｅｃｋ， Ｐａｌｏ Ａｌｔｏ： 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日〕 绪方贞子： 《满洲事变： 政策的形成过程》， 李佩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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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外交政策转变的关系。 《日本外交史》 是日本官方编纂的一套近现

代日本对外关系史丛书。 其中第 １８ 卷 《满洲事变》 系统梳理了九一八事

变前到日本退出国联之间的中日关系史。① 此外， 海野芳郎的 《国际联盟

和日本》②、 臼井胜美的 《满洲事变》③、 加藤阳子的 《从满洲事变到日

中战争》④ 等书， 也是相关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日本学界研究的

特点是多从国内危机出发解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活动。 对李顿调查团

的报告， 日本学界普遍将之与日本外交联系起来， 认为这是外交失败

的结果。
国内对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起步较早。 如王造时在 １９３２ 年国联介入中日

争端后就编写了 《国际联盟与中日问题》⑤ 一书， 对国联及其调查团在

中国的活动做了介绍， 并呼吁民众不要过分依赖国联的调解。 １９６６ 年

台湾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 编撰的 《台湾中日外交史料汇编

（五） ： 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⑥， 是研究国联处理中日纠

纷的重要成果， 该书的第 ２ 章 “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行为之处理”， 从中

国的申诉、 国联的讨论、 调查团的成立与调查、 调查结果等方面入手， 详

细考察了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过程。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曾担任过中国驻国

联行政院副代表的金问泗在 １９６７ 年发表传记著作 《从巴黎和会到国联》⑦，
记录了国联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日纠纷。 １９８５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顾维钧回忆录》⑧ 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外交极为重要的史料。 九一八事

变之后， 顾维钧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李顿调查团， 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

直接相关人， 他在回忆录中较为翔实和客观地记载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

的外交努力和国际社会对此的态度。 不过， 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的国内

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实还原上， 对调查团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研究尚不

充分。
在评价李顿调查团的问题上， 长期以来， 国内相关著作较多地强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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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鹿岛和平研究所编 《日本外交史》 第 １８ 卷 《满洲事变》， 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
１９７３。
〔日〕 海野芳郎： 《国际联盟和日本》， 原书房， １９７２。
〔日〕 臼井胜美： 《满洲事变》， 中央公论社， １９７４。
〔日〕 加藤阳子： 《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 岩波书店， ２００７。
王造时： 《国际联盟与中日问题》， 新月书店， １９３２。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 编撰 《台湾中日外交史料汇编 （五）： 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

联的制裁侵略》，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１９６６。
金问泗： 《从巴黎和会到国联》，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１９６７。
《顾维钧回忆录》，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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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调查团的软弱妥协性， 对其整体评价多为负面。① 事实上， 李顿调查团

的调查结果中， 不少结论是客观并对中国有利的。 仅就李顿调查团最终形

成的报告书而言， 我们就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 其中虽有罔顾事实、 从西

方国家利益出发做出的有利于英美等列强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分析和判断，
如对中日冲突的原因分析以及对 “满洲” 未来实行国际共管的计划等， 但

更多的是较为客观公正的论述， 如在对待 “满洲国” 合法性的核心问题上

做出的否定结论、 否认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出兵是出于自卫、 要求日本侵略

者撤出东北的提议等。 可以说李顿调查团对于事件的真实陈述部分， 大大

有利于当时中国对日斗争和赢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正因为如此， 日本在调

查团报告书发表后即表示强烈抗议， 并宣布退出国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随着抗战史研究的升温以及有关历史事件的档案、

书信和笔记等的整理， 国内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得到了深入开展。 国内

学界开始对一味否定李顿调查团的既有观点进行反思。 李顿调查团及其报

告得到一分为二的分析， 积极评价也日益增多。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

下特征。
其一， 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 不断有创新观点涌现。 徐蓝在 《英国与

中日战争 （１９３１ ～ １９４１）》② 一书中认为， 李顿调查团揭示了英国政府在

“满洲问题” 上既希望不过分得罪日本又要防止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矛盾

心态， 报告书的最终结论也受到英国维护在华全局利益和国联威信这些需

求的影响。 １９９７ 年， 俞辛焞的 《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

交》③ 出版， 该书运用大量中日双方的原始档案， 着重研究和阐述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事变发生至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日本退出国联期间的中日外交。 该书从欧美列

强对待中日实行双重外交政策的角度来阐释九一八事变期间国联周旋于中

日之间的外交活动。 在讨论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时， 作者用 “双重性”
这一概念指出调查结果是由欧美列强在中国问题上既袒护日本又与其争夺

利益的双重性决定的。
其二， 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积极意义得到肯定。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

学者认为， 应当给予李顿调查团更加积极和客观的评价， 不少中国学者已

经意识到调查团报告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使中国在道义上获得国际支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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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关评价， 可参见刘陵、 洪育沂主编的 《国际关系史简编———半个世纪世界风云》 （世界

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６） 和方连庆主编的 《现代国际关系史 （１９１７ ～ １９４５）》 （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１９９０） 等通史著作中的有关章节。
徐蓝： 《英国与中日战争 （１９３１ ～ １９４１）》，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１。
俞辛焞： 《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面所起的作用。 如周美云就认为部分研究对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的 “否
定态度有欠公允， 只看到该报告书妥协软弱的一面， 而未能从当时的国际

形势出发， 分析其积极作用”， “毫无疑问，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所陈事实和

调查结论主持了公道， 意义很大”。① 张敬碌的 《评 〈李顿调查报告书〉》、
洪岚的 《李顿调查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得失》、 董亮的 《重评李顿

报告书》 等研究， 也充分肯定了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积极意义。② 这些研

究大多从调查报告本身及其实际对中国和日本产生的影响出发来进行探

讨， 突破了过去单纯从大国关系来定义和评价李顿调查团的理论束缚。
其三， 注重研究当时国内社会各界对调查报告的态度。 如杨淑新的

《李顿报告团赴华调查及中国社会各界反响》③， 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和知识

精英为主的舆论界对调查的看法； 陈积敏、 赵金金的 《中国公众舆论对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的反响》④、 王兴全的 《中国新闻界对国联调查团及

其报告书的评价》⑤ 和石威的 《知识分子对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回应的

历史考察》⑥， 则分别研究了国内民众、 新闻界和知识分子对报告书的态度

和评价。 ２０１０ 年出版的洪岚的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⑦ 是研究中国

与国联关系的专门性著作， 在其第 ４ 章 “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与各界的

反响” 中对中日各阶层以及美苏和国联的态度有着细致的考察。
综上所述， 目前国内史学界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已较为丰富， 一些

历史遗留的成见也得到一定纠正， 在 “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总体上对当

时中国是有利的” 这一观点上基本上达成共识。 不过， 笔者认为， 在史学

研究日益走向深化与多元化的今天， 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 还存在很大

的探索空间。
首先， 研究对象应该更广泛， 应给予当时国内民众活动更多关注。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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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云： 《重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９２ 年第 ３ 期。
参见张敬碌 《评 〈李顿调查报告书〉》， 《齐鲁学刊》 １９９０ 年第 ６ 期； 洪岚 《李顿调查团

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得失》，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董亮 《重评

李顿报告书》， 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０。
杨淑新： 《李顿报告团赴华调查及中国社会各界反响》， 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２。
陈积敏、 赵金金： 《中国公众舆论对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的反响》， 《安庆师范学院学

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王兴全： 《中国新闻界对国联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评价》， 硕士学位论文， 辽宁大学，
２０１１。
石威： 《知识分子对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回应的历史考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学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洪岚：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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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调查团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企图调解中日矛盾的一次尝试， 不仅英

美法等大国严重关切， 在当时中国国内， 上至国民政府， 下到地方军队、
人民群众都对调查团寄予厚望。 李顿调查团在华活动期间， 虽然受到了日

军的严密监视， 但中国的党政机构、 地方军队、 社会团体和地方民众还是

通过大量的陈情书、 函电等方式向调查团反映当地的真实情况， 声讨日本

的侵略罪行， 期望其能维护正义。 近年来， 学界对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研究

给予了极大的热情， 但目前对李顿调查团来华期间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广

大民众活动的研究还显单薄。 深入研究中国民众在调查期间的活动具有深

刻的意义： 一方面， 中国民众的热情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 日军的侵略行

为激起民众爱国热情的高涨、 民族认同的加深， 而民众是对抗日本法西斯

侵略的根本力量来源； 另一方面， 民众的活动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侵略行

为， 直接影响到了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的撰写， 为中国在东北地区对抗

日本侵略提供合法性。
２０１０ 年， 沈阳 “九君子” 之一的巩天民的后人从日内瓦将当年由

“九君子” 冒险上交给李顿调查团的 ＴＲＵＴＨ （ 《真相》） 史料复印后带回国

内， 使得这份尘封近 ８０ 年的文献得以重见天日。 ＴＲＵＴＨ 是 “九君子” 经

过 ４０ 余天的搜集整理上交给国联的揭露日本侵华事实的报告， 该报告在李

顿调查团最终定义九一八事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近年来， 研究 ＴＲＵＴＨ
的相关成果不断涌现， 深化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爱国民众抗日救国活动

的研究。 此外， 最近由文俊雄选辑出版的 《中国东三省各界人士致国联调

查团函电选》 和 《国联调查团收函电选》 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民众抗日运动

的重要史料。
其次， 应当更加重视新史料的发掘， 以便我们更为深入地还原史实。

目前而言， 国内关于李顿调查团一手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国内档案馆和图书

馆馆藏的当时国内的报刊、 官方和私人信件、 日记和回忆录等。 但在整理

和研究国内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应多注重国外相关主题史料的收集。 具体而

言， 笔者认为国外资料的收集应特别注意两方面。 一方面是国联档案和国

联调查团成员在当时留下的备忘录、 日记和私人书信等外文资料。 国联的

相关档案部分， 包括 “李顿调查团” 来华期间所搜集到的各种档案， 连同

国联存续期间所产生和保存的档案， 现在都保存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欧

洲办事处图书馆档案部。 这些材料不仅包括调查团在上海、 北平、 东北等

地收到的来自中国官员、 军队、 民众的信函、 电报、 申述书等重要历史资

料， 还有李顿调查团工作档案、 调查团收到的日方档案、 国联有关东北问

题的文件等方面档案。 目前这些档案已有部分收集回国， 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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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在英国赫特福德郡内华斯庄园存放着李顿本人的大量书信手写稿。
原件已被抄录， 近年来一些翻译稿也相继在国内发表， 这些资料应当注意

应用。 调查团在调查时期形成了除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外的其他多种资

料， 这些资料在战后成为指控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证据和判决的重要依

据， 而这些资料的深入研究和挖掘还未广泛展开。
另一方面是英国和日本的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 英国是当时国联的主

要成员， 国联来华调查团李顿团长是英国人， 可以说英国的政治意图对调

查团有着很大的影响， 研究当时英国外交政策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李顿调

查团及其报告书的形成。 有关英国政策部分， 《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英国外交事务文件集： 外交部机密

报告与文献》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 等系列档案文献集都是重要的资料来

源。 在 《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 中， 《英国外交政策档案 （１９１９ ～ １９３９）》
系列二之第 ７ ～ １１ 卷分别是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１ 年的中国事务和日本在满洲里的

行动”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１ 年的中国问题”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２ 年的远东危机” “１９３２
年 ３ ～ １０ 月的远东事务”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３ 日的远东事

务”。 这些档案卷宗中不仅包含英国在制定处理中日矛盾政策时的背景、 制

定过程和影响等方面内容， 还有大量档案直接涉及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
在 《英国外交事务文件集： 外交部机密报告与文献》 中， 其第二部分 “两次

世界大战之间” 的系列 Ｅ （亚洲） 总计 ５０ 卷， 共有 ４８ 卷涉及 １９１４ ～ １９３９
年的中国和日本， 其中第 ３９ ～ ４１ 卷包含大量有关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３ 年中日矛盾

及调解的备忘录、 信函、 电报等， 是研究李顿调查团问题不可或缺的

材料。
作为当事国， 日本方面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军部、 内阁、 重臣的书信、

电报、 回忆录等原始资料， 日本方面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参考、 印证和补充

作用。 日本方面重要的原始文献包括外务省编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

书》 《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编 《满洲事变情报》
等。 近年来， 不断有国内学者运用大量日方资料进行佐证， 从日本视角反

观 “李顿调查团”， 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最后， 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应当更多元化。 研究方法上， 不仅要有考

证史料基础上的实证性研究， 还可以借鉴相关的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

方法进行深入挖掘， 对诸如 “国际调解、 民族危机与中华民族认同” “大
国关系与区域纷争” 等问题进行探索。 在研究视角上， 不仅可以从中国的

角度出发， 还可以从当时重要的英、 美、 日、 苏等大国的视角进行探寻。

６４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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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 国内的学者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如郑晓容的 《论国际联

盟对日本侵华的态度》① 一文从防范苏联的角度解释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纵

容行为， 认为国联对日本侵华态度的根本动因在于反苏和压制中国的民族

解放运动。 董亮的 《重评李顿报告书》 则侧重从日本对李顿报告书的态度

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 此外， 对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还应该有全球性

的视角。 调查团的中国之行是国际力量和东亚国家的一次互动， 其内涵不

仅包括中日关系， 中英关系、 中美关系、 英日关系、 英美关系等都应当被

纳入该研究的考察范围。 可见， 李顿调查团的研究可以在爬梳史料的基础

上， 以国别的、 区域的甚至全球性的视角进行审视和探究。
总之， 李顿调查团来华是抗战前期国际调解中日矛盾的一次尝试， 其

调查结果对中日双方和国际舆论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国内学界对此

虽已做了一些有益探索， 但仍有很大空间可深入挖掘。 有必要在占有更多

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从多样的视角出发进行发掘探究。

７４“李顿调查团” 研究的回顾与深化　

① 郑晓容： 《论国际联盟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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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的若干思考∗
　①

　 王　 英∗∗ 　②

提　 要　 滇缅公路危机是海内外学界的一个关注热点。 国内学者主要

从厘清英国与危机关系、 国民政府外交行为、 中英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太平洋战争爆发、 英美两国远东政策、 日本战争决策等视

角进行观察， 他们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海内外学界， 对危机的叙述和

论断仍存在歧见， 未来的研究需要注重加强与危机相关的细节性探讨， 同

时转换研究视角， 加强发掘、 整理及利用与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相关的一切

史料， 在充分占有及研读史料的基础上， 对滇缅公路危机做出客观评价。
关键词　 滇缅公路危机　 中英关系　 抗日战争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 日本为加快攻陷中国、 打通 “南进” 通道的步伐， 武力

胁迫英国封锁由其控制的中国接受外援的重要通道———滇缅公路， 由此引

发英、 日、 中三国长达三个多月的军事外交危机， 史称滇缅公路危机。 滇

缅公路危机对于远东战局产生深远影响： 英国暂时免于两线作战的境地，
日本获取进攻中国和东南亚的绝佳战机， 中国抗战陷入困境。 滇缅公路危

机， 长期以来是国内学界的关注热点。 英国是滇缅公路危机的重要决策

方， 因此厘清英国与危机之间的关系， 是学者们研究的起点。 徐蓝在 《英
国与滇缅公路危机》① 一文中， 将考察视角对准中、 英、 日三方， 通过对

大量英文、 日文外交档案的梳理， 较全面地呈现了英国处理危机的进程。
在她看来， 英国对于滇缅公路危机的态度， 是其长期对日绥靖政策的必然

①

②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战后英国对中国台湾政策的演变研究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８）”
（１５ＣＺＳ０５４） 的阶段性成果。
王英，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徐蓝： 《英国与滇缅公路危机》，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 １９９０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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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 《英国与中日战争 （１９３１ ～ １９４１）》① 一书中， 徐蓝通过对 １９３１ ～
１９４１ 年中日战争期间不同阶段的典型事件进行分析， 说明英国对华政策的发

展演变， 强调滇缅公路危机是抗战以来英国最后一次对日实行绥靖政策。 徐

蓝对于滇缅公路危机的评价成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除此之外， 其他学者对于滇缅公路危机也有不同层面的探究。 萨本

仁、 潘兴明的 《２０ 世纪的中英关系》②， 将滇缅公路危机置于中英关系历

程中加以考察， 其结论是： 中国国力虚弱， 力争英国支持， 而英国却

只根据自身实际利益来制定对华政策。 王建朗的 《试析太平洋战争爆

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 “远东慕尼黑” 考察之二》③ 一文，
从英国所处环境、 禁运造成的实际危害、 危机中要求议和的对象、 英

国决策人物对议和的想法等四个方面， 分析了英国处理滇缅公路危机

的过程， 认为无论是从动机还是从内容来讲封闭滇缅公路与 “慕尼黑”
都有很大差别。 总体来看， 近年来国内学界几乎都是将滇缅公路危机

置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因而对于危机前后英国的态

度或政策加以批判。
抗战时期， 中国战争物资主要靠苏联、 美国、 英国等国家援助，

因此争取外援、 保证外援输入安全是国民政府外交工作的重点。 滇缅

公路危机主要关涉外援输入通道问题， 因此妥善处理危机成为当时国

民政府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国民政府如何处理滇缅公路危机呢？ 吴

东之主编的 《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④， 利用国民政府的外交档

案， 分析这一时期国民党， 尤其是蒋介石的政治行为， 阐释了他在英美之

间谋求滇缅公路危机解决的努力。 左双文 《转向联德， 还是继续亲英

美？ ———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⑤ 一文， 利用 《王
世杰日记》 《王子壮日记》 《冯玉祥日记》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 《徐永昌

日记》 《蒋中正总统档案》 等丰富的一手文献， 从外交史角度分析滇缅公

路危机期间国民党高层的外交谋略和应变之举， 对滇缅公路危机研究有着

重要的参考价值。

９４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的若干思考　

①
②
③

④
⑤

徐蓝： 《英国与中日战争 （１９３１ ～ １９４１）》，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１。
萨本仁、 潘兴明： 《２０ 世纪的中英关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王建朗： 《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 “远东慕尼黑” 考察之

二》， 《抗日战争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吴东之主编 《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 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左双文： 《转向联德， 还是继续亲英美？ ———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

线》，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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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后， 英国档案文献尤其是外交文献的大规模解密有力地推

动学界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的研究， 出现了以杨东 《再谈滇缅公路的关

闭———英国外交部决策》① 为代表的新成果。 该文通过解读英国外交部解

密档案， 还原了英国外交部面对危机时内部冲突、 态度变化以及处理此事

件的原则和妥协， 认为在危机中英国通过对日妥协换取远东和平， 做出了

特殊努力， 与 《慕尼黑协定》 有本质不同。 该文建立在非常翔实的档案文

献基础之上， 分析深刻， 说服力较强。
总体而言， 国内学界对滇缅公路危机的研究比较深入， 资料运用翔

实， 其研究内容和范式由厘清危机发生的本源转向分析中英 （外） 关系、
中国外交特点， 并再次转回事件本身。 具体来看， 滇缅公路危机发生时，
英国对策及其演变、 国民政府外交转向、 日本战略谋划得以厘清并有新进

展。 在中英关系方面， 学界普遍认同危机发生时， 英国牺牲中国利益是其

对日妥协的表现； 日本对华战略方面， 日本是结合当时国际战争局势， 在

“南进政策” 指导下， 利用英国外交特点实施尽快占领中国的政策。 在滇

缅公路危机研究中， 国内学者也形成了两点共识： 一是英国在危机中， 曾

尽量争取自主权并为中国谋取部分利益， 并且希望中日之间达成 “和解”；
二是美、 苏两国也都不同程度介入危机， 并对危机的走向产生一些影响

力。 不过， 学者对于这些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关

注相对较少， 长期形成的一些 “思维定式” 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对这些问

题的重新审视。
以上是对国内学界研究成果的一个简要评述。 事实上， 国际上尤其是

英、 日、 美等国学者对滇缅公路危机问题也有关注， 他们从不同角度入

手， 做了一些开拓性研究， 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日本偷袭

珍珠港、 轰炸新加坡和香港等地， 英、 美对日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 太

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英、 美与日本长期矛盾激化的结果， 而滇缅公路危机正

处于英、 美与日本关系转变的关键节点， 它因此成为英国学者考察的一个

重点。 彼得·洛在 《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１）》② 一

书中， 对滇缅公路位置、 作用、 地位以及英国处理危机时本土与殖民地、
外交部与战时内阁意见及分歧， 英国与日本关系变化等做出全方位透视，
最后作者认为， 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这一决定 “虽然是不必要的， 但是在

０５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杨东： 《再谈滇缅公路的关闭———英国外交部决策》，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 年

第 ５ 期。
Ｐｅｔｅｒ Ｌｏｗ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ｒ：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
ｓｉａ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１，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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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战事紧张的情况下， 避免冒险依然是明智之举”。① 安东尼·贝斯特在

《英国、 日本和珍珠港 （１９３６ ～ １９４１）》② 一书中， 按照危机发展进程， 将

其分为六个阶段； 通过英国与日本在这六个阶段的交涉， 说明滇缅公路危

机不是一场而是一系列证明日本难以被 “绥靖” 的危机。 该书特别将视角

对准克莱琪， 以及英国与苏联、 美国、 日本的互动， 通过比较形成对当时

历史背景真切的叙述。
滇缅公路危机处于英美在远东 “主导” 地位更换的重要时期， 美国学

者尼古拉斯 Ｒ ·克利福德在 《撤离中国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１）》③ 一书中， 通过

分析英、 美在远东问题上的一系列行为举措， 说明英国一直将远东置于欧

洲事务之下； 滇缅公路危机发生的过程也是深陷欧战危机的英国谋求将美

国推上远东主导地位的过程， 滇缅公路的封锁预示着英国退居 “幕后”，
美国走上 “台前”。 日本是引发滇缅公路危机的主要国家， 该国学者主要

是将其置于 “南进政策” 之下进行阐述。 其中有相当影响的是 《重光葵外

交回忆录》④。 该书虽是回忆录， 但笔触严谨， 提及了近现代日本外交史的

重要内容。 作者认为， 外务省要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 然而对国际形势误

判的军部在控制日本局势后， 却主动挑起危机， 其应负主要责任。
由此可见， 海外学者较早就从不同角度入手， 对滇缅公路危机进行研

究， 其中对危机发生时的国际形势、 各方决策细节都有相对深入的考察和

评说， 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 同时， 不足也是存在的。 首先， 他们在研究

中， 较少关注中国方面的行为， 对危机的叙述和论断存在片面性问题； 其

次， 研究的视野仍受限制， 各国学者因立场不同对危机的评价， 尤其是对

英国的评价有较大差异。 总之， 厕身于不同环境之下的海内外学者对危机

的叙述和论断仍存在歧见。 有鉴于此， 笔者就如何深化滇缅公路危机研究

提出几点思考。
首先， 要加强对滇缅公路危机的细节性探究， 进而为研究的深化提供

基础。 细节性探究绝非将与危机有关的细枝末节史料进行简单堆积， 而是

通过对危机相关的重要细节进行剖析， 挖掘危机发展的内在逻辑， 进而使

１５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的若干思考　

①

②

③

④

Ｐｅｔｅｒ Ｌｏｗ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ｒ：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
ｓｉａ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１， ｐ １７４
Ａｎｔｏｎｙ Ｂｅｓ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ａｒｌ Ｈａｒｂｏｒ：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Ｗａｒ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９３６ － １９４１， Ｌｏｎ⁃
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５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ａ Ｃａｐ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日〕 重光葵口述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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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更加充实、 有说服力。 正如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所言： “期
望发现重要细节并准备向它敞开心扉， 从而让细节披露事件的真相， 这是

历史学家一半的研究装备。”① 在此强调的细节， 主要是滇缅公路运输量变

化， 重要外交官以及最大援华国苏联在危机中的表现等。
封锁滇缅公路使援华物资输入受限是日本挑起滇缅公路危机的主要目

的，② 英国也因同意日本此要求而饱受批评。 滇缅公路封锁后， 援华物资

量的变化， 直接关涉我们对滇缅公路危机本身的评价， 但到目前为止关于

援华物资量的变化都只是推测， 并没有准确数据。③ 因此， 未来我们需要

调查清楚在封锁期间， 每月通过滇缅公路输入的援华物资量如何、 同比和

环比有何变化， 封锁期间中国接受的所有援华物资又是多少、 同比和环比

是怎样， 受危机影响而减少的援华物资又有多少。 这些细节研究清楚后，
我们才能对危机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做出更客观的评价。

在滇缅公路危机中， 著名的外交官如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 （Ｅａｒｌ
ｏｆ Ｈａｌｉｆａｘ）、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ｒａｉｇｉｅ）、 日本外相有田八郎

（Ｈａｃｈｉｒｏ Ａｒｉｔａ）、 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 （Ｍａｍｏｒｕ Ｓｈｉｇｅｍｉｔｓｕ）、 中国驻英大

使郭泰祺、 蒋介石私人代表宋子文等彼此间的交涉与个人行为， 对于危机

的发展走向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在危机发生过程中， 这些外交官考虑的重

点是什么， 其背后所代表的利益团体又是怎样， 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目标达

成如何， 在危机的爆发、 延续和解除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厘清这些关键

人物的行为特征， 有助于把握各国外交和决策的特点， 实现历史研究的

价值。
在滇缅公路危机中， 英、 日、 中三方处于矛盾的中心， 美国是重要的

“第四方”， 他们的关系和作用已经明确， 但是还有一个大国对于危机的影

响不容忽视， 那就是苏联。 １９３７ 年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签订后， 苏联就

２５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美〕 巴巴拉·塔奇曼： 《实践历史》， 孟庆亮译， 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３８ 页。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泽田茂 （Ｓｈｉｇｅｒｕ Ｓａｗａｄａ） 在东京审判庭提供的证词中声明切断滇越铁

路和滇缅公路主要是因为它们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外援输入通道。 见 “Ｔｕｅｓｄａｙ， ２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７”， “庭审记录”， “东京审判文献” 数据库， 第 ４３ 卷， 第 ５０３ ～ ７４４ 页， 微缩页码：
２６７５４ － ２６８８９。 （注： 为行文一致， 日本人名统一标注罗马音）
关于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导致援华物资受限的问题， 目前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援华军

用物资全部受限 ［见徐蓝 《英国与中日战争 （１９３１ ～ １９４１）》， 第 ３５０ 页］； 第二种认为

军用物资受限较小 （见王建朗 《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

“远东慕尼黑” 考察之二》， 《抗日战争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而第三种认为 “公路封锁

的三个月期间， 由于北缅掸邦的英国监督暗中通融， 中方军用物资仍能照常输入国内”
（见施曼华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西北的国际公路》， 台北， 正扬出版社， １９８３， 第 １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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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增强对华援助力度， 不过其与日本也有联系， 同时与中日双方又都

有嫌隙， 英国在对日谈判中曾试图用苏联制衡日本， 苏联是第一个批评英

国封锁滇缅公路的国家。 危机之中， 中国是否争取苏联来支持自己， 滇缅

公路被封锁后苏联援华物资如何输入中国，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受到何种程

度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苏联与各方之间复杂奇诡的外交关系又是如何变

化， 各方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争取有利局面， 这就需要结合各国档案进行深

挖， 以实现对危机研究的深化。
其次， 需要转换视角， 关注中英两国社会各方在危机前后的真实反应，

尤其是了解英国政府、 议会和民间对危机的实际应对， 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

分析英国的行为， 进而对滇缅公路危机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透视和分析。
一般谈到滇缅公路危机， 国内学者即批评英国不顾中国抗战需求对日

妥协， 甚至指责英国推行对日绥靖政策； 而英国学界则强调英国是在万不

得已之下做出的理性选择。 诚然， 在危机中英国确实从自身利益出发， 为

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而不断妥协退让。 然而， 因为中英两国国情和受危机

影响程度不同， 所以我们只有将英国的行为放回历史场景， 在国家政策行

为的语境下推敲英国为何制定这般政策， 尤其是其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照

顾到中国 “情感”， 出台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进行利益倾斜， 政策

的执行是否考虑到尽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不良影响； 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滇缅

公路危机解决方案的最低预期是什么， 英国的解决方案多大程度上偏离中

国的预期以及滇缅公路的封锁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影响有多大。 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把握事情本质， 推动滇缅公路危机研究更加深入。 比如英国外交

部在进行决策时宣称雨季封闭滇缅公路对援华物资输入影响有限， 这一说

法是为了敷衍中国政府， 还是经过了严密的考察？ 因为封闭滇缅公路而减

少的运量， 英国是否考虑到解决方案？ 英国在与日协议中说明封闭公路三

个月是希望中日在此期间能够商讨出解决战争问题的一揽子方案， 英国基

于哪些思想的影响而要求中日和谈， 其是否确信中日之间有和谈可能， 其

对日本、 对中日关系、 对英日关系的定位又是怎样的？ 笔者从英国战时外

交档案中发现， 在制定滇缅公路危机政策时， 英国外交部关于滇缅公路三

个月雨季的运量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实。① 可见， 英国在危机处理中

３５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的若干思考　

①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克莱琪发给外交部电报， 确认滇缅公路运量以及当年雨季情况， 见 “Ｓｉｒ
Ｒ Ｃｒａｉｇｉｅ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ｒ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９ －１９８０，
Ｆ０３５６８ ／ ９３ ／ １０， Ｎｏ １２０６， Ｆ Ｏ ３７１ ／ ２４６６７， ｐ ３４）； ７ 月１３ 日， 战时内阁给克莱琪发电说明因

缅甸海关的关系之前的运量数据有误， 需要重新分析。 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ｔｏ Ｓｉｒ Ｒ Ｃｒａｉｇｉ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９ －１９８０， Ｆ０３５６８ ／ ４３ ／ １０， Ｎｏ ７０２， Ｆ Ｏ ３７１ ／ ２４６６７， ｐ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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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审慎。 当然， 对此我们还需要再进行综合分析考证， 才能得到更加准

确的答案。
抗战以来， 英国一直有一股支持中国的民间力量。 商人团体如帝国化

学工业公司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壳牌石油英国分公司

（Ｓｈｅｌ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Ｕ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美烟草集团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Ｇｒｏｕｐ） 等一贯要求英国对日强硬； 社会团体如中国协会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英国国联

同志会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ｏｎ） 等坚决支持中国抗日， 对于

封锁对中国抗战极其重要的滇缅公路， 这些民间团体极其反对， 他们不断

提出抗议。 对于英国社会各方对危机的真实反应， 目前较少关注。 英国作

为一个民主国家， 民意会影响政府行为， 这些民间团体在英国社会中发挥

怎样的作用， 在英国议会讨论中， 这种民意是否被有效代表？ 中英之间是

否在进行民间外交活动， 这种民间外交是否发挥了有效作用？ 这些内容都

关涉危机对英国社会的实际影响以及中英关系， 值得继续探讨。
最后， 在史料方面， 要加强发掘、 整理及利用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相关的

一切史料， 在充分占有及研读史料的基础上， 对于滇缅公路危机做出客观评

价。 众所周知， “论从史出”， 只有拥有丰富的史料， 关于滇缅公路的众多研

究设想才有可能实现。 虽然滇缅公路危机只有四个月时间， 仅涉及两方五

国———国民党和共产党， 以及中、 日、 英、 美、 苏， 但其包含的内容却比较

丰富。 因为危机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助长了日本的侵略行为， 而传统史

学隐含着民族主义价值倾向， 所以我们在搜寻资料时要保持客观理性， 不因

个人偏好而摒弃某些材料的寻找和使用， 尽力做到 “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

动脚找东西”， 实现资料搜集的全面、 准确。 以英国处理滇缅公路危机的性

质研究为例， 国内传统观点认为这是英国牺牲中国利益的绥靖政策， 然而杨

东在大量研究英国外交部档案后， 梳理了英国决策的制定过程以及相应细

节， 最后认定英国并没有退让， 而是不断与日本周旋以争取最有利的条

件， 因此不应等同于 “绥靖政策”。 正是因为作者大量收集并翻阅了英国

外交档案中的官方信件、 电报往来， 最后才能 “修正” 传统观点。
目前， 英国官方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的档案集中在 “１９１９ ～ １９８０ 年外交

部中国文件” 数据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８０）①、 “英

４５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１９１９ ～ １９８０ 年外交部中国文件” 数据库收录了英国国家档案馆、 英国政府收集的关于

１９ ～ ２０ 世纪中国方面的档案， 具体包含外交信函、 报告、 调查、 数据分析、 报纸新闻等

多个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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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会下议院议会文件” 数据库 （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
ｐｅｒｓ）①， 美国主要是国务院核心机密文件系列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Ｕ Ｓ Ｓｔａｔｅ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ｉｌｅｓ） 中的远东及中国系列等， 日本此方面资料主要藏于

国立公文书馆、 亚细亚史料中心等。 同时， 《日本外交文书》 《现代史资

料》 和其他与有田八郎等战争罪犯相关的资料集以及众多日本相关人员的

日记和回忆录都已经出版， 比较方便获得； “东京审判文献” 数据库②、 英

国外交文件系列和英国国会下议院文件， 部分高校和研究中心已经购买。
国民政府外交、 军事、 内政等档案大部分已经公开，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皆有国民党档案纸质和电子版。 同时

胡佛研究院 （Ｔｈｅ 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ａ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藏有包

括 《蒋介石日记》 《宋子文档案》 等蒋宋孔三大家族近 ３００ 万件资料以及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关资料， 部分也已经对外开放并能够进行网上检索，
这部分资料要充分利用。

同时， 还有其他的资料散见于所涉各国的官方和私人文件、 外交备忘

录、 总统及首相备忘录、 日记、 回忆录、 个人著作以及报纸杂志等， 这是

应注意之处。 一些散落在台北 “国史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俄罗斯

联邦国家档案馆、 云南省档案馆以及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图书馆的资料，
因语言问题和开发程度不足， 并未被充分利用。 台北 “国史馆” 在 ２０１６
年出台了严格的查阅规定， 在此我们也要通过多种途径， 尽快挖掘利用其

馆藏资料， 以期深化对滇缅公路危机的探究。
总之， 关于滇缅公路危机， 前人已有突出的研究成果， 但研究范围仍

相对狭窄， 还有新的空间。 未来要加紧对新材料的挖掘和运用， 增加重要

细节研究， 同时注意从英国视角进行分析， 促进研究内容在深度和广度方

面的拓展。

５５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的若干思考　

①

②

“英国国会下议院议会文件” 数据库收录了英国上下议院相关的多种类型的政府文件， 其中

有议会提案和通过的法案 （１６９５ ～ ２００４）、 英国政府公布的政策性报告或文件 （１８０２ ～
２００４）、 下议院文件 （１７１５ ～２００４）、 上议院文件 （１７１４ ～１９０９）、 英国议会议事录 （１８０３ ～
２００５） 等。
“东京审判文献” 数据库收录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英文版）、 《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东京审判庭审记录》 （日文版）、 台湾档案馆 《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笔录案卷》 扫描

文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 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以及东京审判庭审现场、 人物

等照片和庭审相关视频文件等丰富资料， 是目前唯一的全文检索东京审判历史文献的综

合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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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利益实现
———以贾汪矿区冲突为中心

　 张福运∗ 　①

提　 要　 从近代贾汪矿区的工业化进程来看， 传统 “小农” 既没有被

工业化大生产所 “压碎”， 亦非被动卷入， 而是表现出高度的自主灵活性。
他们不仅能依据既有文化传统和行为逻辑、 利用群体和地域优势主动挑

战， 以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 还注意借助现代公权力向工矿业施压。 由此

以 “赎富” 为指向的乡村利益扩张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 将煤矿包围在

小农经济的 “汪洋大海” 中。 这说明， 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 社会生态和

文化传统， 单纯理论分析和学理探讨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关键词　 贾汪矿区　 工业化　 矿区冲突　 乡村利益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理论中， 工业化是推动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型的核心力量和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在此过程中， 传统 “小
农” 必将被工业化大生产所 “压碎”， 面临着 “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的

命运。① 由此，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民乃至整个农业社会， 长期被

视为工业化中的消极存在， 即工业发展的障碍或社会转型中的一份历史遗

产。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 该理论受到挑战。 费正清、 彭南生、 马俊亚等学

①
①

②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４ 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４８７、
５０１ 页。
王立新： 《工业化问题研究范式的反思和重构》，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者的研究发现， 现代工业与自然经济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如机械工

业的兴起和机制纱的推广， 反而巩固了手工织布业的地位；① “石磨 ＋ 蒸汽

机” 技术的运用， 为家庭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准备了条件， 并促进了

乡村手工业经济区的兴起；② 这在近代江苏乡村经济转型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 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实现了和谐发展， 区域资源得到优化配置。③ 如

果将乡村视为一支整体性社会力量的话， 它与现代工业是一种怎样的关

系， 如其不愿接受 “灭亡” 之命运安排的话， 又该如何显示自己的存在和

表达自身的诉求？ 为回答这一学术界尚未专门探讨的问题， 本文以清末民

初贾汪矿区冲突为中心，④ 从乡村利益主张及其实现路径和逻辑等层面，
展示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历史主体性。

一　 矿区冲突： 乡村利益实现的基本方式

位于江苏铜山、 山东滕县交界带的贾汪矿区， 见证了近代中国工业化

的历程。 该矿区的历史， 通常追溯到 １８８２ 年胡光国父子在铜山北部创办的

利国矿务局。 最初的布局以利国驿冶铁和青山泉采煤并举， １８９８ 年粤商吴

味熊接手后专事采煤， 将矿场移至靠近滕县的贾汪， 企业更名为贾汪煤矿

公司。 １９１２ ～ １９２６ 年袁世传经营时期， 煤矿扩张迅速， 形成覆盖铜山县东

北境、 面积达 １８７２９ 亩的大型矿区； 同时因机械动力的广泛使用， 很快便

摆脱了年产量长期在 ３ 万吨左右徘徊的局面， 其中 “出煤最旺” 的 １９２１
年达到 ２４ 万吨。⑤ １９３３ 年， 刘鸿生注资的华东煤矿公司成立 ２ 年后， 矿场

延伸至滕县夏桥， 矿区面积增至 ２２５８６ 亩， 煤炭产量于 １９３６ 年达到 ３４ ７

７５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利益实现　

①

②

③

④

⑤

〔美〕 费正清等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第 ２５ ～ ３３ 页。
彭南生： 《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２ 年

第 ２ 期。
马俊亚： 《工业化与土布业： 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此前笔者曾依据近代贾汪矿区冲突的档案文献资料， 讨论过 “国家政权建设下乡村的权

力和秩序” （参见 《民国档案》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及 “ ‘道义—理性’ 背后的社会逻辑”
（参见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等问题， 分别揭示了民初国家政权建设中制度变革

特别是国家权力配置的调适对矿区秩序的影响， 以及制度、 权力和文化相交织的社会网

络对乡村行为选择的制约。 本文则从矿区这一煤矿与乡村紧密互动的特殊场景出发， 揭

示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复杂性和乡村社会的主体性， 可视为前期研究的接续。
徐州矿务局韩桥煤矿志编纂委员会： 《韩桥煤矿志 （１８８２ ～ １９８６）》，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

社， １９９２， 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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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①

这一时期贾汪工业化的推进， 主要靠矿主更替所带来的外部资金的注

入， 而非企业内涵式增长。 煤矿之所以迟迟未走向良性发展之路， 除战

乱、 市场波动对煤炭运销的影响外， 主要受制于乡村的干预。 首次大规模

矿区冲突， 发生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胡光国经营近十年之际。 这场 “强行

阻止开矿” “气势汹汹地要求赔偿巨额损失” 的冲突， 起于地表塌陷等煤

炭开采负效应的显现，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煤矿 “一度获利颇厚”， “一些土

豪劣绅感到眼红”。② 矿方被迫接受 “通商惠工， 保民振业” 的要求， 并对

乡绅施与 “出场犒劳， 节日馈赠” 的礼遇。③ 受此激励， 乡村的利益表达

方式更为激进， 到吴味熊经营时走向极端。 余明侠的调查显示， 吴因 “人
生地疏且缺乏应变之才”， 接连遭到 “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 最终酿成两

败俱伤的惨局： １９０６ 年吴忧郁而死， 煤矿倒闭， 乡村经济重陷低迷。④ 过

犹不及的严重后果， 促使地方领袖调整利益实现方式。
其后， 他们以维护矿区秩序的方式分享工业化成果。 经其盛邀重理矿

业的胡光国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 袁世传扩建矿井包括修筑运煤专线贾

（汪） 柳 （泉） 铁路的计划均得到他们的支持， １９１８ 年铺设通信电杆时还

一度出现 “地方人民赞助交通”、 矿方 “设宴款待” 的其乐融融之景。⑤

此期矿区关系的改善， 还得益于煤矿对乡村利益的主动关照。 袁世传时期

对乡绅的犒劳和馈赠渐成定例， １９１７ 年贾柳铁路通车后为乡民提供搭乘之

便， 次年建成的贾汪煤矿医院对矿区乡民义务接诊。 １９２７ 年开始 “代办”
贾汪煤矿的上海远记公司， 不仅将惠民设施全部开放， 知名乡绅还在煤矿

挂名领薪。
１９３１ 年华东煤矿公司成立后， 矿区秩序再度失衡。 变化起于矿方的革

新行动。 在总结远记公司代办失利教训时， 华东煤矿公司认为经营实业

“非如慈善机关贵在布施”， 不能无条件地迎合地方，⑥ 笼络乡绅的积弊

“势非彻底革新， 不足以期整饬”。⑦ 该公司成立伊始， 便废止了馈赠犒劳

８５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刘鸿生企业史料》 中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第 １２２ 页。
余明侠： 《徐州煤矿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９８ ～ ９９ 页。
胡光国： 《灌叟撮记》， 江宁胡氏排印本， １９２５， 第 ７ ～ １１ 页。
余明侠： 《徐州煤矿史》， 第 １２４ 页。
《华东煤矿公司呈铜山县党部文》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

案， 档案号： ２６ － ３。
《华东煤矿公司总经理程文勋致实业厅王剑杰科长函》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徐州矿业集

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１。
《刘鸿生企业史料》 上册， 第 ２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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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例， 并借改组之机赶走了挂名领薪的乡绅。 既得利益受损的地方势力随

即组织反击， 重新挑起矿区冲突。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一场时称 “贾柳路乡民暴动” 的矿区冲突爆发。

是日晨， 乡民砍毁矿方 ８０ 余根通信电杆， “旋即星散”。① 真正的较量发生

在试探性进攻后。 次年 ２ 月 １ 日， 在铜山县政府、 县党部主持的协调会上，
就 “电杆占地” 问题顺利达成由华东煤矿公司一次性补偿 ３００ 元 “过去损

失”， 此后 “每年每根电杆用地由公司出租金一元” 的赔偿方案， 但在矿

井排水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 第二区原区长薛允生为首的乡民代表先是坚

持 “井口汲出之水由公司购地修理水道”， 被驳回后转而要求 “地方出地、
矿方出资” 联合疏浚贾新河， 最后在调解方支持下强行通过矿方承担全部

施工费用的议案。②

横穿矿区的贾新河经年失修， 加以矿井排水的渗入， 每逢夏季山洪暴

发便有大片农田被淹， “应需修挖”， 但工程浩繁且 “中隔滕县境地”， 确

非煤矿单方所能为。③ 华东煤矿公司认为此事 “纯属节外生枝”， 耗资巨大

且将引起更多纠纷， 故甚为消极。 而薛允生等抓住此问题不断向矿方施

压。 在第二次协调会上强行通过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开工的提案， 随后通过

铜山县政府发出警告： 如继续拖延， “迫于饥谨， 激于义愤” 的民众 “发
生抵抗侵害之事”， “应由华东公司负其全责”。④ 当矿方迫于压力应允

“可随时将浚河之款半数拿出， 交地方人民从事开工” 时， 又因下游滕县

第九区反对浚河表示左右为难。 更为激烈的冲突随之爆发：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３００ 余名乡民围攻矿场， 六七月间煤矿交通和矿井水道屡屡被堵。

矿区冲突的不断升级， 终于使矿方意识到问题症结在于 “平日与地方

士绅毫无联络， 以致每遇毫末之事， 因双方各不相让， 使交涉扩大陷于僵

局”； 由此华东煤矿公司确立了 “睦邻息讼” 原则， 及 “商明地方士绅将

浚河案自动撤消” 的方案。⑤ 随后矿方抛出预付 ６００ 元 “权作地方暂时之

用” 的橄榄枝， 但薛允生等并不为之所动， 继续鼓动乡民肇事。 其间， 在

９５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利益实现　

①
②

③

④

⑤

《贾汪贾柳路民众昨砍毁华东公司电杆》， 《新徐日报》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第 １ 版。
《补送本年二月解决地方各悬案决议录全文》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

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１。
《铜山县政府训令》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 ９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９ （１）。
《铜山县政府训令》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１。
《华东煤矿公司董事会致许静侯函》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

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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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方表示再追加 ６００ 元预付款时， 薛允生一度同意和解， 但领款后次日又

发生阻止交通之事。 面对矿方质问， 薛允生顺势提出附加条件： 以塌陷赔

偿和土地回购方式为各 “代表” 提供补贴， 各类补偿的发放由其承揽。①

矿方再次妥协， 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以土地塌陷的名目每年赔偿薛允生

１２９０ 元， 以每亩 ９０ 元即高出市价一倍的价格回购薛继铭 ２９ 亩土地， 另以

“桥口冲地损失费” 之名补助朱润东和组织暴动的薛继杭、 庞德修等

１６００ 元。②

对地方势力的让步， 虽暂时平息了这场冲突， 但矿方由此陷入 “岁耗

巨款， 而纠纷愈多” 的怪圈。 一方面， 薛允生等人的巨额收益，③ 激起

“有力好动” 者 “得寸进尺之心理”。 仅隔一年， 薛鼎臣便要求 “援照”
前例赔偿其 ３６００ 元 “贾柳路桥口冲地损失”， 当矿方准备应诉时旋即表示

只要 ２０００ 元即可 “和平了结”。④ １９３７ 年初赵继武等继续炒作浚河概念，
要求矿方将 “煤井之水设法容纳别处， 或停止汲水”， 以免影响其 “自动

浚河”。⑤ 另一方面， 由于赔款发放被薛允生和薛继铭垄断， 矿方每年 “赔
款过巨”， 但不少乡民并未得到应有赔偿， “庸懦无能之百姓因此吃亏被冤

者亦复不少”， 以致 “诉讼连年， 迄难止息”。⑥

在矿区工业化进程中， 如何处理与乡村的关系， 特别是如何应对地方

势力无休止的索取， 一直是困扰煤矿的难题。 胡光国遇到过 “既忧外侮之

凭陵， 复虞内用之空泛” 的困扰，⑦ 华东煤矿公司一直面临 “仅言用恩，
有难填地方人士欲望之虞， 若仅用威， 似又有激成事变之嫌” 的困境。⑧

０６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函陈许顾问对地方接洽情形》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

案， 档案号： ９ － １９ （１）。
《矿长江山寿致董事会函》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１９３３ 年支付地方赔偿款清单》， 徐州矿

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９ （１）。
薛允生等人获利之多， 足以令寻常百姓瞠目结舌。 当时华东煤矿公司井下矿工的月收入

仅 ６ 元 ［ 《华东煤矿自召罢工的烦扰》，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 《中国劳工运动史》
（二）， 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 １９６６， 第 １０５２ 页］； 当地农民的年均生活费仅二三十元

（陈翰笙等：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第 ３ 辑， 中国展望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１７６ 页）。
《函报地方纠纷民众愿私了请指示方针》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

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９ （１）。
《呈报乡民借端开河无理要求仰祈鉴核迅予制裁事》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４ 日）， 徐州矿业集团

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９ （３）。
《铜山县政府训令》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 ９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９ （１）。
胡光国： 《灌叟撮记》， 第 ７ 页。
《矿长江山寿致总经理顾宗林函》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

案， 档案号： ９ － １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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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 没有以利益输送为基础的 “感情联络”， 工业化进程难以顺利展

开； 遵循 “惯例” 或为息事宁人而妥协， 又会 “时被敲诈， 任意骚扰”。①

近代煤矿生存之艰难， 由此可见一斑。 夏明方从灾害史研究中得出 “早期

的现代化受到了广大农村挤压” 的结论，② 更适用于解释近代中国矿区工

业化的困境。

二　 乡村对现代公权力的借助

乡村对矿区工业化进程的干预， 既非西方现代化理论所称小农制对现

代工业的不适应性导致 “工业化往往引起小农群众有意的破坏”，③ 也非宏

大叙事中所指农民因天然保守落后对现代文明抱有本能的敌意与排斥， 而

是出于分享工业化成果的需要。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随着乡村权力结构的

变动和社会转型加快， 乡村利益表达方式出现了新变化： 除注意强化行为

合法性、 利用浚河这类公益事件外， 还与进入乡村的国家权力和影响力日

益增大的媒体结合起来， 借助现代公权力向煤矿施压， 由此矿区工业化进

程变得更为艰难。
为强化社会控制和资源吸取， １９２８ 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扩张国家权

力， 重置区公所， 由省政府直接委派的官员控制乡村司法、 警务和征税、
摊派。 在新的权力结构下， 乡村利益实现无疑先要通过区政权这一关。 尽

管地方势力因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与新政权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但在

对付矿方问题上二者找到结合点， 因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进入乡村伊始

就表现出强烈的利益扩张欲望。 １９３１ 年秋铜山县第二区区长刘鉴秋借故敲

打华东煤矿公司， 试探权力寻租空间时， 薛云生等迅速与之结成利益

联盟。
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在运煤 “列车临开之际妄开车门” 所致人命案发

生后， 刘鉴秋 “妄加干预”， “力主拘押矿长”。 因矿方拒绝 “通融”， 薛

允生等成立 “反对华东煤矿委员会”， 第二区公所组成 “反对华东煤矿后

援会”， 联盟初步形成。 ９ 月 ２５ 日因 “其地未获租用” 而心怀忌恨的户主

１６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利益实现　

①

②

③

《矿长江山寿致总经理华润泉函》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

案， 档案号： ９ － １９ （３）。
夏明方： 《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 《清史研究》 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英〕 Ｈ Ｊ 哈巴库克： 《关于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的历史经验》， 罗荣渠主编 《现代化———
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２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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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众阻止矿方钻探时， 第二区以 “乡民控告被殴受伤” 为由 “拟拘捕工

头”； 矿方 “又请县派员莅验”， 矛盾激化， 随后两组织合并为 “贾柳路民

众反对华东煤矿侵害权产委员会”， 薛允生等公开声讨矿方侵权。 １１ 月 ８
日因乡民突扳道闸致火车脱轨、 一乘车乡民毙命案发生后， 矿方再度 “越
级” 上报； 刘鉴秋被激怒， 当着县政府处理事故人员之面 “肆口谩骂， 拍

桌咆哮， 饬其武装随士立拘公司职员”。① 矛盾全面激化， “暴动” 预案随

之启动。
贾柳路乡民暴动的顺利展开和善后过程中向矿方的有效施压， 皆赖于

第二区公所的支持。 暴动前夕， 刘鉴秋 “亲到各乡镇公然宣言公司压迫民

众”， 声称只要乡民 “取直捷破坏行动， 自有本区长负责”， 并要求保卫团

如遇矿方抵抗 “开枪射击”。② 薛允生等也积极协助 “盟友” 实现利益主

张。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矿方按约重装电杆时， 遇到乡民 “蛮横无理” 的

阻止， 薛允生以内部意见不一为由相推诿。 当矿方求助铜山县政府并依其

指点与第二区公所 “接洽” 时， 刘鉴秋提出每月补贴第二区教育、 警备费

各 １００ 元的要求。③ 被拒绝后， 第二区公所鼓励薛允生借浚河案向矿方施

压。 直到华东煤矿公司调整政策， 刘鉴秋 “月助 ２００ 元” 的要求被接受

后， 才同意不再支持乡民肇事和重提浚河案。④

鉴于区政权滥用权力和 “推行政令之不足， 压迫民众则有余” 问题的

普遍性， １９３３ 年南京政府剥离区公所的警务权， 并将其行政权下移到乡镇

公所。⑤ 国家在分散配置基层权力时， 还以 “义务职” 定位及 “以人格、
知识和做事能力为标准” 的乡民推选、 县长任命的制度设置， 强化对乡镇

长的权力约束， 推动其与地方利益的结合。⑥ 这批亦官亦民的乡镇长， 基

于确立公共身份的需要， 成为乡村的代言人， 乡村利益实现方式随之发生

变化。 １９３３ 年滕县大泉乡乡长刘海秋组织的塌陷索赔案， 可谓借助媒体实

现乡村利益主张的典型案例。

２６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为区长鼓动乡民阻扰矿业恳请派员彻查以资维护》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徐州矿业集

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２６ － ３。
《贾汪柳泉路民众砍毁华东公司电杆后该公司控辞呈报县府》， 《新徐日报》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第 １ 版。
《为乡民不遂决议案阻挠树立电杆恳请派员监视树立》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徐州矿业集

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２６ － ３。
《函报乡民于 ７ 月 １５ 日又聚众百余人在泉旺头地方搬运石碾放置铁道阻止交通》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１。
程方： 《中国县政概论》，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９， 第 ５６ ～ ５９ 页。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 《江苏省农村调查》，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４， 第 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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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初因六七号矿井煤炭储量殆尽， 华东煤矿公司一面着手开发夏桥

矿井， 一面回采六七号矿井的保护煤层， 造成大泉乡一带 “民田坟墓多处

塌陷”。① ６ 月初刘海秋与矿方交涉， 停止回采的要求被拒绝， 但对方承诺

赔偿。 不料随后 “两月连次大雨， 平地浸水， 不能插足”， 塌陷勘测一再

推迟， 矛盾开始激化。 村方既担心对方食言， 亦为增加讨价筹码， 决计采

取行动。 ８ 月 ２９ 日， 该乡 “老少妇女三四十人， 拦住六七号大门， 不许通

车。 虽经 （矿方） 派员多方劝导， 终归无效， 以致材料、 煤斤无法运输。
六七号井口是夜 １０ 点班被迫停工， 不能产煤”。② 矿方随即 “延请该乡乡

董、 耆老设法调停”， 并急电山东省政府和滕县政府 “先以制止再予调

解”。③ 经滕县政府出面调解， 赔偿标准在初定每亩 ３ 元基础上 “暗加一

元”， 赔付面积从原计约 １５０ 亩增加到 ２７４ 亩。④

在最后赔付环节， 此案又出变故。 这年因夏桥矿井开建包括为铺设运

煤轨道征购路基用地耗资巨大， 赔款迟迟未到位。 乡民以为矿方又在拖

延， 集议后决定通过媒体施压。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徐州地方媒体 《新徐

日报》 头版刊登的 《开矿影响民田， 时起纠纷》 一文， 描述了该矿区的严

峻局势： 华东煤矿公司对大泉乡造成民田、 坟墓严重塌陷的问题后， 又迟

迟不兑现赔偿承诺， “民众极为愤慨， 咸愿与之一拼。 现已秘密集合民众

数千人， 拟与以武力争斗”。 该报道随后被上海 《新闻报》 《晨报》 和天

津 《益世报》、 南京 《中央日报》 转载， 形成轰动一时的新闻风波。
结合 《新徐日报》 “并无访员”， 此前矿区冲突稿件均为乡民代表

“自行送登” 之事实，⑤ 及 １２ 月 １９ 日 《申报》 记者调查时 “该处农民，
方在乡公所开会， 集议索款” 的巧遇，⑥ 可基本断定刘海秋在整个事件中

起主导作用， 且该报道很可能出自其手。 但刘与此案件并无直接关联， 赔

偿清单上未见其名， 且发放额与总公司核拨数相吻合， 即其从中渔利的可

３６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利益实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矿长江山寿致总公司函》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４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

案号： ９ － １９ （１）。
《函报大泉乡民拦住六七号大门运输停顿不能产煤正在设法调停》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９ （１）。
《矿长江山寿致总公司函》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

案号： ９ － １９ （１）。
《矿长江山寿致总公司函》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４ 日）、 《１９３３ 年第六七号井塌陷地赔偿清单 （滕
县部分）》，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１９ （１）、 ９ － １９ （２）。
《华东煤矿公司总经理程文勋致江苏农矿厅函》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

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２６ － ３。
《贾汪矿区视察记》， 《申报》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第 ７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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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微乎其微。 正因为没有掺杂私利， 刘海秋才敢将事件公之于众。 此

外， 此案与之前的矿区冲突不同， 其正当性更为明显， 此亦该报道引起国

内主要媒体关注的原因所在。 当然， 正如薛允生等与第二区公所的合作并

不意味着对基层国家权力的认同， 大泉乡借助媒体也不能说明其已具备现

代观念， 因为这仍属威慑手段， 带有功利主义取向。 简言之， 乡村与现代

公权力的结合， 并没有改变其利益扩张的性质。

三　 “赎富意向” 与 “共有的习惯”：
　 　 乡村利益实现背后的逻辑

煤矿与乡村可谓一对典型的矛盾体。 尽管二者有互惠的一面， 但现实

中往往表现为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这其中既有煤矿危及乡村生存资源时正

常的利益博弈， 也不乏地方势力以利益扩张为目标的 “借端滋事” “蓄意

敲诈”； 后者实质为一种 “吃大户” 的习惯， 即财富占有不均衡格局下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之传统的延续， 周晓虹称之为 “赎富意向”。①

为便于理解这一概念， 我们先来看看周梅森在其成名作 《沉沦的土

地》 中讲述的刘四爷发迹的故事。 民国初年， 贾汪煤矿公司准备铺设贾柳

铁路。 刘四爷得此消息后， 用双倍价钱买下铁路必经之地的 １５ 亩薄地， 并

连夜撮了几堆黄土充作坟茔。 公司购置了所需土地， 唯独买不下这 １５ 亩，
工程被逼搁浅。 四爷声称： 祖坟在此， 这块地千金不卖。 最后通过当地乡

绅出面调停， 矿方以高出原价 ２０ 倍的价钱买下， 并答应他做挂名的土木股

副股长， 每月 １０ 块大洋， 一袋面粉， 一直养了他 ５ 年。②

该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 但贾汪矿区确不乏类似案例。 １９３３ 年初华

东煤矿公司为铺设夏桥矿井运煤轨道， 着手购买路基用地。 就在相关手续

办理完毕、 开始发款时， 滕县南乡大泉村刘氏家族 “借口六七号矿井东北

刘姓坟墓塌陷， 突然反悔， 把持不卖， 并提出不近情理无法接受之条件”，
“虽经百般协商， 均属无效”。③ 此案中， 刘氏家族同样利用矿方选定路线

的不易变更性、 己方土地的区位优势和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祖坟来胁迫对

４６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周晓虹： 《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
第 ７０ 页。
周梅森： 《沉沦的土地》，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小说月报第一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 百

花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８６ ～ ８７ 页。
《华东煤矿公司致实业部、 山东实业厅函》 （１９３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

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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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且 “恃顽要挟” 的特征更为明显： 祖坟塌陷的借口与征地并不相干，
“坟地四周千尺以内直下之煤不准采挖” 的条件过于苛刻。 对此， 熟悉当

地人情世故的山东省实业厅王芳亭厅长在复函中一语道破天机： “似不妨

与地主切实接洽， 优给代价， 俾归妥协”。①

在近代贾汪矿区， 这种带有讹诈性质的赎富意向， 成为煤矿与乡村矛

盾的焦点。 该矿区首次冲突起于此， 在吴味熊时期发展到极致。 其后基于

乡绅反省后的自律， 这种取向得到控制， 但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既有利益

格局被打破后再次泛起。 薛允生等 “无论该公司财势怎样强大， 我们仍不

得不自动的联合起来， 与之斗争到底” 的呐喊，② 大泉乡 “该矿势力既大，
资本充足， 官厅、 富绅莫不与之往来” 而乡民 “咸愿与之一拼” 的誓言，③

包括日常索赔中 “乡民一见地面稍有低洼， 即指为塌陷， 且于低洼以外往

往量出数百尺， 并牵连上面坟墓， 要求公司赔偿巨款” 的要求，④ 都是这

种倾向的反映。
与通常的 “揩油” 行为不同， 矿区乡村的 “赎富意向” 主要基于本地

资源不容 “外人” 染指的权利意识， 即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所说的 “把异乡

人排斥在外” 的 “共有的习惯”。⑤ 在贾汪矿区的具体表达， 一是 “我们

的土地， 他们没有树立电杆和修筑铁路的权利， 也不能够供给他们享受地

下掘煤、 地上挖沟的利益”；⑥ 二是 “乡民的路” 矿方无权使用， “乡民的

河” 矿井不能排水。⑦ 这种观念根植于华北乡村保守内聚的文化传统， 具

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此亦当地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便利的交通， 但在近

代不仅未融入沿海经济圈， 反而 “变成了一潭闭塞的死水” 的重要原因。⑧

在近代贾汪矿区， “赎富意向” 及其背后的 “共有的习惯” 之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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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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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实业厅长王芳亭复函》 （１９３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９ － ６。
《铜山县贾柳路民众反对华东煤矿侵害权产委员会宣言》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徐州矿

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２６ － ３。
《开矿影响民田， 时起纠纷》， 《新徐日报》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 第 １ 版。
《函送应付地方纠纷节略》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４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

案号： ９ － １９ （１）。
〔英〕 爱德华·汤普森： 《共有的习惯》， 沈汉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１７２ 页。
《为贾汪华东公司蹂躏民命剥夺民权告同胞书》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

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案号： ２６ － ３。
《函送应付地方纠纷节略》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４ 日）， 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 档

案号： ９ － １９ （１）。
〔美〕 彭慕兰： 《腹地的构建： 华北内地的国家、 社会和经济 （１８５３ ～ １９３７）》， 马俊亚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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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能迅速得到现代公权力的支持， 一是因为煤矿财富占

有上的优势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乡村生存资源的破坏， 中国传统中无商

不奸的思维定式， 赋予矿区乡村的赎富意向以正当合理性， 即相关利益主

张极易得到社会认同。 二是因为土地私有产权为 “共有的习惯” 提供了制

度保障。 正如王芳亭在上述复函中所云， “租赁或购买土地， 属于一般法

律行为”， “官方对于任何方面均不能加以强迫”； 亦即在私有制下即便乡

民 “恃顽要挟”， 政府也无法干涉。 三是因为与当地险恶的社会生态和农

民进攻型的生存策略密切相关。 近代贾汪地瘠民贫、 生存资源稀缺， 每遇

灾荒往往 “老弱填乎沟壑， 壮者流于盗匪”。① 脆弱的自然环境加剧了社会

生态的恶化， 民国初年 “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 当地竟 “成了著名之匪

区”。② 在这样的环境中， 当地农民形成了以夺取资源和防止资源流失为目

标的进攻型生存策略，③ 而赎富意向及其背后的 “共有的习惯”， 就是这种

生存策略的具体表现； 易言之， 在矿区工业化进程开启后， 向矿方索取资

源已内化为乡村的一种生存策略。

６６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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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胡光国： 《灌叟撮记》， 第 １１ 页。
毛泽东：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江苏省档案馆编 《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

编》， 档案出版社， １９８３， 第 ５ 页。
〔美〕 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 （１８４５ ～ １９４５）》， 池子华、 刘平译， 商务印书

馆， ２００７， 第 ５８ ～ 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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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私制钱看一战时期日本
对华经济窃夺与破坏

　 许梦阳∗ 　①

提　 要　 一战爆发后， 日本以出兵山东为契机大肆在华窃夺制钱牟

利。 随着欧战列强对铜资源需求量的激增， 日本逐渐扩大走私规模， 在华

掠夺制钱与铜块数十万吨， 造成中国铜材奇缺、 币制紊乱。 制钱走私是日

本军、 政、 商界联合窃夺中国资源的开端， 这种资源掠夺模式持续至抗战

时期， 其根源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本质。
关键词　 日本　 制钱走私　 铜资源　 经济掠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日本趁机夺取德占青岛等地。 金属铜作为制

造武器的必要原料， 成为当时日本在华窃夺的重要物资。 恰逢民初弃用大

量清代制钱， 日本以民间与官方并进为手段， 对中国制钱资源进行窃夺，
并对经济造成恶劣后果。 当前学界就近代日本在华走私与资源掠夺问题的

研究成果颇丰，① 但研究时段多集中于抗战时期。 韩国学者孙准植认为，
日本对中国华北地区的走私活动很早即开始， 但初时规模不大， 偷运货物

种类数量有限。 由于对中国海关法度与政府缉私有所顾忌， 故其走私手段

①
①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目前涉及近代日本对华金属与货币走私掠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唐凌 《抗战时期的特

矿走私》，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５ 年第 ３ 期； 肖自力 《民国时期钨砂走私现象探析》， 《近代

史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肖自力 《战时日本对中国钨砂的劫掠与国民政府的应对》， 《抗
日战争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赵守仁 《日本从大连往河北、 山东走私记述》， 大连市近

代史研究所、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编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 ７ 卷，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张淑生、 齐春风 《１９３０ 年代日本在华走私白银活动述评》， 《安徽史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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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① 黄尊严曾针对日人在山东 “非法套购制钱”② 进行论述。 学界针

对民国初年日本对华资源窃夺的缘起、 方式、 数额及对华经济破坏情况等

研究仍有不足。 故而笔者通过分析中、 日档案与相关史料， 对该问题进行

探究， 限于篇幅， 将视域集中于日本在华以制钱走私为主的铜资源掠夺。③

一　 制钱走私之肇始

１９１２ 年， “日本向欧洲各国出口铜块 ６１０００ 吨， 并保持 １６％ 的年增长

量”。④ “辛亥革命后， 中国急需大量铜材铸造新辅币”，⑤ 因此日本铜业迅

猛发展， 其产量仅次于美国与墨西哥， 成为世界第三大铜业产销国。⑥ 由

于军备竞赛激烈， 铜资源受到欧洲列强的抢购， 一时间价格陡增。 日本铜

业矿源不足， 中国市面却有巨额清代制钱流通。 清末民初已经有人将制钱

偷运， “意图私毁渔利”，⑦ 最初此举多是为 “到作坊熔化制造器皿”。⑧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 财政总长周自齐称： “当下流通的铜钱总数约有 ３００ 亿枚。”⑨

鉴于巨额制钱像一座极易开采的富矿， 日本迅速将中国由铜产品输出地，
转为 “铜矿” 来源地。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 日本对德宣战， 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 “自潍县

至济南完全中立地带， 均有日本军队驻扎， 而胶济铁路遂全归日本管

理。” 当年 １２ 月， 胶海关作为山东对外经贸枢纽， 被日军 “强收卷宗、
款项及一切产业与海关小轮等”。 由于日本利用南满铁路进行毒品走私偷

运， 海关人士担心山东将重蹈东北覆辙。 日本占据南满与胶东成掎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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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孙准植： 《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台北， “国史馆”， １９９７，
第 １３ 页。
黄尊严： 《日本与山东问题 （１９１４ ～ １９２３）》， 齐鲁书社， ２００４， 第 １８５ 页。
王闯曾撰文评析北洋政府对于欧战时期日人贩运制钱的态度， 见氏著 《欧战时期北洋政

府对于日人贩运制钱的态度》，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Ｃｏｐｐｅｒ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９， １９１３， ｐ ５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Ｊｕｎｅ ７， １９１３， ｐ ７３３
《世界铜市之趋势》， 《神州》 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 第 ３ 页。
《贩运制钱被获》， 《新闻报》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第 １０ 版。
《拿办私毁制钱》， 《新闻报》 １９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第 ９ 版。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ｉｎｔ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 Ｃ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１９１４， ｐ ３８４
隐： 《中国大事　 记日本占据山东胶济铁路》， 《中华杂志》 第 １ 卷第 １１ 期，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第 １ 页。
《日军官占据胶海关》 （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 档案号：
０３ － １７ － ０２０ － ０１ －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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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又控制贸易机关与运输纽带， 将蓄谋已久的资源掠取付诸行动。
１９１５ 年夏， 湖北官钱局发现， “汉口现有商人， 收买一文旧钱数千串

备售。 并时有他处负贩， 收运此项旧钱到汉， 私售洋庄”。 中国官方亦希

望利用制钱资源 “改铸铜元， 以杜漏卮”。① １９１５ 年 ６ 月， 津、 沪与青岛

等地几乎同时出现 “制钱贩运出境” 现象。 天津警方公示， 偷运制钱铜元

出境 “殊于国家币制， 大有妨害”， 并要求警察 “严行查稽”。② 江苏官方

也申令： “装运制钱一万枚以上未持巡按使或财政部护照者一律扣留。”③

欧战以来， “各国将国内之铜扣存， 以应军需。 洋铜之来源日短……欲求

中国土产之铜接济”。④ “某国人明目张胆收买制钱……每买制钱一吊尚可

赚钱二千文， 可谓厚利。”⑤ 由于清代制钱 “铜质极佳……某国人亦稔知此

中利益， 勾串不肖华人在沪收买运回本国”。⑥ 以上史料中的 “某国”， 显

然是指日本。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日商佐伯次郎惠由开平火车站起运东钱三万一千五百

吊赴奉， 被锦站军警查明阻止”。 与日领事交涉后， 中方认为： “日人收买

制钱出境， 曾奉巡按使密电严禁。” 日领却要求中方将收押的制钱 “从速

送还”。⑦ 但外交部称： “此次贩运制钱本为贸易使用起见， 尚未有私毁牟

利。” 最终的解决方案竟是对日商 “在没收铜钱变价项下拨还原有成本，
以示体恤”。⑧ 虽然不敢采取措施激化矛盾， 但中方的查禁使日人偷运制钱

难度加大。
为防止中方缉私罚没， 日商开始雇用日籍浪人武装押运制钱。 １９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外交部驻济南特派员杨庆鋆急电称： “有日人五六名持械押运

制钱两车， 经巡警拦阻， 日本人抗拒， 棍击车夫前进， 致伤头部倒地气

绝。” 同日在济南商埠外八里桥， “有日人十余名， 手持枪械押运制钱十

一车……马警已受枪伤， 复被痛殴。 日人愈聚愈伙， 枪棍石块， 肆意射

９６从走私制钱看一战时期日本对华经济窃夺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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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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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官钱局收买制钱致财政厅公函》， 《崇德公报》 第 ２０ 期， １９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第 １２
页。
《严禁制钱出口》， 《新闻报》 １９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第 ６ 版。
《江苏财政厅饬第一千四百十二号》， 《江苏省公报》 第 ６２０ 期， １９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 第 １５
页。
《欧战期中之铜价》， 《新闻报》 １９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 第 ９ 版。
《我国制钱消毁之近因》， 《新闻报》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 第 ５ 版。
《查禁私运制钱出洋》， 《新闻报》 １９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 第 ９ 版。
《报告锦县查获日人佐伯次郎惠私运东钱与日领交涉情形由》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 档案号： ０３ － １８ － ０８２ － ０１ － ００１。
《日人佐伯次郎惠贩运制钱一案查明尚无私毁牟利情事已饬将成本洋如数发还由》 （１９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 档案号： ０３ － １８ － ０８１ － ０５ －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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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① 此两案元凶均是日商早濑精一， 其以武装走私制钱引起血案， 两案

人赃俱获， 还致中方警民十余人伤亡。 亲赴现场调解的日本领事也无力袒

护， 但仅能够 “鉴于累召事端， 近稍变其袒纵之态”。 事后， 日本领事出

具告示称： “如再有以运输出口为目的的购买制钱者， 必给予相当处分。”②

日本外交官员看似合作的态度下， 却包藏更大祸心。
１９１５ 年底， 舆论估计 “今日人由胶济铁路将制钱一项输运往青岛， 以

‘古铜’ 为名报关出口运往日本……日人搜买我国制钱之总数已达四千吨

之多”。③ 日商收买制钱熔成铜块， “由青岛、 烟台、 龙口、 天津、 营口、
汉口、 九江、 南京、 上海等处出口， 统计每日在三百吨上下”。④ 日方统计

的 １９１５ 年 ５ ～ １２ 月由青岛运输出口的制钱与铜块总量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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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１５ 年 ５ ～ １２ 月日本于青岛偷运铜货数量
　 　 资料来源： 林久治郎 「山東鐵道制錢及同镕解銅運送數量ニ関スル報告件」 『制銭輸出問題

ニ関スル件』 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ー）、 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６９８２００。

由图 １ 可知， １９１５ 年 ５ 月至 １２ 月， 日本仅于青岛一地就输出制钱及

铜块总计 ８４８２ 吨， 其数量远高于当时国人的估计。 １９１５ 年底， 任外交

武官的多贺宗之陈述， “当下估算， 中国制钱的输出量达到平均每日约

６００ 吨……若以日本当地行市， 一日输出额约为 ２４ 万日元， 一年总额约为

９０００ 万日元”。⑤

０７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⑤

《日人私运制钱棍伤车夫枪伤马警两案已向日领交涉由》 （１９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台北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 档案号： ０３ － １８ － ０８１ － ０４ － ００１。
《详报日领示禁日人贩运制钱照录告示请赐察由》 （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台北中研院近

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 档案号： ０３ － １８ － ０８１ － ０４ － ００３。
《鲁省日人收贩制钱之利益》， 《新闻报》 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第 ５ 版。
《禁运制钱之公布》， 《益世报》 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第 ３ 版。
多賀宗之 「支那制錢問題ニ付テ私見」 『制銭輸出問題ニ関スル件』 １９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６９８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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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人利用中国人收购制钱导致益都、 昌邑两县乡民争执酿成血

案， 中方派员与驻青岛日军参谋长奈良等人多次交涉， 日方终敷衍承诺对

制钱施行 “火车禁运、 青岛禁化”。 但外交官杨庆鋆坦言： “以大利所在，
日人不恤相率效尤。 日军虽面允禁止， 而在沿路丛生扣留或被劫制钱案

件， 其下级兵多尚私违法……多要演出凶斗或捕勒人民案件。”① 林久治郎

电呈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指出： “由于青岛守备军在胶济铁路沿线买入制钱

过于频繁， 以至于制钱价格腾贵， 同时军票价格下落。”② 由此可见， 日军

以毫无准备金和信誉的军票套购山东制钱资源， 且直接参与了制钱的偷

运。 １９１６ 年后， 制钱走私由原先的零星偷运， 转为熔钱大宗偷运并且越发

肆无忌惮。

二　 制钱走私愈演愈烈

１９１６ 年， 欧战的白热化使铜、 钢等金属价格疯涨。 当年 ５ 月， “铜价已

经涨到百年来的最高点， 仍呈现上涨态势”。③ “１９１５ 年日本铜之出口较 １９１４
年增加 １５％， 而 １９１６ 年较诸 １９１５ 年则又增加 １９％。”④ 多贺宗之认为： “欧
洲战乱频仍， 对铜等金属需量极大， 日本矿产无法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而

中国制钱， 恰含铜、 锡等金属。 为满足市场需求， 就须借外力使资源转移，
但这种正常转移， 要使用非正常手段。”⑤ 日本军、 政、 商界紧密相连， 以军

事、 政治力量为后盾进行经济扩张和掠夺， 故而制钱走私愈演愈烈。
制钱走私的加剧， 首先体现在走私数量与范围的扩大。 １９１５ 年夏，

“日人由山东一省所购买者， 已有三十万元。 日本售于俄国之铜块， 其三

分之一， 系得自中国之制钱……近来华人亦有经营此业者， 常由青岛运至

神户或其他港口， 每一汽船抵日本， 至少载有制钱三百吨”。⑥ １９１６ 年 ２

１７从走私制钱看一战时期日本对华经济窃夺与破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请财部积极收买制钱并取缔张店日商营业由》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藏外交档案， 档案号： ０３ － １８ － ０８３ － ０１ － ００１。
林久治郎 「電送第二二八二號」 『制銭輸出問題ニ関スル件』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 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６９８２００。
“Ｒｅｃｏｒｄ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９， １９１６， ｐ ５
梁惠直： 《译述： 日本铜及白铅业之大活动》， 《矿业杂志》 第 １ 卷第 ３ 期， １９１７ 年 ９ 月，
第 １９ 页。
多賀宗之 「支那制錢問題ニ付テ私見」 『制銭輸出問題ニ関スル件』 １９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６９８２００。
许家庆： 《内外时报———中国之制钱出口》， 《东方杂志》 第 １３ 卷第 ９ 期， １９１６ 年 ９ 月，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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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财政部官员巢凤冈递函称： “查自欧战以来， 五金价格陡然腾贵……日

本商人由直、 东两省入手， 勾通奸商， 竭力搜罗， 输出至数十万吨之多。
据东省报告， 经营此业者约有三千余人， 天津经营此业者二千余人。 近又

深入河南、 山西沿铁道一带， 暗设公司， 或用肩挑车载， 或雇苦力腰缠运

送。”① 最初的制钱走私， 其区域主要位于南满、 胶济铁路沿线， 由铁路周

边收运并由大连、 青岛等地海运至日本， 后又扩展到河南、 河北、 山西及

长江流域。 兹将 １９１６ 年 １ ～ １１ 月日本从青岛偷运铜货数量图示为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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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１６ 年 １ ～ １１ 月日本于青岛偷运铜货数量
　 　 资料来源： 林久治郎 「山東鐵道制錢及同镕解銅運送數量ニ関スル報告件」 『制銭輸出問題

ニ関スル件』 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ー）、 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６９８２００。

由图 ２ 可知， １９１６ 年 １ ～１１ 月青岛所运出制钱与铜块数量是 １９１５ 年 ５ ～
１２ 月的约 ５ 倍。 “标准铜价在和平时期是 ６０ 英镑每吨， 但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达到

１２０ 英镑每吨……日本企业大量收购含有 ５０％以上纯铜的中国制钱进行冶

炼，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产量的增长。”② 大规模偷运带来的暴利惊人，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至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间， 仅山东一省搜刮运抵青岛的制钱约 ２５６００
吨， 以当时铜价 ４００ 日元每吨来计算， 总价值已经超过 １０００ 万日元”。③

当时中日形成了收购、 熔毁、 运输、 销售的产业链， 以神户铃木商店

出张所与中松洋行两家机构走私最为猖狂， 于制钱界几握霸权。 除了在华

各地分布数千直接从事制钱收购贩运业者外， “山东铁道沿线各旅馆、 饭

２７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巢凤冈拟具急起收买制钱改铸铜元抵制奸商勾通日本商人私运利权外溢致财政部说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３ 辑金融 （１），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２８２ 页。
“Ｊａｎｐａｎｓ Ｃｏｐｐ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Ｊｕｎｅ ２４， １９１６， ｐ 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ａｓｈ －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ｏ Ｊａｎｐａ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Ｊｕｌｙ ２９， １９１６，
ｐ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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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均为制钱买卖而开放”。①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日本青岛市民会称， “大阪精炼业

者， 仅规模稍大者就有四十家， 小者号称三十七家， 从神户到冈山之间约

三十家……祖国精炼业者已经获得二百五十余万元的利益。 加上三菱、 三

井等具有电气化冶铜能力的大型企业， 整个产业能从成本一千万元的制钱

熔铜中， 同时也获利近一千万元”。② 如此暴利， 使日商乐此不疲。
制钱走私的加剧， 还体现在日军不惜以武力制造血案抢夺制钱及外交

官员的袒护上。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日商在莱阳县店埠收购制钱被乡民扣留， 日

本宪兵枪伤乡民 ２ 人后， 中方扣押宪兵 １ 名及日商 ３ 名， 并请日驻烟台领

事出面调停。 但日领以 “宪兵归青岛司令管辖， 不在该领管理范围以内为

词。 并力述此次起衅实因中国官署误解取缔贩运制钱之禁令， 此种禁令仅

可以施之于中国人民， 不能使外国人遵守。 要求将扣留日商及宪兵一并释

放， 同时将制钱发还”。③ 直至中方释放所有被扣日方人员并退还钱款， 危

机才至消弭， 可见中方对日人的罪行已经完全无法遏制。
１９１７ 年以后， 每逢中方查扣制钱后日人毫不畏惧， “均相率赴县强迫

发还， 甚至有咆哮衙署鸣枪相对之举。 各该县知事怵于以外不及请示来

省， 有径行发还制钱者， 有仍易洋给还者， 其他各县日人亦出入靡常”。
１９１６ 年以来， 在东昌、 昌邑、 潍坊等地， 因为日人走私争端导致华人被杀

的案件已有十余起， 却均因为日人私付抚恤金而未能立案， 地方官员亦多

采用息事宁人之法。 “日人在东贩运制钱， 违背约章致我国利权外溢此不

过表面损失， 而附带发生之案如成群结队携带枪械深入内地架勒杀烧贻祸

无辜。 指不胜屈华人之被勒、 被罚、 被烧、 被杀各案， 日领一概抹煞置之

不理， 凡所处分日人者， 不过无护照之薄罚。 至于日人因贩钱而被劫、 被

伤、 被杀者， 该领事无一不索重偿， 且或并无其事， 日领偏听日人陈诉，
代为讹索。”④

适逢国人多不满袁世凯称帝， 日本以煽动制造叛乱等手段， 组建所谓

“革命党武装”， 制造混乱， 借机谋取制钱。 据主持中日 “西原借款” 的西

原龟三回忆， 其在山东考察时， 曾辑纂军人渡濑氏的报告， 报告相关山东

３７从走私制钱看一战时期日本对华经济窃夺与破坏　

①
②

③

④

《制钱输出问题》，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３ 辑金融 （１）， 第 ２８２ ～ ２８４ 页。
日本青島市民會 「制銭に関する陳情書送付の件」 『歐受大日記』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 防

衛省防衛研究所、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Ｃ０３０２５２６３３００。
《详报莱阳日人购买制钱日宪兵枪伤崔洪彦等一案情形并抄送全案乞鉴核由》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 档案号： ０３ － １８ － ０８２ － ０１ － ００８。
《日人在鲁截抢私运制钱案》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 档

案号： ０３ － １８ － ０８６ － ０２ －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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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革命军以及套购铜钱之由来与现状。① “自从革命军蜂起， 由于中国人对

日本的恐惧和反感， 日本人用一般手段收买制钱是不可能了， 于是从事收

买制钱的多数日本商人， 投入革命军， 结成党羽， 开始抢夺制钱。 这种抢

夺制钱以山东铁路为中心， 直到其附近三四十里的山东省地方， 有十数名

日本人被中国人打死， 主要都是这类结队去抢劫制钱的日本人……日本官

宪和军队开赴该地， 搜查 ‘凶手’， 因与中国人不能互通意见， 遂火烧全

村而归。”② 日商经常勾结土匪与日军四处骚扰， 档案记载 １９１６ 年因反袁

而形成的山东周潍民军被日人利用， “多为日人包办制钱， 而日人在周潍

一带对于贩运制钱更属行动自由， 省署政权难施难及”。③

１９１６ 年 ７ 月青岛守备军参谋长森冈守成致函日本陆军次官山田隆一

称： “山东革命动乱勃发以来， 大量日本不良人从各地聚集而来， 以团伙

或个人身份加入 ‘革命党籍’， 或从事制钱收买， 或进行掠夺监禁。”④ 史

料中的 “不良人”， 即是原本星散各处的日本浪人， 啸聚于山东后也并非

从事革命事业， 反而危害中国乡里， 走私劫掠。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 山东官方将

在济南附近小清河一带扣压的吉泽洋行所收制钱贮存于新城兵工厂。 在斡

旋失败后日人纠合浪人四五百人， “将盒子炮藏于风衣之内， 手持木棍同

赴新城， 意在夺回被扣制钱”。⑤ 对此恶劣事件日方领事的解释显得欲盖弥

彰， 其电称： “有代表者五名同本馆巡查一名至兵器厂请谒厂长， 询问没

收制钱之额。 并无何等之不稳行动， 乃是日中国官宪震于风声鹤唳之报

告。”⑥ 事实上浪人抢夺制钱未遂， 还在济南城中商埠三马路、 万字巷等处

引爆炸弹制造混乱。 中国官方无法对日人执法， 只能任其横行。
日本军政人员与走私者沆瀣一气， 以济南领事林久治郎最为狂热， 故

而 “极端奖励此种营业”，⑦ 其称但凡日人因走私制钱被扣押或起暴力冲

突， “在本馆的处理， 按其程度， 多系无护照游历者， 依照通商条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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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二十元至三十元罚金， 其他或仅予以处罚， 所有制钱， 由中国以银元交

换后发还本人”。① 当时整个日本舆论， 都认为走私制钱贸易合理合法。
“日本当局通过准许这些违法日人沿日本政府所控制的铁路线装运制钱，
和对离开青岛装载对日出口铜货的船只发给出港证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违法

的日人。”② １９１５ 年 ５ 月至 １９１７ 年底， 仅青岛一地， 共运抵制钱及熔解铜

块达 １０１０９４ ５ 吨。③ 至于全国走私数额， 并无详细数据， 保守估计应有数

十万吨。 大部分制钱被铸成铜块， 从正常渠道出口， 其实也是制钱走私的

一部分。

三　 制钱走私对中国经济之贻害

欧战时期中国巨额铜资源外流， 据海关统计 １９１４ 年至 １９１８ 年中国出

口铜货总价值达到 ２０９５１７９６ 海关两， 其中 １９１７ 年最高， 达到 １０１７６５８３ 海

关两。④ 由于中国铜矿本不丰富， 出口铜货主要为流通市面的货币与铜器

熔化后铸成的铜块。 铜资源的不均衡流通给日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 在

长时段内对中国国计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
袁世凯病亡后， 北洋当局为缓解财政危机， 求财于居心不轨的日本，

遂拟订一系列饮鸩止渴的借款条约。 日本以允诺终止制钱走私为借口， 试

图控制中国的矿业与金融， 双方最初达成的共识是施行 “兴亚借款”。 日

本以借款 ５００ 万日元为条件， 要求控制湖南水口山、 安徽太平山的矿业经

营权， 还要求两矿 “因借日款经营之故， 聘用日人为技术顾问， 利益平

分”。⑤ “此五百万借款既为全国舆论及湘皖官民所反对， 当局亦知力主废

约”。 日方鉴于中方的反对， “亦愿放弃合办两矿之权利另向政府要求在内

地收买制钱之权利”。⑥ 日方又要求在华设立精炼制钱工厂并提出甲、 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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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契约， 一为 《制钱借款契约》， 另一为 《制钱精炼契约》。 制钱借款金额

为 ５００ 万日元， 要求借款专供收买精炼制钱之用， 由横滨正金银行提供，
以三年半为期， 用制钱精炼之利益偿还。 精炼制钱借款金额为 ６００ 万日元，
由日本久原兴亚公司提供， 在天津设立制钱精炼工厂， 利益由中日均分，
规定年收制钱以 ６ 万吨为限， 并要求北洋政府不得与他国签订类似合同。
契约内容被舆论披露后， 国内一片哗然， 日本妄图控制中国铜业生产之心

昭然若揭。
全国商会联合会上书称欧战时期全国出口制钱数量有数十万吨， “各

省鼓铸铜元， 惟日不足， 即属日人私运制钱出口致令辅币缺乏， 所生之现

象其苦痛， 已不可胜言。 况我国人民农工生活程度极低， 今销毁制钱载在

条约又无他法以济其穷。 行见制钱绝迹于社会， 饥荒大害被及全国”。① 中

国商界为挽回利权而组建保利银公司， 要求自筹 ５００ 万元借给国家， 与国

家合作收炼制钱之余利， 大部呈献国家。 尽管商界一片挚诚， 保利银公司

却因为战乱与筹款困难而未能实际盈利。
制钱与铜元缺乏导致各地大面积钱荒， 出现严重通货紧缩的现象。

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 上海出现铜元骤涨， 其原因是 “某国人暗中贩运至东三

省大连等处， 以供收买中国旧有制钱销毁之用， 并有一般不肖贪利华人代

为购贩”。② 钱荒致使湖北 “各乡镇及场市中并找零之铜元亦不可得， 于是

各商纷纷发行一种小票， 其值均在一串以下……以补铜元之穷”。③ 再以河

南周口为例， “十年前制钱充斥， 出入口货、 车船络绎不绝汇兑畅通， 自

从制钱屡经奸商私运销售， 铜元又以南北银价缩小， 奸商出口从中渔

利”。④ 日人起初在山东临朐收购制钱， “一磅卖者所获铜元数几多余制钱

二倍， 乡民贪其利争售之”， 致使临朐市面制钱绝迹， “发行钱票者日多，
物价逐年增长。 自十一年至十二、 三年之间， 城镇四乡几于无商不发行钱

票。 甚至肩挑负贩， 工匠杂流家无百元之储， 亦篆刻图章号称出票， 流弊

所及公然类于诈欺取材”。⑤ 由此可见， 制钱匮乏已经影响市场流通并恶性

循环。
铜资源与辅币匮乏最终还导致 “轻质铜元” 问题爆发， １９１７ 年， 各省

官方为套购资源大量铸造轻质铜元，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由于湘、 皖等省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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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铜量低， “均不在本省使用， 反而输往江苏各地”，① 导致市场紊乱物

价暴涨。 《徐永昌日记》 曾记载 １９１８ 年参观铸币厂见闻， 由于缺乏铜材，
“购一批日铜， 孰料即中国制钱所熔， 不如川产多矣， 其价则较贵， 按川

产每百斤约五十余元， 滇产则六十余元， 此日货七十余元”。② 日本以低廉

成本收购制钱铜块， 再以高价回售中国， 可谓走私制钱的遗毒。
北洋政府直至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才正式颁布 《禁止金银铜出口办法》， “禁

止金、 银、 铜三品出口， 无论条块、 钱币制造物均在其内”。③ 此时欧战已

近尾声， 铜价在休战之时大为下滑， 日本的走私数量已经大减。 中方曾致

力于收购制钱以防外流， 但至 １９１７ 年底， 仅收购制钱 ５９８５２９７ ７５ 市斤，④

约合 ２９９２ ７ 吨， 尚不及日本在华走私制钱的月均数额。 一战之后的日本商

人仍旧紧盯中国制钱资源， １９２４ 年国际铜价上涨， 天津日商谷下坚夫等立

刻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上呈请愿书， 称： “希望得到官方支持， 与海

关及总税务司沟通， 从而速速达成制钱出口解禁。”⑤ 可见中国的制钱资

源， 在日人眼中一直是唾手可得的 “肥肉”。

结　 语

近代日本一直走在军国主义与商业扩张之路上， 中国作为东亚近邻可

谓饱受屈辱。 面对日本在青岛等处的军事与经济欺凌， 北洋政府边防处呈

外交部函件中称： “又如制钱输出、 吗啡输入， 闻日人尝利用该港， 此事

乱我币制， 毒我人民， 苟得搜获其证据， 亦可为收回青岛之一助。”⑥ 可见

北洋政府虽然羸弱， 却亦希望摆脱屈辱收回利权， 奈何中国早已国门洞

开， 成为列强刀俎下的鱼肉。 日本对华制钱走私， 其表面起因是欧战庞大

的铜业订货需求， 成为日本军、 政、 商界联合以规模化掠夺中国资源的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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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 已经具备了之后对华开展大规模走私与经济掠夺的基本形态。 虽然制

钱走私浪潮因一战的结束而告一段落， 但是以浪人武装实施走私， 在军队

及外交人员袒护下劫掠中国资源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 日本军国

主义的扩张本质， 是其对华走私窃夺资源的根本原因。

专家荐语：
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掠夺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虽然 １９３１ 年

至 １９４５ 年的抗战时期的经济侵略是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但早在民国

初年日本就开始对华进行规模化走私掠夺， 学界却对此关注较少。 许

梦阳同学的这篇文章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 利用大量中日

两国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外文报刊史料， 非常详细地论述了日本帝国

主义在华走私掠夺铜钱资源的缘起、 运用的方式、 数额、 资源流失以

及对我国经济的严重影响等， 对日本在华经济掠夺的初期状态展开了

深入研究。 此文是对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环节的一个有益补充， 该文结

构严谨， 逻辑清晰， 内容丰富， 值得一读。

推荐专家：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郑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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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前夕四川的对日
防私缉私活动探析∗

　①

　 王雪梅∗∗ 　②

提　 要　 七七事变前夕， 日本方面掀起了华北走私狂潮， 地处内陆的

四川也深受私货泛滥之害， 商业秩序受到严重扰乱。 四川各方面从政府机

关， 到商人组织、 群众团体开展了自上而下的防私缉私活动， 如成立防私

会， 从邮路陆路水路航空各渠道堵塞私货； 制定并施行一系列防私缉私法

规， 加大惩治走私力度， 奖励缉私； 商会、 同业公会和广大民众也参与其

中。 然而不久各地走私货品又卷土重来。 其原因主要在于日货走私问题的

侵略实质， 国民政府防私缉私策略措施的应急性、 被动性等方面。
关键词　 华北走私　 四川　 防私缉私

从 １９３３ 年开始， 日本方面掀起了震惊世界的华北走私狂潮， １９３５ 年

后走私得到日本军方的包庇纵容， 达到猖狂的地步。 私货不仅在华北一带

和沿海泛滥， 也开始大量涌入内地。 目前关于华北和沿海一带日货走私缉

私的研究成果， 已相当丰富， 但对于同时期内地的日货走私及防私缉私活

动情形， 则少有涉及。① 地处西南内陆的四川， 其时也深受私货泛滥之害。

①

②
①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二五” 规划 ２０１４ 年一般项目 “１９３０ 年代四川商业社会的

规则与秩序研究” （项目号： ＳＣ１４Ｂ０６８） 的阶段性成果。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主要论著有： 郑会欣 《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 《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８３
年第 ４ 期； 姚会元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６ 年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１９８６ 年第 １ 期； 连心豪 《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１９９６ 年

第 １ 期； 杨家余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动述论》， 《安徽史学》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 期； 齐春风 《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走私活动》 ， 《青海社会科学》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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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以 １９３６ 年到 １９３７ 年全面抗战前夕为时间段， 从其时四川各阶层的

防私缉私活动入手， 对国民政府的缉私策略和措施在四川的实施情形进行

梳理， 　①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及其原因进行探析； 指出日货走私问题的实质，
并结合四川防私缉私运动的实际情况对国民政府的相关策略和措施之得失

进行分析。

一

从 １９３３ 年开始， 为配合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所谓 “华北自治运

动”， 日本利用 《塘沽协定》 后形成的特殊局面， 从陆、 海两个方向向中

国走私货品， 掀起了震惊世界的华北走私狂潮。 １９３５ 年后， 走私得到日本

军方的庇护纵容， 采取武装走私的方式， 解除中国的海关缉私武装， 达到

猖狂的地步。 走私规模之大、 范围之广， 前所未有， 走私货物包括人造

丝、 白糖、 卷烟纸、 布匹、 炼乳、 啤酒、 煤油、 胶鞋、 药品、 颜料等， 出

口私货主要是银元， 也有不少制造毒品的原料 （如火酒、 火油）。① 大规模

的走私浪潮给中国造成了种种恶果， 如破坏了中国的 “关税自主”， 造成

了巨额的关税损失， 同时严重摧残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等。 由于得到日本

军方的包庇纵容， 这时候的日本对走私已不再讳言， 堂而皇之地称之为

“特殊贸易”。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外交部就日方怂恿日、 韩浪人在河北走私， 并

干涉中方海关人员缉私一事， 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但抗议无济于事， 日

本陆续在苏、 鲁、 闽、 粤等地设特殊贸易协会， 分派武装掩护这些组织成

立；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日本驻华领事会议议决， 有领事的地方 “第一是扩充警

权一倍以上， 第二保护特殊贸易”， 换句话说就是保障走私，② 并拟 “在九

江、 南昌、 汉口、 沙市、 重庆等埠， 设立特务机关， 谋进一步之亲善”。③

这实际上是谋划以强硬手段将私货遍销中国。

０８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①
②
③

齐春风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走私贸易述论》， 《民国档案》 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齐春风

《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郑成

林 《抗战前商会对日本在华北走私的反应与对策》，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

学版）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孙宝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 （１９３１ ～ １９４５）》， 硕士学位

论文， 苏州大学， ２００４； 李佳豪 《抗战时期四川缉私研究 （１９３６ ～ １９４５）》， 硕士学位论

文， 四川师范大学， ２０１５。 专著有： 〔韩〕 孙准植 《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台北， “国史馆”， １９９７ 等。
斛泉： 《华北走私之全貌》， 《东方杂志》 第 ３３ 卷 １３ 号，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１ 日， 第 ２４１ 页。
《同胞们， 快起来巩固我们的四川》， 《救亡情报》 第 １６ 期，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２７ 日， 第 １ 版。
《日将在长江各埠设立特务机关》， 《新新新闻》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 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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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货在华北和沿海的泛滥， 处于西南腹地的四川也开始受私货泛

滥之害。 当时私货入川途径有二， 一是长江航运， 由宜昌以上至重庆间沿

岸各埠上岸。 日本舰只 “挟运私货开到四川巫山、 云阳一带， 便以无线电

通知重庆奸商， 用木船提运”， 转运来渝， “在中途已将国货商标贴上， 陆

运来渝， 缉私者无从确认其是否私货”；① 再由大商号批发给肩挑背负的小

贩， 销售到城乡每个角落， 这是沿江一带数量最大的私货来源途径。 在重

庆， 大批私货在百货商店改头换面， 冒充国货低价售卖。 据记者调查， 陕

西街、 都邮街等百货商店、 洋布庄等所陈列之商品， “几无一非私货”； 还

有大量沿街肩挟叫卖者， 重庆市场 “已为私货所占据”。② 邻近的江津、 合

川等县也发现有大量私货， 价格奇低， 数目惊人。 涪陵等地， “曾有某国

军舰二艘停泊涪陵荔枝园， 深夜雇力夫运货上岸， 据云多系绸缎洋瓷等”，
除军舰包庇走私外， 一部分则由奸商自酉秀黔彭等地运入。③ 在万县， 私

货 “今年春间即已开始偷运来万， 初起尚属少数， 近一月以来， 始逐渐增

多， 现已满街充斥， 到处皆是矣”。④

二是通过邮寄入川， 数量也很惊人。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东川邮局转运处，
经海关扣留， 去成都及泸县之走私邮包， 共达百余袋， 现正依法处分

中”；⑤ 之后由华北寄来的邮袋越来越多， “昨日记者又至邮局调查， 得悉

可疑邮包， 除陆续退换扣留者外， 竟增至一千件左右……吾川已为走私货

物所充塞矣”。⑥ 海关以扣留邮包过多， 特于 ６ 月底暂时停止检验， 商托邮

局凡有可疑邮件请予暂时扣留， 待该关请示上级将既扣邮件处置完竣后，
再行检验。 在成都， 主要是被由华北寄来的大量邮包类私货充斥， “近日

由华北寄来之邮袋更为踊跃， 至昨日截至海关认为嫌疑重大而扣留者， 已

达四百余袋， 至前次扣留二百余袋之邮包， 收包人已将包单寄来， 经海关

验明， 并无海关检验印戳， 又无进口派司， 事实上已为走私货物无疑……
至上项扣留之邮袋收包人经记者详细调查， 大多均系成都交通公司、 晋隆

太、 振兴号、 晋义长、 晋义生、 益晋恒、 宝源隆、 同太长等家”。⑦ 川北之

南充， 亦有人贩运私货， 如脚踏车、 苏货杂货、 棉纱等。 泸县商店的私

１８全面抗战前夕四川的对日防私缉私活动探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某方用军舰偷运来川渝市私货日益增加》， 《新新新闻》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 第 ５ 版。
《渝市私货日益充斥， 市商会决制裁奸商》， 《新新新闻》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９ 日， 第 ５ 版。
《各县走私概况》， 《四川月报》 第 ９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万县党部请商人勿买卖私货》， 《新新新闻》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第 ５ 版。
《邮包私货概况》， 《四川月报》 第 ９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渝市邮局代海关扣留可疑邮包数目惊人》， 《新新新闻》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９ 日， 第 ５ 版。
《海关扣留可疑邮袋增至四百余件》， 《新新新闻》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第 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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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多数系从上海进货， 用邮包直接寄来， 某大商店在津更有特种进货机

关， “泸县私货之多， 恐不减于沿江各地”。①

私货的大批涌入， 给四川的经济、 政治、 社会风气等方面造成了极坏

的影响， 扰乱了正常的商业秩序。 潮水般的私货因逃避了较重的关税， 售

价比国货便宜得多， 因而买主络绎不绝； 一些爱国商贩贴出 “饿死也不卖

仇货” 的标语， 但很多被挤垮了， 如自贡的洋货广货匹头业及经营洋纱布

店， “经此事影响， 登门顾客寥若晨星……日渐萧条”。② 因私糖侵销长江

上游各地， 内江糖对外销路完全断绝， 为此资内富糖业改造会请严厉查缉

私糖， “近因走私猖獗， 囤积宜沙之吾川橘糖， 价值陡落， 每万斤须亏折

资本八十余元， 川糖商人， 裹足不前”。③ 川南商业中心泸县， １９３６ 年 ６ 个

月来， 各商家营业状况， 极度衰落， 不及去年 ４ 个月之营业数字， 其中重

要原因即是走私仇货充斥市场。④ 私货的滥价倾销冲击各地的市场交易，
严重威胁民族工商业的生存与发展。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以来， 日本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在成都设领事馆， 并不

管中国政府是否同意， 于 ８ 月初派出日驻蓉代领事岩井一行赴蓉， 拟强行

在蓉设领。 川地各界群众愤慨万分， 纷纷通电反对， 指出 “成都一地， 并

非商埠， 依据条约， 不得设置领事”； 一旦日本在蓉设领得逞， 便会 “沿
长江设特务机关， 走私货物如潮水涌入……彼辈去年在北平之一切行动，
定将重演于今日之成都”；⑤ 若任走私发展下去， 将陷入从此 “日货充斥，
国货日弃” 的局面， 平津沪汉如此， 各地亦莫不同受威胁， “行见正式商

店歇业， 工厂关门”， 将使 “西南半壁破产之农村、 工业、 商业， 势必受

其摧残而置于死地”。⑥

二

面对日渐猖獗的走私情形， 国民政府三令五申， 严为防止， 成立了查

禁走私的各种机构组织， 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防私缉私的政策法规。 其中财

政部在防私缉私政策法规的制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大致来说， “有惩治

２８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泸县私货充斥》， 《四川月报》 第 ９ 卷第 ２ 期，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自井洋广业生意萧条， 仍然是受走私影响》， 《新新新闻》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３ 日， 第 ６ 版。
《资内富糖业改造会请严厉查缉私糖》， 《新新新闻》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 第 ６ 版。
《泸县商业衰落， 市面私货充斥》， 《新新新闻》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１１ 日， 第 ５ 版。
《四川空前之外患———设领与走私》， 《新新新闻》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 第 ９ 版。
四川省档案馆编印 《四川档案史料》 第 ２ 期， １９８５， 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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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漏关税暂行条例， 重者至处死刑； 对于进口货物， 则有稽查进口货物运

销章程； 除航运加紧缉私外， 对于陆路方面， 则有防止路运走私惩治细

则”① 等， 并将关于查缉私货各项办法颁行各地。 四川的防私缉私活动也

就此开展起来。
１ 成立防私会， 与海关等部门一起开展防私缉私工作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四川省政府召集有关机关团体组织建立全省防止走私委

员会 （简称防私会）。 防私会组织机构的设置为： 委员长一人， 由省政府

主席兼任； 委员由各相关机关团体指派之代表充任并互选常委 ５ ～ ７ 人； 制

定章程， 规定下设业务、 鉴定、 调查三股。 参加防私会的机关团体， 包括

四川省政府各厅处、 银钱业公会、 成渝两市政府、 航业公会、 公安局、 重

庆关监督、 警备部、 善后督办公署、 市商会、 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会、 地方

税局、 营业税局、 报界协会、 东西川邮政管理局等。 并要求各县市成立防

私会分会， 之后重庆、 成都、 宜宾、 万县等大多数县市纷纷成立分会， 由

行政长官担任委员长。 ９ 月 １５ 日， 四川省防私会奉省政府令改设为肃清仇

货委员会， 目的为 “斩断仇货来源， 肃清现有仇货， 根绝将来永不贩运仇

货”。②

四川省防私会和各地分会成立后， 积极行动起来， 主要负责调查货

品， 搜集证据， 鉴定走私货物， 成为其时四川防私缉私工作的中坚力量，
并先后制定了 《四川省防止走私委员会计划大纲》 和 《各市县分会防止走

私大纲》。 重庆防私会开会议决， 鉴定包裹由该会函请市政府转令商会、
邮局， 包裹到时， 即将提单呈会， 候派员鉴定确非私货， 即予以提取。③

成都防私分会查得春熙路交通公司和西顺城曾泰产苏货店， 由津沪邮寄来

自行车原料、 麻织品及香妃绸等共若干包， 查验税单有种种可疑之点， 防

私会当即饬令呈缴原售货家之有力证件。④ 宜宾组织起缉私委员会， 每日

该会缉私股分派缉私人员， 赴各轮船堆栈， 检查进口货品， 查获孙旭恒宝

元通偷运的大量私货， 并予以处罚。 绵阳防私会十分注重调查， 分为邮

运、 船运、 车运、 力运各组， 清查私货入境； 并责由商会制表登记存货。
在各市县防私会工作人员的严密查缉之下， 私货仍暗中运入川中， 尤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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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丝、 酒精两项为最多， 省防私会特训令市县防止走私分会稽查货物种类

酌予修正， 规定以后如人造丝酒精之类， 应从严考核其寄地， 并厂名商

标， 以免私货充斥。①

直接从事缉私工作的重庆海关， 在防私缉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对凡

由华北运来之可疑邮包， 均予以暂时扣留， 并委托邮局代海关扣留了大量

可疑邮包。 到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中旬， 重庆海关扣留的有走私嫌疑之邮包， 前后

已达 ３０００ 余件， 估值当在 ２００ 万元以上， 其中有寄至成都交通公司、 晋泰

隆等 ８ 家商号的大量邮包货品， 交由省防私会处理。
２ 从邮路陆路水路航空各方面堵塞私货

针对四川私货来源的两个途径， 四川省防私会和地税局、 公路局等部

门在邮路、 陆路、 水运及航空运输等渠道都规定了堵塞私货进入的办法措

施。 为严防邮包走私， 省防私会议决， “凡自华北及上海各地由邮寄来之

各种包裹， 规定收件人须将提单呈实到会鉴定组， 或各市县分会， 请予派

员同至邮局， 当面逐包鉴定， 如系私货， 除没收外， 并处以相当之罪”。②

陆路运输方面， 四川公路、 地税两局公布防止川黔路走私商货办法 １１ 条，
布告川黔运输行商遵照， 并制定颁发了 《检查川黔长途车辆规则》， 规定

凡由海棠溪、 綦江两车站向省外出发之行李货物各车辆， 应于未装车前一

小时通知该所， 立即派员会同站务人员， 一同执行检查， 完税后方可

放行。③

水路航运方面， 鉴于川省入口私货大多由轮船而来， 省政府饬令川江

航务管理处、 省地方税局与重庆市政府三机关， 拟定了江轮防私办法， 对

于应如何执行严密监视私货、 各同业公会应如何切实联络、 航务管理处应

如何派舰随时流动稽查等关切最近缉私要务诸问题， 会同妥议了办法。④

川江航务管理处、 四川省地方税局、 四川第一区公烟局， 为防止川江上下

航船夹运走私起见， 特发布 《航税稽烟三机关订合组检查航船规则》， 规

定 “凡在川江停止， 中外大小航船汽船， 及大小木船， 悉依本规则检查

之”。⑤ 针对四川下东沿江一带可以泊船地方常有私货起卸情形， 省政府要

求各县府抄发下东沿江一带泊船地名表， 派员随时前往严密稽查， 督饬当

４８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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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团警协同查缉， 并具体拟定查缉各轮办法。 省地方税局鉴于奉、 巫、
渝、 万之外的沿江各县 “未经设所地方， 均可卸下私货”， 要求下东各县

征收局认真缉拿， 并转饬各地团保尽力协助。①

航空运输方面， 特制定 《川地税局检查邮船飞机规则》， 规定在各停

机地点的分局所如重庆、 成都、 万县、 宜宾、 遂宁站， 指定人员负责办

理。 要求乘客携带应税货物， 应于未上机以前， 及下机时报完税款， 否则

一经查出， 以漏税认罚； 乘客报完税款， 即由本分各局所派往之检查员就

场征收； 等等。② 针对奸商借包裹行李偷载私货， 省府令省会军警检查航

空客货， 并由行营令布告周知： “令饬当地军警机关， 对于飞机运载货客

行李， 务须一律检查， 以儆奸邪而杜弊端。”③

面对如此严密的水陆空各路和邮路检查办法， 走私商也在不断变更走

私手段， “奸民为避免检查， 多将私货改由民船小轮拖驳或长途汽车装运

内地推销， 各地缉私机关尚未普遍注意”， 或 “以贵重货物， 化整为零，
改用轻便小包裹寄递， 并能由邮局直送商号点收或交航空直寄”。④ 为此省

府通令各地缉私机关， 注意民船小轮、 公路汽车货运， 严防私货； 省地税

局也规定了取缔轻便包裹办法， 要求以后对于邮寄轻便小包， 商人提取

时， 须先到稽征所或征收局呈报缴验提单， 或航空公司提货单， 经查核登

记后， 始准提取， 并须立即到该管税所完税， 否则一经察觉， 无论是自取

还是邮包送达， 均将所寄货物， 全部没收。⑤

３ 规定土货运销办法， 加大惩治走私力度， 奖励缉私

财政部于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制定颁布 《稽查进口货物运销章程》， 规定了应

行稽查进口货物的种类和办法； 之后又规定了土货运销办法， 对于在国内

制造的如人造丝、 酒精等 ２６ 种货物， 在运经海关时， 应报由海关发给土货

运销执照； 在内地运输不经过海关者， 应报由同业公会或商会， 或工厂联

合会， 发给土货证明书。 四川省方面， 予以积极推行， 省府一方面严令稽

查进口货， 一方面令登记商货， 规定凡有海关地方， 各商堆积之货物或新

进货品， 一律向海关申请登记； 无海关地方， 则向省地税局申请登记。⑥

并通令各市县防私分会执行已税货物分运办法三项， “各进口商人稽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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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持有重庆海关运销执照， 或重庆市商会分销证明书， 填证明书号数、
日期， 及分销货品种类、 数目、 地点等项者， 即予放行； 运销土货， 如持

有商会之土货证明书， 亦请放行； 凡小贩运销货物， 其价值在三十元以下

者， 均准免予稽查”。①

偷漏关税被查获， 向例系由海关按照 《海关缉私条例》 处罚。 随着华

北走私日益猖獗， 其已绝非纯粹经济性走私活动。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下旬， 财政

部突破权限， 拟定 《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 呈奉国民政府核准公布施

行， 对偷漏关税， 持械拒捕， 销售和藏匿私货等行为的处罚做了严格规

定， 其中有处死刑、 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及判罚等项， 量刑之重， 前所未

有。 四川省方面积极响应，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省高等法院高检处令检举偷漏关

税案件， “近查川省各地私货充斥有加无已， 影响国税至大且钜， 各该地

虽存防私机关严加取缔， 依照该项条例第十条之规定， 各地方法院负有制

裁之责， 各该检察官自应厉行检举以尽职责， 嗣后如发现运销或藏匿漏税

私货者， 务须行使检举职权， 依法严究”。②

为鼓励查缉起见， 财政部重新规定了 《海关缉私奖励办法》。 四川省

方面， 五成乃至更高的给奖成数为海关和其他部门所采纳。 省府准地税局

所请奖励巡查员缉私办法， 除查拿偷漏关税私货另照财政部提奖办法办理

外， 该局关于查获进口偷漏货税罚金暨没收违禁物品变价之款， 以五成提

奖用示鼓励； 省府在 《查缉各轮船起卸私货办法》 中也规定， “查没收私

货变价之款应照财政部规定， 系以百分之五十提为当事人， 百分之五十汇

交总税务司核收； 盖为鼓励缉私起见， 准对上项变价之款， 以百分之六十

提奖， 百分之四十拨作该地公益之用”。③ 省防私会、 省地税局、 重庆海关

等部门还设立了密告柜， 招人举发私货， 如有查获， 照章提成给奖， 以资

鼓励。
４ 商会、 同业公会和民众的防私缉私活动

鉴于商会在商业活动中的重大影响力， 其时政府非常重视发挥商会在

防私缉私方面的作用， 在 《稽查进口货物运销章程》 等条例中多次明确规

定将转口洋货运销证之收存登记， 及登记货物分销证之收存登记、 填发等

事宜， 交予商会与同业公会办理。 各地商会郑重劝告同业， 一致拒购私

货； 积极协助政府， 大力宣传政府的缉私政策和具体执行相关的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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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不管是在对进口货物的运输、 稽查， 还是在对私货的调查鉴定和惩处

等方面， 商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走私日炽的情形下，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重庆市商会防止购私委员

会成立， 并拟订了组织大纲草案及制裁购销私货办法草案， 协助政府缉

私。 委员会成立后， 即函告叙、 泸、 蓉、 内、 资、 井等市县商会注意邮包

私货， 以收缉私之实效。 成都市商会于 ７ 月 ２１ 日召集各行帮成立防止购私

委员会， 随即展开了防私缉私的具体工作， 召开各股联席会议， 协助办理

会务， 凡属已到未到之进口货， 由各股分聘干事协助办理进口货详细登

记。 对于全国商会联合会提出的要求商店必须加入公会一事， 成都市商会

通电赞同， 认为这有利于抵制私货盛行。 各同业公会方面积极协助查缉私

货， 如成都五金公会召开会议协商处理走私办法， 要求商家限一星期内自

行来会登记本帮来货家， 以搞清货物来源。① 重庆药材公会为防止会员销

售私货起见， 特订办法三种， “一经查获私货， 决交众予以严厉制裁； 分

饬各组组长， 严密稽查； 进口药材抵埠时， 须向公会报明花色件数， 及提

验海关税单”。② 自贡市组成私货查缉团， 由商会主席任团长， 挡获由隆昌

运赴荣县、 威远之嫌疑货挑， 并打算搜查全市匹头洋广杂货， 查证有无购

买销售寄存私货之奸商。③

各地民众也积极参与到防私缉私活动当中。 在泸县， 有爱国志士多人

组织锄奸缉私团， 专查走私仇货。④ 旅居在外的川人对走私问题密切关注，
四川旅沪同乡会电请政府严惩奸商， 以儆效尤； 为协助川政府缉私， 旅沪

川人组织起商、 学、 新闻各界共 ５００ 余人参加的联席会， 对日本在蓉设领

后 “深恐走私猖獗与种种之祸变”， 共商应付办法。⑤ 影响最大的群众反日

走私、 设领运动当属爆发于 ８ 月 ２４ 日的成都事件 （又称大川饭店事件），
这一天上万的爱国学生和民众， 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非法在蓉设置领

事、 倾销走私日货， 捣毁了留宿和掩护日寇分子的大川饭店、 公安第四分

局以及贩卖走私货的交通公司、 宝元蓉、 益晋恒等商号， 毙、 伤日本人各

２ 人， 军警伤亡 １０ 余人， 群众伤亡 ３０ 余人。 这次事件， 使日本在蓉设领、
在川大规模进行走私倾销的企图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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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 四川的防私缉私工作渐有起色， 私货数量减少，
税收增加。 据报道， “走私事件， 自经各方注意后， 此间海关在月余当中，
即扣获由平津运来之私货九百余件……目下川省走私问题， 已远不如过去

之猖獗”。① 在灌县， 此前运到的匹头类私货甚多， 经防私会迭加警告，
“并将全体匹头业商人召集商会， 各自签押负责誓不贩卖私货， 故现在在

此间之绸缎匹头铺， 所售卖者， 复经防私委员会检查， 确已皆属国货成

品”。② 税收方面， 到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自 ９ 月新津县防私分会成立后， “鉴
于该分会防止偷税之严密， 侦察查考之认真， 不甘以血本为孤注， 不特走

私之货日渐减少， 即偷漏关税之事， 亦不敢冒昧举行， 本月份本所税收，
确有起色， 大约可收三万余元， 较之去年陡增二倍有奇”， 为此省政府传

令嘉奖新津县防私分会。③ 到该年年底， 省府据省防私会呈称， “查本会成

立迄今， 多赖有关机构之维系， 及办事各员之努力， 数月来税额逐有增

加， 走私渐告绝迹， 省府传谕嘉奖”。④ 四川的防私缉私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
然而好景不长， １９３７ 年春节过后， 各地走私货品复又卷土重来。 据报

载， “截至本月份， 海关方面报告， 某国货品入口， 已达二千万元以上，
目前尚在大批陆续起运来华， 多改头换面， 冒充我国各厂家出品， 混为国

货物。 并以六百万货物， 运四川各地倾销， 已经由沪转运汉宜换轮来川，
其中以棉纱人造丝、 纸及瓷器等次之， 五金及教育用品又次之， 短期及可

纷纷运渝云”。⑤ 一些唯利是图的奸商又暗中购买巨量私货， 源源不断运川

销售， 由城市及于乡村。 省防私会以此种情形， 恐商业前途不堪设想， 先

派该会检查组组长前往渝万两地视察， 然后再赴各县视察。 ４ 月， 由于海

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爵士业已赴英， 职务暂由日本人岸本代理， 这不由得让

人担忧走私将更猖獗。⑥ 不仅是四川， 全国各地的走私问题依然相当严峻，
很多地方的走私活动在稍事沉寂后， 重又活跃起来。

８８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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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夕四川各方面的防私缉私活动， 不管是在反对侵略、 维护国家

主权和尊严， 还是在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 保护民族工商业方面， 都具有

积极的意义。 从各级政府机关到商会团体、 普通民众均行动起来， 力图通

过各方面的努力来遏制来势汹涌的走私浪潮， 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
直到七七事变爆发， 国民政府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日货走私问题， 四川

的情形同样如此。 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从日本走私问题的实质来看， １９３６ 年秋日本侵华间谍头子松石孝良曾

做了一个震动各国的报告， 在谈到对华走私问题时认为其原因是日本 “痛
感原料之缺乏与市场之狭小， 故于 １９３１ 年 ‘九·一八’ 发动满洲事变而

占据之， 一时帝国市场与原料已得缓和”。① 因此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
其目的是配合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华北自治运动”， 为此不惜造成

日货充斥华北及内地市场。 日本驻重庆领事馆于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下旬秘密召开

了四川间谍会， 会上拟订了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之秘密计划》。 该计

划表示， “特殊贸易” （即走私） 在华北及福建等地获利颇佳， 日本财政转

佳实有赖于此； 然而， “特殊贸易” 在华中尤其四川不甚繁荣， 因此该计

划第一部分即强调要在四川等地也推行 “特殊贸易”， 并建议在这些地方

制造中国著名品牌的假冒伪劣产品， 然后以低价倾销。② 由此可见， 走私

问题不是单纯的偷税漏税行为， 其实质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全面抗战前夕国民政府的缉私策略和措施来看， 基本是应急性的，

处于被动的应对状态， 在逐步适应日本对华走私步骤的种种变化。 在华北

走私愈演愈烈、 已经威胁到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统治基础之时， 国民政

府不得不强化缉私工作， 成立了查禁走私的各种机构， 制定颁布一系列防

私缉私的政策法规， 但仍未放弃妥协退让的总体政策， 这就决定了当时国

民政府的缉私策略和措施只能治标， 而不能治本， 体现在各地的缉私成

效， 也就大打折扣。 在四川， 面对私货的泛滥， 有记者问及外交部驻川康

特派员吴泽湘如何看待四川私货猖獗一事， 吴的回答颇值得玩味， “照此

看来， 走私延至四川， 或者不能说绝无其事， 不过报载某国军舰庇运私货

一层， 目下尚无事实上的证明， 外传消息， 或多传闻之误， 深望新闻界同

人慎加审复， 俾免另生枝节”，③ 可看出政府对走私一事讳莫如深的态度。
从省府制定的 《查缉各轮船起卸私货办法》 来看， “一经发现有轮船在江

９８全面抗战前夕四川的对日防私缉私活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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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鹤鸣： 《日本侵华之间谍史》， 华中图书公司， １９３８， 第 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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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停泊起卸私货……如系外籍商轮， 或外国兵轮， 只派人暗中监视其所起

之私货， 俟该船驶行后或货已运至不能与该外舰取得联络地方， 即将该项

私货挡送县府处办， 不得径扣留船只， 或于该轮船尚能掩护走私者之地方

与时间即行查拿， 俾免发生意外事件”，① 其中 “诚恐发生事端” 的表述体

现出对列强的消极、 惧怕态度。
防私缉私工作牵涉海关、 地税、 运输等诸多部门， 需要各部门协同解

决问题。 省防私会成立， 宣称 “以调查走私货品， 筹划防止办法为主要任

务， 至关于执行事项， 由本会签请四川省政府令饬有关机关办理”， 将防

私事务整合于一身， 同时协调配合各部门行缉私之责。 但防私会的地位又

是尴尬的， 名义上以各地最高行政首脑为防私会负责人 （如省防私会委员

长由省主席刘湘兼任）， 却又明确规定 “其性质亦属社会团体之一种， 法

律上应受各该所在地市县政府之监督指挥”，② 这就决定了其防私缉私职权

受各级政府之掣肘。 舆论对于防私会的工作成效也甚不满意， “吾人对于

防私运动， 始终疑惑莫解者， 为四川防私协会一贯持冷静态度， 毫无表

示， 目前对象已得， 目的既著， 有海关提出发货， 有舆论指出商家， 既不

烦防私会诸公之明察暗访， 复不牢其搜集证据， 何以不立即提出检举， 妥

筹防止之方？”③ 其中指出四川防私会在据理弹劾、 秉公检举方面还做得不

够， 无法 “尽职责而收实效”。
同样， 商会、 同业公会做了很多防私缉私的具体工作， 但对贩运私货

者， 只能尽劝告之责， 虽也规定了制裁办法， 但仅限于 “开除会籍； 通告

同业， 与之经济绝交； 予以汉奸名义， 宣布名誉死刑” 等方面，④ 无权对

贩卖私货的奸商加以法律层面上的惩治。 而执法部门却反应迟钝， 从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起， 重庆海关先后扣留了大量有走私嫌疑的邮包， 其中邮寄至成都

的大批涉嫌走私货物， 渝海关却未能及时做出处置； 后经省防私会搜集不

少证据， 侦明真相， 交通公司走私案被移交法院办理， 而面对数量上千

件、 价值上百万的邮包走私案， “渝关久久不予处分， 法院检察官竟亦噤

若寒蝉， 丝毫无所表示”， 令社会各界大惑不解、 议论纷纷， 当时 《新新

新闻》 的社论愤然指出， “据中央特颁法令规定： 走私五千元以上者枪决

示儆。 四川的防私会及各机构， 竟都承认本市没有一家是奸商， 一个是走

私者吧……就只说人闻名的八家奸商们吧， 为什么未闻当局有何惩治以

０９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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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儆’ 呢？ 货既被扣留， 证据显然， 难道中央的法令只特颁给老百姓们

看的呢？ 还是为了顾全仁人君子的风度而不屑与之追究呢？”① 可见国民政

府在全面抗战前夕对日本侵华的妥协退让态度， 造成各级政府机关在对待

日货走私问题上不够积极、 不主动作为的姿态。 因而一方面无法从源头上

清除私货， 另一方面对贩运私货者执法不严、 惩治不力， 奸商贩卖私货的

行径屡禁不止， 防私缉私的政策与措施也就无法真正有效落实。
总之， 全面抗战前夕， 华北走私浪潮蔓延到四川， 面对日货在川地的

泛滥， 四川各阶层从政府机关， 到商人组织、 群众团体开始了自上而下的

防私缉私活动， 成立了防私缉私组织， 颁布并施行了一系列防私缉私的法

规和措施， 取得了一定成效。 然而不久之后各地走私卷土重来， 其中原

因， 与其时全国性的对日防私缉私形势有紧密联系。 从日货走私问题的实

质来看， 已不是单纯的偷税漏税行为， 而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

民政府防私缉私策略措施的应急性、 被动性， 决定了在当时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好日货走私问题。 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本方面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其

走私政策， 以实现其 “以战养战” 之战略， 中国的海关缉私全面崩溃， 走

私日货泛滥成灾， 国民政府的战时缉私工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１９全面抗战前夕四川的对日防私缉私活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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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币制
改革研究综述∗

　①

　 聂庆艳∗∗ 　②

提　 要　 改革开放以来， 学界围绕金融危机与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中

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币制改革中的央地关系及币制改革中的外交关系等议

题， 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币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成

果。 从选题范围、 史料运用、 研究方法、 研究深度等方面来看， 都具有较

高的学术水准， 研究视角更加多元， 方法更为科学， 结论更为客观。 同

时， 在研究内容深挖、 研究方法创新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今后

应注重过程性和系统性研究， 以便提升研究的整体性和均衡性。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　 金融危机　 币制改革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年， 国民政府不遗余力推进币制改革， 并取得显著成

效。 通过改革， 国民政府统一了货币发行权， 构建起相对完整的现代

金融体系， 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币制改革是学界关注的重要

课题之一， 长期以来， 学者们围绕币制改革的原因与意义、 币制改革

与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 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
取得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 学者们围绕币制改革在国民党政权巩固中

的作用、 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在维护货币主权中的作用

等方面展开了探讨。 为推动研究的深入， 笔者在前人综述研究的基础

①

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我国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研究 （１８４３ ～ １９５３）” （１２ＢＺＳ０４７） 的

阶段性成果。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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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① 结合学界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评述， 并就如何深化研究提出

建议。

一　 研究概况

早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针对当时币制混乱的现实问题， 学界就币制

改革进行了研究， 出版了一系列著作， 其中，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金

国宝 《中国币制问题》、 陈锦涛 《中国币制问题之经过及展望》、 杨荫溥

《货币与金融 （一）》、 周伯棣 《货币与金融 （二）》、 张素民 《白银问题与中

国币制》、 章乃器 《中国货币金融问题》、 余捷琼 《中国的新货币政策》
等。② 这些研究对币制改革进行详细论述， 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部分研究

成果为币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支撑， 但由于受时代局限及立场所限， 评判难言

客观、 深入。 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 相关研究处于沉寂状态，
研究成果较少且零散。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有关币制改革的研究进入活跃

期， 研究成果主要有： 石毓符 《中国货币金融史略》、 卓遵宏 《中国近代

币制改革史 （１８８７ ～ １９３７）》、 梅远谋 《中国的货币危机———论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的货币改革》、 钟祥财 《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 等。④ 这些

研究大多从金融、 货币史的角度对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进行探讨， 视角较

为单一。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 档案资料的公开， 研究成

果逐渐增多， 研究结论更趋向理性、 客观，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洪葭管

《２０ 世纪上海的金融》、 戴建兵 《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 （１８９０ ～ １９３５）》、
贺水金 《１９２７ ～ １９５２ 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究》、 石涛 《南京国民政府

３９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研究综述　

①

②

③

④

综述类研究主要有： 郑会欣 《近年来国内有关币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述评》，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１９８９ 年第 ３ 期； 姚会元、 孙玲 《１９８０ 年以来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综述》， 《财经政法资讯》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徐锋华 《近二十年来法币改革研究综述》， 《民国档案》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金国宝： 《中国币制问题》，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８； 陈锦涛： 《中国币制问题之经过及展望》，
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 １９３４； 杨荫溥： 《货币与金融 （一）》， 中华书局， １９３５； 周伯

棣： 《货币与金融 （二）》， 中华书局， １９３５； 张素民： 《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 商务印

书馆， １９３６； 章乃器： 《中国货币金融问题》， 生活书店， １９３６； 余捷琼： 《中国的新货币

政策》，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７。
据笔者所查， 仅见符泽初 《中国币制问题总检讨》 （中国出版社， １９４８）、 上海金融史话

编写组编 《上海金融史话》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８） 涉及币制改革。
石毓符： 《中国货币金融史略》，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卓遵宏： 《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

（１８８７ ～ １９３７）》， 台北， “国史馆”， １９８６； 梅远谋： 《中国的货币危机———论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的货币改革》， 张卫宁译，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钟祥财： 《法币政策前后

中国的货币理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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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研究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７）》、 史瀚波 《乱世中的信任： 民国时期天津的

货币、 银行及国家—社会关系》 等。① 另外， 一些民国经济史著作， 如虞

宝棠编著的 《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 刘克祥、 吴太昌主编的 《中国近代

经济史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四）， 张宪文、 张玉法主编的 《中华民国专题

史》 第 ６ 卷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 等都对币制改革情况有所

涉及。①

在学术论文方面， 也有大量成果问世。 笔者以 “币制改革” 为主题，
在知网上进行检索，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５ 年， 涉及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币制改

革的论文共有 ２７６ 篇。 其中，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５ 年只有 ８ 篇，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达到

了 ６８ 篇， 研究成果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在成果数量日趋增长的同时， 研究质量也日益提高。 笔者对以上 ２７６

篇论文进行了梳理， 提取不同时段的研究主题词 （见表 １）， 据此勾勒、 描

述学术研究的演进轨迹， 并予以简析。

表 １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５ 年关于南京国民政府 “币制改革” 研究论文的主题词

时　 　 段 研究主题词

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０
“废两改元” 述评， “废两改元” 档案资料选编， 法币政策概述， 法币政策评价，
法币与官僚资本， 美国白银政策， 白银风潮， 中美白银协定， 李滋罗斯， 日本

对币制改革态度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０

银本位制度向纸币本位制度转变， 中央银行， 币制改革的原因、 作用、 意义及

影响， 币制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 法币政策与抗日战

争， 云南 “改两为元”， 河北币制变迁， １９３６ 年中美货币协定， 中美白银外交，
李滋罗斯与币制改革设计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金融统制， 货币现代化改革， 中央银行研究、 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制度， 法币发

行准备管理委员会， 中国农民银行与法币改革， “废两改元” 实施经过， 法币在

云南的推行过程， 刘湘与四川地方银行， 上海银行公会与废两改元， 上海银行

公会与国民政府， 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与国际经济关系， 币制改革与中美英日国

家利益的选择， 美国政府关于收购中国白银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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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洪葭管： 《２０ 世纪上海的金融》，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戴建兵： 《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

（１８９０ ～１９３５）》，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贺水金： 《１９２７ ～ １９５２ 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

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９； 石涛：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７）》， 上海远东出版社， ２０１２； 〔美〕 史瀚波： 《乱世中的信任： 民国时期天津的货

币、 银行及国家—社会关系》， 池桢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１６。
虞宝棠编著 《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刘克祥、 吴太昌主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四），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张宪文、 张玉法主编 《中
华民国专题史》 第 ６ 卷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续表

时　 　 段 研究主题词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蒋介石与法币政策， 蒋介石与四川财政整理， 阎锡山与 “晋钞”， 宋子文金融改

革的思想与实践， 钱俊瑞经济思想， 民国乡土币制， 北方农村钱票， 法币改革的

区域性案例分析， 国际政治视野下的 １９３５ 年中国法币改革， 政治环境， 恶性通胀

与币制改革， 货币法制变迁， 货币发行法制史论， 白银危机对中国农业、 工商业

的影响， 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 币制改革中的交通银行， 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

通过表 １ 的梳理可以看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学界对币制改革的研究

尚处于恢复阶段。 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币制改革的原因、 性质、 作用及评

价， 围绕币制改革中国民政府与英、 美、 日等国的关系等。 部分研究带有

资料整理性质， 概述性研究较多； 另外， 部分研究受阶级斗争史观影响，
结论尚欠公允。

９０ 年代后， 学界对币制改革的研究逐步深入， 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
部分研究涉及币制改革的思想渊源、 理论基础， 币制改革对抗战的影响，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 对币制改革的评价也逐步客观， 如有论文直接以

《李滋罗斯并非 １９３５ 年币制改革的设计者》 为题，① 推翻了此前学界认为

的币制改革主要由英国李滋罗斯主导设计的结论， 肯定了国民政府币制改

革的自主性。
２１ 世纪头十年， 币制改革研究日趋升温。 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是成果

数量， 还是研究深度， 都有了长足发展。 部分学者站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的高度， 探讨了国民政府金融体制构建、 国民金融统制政策、 金融组织的

设计及其运作等问题， 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 部分学者对 “废两改元” 实

施经过、 法币的推行过程进行了考察， 币制改革的过程性研究、 动态性研

究明显增强。 还有学者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 对银行公会与币制改

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体现了研究的深入。
２０１１ 年至今， 币制改革研究进入高峰期， 相关研究持续推进， 尤其是

随着蒋介石日记等史料的公开， 精英人物在币制改革中的作用， 成为学者

探讨的重点。 部分学者还专门探讨币制改革在地方、 基层、 农村的实施情

况， 体现了研究视角的下移。 另外， 研究中多学科综合运用特点明显， 很

多学者运用政治学、 法学、 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 对币制改革进行分

析， 得出了较为新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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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龙： 《李滋罗斯并非 １９３５ 年币制改革的设计者》， 《中国钱币》 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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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题性研究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学者们围绕 １９２９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与中国币

制改革的关系， 币制改革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外交

关系等议题进行了研究。

（一） 金融危机与币制改革的关系

１９２９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快就传至中国。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以后， 许多

国家放弃金本位制， 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发展， 这给中国金融、 经济

等造成了巨大冲击， 催化了币制改革的实施。
金融危机最先表现在农村。 宫玉松叙述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农村金融危

机的表现、 原因及后果， 指出由于立场问题， 国民政府和银行界设立新式

农业金融机构等政策带有很大局限性。① 符长泉从金融业、 民族工业、 对

外贸易等方面， 分析了农业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危害及影响。② 金融危

机与法币改革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美国学者杨格结合亲身

经历， 探讨了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年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 其中涉及金融危机对中

国造成的冲击， 以及中国币制改革的推行情况。③ 台湾学者李宇平探讨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的经济恐慌及其造成的物价下跌、 贸易失调、 交易停滞、
现银外流等现象， 认为经济恐慌是 “废两改元” 实施的直接原因。④ 李爱分

析了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银价震荡， 及其对中国货币制度产生的影响。⑤

１９３４ 年美国实施 《购银法案》， 使世界银价大幅度提高， 这对实行银

本位制的中国造成了严重冲击， 大量白银以惊人的速度外流， 国内金融枯

竭， 工商业倒闭， 金融风潮频发。 白银风潮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

响。 谢菊曾认为， 美国的购银方案是其为转移国内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措

施， 它对上海白银风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⑥ 郑会欣分析了白银风潮

的原因、 危害及影响， 认为国民政府以救济恐慌为借口， 完成了对全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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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宫玉松： 《三十年代农村金融危机述论》，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
符长泉： 《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１９９３ 年第 ２ 期。
〔美〕 阿瑟·恩·杨格：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 陈泽宪、 陈霞飞译，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
李宇平： 《经济恐慌与废两改元》，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 １９９９ 年第 ２７ 期。
李爱： 《１９２９ 年世界经济危机对国民政府白银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谢菊曾： 《１９３５ 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 《历史研究》 １９６５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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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垄断。① 钟祥财认为美国白银政策严重摧残了中国社会经济， 从根本

上动摇了中国的银本位基础， 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② 吴敏超指出，
当时经济学界对 《购银法案》 所引发的中国经济金融危机进行了广泛而深

入的探讨， 这为法币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③ 赵留彦、 隋福民运用

统计数据和计量方法， 描述了大萧条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揭示

了 １９３５ 年法币改革的时代背景。④ 与强调白银风潮与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之

间的因果关系不同， 李培德认为世界大萧条对中国经济没有造成太大的威

胁， 真正的威胁来自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袭击和世界银价的大幅波动。⑤ 日

本学者城山智子考察了大萧条时期中国与世界经济关联下市场、 政府与货

币体系的关系， 认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全球性现象， 大萧条

是现代中国形成的分水岭。⑥ 蒋清宏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危机的

史实、 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以及经济危机的传导路径。⑦

（二） 币制改革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币制改革是国民政府强化对民间金融控制、 增强社会渗透力的一项重要

举措， 必然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小科布尔分析了上海资本家与

国民政府的互动关系， 展示了双方围绕币制改革方面的博弈过程。⑧ 吴景平

从白银风潮与上海金融业、 国民政府对上海银钱业的救济与控制、 国民政府

的两次币制改革及政府的金融立法与金融业的反应等方面， 探讨了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７ 年上海金融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⑨ 侯桂芳指出了在 １９３５ 年的金

融危机中， 上海银钱界不但经济受损， 还被国民政府逐渐削弱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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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郑会欣： 《试论 １９３５ 年白银风潮的原因及其后果》， 《历史档案》 １９８４ 年第 ２ 期。
钟祥财： 《试析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６ 年第 １ 期。
吴敏超： 《１９３４ ～ １９３５ 年白银问题大讨论与法币改革》，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赵留彦、 隋福民： 《美国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李培德： 《略论世界大萧条与 １９３０ 年代中国经济》， 《史林》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日〕 城山智子：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 市场、 国家与世界经济》， 孟凡礼、 尚国敏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蒋清宏：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经济危机再探讨》， 《军事历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美〕 小科布尔：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杨希孟、 武莲珍译，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吴景平： 《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 （１９２７ ～１９３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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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南京国民政府金融体系构建的过程。 通过

“四行二局” 的金融体系的构建， 国民政府的金融实力大增， 在处理与民

间金融关系方面日趋主动。 赵秀芳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币制改革不仅统一了

货币、 建立了稳定的货币基础， 而且建立了以 “四行二局” 为核心的国家

金融体系， 推动了金融现代化的进程； 刘慧宇从中央银行和国民政府货币

现代化改革的角度， 探讨了中央银行与币制改革的关系； 潘晓霞探究了交

通银行的成长发展因素及路径选择， 分析了该行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经济危

机与币制改革中的得与失。①

银行公会是当时重要的金融行业组织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对

其管控， 不断尝试对其改组。 银行公会虽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曾竭

力反抗， 但最终选择了与政府合作。 学者们围绕双方互动的过程及银行

公会作用的发挥展开了探讨。 吴景平通过考察上海银行公会的改组风波，
揭示了南京国民党政权与金融组织控制和反控制的博弈过程， 他还从银

行立法的视角， 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银行业进行的一系列交涉过

程， 揭示了上海金融业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 郑成林分析了上海银

行公会在币制改革中的作用及其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互动； 王晶研究了上

海银行公会不同时期的组织管理及运作， 探讨了政府与民间团体的互动

关系； 徐为结分析了汉口银行公会内部变迁及其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
认为汉口银行公会在金融危机中通过与政府互动合作， 承担起相应的社

会责任。②

钱业公会也是政府整合的对象， 双方的互动过程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

点。 邹晓昇探讨了上海钱业公会组织形态的演变以及组织运作， 涉及了钱

业公会的改组情况； 李勇军、 刘俊峰认为汉口钱业公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关系， 是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个缩影； 魏忠指出上海钱业公会通

过组织协调和自我实施形成的多边声誉机制， 可以增加钱业组织与政府进

行博弈的筹码， 使政府遵守承诺， 扩大市场交易， 增加社会利益； 朱荫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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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 使得钱庄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 李

一翔认为在政府主导下， 银钱业的关系严重失衡。①

（三） 币制改革中的央地关系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但地方

割据势力依然存在。 由于中央与地方的亲疏关系不同， 各地对币制改革的

反应也不同。 张连红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在币制改革中的博弈， 认为各省对

于币制改革的态度差异巨大。② 币制改革在云南的推行并不顺利， 部分学

者对此进行了探讨。 唐云锋分析了法币改革在云南的推行过程， 认为云南

对法币改革进行了抵制； 史允揭示了云南抵制改革的原因， 认为 １９３５ 年新

滇币刚刚在云南走上正轨， 实施法币改革必然会对其形成冲击； 李石以

“滇币” 为切入点， 阐述了民国时期云南区域性货币金融体系的兴衰过程，
探讨了币制改革中云南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及各自策略。③ 四川地钞整

理为币制统一奠定了基础。 石涛考察了四川地钞整理过程， 认为南京国民

政府对四川币制的整理和改革是币制统一的第一步， 为法币改革的实施奠

定了基础； 方勇考察了蒋介石对四川币制统一的过程， 认为币制统一是四

川财政整理成功的关键。④ 广东之前一直保持 “独立” 状态， 抵制中央币

制统一政策。 曾涛探讨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广东省归属中央统治后， 中央在

广东推行币制的过程； 王丽认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广东省在金融领域的独

立态势， 与之在政治、 军事方面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对峙互为依托； 张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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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红： 《整合与互动： 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唐云锋： 《论法币政策在云南推行时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的金融博弈》 ， 《云南

财贸学院学报》 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史允： 《从富滇新银行档案看 １９３５ 年法币在云南的

推行过程》 ， 林超民编 《西南古籍研究 （２００８ 年卷） 》 ， 云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李

石： 《 “滇币” 始末———民国时期云南地方货币金融体系初探》 ， 硕士学位论文， 云

南大学， ２０１３。
石涛：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币制的统一———以整理地钞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经

济史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方勇： 《蒋介石与四川财政之整理》，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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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宋子文与广东财政金融的渊源， 叙述了两广事变后宋子文赴广东进

行整顿财政、 统一币制的情况。① 山西阎锡山发行晋钞及其对币制改革的

影响， 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 刘峰搏认为， 阎锡山变相发行 “晋钞”
的目的之一就是抵制法币改革在山西的推行。②

（四） 币制改革中的外交关系

长期以来， 英、 日、 美等国在中国进行着激烈的角逐， 国民政府的

币制改革成为它们在华利益博弈的新支点。 李爱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
探讨了美、 英、 日等国在中国币制改革中扮演的不同角色。③ 郑会欣、 钟

小敏、 周春英分别探讨了 １９３５ 年中国币制改革与英、 美、 日三国的关系

问题。④

美国在中国币制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迈克尔·罗素运用美国档

案， 探讨了美国白银政策的来龙去脉， 分析了币制改革过程中中美之间的

交涉问题。⑤ 吴景平认为美国对币制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

介入的曲折变化过程。⑥ 任东来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白银外交， 已

从寻求稳定银价， 转为争取美国支持和配合中国币制改革； 美国在考虑中

国的要求时， 力图在其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之间保持平衡。⑦ 吴福红认为

币制改革促使中美关系由平淡转向紧密， 通过币制改革， 美国改变了对华

的经济、 政治策略， 加强了对华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⑧ 此外， 李霞、 张

北根、 李家智等也分别论述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美国及其白银政策对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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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迈克尔·罗素： 《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３０ 年代美国白银集团的活动》， 郑

会欣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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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版）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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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及中国币制改革产生的影响。①

日本对中国推行的币制改革进行抵制与破坏。 郑会欣考察了日本在白

银风潮中挤兑白银、 走私白银等扰乱中国金融的行为， 分析了其对中国币

制改革采取的种种破坏措施。② 刘凤华从日本军方和日本银行的角度， 探

究了其对币制改革的抵制与破坏。③ 刘成虎、 高宇运用日文档案， 探讨了

日本军部对币制改革的干预过程， 以及币制改革对中日关系的影响。④ 姚

会元认为法币改革在抗日战争的胜利中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刘承斌、 金

正贤也对法币改革在抗战中的作用予以肯定。⑤

英国希望通过支持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 增强在华影响力并借以抗

衡日本。 吴景平认为英国最早介入 １９３５ 年的币制改革， 在币改方案的酝酿

阶段和宣布初期， 英国的态度最为积极， 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最大， 但在日

本反对和美国插手的情况下， 英国在对华贷款问题上一再拖延， 最终未能

把中国拉入英镑集团；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考察了李滋罗斯的中国之行， 探

讨了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化， 尤其是对币制改革态度的转变。⑥

三　 研究特点与展望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成果从选题范围、 史料运用、 研究方法、 研究深

度等方面来看， 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研究内容广泛， 结论日趋客观。 前期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币制改革

的原因、 性质、 作用、 影响等方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研究内容得以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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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学者们注重探讨币制改革的思想与理论、 国民政府金融体制构建、 国

民金融统制政策、 金融组织的设计及其运作等。 ２１ 世纪以后， 研究内容进

一步深化， 涉及法币改革组织机构、 决策过程， 改革实施过程中国家与银

行组织的互动、 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等方面。 对币制改革方案的设计、 币制

改革的意义与影响等， 学界大多予以积极评价， 研究结论日趋客观。
二是研究视角多元化。 其一， 研究视角的国际化。 这是近年来学界研

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日益

国际化， 把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币制改革， 放在世界金融变革的进程中去

审视、 思考。 毫无疑问， 研究结论更趋于客观。 如在法币改革方案制定方

面， 学界大致达成了共识， 认为方案主要由国民政府自主制定， 而非英美

政府主导； 对币制改革的评价逐步提高， 充分肯定了币制改革对经济社会

及抗战的积极作用。 其二， 研究视角下移。 关注改革在基层地区、 边远地

区， 甚至农村地区的实施， 是近年出现的一种研究趋势。 这些研究使得我

们对币制改革的多重面相有了深入了解， 对币制改革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

的认识。
三是研究方法日益科学。 其一， 跨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日益明显。 近

年来， 学界在研究过程中， 都非常注重跨学科方法的运用， 除货币学、 金

融学、 经济学等学科方法外， 还尝试运用法学、 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 方

法进行研究， 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其二， 注重总体性研究。 部

分学者尝试把币制改革放在世界金融体系变迁、 中国币制变迁的进程中，
探讨币制改革的相关问题。 还有学者尝试把币制改革与当时的政治、 经

济、 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于币制改革的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 但在研究内容拓展、 研究方

法创新、 研究视角转化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加强研究的系统性。 相关研究大多从经济、 金融、 中外关系等角

度来谈币制改革， 一些研究成果虽然涉及了币制改革与经济、 政治、 社

会、 外交等方面的关系， 但未能有效整合， 显得支离破碎。 对于一些重要

问题， 如币制改革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 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探讨

不足。 事实上， 币制改革既是国民政府逐步建立独立金融体系、 强化货币

主权的过程， 也是国民政府强化统治、 巩固政权的过程， 在现代民族国家

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后研究需要提高研究站位， 注重研究的整

体性、 系统性。
二是创新研究方法。 币制改革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使得这

一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金融改革、 经济改革的范畴， 这决定了对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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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多元化的视角与方法。 目前对币制改革多重面相的揭示还不够。 如对

于币制改革决策过程中各方势力的角逐、 政策推进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与参

与、 改革过程中的央地博弈、 改革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 改革的社会

认知与认同、 改革与地方金融生态变迁等问题， 现有探讨还不多， 研究还

不够深入。 就研究结论来看， 大部分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大同小异， 低水

平重复现象较普遍。 在今后研究中， 要注重综合运用经济学、 金融学、 政

治学、 政策学、 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进一步拓展研

究视角。
三是深化过程性研究。 目前研究过程性不足，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

一， 政策过程研究不够。 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为推进币制改革，
先后进行了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 从政策学的角度研究历次改革的议程设

置、 决策过程、 执行过程、 政策变迁与效果评估等很有必要， 但是， 目前

这类研究并不多见。 其二， 改革的社会接受过程研究不足。 币制改革涉及

人们的货币接受心理与货币使用习惯， 涉及币信的建立与维系， 进而涉及

政府信任等问题， 因此， 人们对币制改革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与之相对

应， 应从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政治学等跨学科视角切入， 以便更好地探

讨民众、 社会对币制改革的态度与反应、 认知与认同、 接收与接受的过

程， 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
四是注重研究的均衡性。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币制极其混乱， 这一

方面使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具有合理性、 合法性基础， 另一方面也决定了

币制改革在各地推行的差异性。 尤其是币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地方

势力的经济利益， 各地对币制改革的态度与反应相差较大， 币制改革进程

快慢不均。 币制改革推进过程的复杂性、 多样性、 差异性， 必然要求学术

研究的视角下移， 除对沿海省份、 地区等中心区域给予关注外， 还需要对

基层、 农村等边缘区域加强研究， 唯有如此才能较为客观、 准确地反映这

场改革的规模与范围、 推进的力度与速度、 改革的成效与制约等相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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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与近代中国的结核病防治
（１９１０ ～１９３７）∗

　①

　 李恒俊∗∗ 　②

提　 要　 结核病是近代中国最严重的社会传染疾病之一。 １９１０ 年

至 １９３７ 年， 在政府缺席的情况下， 教会团体、 中华医学会和协和医学

院等社会组织相继介入并主导了中国的结核病防治运动， 他们的参与

有各自不同的动机， 而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宣传和社区医疗两

种模式， 也对此后中国的防痨工作影响深远。 此外， 与西方不同， 由

于缺乏政府的参与， 这一时期的结核病防治运动更多地采用话语建构

的方式， 将其与社会公德、 民族国家等主流话语相联系， 为运动的推

行赋予正当性。
关键词　 结核病防治运动　 中华医学会　 协和医学院　 疾病防控

结核病防治是 ２０ 世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 它针对的是近代工业化

以来世界最严重的社会健康问题结核病。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 自

古以来， 结核病就是欧亚大陆、 北非和美洲的地方流行病。 １８ 世纪以后，
随着西方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的来临， 结核病开始了世界性的大流行， 造

成上千万人死亡。 １８８２ 年， 科赫发现结核分枝杆菌， 证实结核病具有传染

性。 此后， 结核病防治运动迅速成为西方各国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

①

②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Ｎｏ ３０９１６０１３１２９）、 南京理工大学特色应用

型文科建设计划 （ＡＥ９１３１９ ／ ００６） 资助， 为 ２０１５ 年度江苏省 “双创博士” 人才计划阶段

性成果。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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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①

受欧美和日本的影响， ２０ 世纪初， 结核病问题在中国开始受到关注，
结核病防治也由此起步。 不过， 与国家主义盛行的法、 德、 日等国由政府

主导运动的做法不同， 整个 ２０ 世纪上半叶， 中国的结核病防治主要依靠社

会化力量的参与， 政府在其中几乎完全缺席。② 社会团体的介入有各自不

同的动机和诉求， 行动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并建构起了相关道德和

社会话语， 呈现与西方不同的特色。 本文梳理了 １９１０ ～ １９３７ 年中国结核病

防治的历史， 探讨在政府力量不足时， 社会团体如何介入并主导这一时期

的结核病防治运动， 及其相关话语建构， 以此检视近代中国疾病防控与时

代、 政治和社会的密切关系。

一　 介入： 从教会团体、 中华医学会到协和医学院

２０ 世纪最早介入中国结核病问题的是当时的两大教会团体： 中国博医

会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博医会是西方来华医疗传教士的全国性组织。 事

实上， 早在入华之初， 传教士就曾对中国各地的痨病状况进行过调查。③

１８８６ 年博医会在上海成立时， 正值结核杆菌被发现， 细菌学理论在欧美方

兴未艾之际。 因此， 成立之初， 博医会便有意识地将西方结核病防治的理

念和经验移植到中国， 试图在公共卫生的框架下解决这一问题。 １９１０ 年，
博医会内设立了医学宣传委员会， 将结核病应对纳入协会的日常工作之

中。④ １８９５ 年进入中国的青年会是世界性的基督教社会服务团体， 主张青

年品格和技能的养成， 倡导青年服务社会， 改造社会。 因契合国人对民族

５０１社会团体与近代中国的结核病防治 （１９１０ ～ １９３７） 　

①

②

③

④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９， ｐｐ ２８１ － ２８５
政府缺席主要出于经济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卫生经费极为缺乏， １９３６ 年， 国民政府的

卫生预算仅占政府总预算的 ０ ７％ ， 人均 ２ 角 ４ 分， 但与 １９３１ 年相比， 已增加 １０ 倍有余。
因此， 在卫生建设时， 政府将重点放在卫生基础建设和急性传染病防控上， 对肺结核这

类慢性病无力顾及。 １９１６ 年、 １９２８ 年和 １９３０ 年， 中央政府三次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 确

定了法定传染病， 均将肺结核排除在外。 关于民国卫生建设， 见 Ｙｉｐ Ｋａ － ｃ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７，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５， ｐ ６３； 三次传染病预防条

例， 见张在同编 《民国医药卫生法规选编 （１９１２ ～ １９４８）》， 山东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第

１０ ～ １４、 ４８ ～ ４９、 １３４ ～ １３８ 页。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Ｗ Ｊｅｆｆｅｒｙｓ ＆ Ｊａｍｅｓ Ｌ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ｒｍｏｓａ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Ｐ Ｂａｋｅｓｔｏｎｅｓ Ｓｏｎ ＆ Ｃｏ ， １９１１， ｐｐ ３０ － ４３
胡宣明： 《卫生教育》，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第 ６ 期， １９２１ 年， 第 ９８ ～ １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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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 国家富强的渴求， 以及对西方文明进步的想象， 青年会入华后发展

迅速， 在城市学生和青年市民中颇具影响。① 该会虽然不是专业医学团体，
但在当时的中国， 贫病已然成为社会的最大问题， 因此， 从 ２０ 世纪初开

始， 青年会和各地绅商合作， 在天津、 上海、 福州、 南京等地举办过多次

大规模的公共卫生活动。 早年他们主要针对疟疾、 霍乱、 沙眼等急性传染

病， ２０ 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开始转向关注结核病问题。②

博医会和青年会的宗旨、 理念相似， 因而很快便展开了合作。 他们认

为结核病在中国的蔓延， 根源在于中国人卫生观念缺失， 因此当务之急在

于民众教育。 １９１２ 年， 博医会将一名干事派往青年会讲演部专办卫生教

育， 并邀请美国医学博士毕德辉 （Ｗ Ｗ Ｐｅｔｅｒ） 担任青年会卫生科主任。
１９１５ 年， 博医会内成立了卫生教育部， 每年拨 １５００ 银元作为活动经费。
次年， 博医会、 青年会与中华医学会在广州召开大会， 决议将三会中的卫

生教育部门合并， 组成中华卫生教育会， 仍由毕德辉负责。 此后， 基督教

女青年会和中国基督教教育会相继加入， 共同推进结核病防治工作的

开展。③

教会团体对中国结核病问题的注意， 深受此时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的

影响。 社会福音运动是 １９ 世纪中后期英美基督教出现的新思潮，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美国学生海外传教运动进入中国， 它主张 “整全的拯救观”， 即

基督教不仅要拯救个人， 还要通过实际工作改造社会， 解决现实问题， 实

现社会福音的传播。④ 对于秉持这一理念的博医会、 青年会来说， 结核病

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 而是中国社会机能失衡的结果。 毕德辉指出， 在

细菌学理论出现前， 疾病只是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事， 但在此之后， 包括结

核病在内的多数疾病都是社会化的， 因贫困、 愚昧而起。 疾病治疗也不能

单纯依靠医学， 而必须对整个社会有机体加以改造。⑤ 因此， 解决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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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基督教青年会早期的在华活动， 参见 Ｓｈｉｒｌｅｙ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ＭＣＡ， １８９５ － １９２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 赵晓阳 《基督教

青年会在中国： 本土和现代的探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
Ｗ Ｗ Ｐｅｔｅｒ，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６； Ｗ Ｗ Ｐｅ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４ （１９１５）， ｐ ２３５
胡宣明： 《卫生教育》，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第 ６ 期， １９２１ 年， 第 １００ 页。
赵晓阳： 《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学生立志传道团》， 《宗教学研

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Ｗ Ｗ Ｐｅ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４
（１９１５）， ｐｐ ２３６ －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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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问题， 是教会团体传播社会福音， 改造现实， 推动中国走向文明进

步的实践。
１９１５ 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后， 中国本土医学精英正式介入结核病防治，

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中华医学会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华人西医专业团体，
创办人颜福庆、 伍连德、 刁信德等均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医学人

物， 也是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因此， 中华医学会虽属民间团

体， 但成立之初便以一种 “主人” 的姿态谋划全国医药卫生事业， 试图以

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① 这一时期， 结核病的危害被

不断凸显， 自然成为医学会关注的焦点。 １９１６ 年， 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便将 “防痨” 定为大会主题之一， 并通过决议提请各省当局密切

注意并设法阻止。②

与教会团体一样， 中华医学会解决结核病问题的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卫

生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对于中国医学精英而言， 这一行动背后还有民

族主义的考量。 １９１５ 年 《中华医学杂志》 创刊号上， 伍连德就指出， 近代

各国 “咸谓传染病起于中国”， 主因在于民众卫生意识淡薄。 结核病因痰

传播， 故 “各国人民从幼时即知吐痰为污劣之性， 及长则痰自减少”， 反

观国人， “随处乱唾痰涎， 居处闭塞， 尘秽不除”， “吾国上流社会人物尚

不如美国数龄儿童之讲卫生”， 不仅使国民身体受损， 也让国家蒙羞。 要

消除此歧视， 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努力， 化俗移风， 等到 “厉疫不作， 种族

壮强” 之时， 则 “列国之讥评自无形而消灭矣”。③

最晚参与结核病防治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协和医学院。 １９１７
年， 协和医学院在北京成立。 １９２５ 年， 在京师警察厅的支持下， 协和在内

城划定卫生示范区， 开办第一卫生事务所加以管理。 最初示范区人口 ５ ８
万， １９２８ 年扩展到 １２ 万。④ 卫生区的设立为当时执掌协和公共卫生系的美

国教授兰安生 （Ｊｏｈｎ Ｂ Ｇｒａｎｔ） 提供了推行其社区医疗理念的场所。 社区

医疗来自美国。 ２０ 世纪初， 出于人口健康和富国强兵的考量， 以及对社会

弱势群体的人道关怀， 美国开始了公共卫生的专业化进程。 １９１２ 年， 美国

７０１社会团体与近代中国的结核病防治 （１９１０ ～ １９３７） 　

①

②
③

④

陶飞亚、 王皓： 《近代医学共同体的嬗变： 从博医会到中华医学会》，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中华医学会章程草案》， 《中华医学杂志》 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第 ５ 页。
伍连德： 《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 《中华医学杂志》 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第 ２３ 页。
杨念群： 《再造 “病人”： 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１８３２ ～ １９５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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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 “公共卫生服务部”。 １９１６ 年， 霍普金斯大学在洛克菲勒的支持

下， 成立公共卫生学院。 随后哈佛、 耶鲁、 哥伦比亚等相继成立公共卫生

学院， 开设人口学、 统计学、 健康调查、 传染病防治、 环境卫生、 健康照

顾等课程， 将公共卫生学带入专业化阶段。① 兰安生毕业于霍普金斯， 他

认为， 公共卫生应以社会经济福祉为旨归， 一方面推动预防医学的发展，
从技术上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 另一方面拓展社会福利， 满足个体从生到

死的全部社会性需求。 公共卫生部门必须成为政府的分支， 有充足的预算

和训练有序的人员， 并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疾病预防和治疗。② 结核病防治

虽然只是卫生区的众多工作之一， 但社区医疗的引进， 建立起了 ２０ 世纪中

国结核病防治的第三种模式。 在此模式下， 辖区内的分散个体被编织进了

结核病防控的社会网络之中， 实现对该病的预防、 监控和救治。
１９１０ 年以来社会团体的努力， 最终促成了 １９３３ 年中国防痨协会在上海

的成立。 防痨协会成立的筹备工作由青年会总干事杨怀僧负责， 理事长由时

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牛惠生担任， 理事中有颜福庆、 伍连德、 刘瑞恒、 黄子

方、 李廷安等医学会重要人物。 其中， 刘瑞恒、 黄子方、 李廷安三人均出自

协和系： 刘瑞恒当过协和医学院的副院长， 黄子方任教于公共卫生系， 李廷

安从协和毕业后， 担任过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所长， 防痨协会成立时是上海市

卫生局局长。 协会成立后， 在各大城市举办过多次大规模防痨活动， 如开展

结核病检查、 推行 “劝止吐痰” 运动、 开办夏令儿童健康营、 进行公共卫生

教育等， 基本都是此前活动的延续。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协和的卫生区模式

还被推广到了全国其他地区， 如上海高桥和南京汤山。 新中国成立后， 人

民政府在各地开展以街道、 单位为基础的防痨工作， 一定程度上也是该模

式的延续。 换言之， 社会团体的介入， 不仅填补了中国防痨协会 １９３３ 年成

立前的空白， 也推动了协会的成立及此后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二　 行动： 结核病防治的公共卫生宣传与社区医疗模式

社会团体的参与， 确立了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中国结核病防治的基本模式。
大体而言， 早期教会团体和中华医学会的行动， 以公共卫生宣传和社会教

育为主， 试图以口号、 演讲、 街头活动等形式普及结核传染和防治的信

８０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王荣德等编 《公共卫生学》 上册， 台北， 台大出版中心， ２０１５， 第 ２７ 页。
兰安生建设北京卫生区的相关理念， 参见 Ｍａｒｙ Ｂｒｏｗｎ Ｂｕｌｌｏｃｋ，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 ｐｐ １３４ － １６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息， 切断该病传播的途径。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后协和医学院主导的卫生区，
则尝试以社区医疗的模式来铲除这一疾病。

传单、 海报、 宣传册等书面材料是结核病防治宣传中最常用的方式。
有学者统计， 民国公共卫生宣传中超过 ８５％ 都是这类材料。① 事实上， 早

在 １９０７ 年， 博医会华中分会就曾制作过 １４ 种常见病传单， 其中 “免传染

肺痨症之法” １４ 条， 包括随地吐痰的危害、 病室的通风消毒、 病人的营养

搭配， 以及病后的恢复等， 分发给到教会医院就诊的病人。② 采用书面宣

传有两方面考虑： 一是成本， 博医会的防痨传单认购价为 １ 美元 １０００ 份，
民国时期一本 １０ 页左右的宣传册定价 ６ 分；③ 二是宣传效果， 书面材料主

题明确， 传播面广， 易于民众遵照执行。 中华卫生教育会甚至出版过肺结

核相关的文理和国语教材供学生使用； 同时为了照顾目不识丁的民众， 制

作了卫生图画和痨病月份牌。④ １９１５ 年， 青年会印制了 １００ 万本防痨故事

日历， 由各地教会组织分发给当地民众。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公共卫生方面

专家高维针对结核病设计了七种标语， 建议每年张贴一种， 以增强宣传效

果。⑤ 中国防痨协会成立后，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６ 年， 在电车、 公共汽车、 马路、
街道和其他公共场所共张贴超过 １５０００ 份防痨标语、 传单和海报； 编制过

４０ 种卫生挂图， 每种 ５０００ 份， 并向民众赠送 《肺病指南》 《肺病预防法》
《肺病疗养法》 等书籍， 共 ３０００ 册。⑥

书面材料之外， 结核病防治宣传还采用了演讲、 歌曲、 广播等口头形

式。 早年， 教会团体的公共卫生运动， 就曾要求传教士在各地举办演讲，
普及现代卫生观念。 １９１５ 年中华医学会成立时， 特邀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

处长史旦莱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ｔａｎｌｅｙ） 做 《痨症防免及其治疗之法》 演讲， 并全文

刊登在 《中华医学杂志》 创刊号上。⑦ 次年中华卫生教育会成立， 制作了

卫生演讲图画， 标注中英文题目及内容大意， 分发各地会员， 配合演讲使

９０１社会团体与近代中国的结核病防治 （１９１０ ～ １９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大庆：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 （１９１２ ～ １９３７）》， 山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１４１ 页。
Ｗ Ａｒｔｈｕｒ Ｔａｔｃｈｅｌｌ，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ｏｎ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１ （１９０７）， ｐｐ ２１ － ２３
Ｗ Ａｒｔｈｕｒ Ｔａｔｃｈｅｌｌ，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ｏｎ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１ （１９０７）， ｐｐ ２１ － ２３
胡宣明： 《卫生教育》，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第 ６ 期， １９２１ 年， 第 １００ 页。
高维： 《卫生教育浅说》， 《中华医学杂志》 第 １９ 卷第 ３ 期，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第 ４１５ ～４１７ 页。
颜福庆： 《本会三年来工作概况及今后计划》， 中国防痨协会编印 《防痨救国： 中国防痨

协会第三届征募大会特刊》， １９３６， 第 ７ ～ ８ 页。
史旦莱： 《痨症防免及其治疗之法》， 《中华医学杂志》 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第

４９ ～ 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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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① 口头宣传在防痨协会时期大为普及。 防痨协会成立的前三年内共举

办通俗演讲百余场， 听众七八万人。 仅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协会

就在上海举办了 ２０ 场演讲， 其中 １１ 场面向中小学生， ３ 场面向大学生。②

以学生为对象， 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未来； 另一方面， 也有培养其担

任宣传者的考虑。 每次防痨运动中， 学生都是最引人注目的群体， 他们承

担了向市民分发传单、 表演和上门宣传的任务。 电台也是重要的宣传工

具。 自 １９３２ 年起， 国民政府卫生署定期在中央广播电台演讲卫生常识， 并

将数千份讲演稿分发至各县政府、 民众教育馆和地方日报社， 对民众进行

教育。③ １９３６ 年， 为配合国民政府 “儿童年”， 防痨协会针对儿童进行了

专门的防痨广播。④

卫生展览是结核病防治宣传的另一重要形式。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毕德辉帮博

医会在上海举办过一场展览， 会场布置了超过 １８６ 平方米的材料， 包括卫

生图表、 漫画、 印刷品、 海报、 布告、 张贴画等。 还准备了幻灯片和大型

放映机， 展示结核菌图片， 解释结核病的成因及其危害。⑤ １９１７ 年， 胡宣

明在厦门开办卫生展， 布置了数十间陈列所， 展览各类图画、 幻灯和显微

镜， 放映卫生电影， 解说肺痨、 蝇虫和其他传染病知识， 观众高达 ３ 万

人。⑥ １９２１ 年以前， 中华卫生教育会在北京、 天津、 南京、 上海、 福州、
长沙等地举办过十余次展览， “都极称一时之盛， 数日之内， 赴会者辄以

数万计”。⑦ 防痨协会成立后，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和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分别在上海青

年会总部和五洲大药房举办过两场防痨展览， 展出痨病模型、 图表、 统计

表、 漫画、 标语及 Ｘ 光片千余件， 到会观众 ３ ３ 万人。⑧

０１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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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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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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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宣明： 《卫生教育》，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第 ６ 期， １９２１ 年， 第 １０１ 页。
《本会防痨演讲宣传记录》， 《防痨救国： 中国防痨协会第三届征募大会特刊》， 第 ３５ ～ ３６
页。
卫生署及卫生试验处： 《卫生事业消息》， 《中华医学杂志》 第 ２０ 卷第 ３ 期，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第 ４２０ 页。
《本会防痨演讲宣传记录》， 《防痨救国： 中国防痨协会第三届征募大会特刊》， 第 ３６ 页。
Ｂｕ Ｌｉｐ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ｉｃｔｕｒ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Ｗ Ｗ 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ｍ⁃
ｐａｉｇ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２ － １９２６，” Ｄａｖｉｄ Ｓｅｒｌｉｎ ｅｄ ， 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２７
Ｗ Ｗ Ｐｅ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４
（１９１５）， ｐ ２３６； 胡宣明： 《厦门卫生演讲会开会记》， 《中华医学杂志》 第 ４ 卷第 ２ 期，
１９１８ 年 ２ 月， 第 ５５ 页。
胡宣明： 《卫生教育》，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第 ６ 期， １９２１ 年， 第 １００ ～ １０１ 页。
颜福庆： 《本会三年来工作概况及今后计划》， 《防痨救国： 中国防痨协会第三届征募大会

特刊》， 第 ７ ～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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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宣传结合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手段， 灵活运用视觉、 听觉等多重

展示方式， 传递出极具冲击力的信息， 成功吸引了民众对结核病问题的注

意。 但正如兰安生所批评的： 这些活动虽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缺乏持续

性， 热闹两三周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难以留下任何长久的东西。① 因此，
兰安生领导下的北京卫生区， 试图在卫生宣传之外另寻出路， 以预防医学

为基础， 建立结核病的社区医疗模式。
推行结核病社区医疗， 首先是建立生命统计制度。 生命统计是现代国

家卫生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国民出生、 死亡和疾病分布的统计，
政府得以掌握国民健康状况并实施干预。 兰安生认为， 现代公共卫生学的

有效程度可由生命统计来衡量。 死亡率越低， 公共卫生系统越有效。② 因

此， １９２５ 年北京卫生区第一卫生事务所成立之初便与警察部门合作， 设置

了生命统计股。 统计显示， １９２５ ～ １９２９ 年， 肺结核是辖区死亡率最高的疾

病， １９２９ 年后略有减退， 但仍居第二， 仅次于呼吸疾病。③ 其中， 最高年

份每 １０ 万人中有 ４３５ 人死于该病， 最低年份也有 １９３ 人， 平均死亡率 ３‰，
远高于西方， 是日本的两倍。④ １９３５ 年事务所痨病门诊开展结核菌素检查

４３６ 次， Ｘ 光透视 ４００ 次， 其中， 接受结核菌素检查的 ３１５５ 名中小学生中

呈阳性反应者 ２１２７ 人， 占受试者总数的 ６７ ４％ ； 接受胸腔 Ｘ 光透视的

２３６７ 名北京大学、 辅仁大学学生中， 活动性肺结核高达 ５ １％ 。 同期， 北

平服务业的调查显示， 全市剃头业中 １９ ２％ 的人患有肺结核； 澡堂业中，
澡堂师傅的患病率高达 ２７ ３％ ， 其他人员患病率为 ８ ３％ ； 饭店业中，
５ ８％的从业者患有肺结核。⑤

日常工作中， 卫生区诊疗所内除了常规的内外科和妇产科外， 还设有

痨病科， 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安排。 此外， 针对结核这类慢性传染病，
事务所中有公共卫生劝导股进行家庭访视和地段管理。 其目的， 一是给病

人的居家疗养提供专业指导， 使家庭成为结核病疗养的主要场所， 以弥补

政府卫生经费及医护人员不足的缺陷； 二是对结核病的流行分布进行监

控， 掌握病情， 以便卫生部门及时应对。 家庭访视的流程是， 先由卫生劝

１１１社会团体与近代中国的结核病防治 （１９１０ ～ １９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ｒｙ Ｂｒｏｗｎ Ｂｕｌｌｏｃｋ，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ｐ １４２ － １４３
杜丽红： 《制度扩散与在地化： 兰安生 （ Ｊｏｈｎ Ｂ Ｇｒａｎｔ） 在北京的公共卫生实践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５）》，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８６ 期，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５ 页。
《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六年年报》， 北平市公安局， １９３１， 第 ２ 页。
《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一年年报》， 北平市卫生局， １９３６， 第 １４ 页。
戴志澄、 肖东楼、 万利亚主编 《中国防痨史》，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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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会同地段护士进行， 每月至少一次； 次由地段护士做常规访视， 对于

患者家庭， 视病人病情轻重， 有数日访视一次， 有一两月访视一次， 必要

时再请医师前往进行访视； 对于暂未发现病人的健康家庭， 访视人员被要

求注意平常可能与病人密切接触的人群， 防患于未然， 并劝导疑似病人去

诊所接受检查， 切断该病在社区传播的可能。 １９３４ ～ １９３６ 年， 事务所共举

行家庭访视 ２１５９ 次、 ２７００ 次和 ３３９９ 次， 平均每年每户访视 ５ ～ ７ 次。 罹患

结核病容易使一个家庭陷入困顿， 因此家庭访视除安排医护人员之外， 还

有社会服务人员对病人家境进行调查， 帮助解决生计困难。① 这些制度设

计将原本分散的个人和家庭整合进了社区医疗之中， 结核病问题的解决也

不再是单纯的医学行为， 而成为整个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三　 话语： 结核病防治运动的社会意义建构

在西方， 结核病被视为社会经济问题， 贫穷、 营养不良和过度拥挤的

环境都可能加剧该病的生成和蔓延， 因此结核病防治的重点在于制度建

设， 如开展立法禁止随地吐痰， 改善民众生活和工作条件， 由政府提供肺

病疗养院等。② 相形之下， 虽然 ２０ 世纪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也清楚地意识

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但限于政府资金和人力的拮据， 以及社会团体自身强

制力的缺乏， 中国的结核病防治更多地采用 “非正式社会控制”③ 策略，
通过话语建构将结核病问题与社会公德、 民族国家等宏大议题相联系， 彰

显防治运动重要性， 以道德习惯的养成来解决中国的结核病问题。
结核病问题与社会公德的连接， 建立在对中国人随地吐痰行为的批评

上。 痰是人体肺部和呼吸道常见的渗出物， 传统中医强调 “化痰” “逐
痰”， 认为痰应尽早排出， 否则会在体内淤积， 形成 “痰病”。④ 因此， 中

２１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结核病家庭访视情况， 见 《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年年报》， 北平市卫生

局， １９３５， 第 ２６ ～ ２７ 页； 《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一年年报》， 第 ２６ ～ ２９
页。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 ｐｐ ２８１ － ２８５
“非正式社会控制” 是社会学概念， 指在社会化过程中， 以文化、 习俗、 传媒和群体约束

力等对社会成员施加控制。 参见 〔美〕 詹姆斯·克里斯 《社会控制》， 纳雪沙译， 电子

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２５ ～ ５３ 页。 刘文楠曾用此概念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 认

为在制度性力量缺失的情况下， 倡导者成功利用宣传舆论、 大众传媒、 教育和社团自我

约束力来推进这一运动， 形成戒烟的社会风气。 参见刘文楠 《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

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朱曾伯： 《论中医痰病学说》， 《辽宁中医杂志》 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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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向来不觉得随地吐痰有什么问题。 不过， １９ 世纪末细菌学兴起， 揭示

出痰在结核病传播中的媒介作用后， 随地吐痰成了公众健康的大敌， 西方

各国纷纷出台法律规范个人卫生行为。① 相形之下， 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

惯自然成为时人诟病的对象。 １９０５ 年，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布防痨公

告， 直指华人随地吐痰是租界内华人痨病死亡率远高于西人的主要原因。②

１９０７ 年， 博医会的卫生传单也指责中国痨病多发， 根源在华人随地吐痰的

陋习。③

更多批评来自中国本土精英。 民国时期， 孙中山、 蒋介石等高层政治

人物都对中国人 “不讲究整齐清洁， 尤其是吐痰这一件事” 痛心疾首， 认

为这证明了中国人道德和自控力的缺陷， 是亟待洗刷的 “国耻”。④ １９１４
年 《医学世界》 上的一篇文章称随地吐痰为中国人的 “秽德”， 而且是世

代相传的 “秽德”。⑤ 在文明和科学成为绝对价值的时代， 这种行为还被赋

予了中西道德竞争的含义。 有论者明言， 随地吐痰在西方诸国早已明令禁

止， 唯中国人依旧我行我素， “礼节何存？ 人格尽丧！” 这不仅致使结核病

蔓延， 更使国家形象受损， “随地唾痰者， 虽不自觉何等失仪， 而旁观者，
已觉其人格低下， 存一种蔑视心理”。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 《防痨歌》 将这

层关系表现得更为直白。 该歌首句即为 “东吐痰西吐痰， 坏习惯恶习惯。
满地斑痕多难看， 强国体面都丢完”， 强调的是 “满地斑痕” 带来的不适

感及对 “强国体面” 丢失的担忧。⑦ 可见， 对时人而言， 随地吐痰背后的

社会公德与国家形象的焦虑， 是他们急于铲除这一恶习的重要原因， 而吐

痰与个人行为的连接， 也为这一时期的防痨运动赋予了道德正当性。

３１１社会团体与近代中国的结核病防治 （１９１０ ～ １９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１８８６ 年法国率先颁布公共场所禁止吐痰的法令， １９０４ 年日本公布 《痰盂法》， 规定公共

场所必须放置痰盂， 随地吐痰将受到法律惩处。 不过， 后来医学证明吐痰的危害并没有

想象的那么严重， 结核菌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飞沫。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ｐｉ⁃
ｄｅｍｉｃ：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ｎ Ｃｅｎ⁃
ｔｅｒ， １９９５， ｐｐ ２４５ － ２４９。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６
（１９０６）， ｐｐ ２３５ － ２３６
Ｗ Ａｒｔｈｕｒ Ｔａｔｃｈｅｌｌ，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ｏｎ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１ （１９０７）， ｐｐ ２１ － ２３
〔美〕 费约翰： 《唤醒中国： 国民革命中的政治、 文化与阶级》， 李恭忠等译，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４， 第 １４ ～ ２０ 页。
汤爱义： 《论痨症之灭绝》， 《医学世界》 第 ５ 卷第 ２ 期， 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第 ６ 页。
叶培初： 《唾痰之警告》， 《光华卫生报》 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 第 ４４ ～ ４７ 页。
《上海市卫生局防痨宣传材料》，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卫生局档案， 档案号： Ｑ４００ － １ －
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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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德之外， 结核病造成社会经济的现实损失， 也为防痨运动增

加了紧迫性和正当性。 结核病高发人群为三四十岁的壮年， 他们是社会

的主要生产力， “以一个壮年人， 一旦罹病在身”， 不仅高额 “医药调养

费” 会影响生计， “致家庭破产”， 而且社会上多一个结核病人， 就 “少了

一个生产份子”。 中国有数千万痨病患者， “数千万人之消耗” 最终会使社

会经济 “根本动荡”。① 这样的论述在当时相当普遍， “痨病的侵袭， 不仅

限于体弱者或衰老者， 即壮健之男儿， 亦可蒙其传染， 终致体质减退， 精

力消失。 ……青年患者因正在壮年生产之际， 因痨病之侵入， 匪但不能工

作， 且需要长期修养， 及至病已痊愈， 有为的青年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
所以痨病流行实是影响国民经济， 动摇民族经济基础”，② “其影响于社会

经济至大且巨， 残伤国本， 固未有甚于此者也。”③

更有甚者， 结核病蔓延还直接威胁到民族国家的存亡。 新生活运动期

间， 蒋介石批评结核病使 “中国人死亡率比外国人大得多， 种族一天天的

衰弱”， 个人没有健康的身体， 国家就没有健康的国民， 不仅损害自身与

家庭， 更是对国家和全人类的不爱护。④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日本侵略的加剧，
在时人言论中也被归咎于结核病： 虽然中国人口是日本的 １２ 倍， 但每年因

痨病死亡 １６０ 万， 感染者 １６００ 万， 故 “中国民族， 个个都带着几分死气沉

沉的样子。 ……无论男女老少， 不管贫富贵贱， 无不皆有痨病的神气”，⑤

“细检国人， 求其体躯雄健精神振作朝气盎然者， 不可多得”。⑥ 在弱肉强

食的时代， 以这样一个 “满有病容的民族” 去抵御强大的日本， 结果自然

可想而知。⑦ 全面抗战前夕， 《中央日报》 更直言不讳地称 “肺结核是亡国

灭种的因子”， 结核病问题不解决， “我们的国家， 固不待帝国主义的飞机

大炮或经济的铁蹄和文化的利刃来宰割， 中华民族已自己走上毁灭之途”。
在这个意义上， 推行结核病防治， 不仅是对国民的拯救， 也是为国家保留

４１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伯平： 《中国人的 “贫” 与 “病”》， 《防痨月刊》 第 ２ 卷第 ４ 期，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第 ４９ 页。
金慕农： 《防痨运动和中国民族复兴运动之关系》， 《防痨月刊》 第 ２ 卷第 ６ 期，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第 １１ ～ １４ 页。
谭世鑫： 《发刊词》， 《防痨》 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第 １ 页。
周美华编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第 ２８ 册， 台北， “国史馆”， ２００７， 第６２２ ～ ６２３
页。
张君俊： 《 “从民族复兴运动” 说到 “防痨运动”》， 《防痨》 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第 ３ ～ ５ 页。
乔树民： 《防痨运动与中国民族复兴运动之关系》， 《防痨月刊》 第 ２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第 １２ 页。
弢菴： 《防痨与教育》， 《防痨月刊》 第 ２ 卷第 ５ 期，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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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劳动者和战士， 巩固国家民族自救自强的基础。 “诚能如此， 则防

痨运动之举行为不虚， 而民力国力亦可增其强厚。 人民康乐， 民族复兴，
盖将基于此。”①

四　 结语

１９１０ ～ １９３７ 年， 社会团体主导了中国肺结核防治的进程， 论其成效虽

然难言成功———在缺乏政府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的情况下， 社会团体的行

动被局限在了几个大城市之中， 受益人群有限， 但社会团体的参与也为我

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来观察在近代中国， 当国家力量不足以覆盖所有

疾病防治领域时， 社会力量如何填补空缺， 并从中发展出与西方不同的

特色。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到， 自 ２０ 世纪初开始， 教会团体、 由中国医学精英

组成的中华医学会， 以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协和医学院， 相继介

入中国的肺结核防治运动。 他们的参与有各自的动机和诉求： 教会团体试

图通过这一运动来传播社会福音， 改造社会； 中国医学精英则多了一层民

族主义的考量， 结核病防治并非单纯的卫生事件， 背后也有提升中国形

象、 消除国际歧视的目的； 协和医学院在北京卫生区的行动， 则是美国社

区医疗理念和公共卫生专业化在中国的推行。
社会团体的参与， 使结核病在 ２０ 世纪的中国成为一种高能见度的社会

问题， 而此时形成的两种防治模式———公共卫生宣传和社区医疗， 也成为

此后中国防痨运动的主要形式， 不仅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得以推广， 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了新中国以基层社会网络为基础的多级防痨体系的建立。 不

过， 近代中国的结核病防治运动， 由于缺乏国家强制力的支持， 更多地只

能诉诸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通过一系列社会话语的建构， 将这一运动

与社会公德、 国民性及民族国家等流行观念相联系， 赋予其正当性。 与其

他急性传染病的控制不同， 结核病防治中的道德化与政治化倾向， 呈现了

近代中国疾病与社会、 政治的密切关系。

５１１社会团体与近代中国的结核病防治 （１９１０ ～ １９３７） 　

① 《防痨运动之意义》， 《中央日报》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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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经济与道德危机： 近代江南淮北乡村
危机与女性应对∗

　①

　 陈　 蕊∗∗ 　②　 邢　 颖∗∗∗ 　③

提　 要　 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中， 江南与淮北两域女性多

倾向于自发性地应对危机， 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重要承担者， 但就具体做

法、 影响与前景而言， 两地有本质差异。 江南乡村女性离村进厂与乡村危

机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 这也成为女性从自发走向自觉、 挑战传统道

德、 营造赋权环境、 获得发展与解放的契机之一。 而淮北女性则多处于以

身体牺牲换取经济回报的自发性应对状态。 两域社会生态和经济结构的差

异是导致两地女性性别经济、 道德危机与赋权环境不同的根本原因。 不

过， 江南女性的进步， 也并不等同于真正的解放。 女性真正的解放， 应该

是女性社会属性与处境的全方位改变。
关键词　 江南淮北　 乡村危机　 性别经济　 道德危机

关于近代乡村危机， 学界当前多从经济史、 社会史、 政治史等视角来

考察， 并已取得丰硕成果。① 同时， 近年来的性别史研究 （特别是女性史

①

②
③
①

本 文 系 安 徽 省 哲 学 社 科 规 划 青 年 项 目 “ 近 代 皖 北 社 会 与 女 性 婚 姻 生 活 困 境 ”
（ＡＨＳＫＱ２０１５Ｄ７４） 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基金 “性别·时代·道德： 民国淮北女性婚姻生

活的现实困境” （ＸＪ２０１４２３） 的阶段性成果。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 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讲师。
宿州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学者对于中国乡村危机的研究与调查多陈述危机的表现， 对其本相与深层

致因的揭示却多未达旨要。 近年来， 学者的研究则相对深入， 不再仅仅进行危机表现的

陈述， 而在于分析危机背后的动因。 如马俊亚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从社会经济史角度论述

了江南乡村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 即资本主义工资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 （马俊亚：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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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一改传统史学在讨论性别与危机议题时多将女性群体置于男权社会

的主体框架中， 过分强调女性处于被压迫与束缚层面的叙事方式， 开始以

女性自身为考察对象， 转而关注与把握女性群体的主体性、 参与性与能动

性。 本文从性别史角度切入， 试图通过比较江南、 淮北乡村女性主体在近

代乡村危机中殊异的自发性经济行为与道德危机表现来审视两域女性行为

差异背后的深层动因， 揭示女性解放的真正含义。 　①

一　 乡村危机下的江南与淮北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学界认为中国出现了席卷全国的乡村危机。 邓

飞黄指出： “遭了八十多年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中国农村经济，
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 万劫不复的境地了。”① 学者述及的乡村危机多集

中在江南乡村。 “江南为鱼米之乡， 夙以富庶见称， 乃近年以来， 农村状

况， 一落千丈， 其危机之严重， 不亚于江北之灾区。”② 有人写道： “江苏

农民， 早已由天堂而入地狱。 江苏最繁华区域之无锡， 亦时时发生抢米风

潮。”③ 素有天堂之称的苏州也未能幸免， 于 １９３５ 年陷入危机。 “苏州竟遭

受了这六十年来所仅见底大旱荒的打击， 整个的农村经济， 宣告严重的

破产。”④

“乡村危机， 即指中国乡村落后贫困下的存续危机， 表现为乡村生产

的迟滞发展及广大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 及在此基础上整个农村的日益衰

敝”，⑤ 如果按此解读， 那么淮北乡村则长期处于危机中， 只是在二三十年

７１１性别经济与道德危机： 近代江南淮北乡村危机与女性应对　

①

①

②
③

④
⑤

业化与土布业： 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用脚表述：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另类叙事》， 《文史哲》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 事实与表述》，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 王先明

通过考察分析， 认为 “城乡背离化” 是导致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 （ 《试论城乡背离化进

程中的乡村危机： 关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还有学者将乡村危机的深层原因归于近代以来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

（向玉成： 《三十年代农业大危机原因解析———兼论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下降》， 《中国

农史》 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
邓飞黄： 《从农村破产到农村改造》， 《中国经济》 第 １ 卷第 ４、 ５ 期合刊，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第 １ 页。
《江南农村之危机》， 《苏衡》 第 １１ ～ １２ 期， １９３６ 年， 第 ３ 页。
青士： 《我国农村破产之状态及其原因》， 《北辰杂志》 第 ４ 卷第 １０ 号，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第 ６ ～ ７ 页。
张溪愚： 《农村破产声中的 “天堂”》， 《人言周刊》 第 ２ 卷第 １１ 期， １９３５ 年， 第 ２１５ 页。
张福记、 陆远权： 《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 《史学月刊》 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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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程度更剧。 江南却是另一番图景。 据时人表述， 至 １９３４ 年入夏前， 苏州

乡村乡民还依然能够自给自足地过着 “优游的岁月”， 即使处在 “蚕荒”
状态之下， “仍能勉力维持最低限度的生计”。① 显然， 这种常态化的 “优
游岁月”， 对大多淮北乡民而言， 通常无法企及。

自宋朝以降， 淮北地区便渐次挥别了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的璀

璨历史， 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至江南地区， 至清代， 淮北竟沦至 “穷山恶

水” 之列。 淮北乡村不仅自然生态遭遇严重破坏， 整个社会生态也由于人

为因素不断恶化， 令本就贫苦的乡村更显困窘。 皖属太和 １９３７ 年遭遇旱

灾， 导致 “农村破产， 十室九空， 一般农民， 饥寒交迫， 不得不流离他

乡， 乞食求生。 本县毗连之河南槐店集以待， 灾情尤重， 今日经过太境归

信路上之灾民， 每日有数百人之多”。②

频仍的战乱、 连年的水旱灾伤令 “逃荒” 和 “跑反” 成为淮北人生

活之常态。 《徐州府志》 记载： “及今水归故道， 洼地仍为水国。 更兼运

年灾祲， 百姓逃亡， 汪洋之洼， 岂可恃为恒产哉？”③ 丰县也 “水伤禾，
民多逃亡”。④ 为了逃避水灾， 一些有女儿的家庭甚至直接把男方居屋地

势列为择偶的唯一标准。 萧县李明云即是凭借家处 “高台子” 娶到了媳

妇。⑤ 明中后期之后， 淮北经济衰变， 文化凋敝， 社会风尚随之发生严重

畸变。 曾经的诗书礼乐之乡逐渐沦变为暴力丛生的野蛮之地。 淮北籍女作

家戴厚英写道： “淮河教会我的第一种能耐就是逃。 土匪来了， 逃。 大水

来了， 逃。 日本的汽油划子来了， 逃……我从来不说 ‘逃’ 字这样低下的

字眼， 只说 ‘跑反’。”⑥ “跑反” 一词后逐渐成为淮北人逃避人祸的专属

称谓。
相较于淮北乡村长处危机与贫困中的 “常态”， 作为政府财政收入重

要来源的江南， 其乡村经济凋敝的 “异态” 则立刻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渲

染。 不可否认， 无论是 “常态” 还是 “异态”， ２０ 世纪的这场乡村危机都

已席卷全国， 导致当时整个中国乡村的普遍贫困。 如果单就乡村危机的浅

层表现而论， 则区域之别仅在程度不同， 但若深入危机原因， 两域则相去

８１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溪愚： 《农村破产声中的 “天堂”》， 《人言周刊》 第 ２ 卷第 １１ 期， １９３５ 年， 第 ２１５ 页。
《太和灾情严重》， 《大公报》 （上海）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 第 １０ 版。
吴世熊修、 刘庠纂 《徐州府志》 卷 １８， 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 刻本， 第 １７ 页下。
姚鸿杰纂修 《丰县志》 卷 １６， 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刊本， 第 １８ 页下。
据笔者对李明云夫妇访谈整理。 李明云， 男， １９３１ 年生， 萧县人； 王爱莲， 女， １９３１ 年

生， 丰县人， １９４９ 年成婚。
戴厚英： 《流泪的淮河》， 安徽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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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远， 由此引发的人的应对行为显然也不尽相同。

二　 江南乡村危机中的女性与经济

学界多将近代江南的乡村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入侵， 把现

代工业打垮手工业列为乡村危机的原因之一。 “他们对乡村遭遇危机的产

业的描述， 多着眼于乡村手工业和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的种植业。”① 薛暮

桥认为： “都市工业品之侵入， 实为农村贫困之最大原因。” 它 “使得家庭

手工业及农村副业破产， 农民收入因此大减”，② 不得已出外谋生。 当地知

识分子的记载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现在农村内自耕农以下， 都纷纷向

外谋工做， 自耕农以上， 也竭力向外谋生。”③

但深究其因， 江南乡村危机并非廉价的资本主义工业品对手工业制品打

击的结果， 而是较高的资本主义工厂工资对乡村劳动力吸引的结果。 以苏南

乡村土布业为例， “由于大工业提供了比土布业更高的收入， 使原来织土布

的主力军被吸纳到工业中来， 许多地区逐步从 ‘副业主业化’ 过渡到 ‘工业

主业化’”，④ 直接导致家庭手织业的萎缩。 时人的调查报告也证实： “因都

市具有更吸引男女职工的势力， 农民离村的运动日愈加剧。”⑤ 这从某种程

度上也就意味着， 乡村女性离村入厂与乡村危机互为因果： 乡村女性进入工

厂既是江南乡村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 也是危机的重要表现与结果之一。
较高的工资吸引更多乡村女性进入工厂工作。 民国 《上海县续志》

载： “近年东北各乡机厂林立， 女工大半入工厂工作。”⑥ 南汇县 “各乡镇

渐讲育蚕， 近日工厂林立， 妇女多务织袜、 织巾”。⑦ １９２７ 年， 宜兴地区

“由农妇变成工人者， 可达六千之数”。⑧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江阴 “布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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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厂中的工人， 妇女居十分之九”。① １９３４ 年， 对上海周边乡村的调查

报告显示， “临近乡村的工厂， 似乎多为极需要女工的纺织厂。 有些女工，
不论在什么天时， 都要花费两小时或更多的时间跑路穿陌”，② 乡村女性肩

负村妇与女工的双重身份， 奔走于城乡之间， 换取经济回馈。
江南乡村女性进入工厂不仅能够得到经济上的报酬， 更重要的是拓展

了女性的生活与交往空间， 由狭隘的家内私领域进入相对宽广的公共空

间， 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她们既有的生活轨迹和方式、 道德认知与评价体

系。 这背后隐含的是对儒家传统女性道德体系的挑战、 打击甚至渐次摧

毁。 其最直接的表现之一， 便是对作为传统女性道德符号的 “缠足” 的致

命打击： “因为工厂方面不需要缠足的女子， 所以女子缠足的陋习也渐次

革除了。”③

来自工业的收入成为苏南地区很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相对丰厚的

物质回馈直接刺激了以往人们对性别观念的认知， 同时也为女性生活的变

化与社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契机。 “挣工资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优惠， 因

为它对家庭预算有直接的贡献。 那些没有成年妇女的人家开始后悔了。 妇

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起了变化。”④ 显然， “半农半工” 与之后成为 “职
业女工” 的乡村妇女依仗 “从工业方面获得新的生产能力， 因之增高了她

们独立的地位与生活情况”。⑤

一些苏南女工获得了婚姻自主权和自我身体支配权， 原本严苛的女性

道德因而频遭挑战。 “多数女工染了粗鄙的谈笑态度， 她们因具有独立的

观念， 故不尊重父母， 并厌恨父母的干涉”； “工厂内男女工人较易接近，
时常发生道德败坏的行为。”⑥ 传统婚姻道德也未能幸免， 成为被挑战的

“重灾区”。 当有位女工的母亲提出要给她订婚时， “她坚决拒绝， 并云她

不需要男子， 这时结婚实嫌过早了”。 而母亲对女儿的选择则这样看待：
“假如她喜欢这样做， 我是没有干涉她的权力，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这

样的。”⑦

虽然并非所有的乡村女性都会选择进入工厂， 但工业资本 “入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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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环境却为江南女性提供了应对危机的多种途径， 其带来的机会资本与生

存资本远远高于淮北女性。 进入工厂的女性凭其在工商业活动中的优势收

入， 为自己在家庭乃至社会中挣得了一定的权力和地位， 同时， 身体与思

想的双重进步直接刺激与挑战了传统女性道德， 这恰是女性解放的表征之

一， 完全有异于淮北女性的处境。

三　 淮北乡村危机中的性别色彩与道德经济

近代淮北恶劣的社会生态使乡村遭受严重危机， 贫穷、 饥荒和濒临死

亡的恐惧赋予危机某种性别特征： 年轻女性成为家庭或自身的避险资产，
以求保全家庭或求得自我生存。 淮北乡村社会中， 个人对家庭资源的获

取， 更多取决于自身的家庭地位、 性别与年龄。 在传统家庭权力体系中，
女性并非毫无权力。 恰恰相反， 每个完整的单位家庭中皆存在一定的女性

权力。 美国学者卢蕙馨 （Ｍａｒｇｅｒｙ Ｗｏｌｆ） 将其定义为 “母性家庭”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① 这种女性权力在年轻女性成功诞下男性子嗣后逐渐壮大， 尤其

是在其完成由 “儿媳” 到 “婆婆” 的身份转变之后。 显然， 相对于母权，
无论是年轻的女儿还是儿媳， 地位低下的年轻女性均顺理成章地成为挽救

家庭危机的牺牲品。
典妻、 卖媳、 鬻女是淮北家庭短期内极为 “有效的” 避险方式。 平日

地位低下的年轻女性在家庭遭遇饥荒与贫困之时， 即刻成为 “举足轻重”
的有价物品。 光绪年间， 霍邱县民妇洪赵氏欲将儿媳洪陈氏改嫁， 致使洪

陈氏不甘失节服毒自尽。② 即便是已经脱离了原生家庭的孀妇， 有时也未

能幸免于被母家典卖换财的命运。 宿县丁维贞妻李氏， 夫亡孀守， 但咸丰

十年 （１８６０） 时， “父艰于食”， 欲将李氏改嫁以改善境况， 李氏不从， 遂

自缢而亡。③ 此类记载不绝于书。 苏北乡村竟有出卖亲生女儿为娼的风

气。④ 《东方杂志》 曾载文称： “大半贫农家庭不能维持生活， 在江北素所

通行的妇女贩卖， 到现在， 竟在百业萧条之中， 耸立着繁荣的高塔。”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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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 淮北传统家庭中的强权者还直接将弱势女性视为充饥之

物。 赛珍珠小说中所反映的淮北流民逃荒的情景， 带有一定的历史真实

性。 他们逃荒时， 家中不断有人饿死， 有些人家因此开始吃人充饥。① “类
似 ‘攫遗骸而吮其髓， 抢骷髅而盐其脑， 至亲相杀， 父子易食’ 的事情不

可数计。”② １８７７ 年赣榆县受灾， 张维金、 王德之妻均因家中乏食， 杀死

其女。③ 这样灭绝人伦的惨剧在近代淮北的灾区不断上演。
嫁人为妾、 为妓， 是很多淮北女性面临饥荒时的应对选择。 对传统女

性道德的遵从与反叛， 矛盾而又和谐地存在于淮北乡村社会中。 很多流离

失所的女性 “于无可奈何情形之下……便有些出卖给有钱的老爷们做妾，
或者跑到城镇里去卖淫”。④

经济的困窘也催生了 “半良家妇女” 群体， 她们游离于良家女与娼

妓、 道德的遵守和反叛之间， 用最原始、 最无奈的方式自发地诠释着自身

的经济价值， 令这一地区的灾祸呈现特殊的性别色彩。 甚至， 一些对 “孝
道” 的坚守背后是 “为娼为妓” 的道德叛离。 苏北有些 “年轻妇女， 为着

不忍坐视年老的爹娘饿死， 自愿卖身或 ‘出押’ 为娼， 以尽孝道”。⑤ １９３５
年， 一位外乡人在巡视淮北之后曾刊文载道： “我们如果巡视淮北一周，
无论大小的城镇， 大小的村集， 首先接触视线的， 便是涂粉抹红的妇女。
其中有初期老妇， 半老徐娘， 及少妇， 幼女， 这都是出卖皮肉的娼妓。 然

而除了小部分的卖淫专家， 其余多是家庭主妇， 初期嫁人的新媳， 或是许

配了婆家的闺阁……这些半良家妇女， 因为家庭生活的艰窘， 才附带出卖

皮肉， 养活父母或儿女， 不过这 ‘附带’ 正是度过 ‘专门’ 的桥梁啊！”⑥

这种现实逼迫下的矛盾与尴尬角色， 换取了经济回馈， 却丧失了道德价

值。 正如艾志端指出： “那些利用自身市场价值、 通过允许家庭成员出售

她们或卖身来换取实物的妇女， 丧失了所有的道德价值， 却在很多时候从

饥荒中存活下来。 那么， 似乎可以看到， 在灾难中一个人的市场价值上

涨， 同时他或她的道德价值下降。 这种事件的反转， 对于儒家家庭规则是

一个明显的威胁。”⑦ 此种对传统道德的威胁与挑战与女性进步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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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不仅没有得到改善， 反而更加低人一等。 至于那些

被典卖的女性， 一次性的经济效益换来的仅仅是家庭的暂避劫难。 而出售

女性的父母公婆， 则成为道德经济的直接受益者与儒家道德体系的终极败

坏者。 可悲的是， 这种道德败坏在淮北封建道德与礼俗的高压下， 与女性

自堕娼门遭受的道德谴责相比， 无足轻重。
在淮北女性道德评价体系中， 缠足不仅是女性彰显美丽、 出身与财富

的保障， 也是自我价值与资本的重要依托。 逃荒和跑反成为很多女性 “解
放” 双足的推手， 放足在迫使她们无奈放弃这种经济资本的同时， 也严重

地挑战了女性道德。 但放足并未像在江南女性那里那样成为思想进步的催

化剂， 反而令淮北女性丧失了一种重要的性别资本， 其背后隐藏的依然是

思想顽固保守的实质。 在淮北， 承受着贫困高压的乡村女性在放足后， 也

多未能摆脱旧礼俗的歧视和摧残。 更有人因未曾缠足而流露出遗憾的神

情。① 显然， 淮北很多女性 “足的解放” 无法促进其思想的进步。
当然， 淮北并非没有乡村女性进入江南工厂务工， 但不仅比例远低于

江南， 地位也相对低下。 池子华、 吕晓玲指出， 近代 “长三角打工妹的籍

贯构成， 以长三角本区域为主体， 显示出打工妹空间运动鲜明的区域内部

流动的特征”。② 即使进入工厂等公共空间， 其工种、 待遇也与来自江南的

女工相差甚远。 江南的打工者中呈现明显的地缘和人缘关系， 地缘差异相

当程度上决定了工人的社会分层。③ 民国时期的上海， “尽管来自江南、 苏

北和上海的女性可能同在一个工厂里工作， 但她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④

“苏北人聚集的区域被认为是粗野与危险的”，⑤ 所以苏北工人基本处于工

人阶层的底层。 与之相应， 苏北女工通常被安置在技术要求较低的工种中

从事劳动， 平日更不免遭受歧视。
综上所述， 淮北乡民在危机到来之时， 多牺牲家庭内弱势女性的身

体、 生命以求得生存机会， 令危机呈现性别经济的特征。 且女性自身由于

３２１性别经济与道德危机： 近代江南淮北乡村危机与女性应对　

①

②

③

④

⑤

据笔者对王荣兰的访谈整理。 王荣兰， 女， 蕲县 （属宿县） 人， １９２６ 年生， １９４３ 年初

婚， １９４９ 年再婚。
池子华、 吕晓玲： 《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籍贯构成研究》， 《苏州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
详见马俊亚 《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 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
〔美〕 艾米莉·洪尼格： 《姐妹们与陌生人： 上海棉纱厂女工 （１９１９ ～ １９４９）》， 韩慈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６５ 页。
Ｅｍｉｌｙ Ｈｏｎｉ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Ｓｕｂｅ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 Ｅｒ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３， Ｊｕｌ ， １９８９， ｐ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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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 地缘关系、 自身条件等多方的限制， 更多倾向于表现为自发性

的身体经济， 但无论是以身体换取经济报酬， 还是迫于形势放弃身体资

本， 这种身体与性别经济引发的女性道德危机， 几乎与进步没有任何关

系， 更看不到解放的前景。

四　 机会结构差异背后的社会根源

时人曾叹： “淮河以南， 一切尚与江南无大悬殊， 逾淮以北， 则因地

势迥异， 而民众生活状况， 其风俗习惯、 社会组织， 不同江南之处甚

多。”① 更有人进一步指出： “即如江南与江北， 虽只一水之相隔， 却有一

千年历史的差异。”② 这种差异， 如前所述， 在江南与淮北女性面对乡村危

机时得到体现。
究其根本， 社会生态变迁与农家经济结构的差异为女性缔造出的不同

赋权环境与机会结构， 是两地女性危机应对途径差异、 生活质量与前景呈

现云泥之别的根本原因。
据李伯重考证， 江南农家地区在清中期之后正式形成 “男耕女织” 型

主要劳动支配模式。 纺织所得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点决定了

即使是在工业化之前， 江南女性也仍然可以通过出色的纺织技术成为足以

支撑整个家庭经济的 “半边天”， 获得一定的家庭地位。 有些纺织技能较

高的农妇， 不仅可以养活家人， 还可以支持子孙求学，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

可以发家致富。③

机遇是危机的另一个面相。 恰是被归咎为江南乡村危机 “罪魁祸首”
的现代工业的兴起为女性创造了良好的赋权环境与多元的机会结构， 使女

性在家庭遭遇危机之时能进入公共空间， 广泛参与社会性生产劳动， 赢得

新的自主性资源。 随之而来的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双重转变， 稀释了传

统女性道德的高压、 松动了传统女性道德的紧密束缚， 具有一定的进步意

义。 即使对于那些没有进入工厂的女性来说， 新的经济格局也为其提供了

获得新的自主性资源的可能， 这意味着她们在解开裹脚布之后， 有机会获

得新的生存资本， 进而赢得并提升自主权。

４２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君左： 《火车中之一瞥》， 《申报》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９ 日， 第 ９ 版。
吴寿彭： 《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 《东方杂志》 第 ２７ 卷第 ６ 号， １９３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 第 ７１ 页。
李伯重： 《 “男耕女织” 与 “妇女半边天” 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

讨之二》，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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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淮北则恰恰相反， 严峻的社会生态与单一的农家经济结构决定了女

性单一的生活结构， 扼杀了女性赋权的可能。
在江南农家经济结构从男耕女织发展到了高度商品化的 “副业主业化

时代” 之时， 淮北地区却从原来的男耕女织结构演变成了单一男耕的 “残
缺型商品经济”。① 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淮北部分地区如淮阴、 徐州甚至已

经成为与江南一些地区并列的土布产区， 遗憾的是， “尽管农家所用的棉

纱绝大部分靠市场供应， 但大量依靠女性劳动的女织仅作为农家生活的自

我补给， 并不能看出自然经济瓦解， 商品经济扩大的迹象”。② 农家经济依

然被束缚在土地之上， 女性也没有脱离传统农家经济的藩篱与附属状态。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淮北乡村来说， 生产资料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

使底层家庭在匮乏的生存资料面前束手无策。 此时， 作为家庭成员的女性的

“价值” 便瞬间得以凸显。 虽然法律上明文规定 “典卖妻女” 涉及违法， 但

现实的重击与求生的本能在特定的情境下击败了法律、 礼义与人伦， 直接物

化了家内女性成员。 淮北女性以身体赚得经济收入， 仅是生存危机下的

“应急” 措施， 这与江南女性在技术与工业冲击下表现出的身体、 生活、
信仰上的改变与发展， 及对传统女性道德的冲击程度相去甚远。

此外， 妇女解放的启蒙思想、 觉悟和女性生活结构、 机会结构之间是

相互验证、 匹配与强化的过程。 单一的思想启蒙与觉悟对女性解放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 但如若脱离实质上的生存、 自主性资本而言， 解放则意义

不大。
在江南， 女性放足后进入工厂， 一方面提高劳动效率， 挣得工资， 获

得实际上的报酬， 改变家庭状况； 另一方面， 工厂的组织形式、 管理制度

和操作方式迫使浸淫传统农业社会生产、 生活方式已久的女性做出妥协与

改变， 逐渐自动地接受近代社会的价值观念、 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 新的

思想观念与女性赋权、 地位提高、 自主性获得之间相互匹配， 相互强化，
形成良好的循环。

反观淮北， 新思想的输入与成长却备显艰难。 淮北乡村普遍的圩寨

化，③ 从物质层面上斩断了新思想的输入渠道。 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参观过

５２１性别经济与道德危机： 近代江南淮北乡村危机与女性应对　

①

②

③

马俊亚： 《被牺牲的 “局部”： 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 （１６８０ ～ １９４９）》， 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１， 第 ３７９ ～ ３８０ 页。
马俊亚： 《工业化与土布业： 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区性演变》，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马俊亚： 《近代淮北地主的势力与影响———以徐淮海圩寨为中心的考察》，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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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地区圩寨的人报告： “看过后的感想就是活现出 《施公案》、 《彭公

案》、 《水浒》 等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与氛围。”① 作为行政权力变体的淮北

乡村大地主缺乏江南士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 多拒绝新思想的传入。 传

统的社会格局鲜少赋予乡村女性新的生活机会和获得某种承认的可能， 乡

村女性无法获得多元的生活机会来应对家庭经济危机。 这与江南相对良好

的赋权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

结　 语

恩格斯指出： “妇女的解放， 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 社会规模地参

加生产， 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 才有可能。”② 诚然， 江

南女性进入公共空间从事社会生产为江南女性的解放赢得了更多可能， 但

不能简单地认为江南女性因此得到解放。 严格意义上， 其身体解放和一定

程度的思想解放距离真正的女性解放依然遥远。 真正的女性解放， 不能仅

依据放足、 就业等某些新旧事物的出现与消退来简单评判， 也不能单纯地

由女性是否具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简以断之， 而应透过表象， 深入本质进行

多方面的综合分析与考量， 例如女性社会属性与处境的多维改变、 女性思

想的进步程度、 社会赋权与机会结构的多元化等因素。 对于淮北女性来

说， 其身处的特殊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生态， 从根本上扼杀了女性获得社会

赋权与机会资本的可能。 这是两域女性处境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就道德

层面而言， 社会应为女性提供更自由平等的赋权氛围与道德评价体系， 在

此良好的自主空间中， 女性自身应努力构建起独立的、 合理的话语体系，
同时完成、 完善自身主体性建构与自我价值、 认知的客观评价机制， 使自

身个性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实现女性的解放。

６２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吴寿彭： 《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 《东方杂志》 第 ２７ 卷第 ６ 号， １９３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 第 ７１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４ 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１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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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治】

１９２７ 年蒋介石 “驱鲍” 过程中的
心理困境及其应对∗

　①

　 赵晓红∗∗ 　②

提　 要　 蒋介石早年崛起过程中， 苏联顾问特别是鲍罗廷的支持可谓功不

可没。 中山舰事件后， 蒋认为鲍表面上对他是妥协与支持， 实际上却处处对其

掣肘， 从而感到困难重重， 内心极度抑郁愤懑。 蒋鲍双方终因 “迁都之争”
而矛盾升级并公开化。 蒋因受到鲍的羞辱而决意 “驱鲍”， 却未能得到苏联

及共产国际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 蒋将个人耻辱与民族荣辱相关联， 从最初

感情上的单纯驱鲍走向最终与苏联、 中共完全决裂， 企图以此来摆脱困境。
关键词　 鲍罗廷　 蒋介石　 “迁都之争” 　 国共分裂

关于蒋介石和鲍罗廷关系的研究成果， 以往大陆论著多从鲍罗廷的角

度分析其对蒋介石的态度及政策等方面的斗争和变化，① 而台湾论著多从

蒋介石的角度对于鲍罗廷的强势专权大肆挞伐。② 在蒋介石日记公开以前，

①

②
①

②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 （人文社科类） 重点资助项目 （Ｙ２０１４３１５７）、 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 “蒋介石资料数据建设” （１５ＺＤＢ０４８） 阶段性成果之一。
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
代表性论文有： 段治文 《试论大革命时期鲍罗廷对蒋介石策略的双向发展》， 《广东社会

科学》 １９８９ 年第 ３ 期； 郭盈宏 《鲍罗廷与蒋介石在广东的崛起》， 《安徽史学》 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 吴珍美 《析 １９２７ 年前后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争斗》， 《史林》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等。
代表性著作有： 李云汉 《从容共到清党》， 台北， 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１９６６； 蒋永

敬 《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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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学者关注到蒋介石与共产党分裂过程中的思想、 心理乃至情感变化，
试图淡化以往研究中过分强调蒋介石个人权力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①

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开， 对于蒋鲍关系恶化的原因以及蒋驱鲍过程中内心

复杂变化有了更深入的探析。② 例如陈红民等从蒋对鲍个人观感的变化，
分析蒋鲍决裂的原因。 李玉探讨了蒋介石 “迁都” 前后的复杂动态心理过

程。 银品则突破以往蒋鲍权势斗争的框架格局， 从合作的角度， 探讨蒋鲍

二人合作的尺度问题。
笔者认为在蒋鲍关系互动中， 对于蒋的心理困境与情感变化之关注与

分析， 仍有深入探讨空间。 “性格决定命运说” 虽有夸大之嫌， 但在进行

史学研究时亦不能忽视人物性格的重要性。 蒋、 鲍均属于个性特征非常鲜

明的政治人物， 双方的个性和情感变化及行为选择无疑会对历史走向产生

影响。 本文试图分析在蒋介石早年政治崛起过程中， 鲍罗廷对其荣辱之影

响， 探析蒋因鲍的压制而引发的内心多重困境， 并从蒋的个性和民族思想

性方面， 分析其由驱鲍走向与苏联、 中共全面决裂的因由， 理解蒋的思维

模式和行事风格。

一　 蒋介石的崛起与困境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后， 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在国民党内获得

重要职位。 蒋作为强有力人物出现， 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支持分不开。 孙

中山去世后， 鲍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③ 鲍和中共领导人主张在军事

上侧重扶植黄埔军校， 采取 “黄埔中心主义”， 主张 “抬高蒋介石将军的

地位使黄埔能够迅速发展”。④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廖仲恺被刺杀案发生后， 在鲍推

动下形成了 “汪蒋合作” 格局。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的国民党 “二大” 中， 蒋首

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在一般代表心目中， 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

８２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代表性论文有： 杨奎松 《蒋介石从 “三二○” 到 “四一二” 的心路历程》，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７ 期； 王正华 《国民政府北迁后蒋中正驱逐鲍罗廷之议》， 《国史馆学术集

刊》 （台北）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等。
代表性论文有： 陈红民、 夏思 《蒋介石缘何与鲍罗廷决裂： 蒋介石日记解读之十三》，
《世纪》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李玉 《蒋介石与 １９２７ 年 “迁都” 之争》， 《南京社会科学》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 期； 银品 《合作的尺度： 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新探 （１９２４ ～ １９２７）》， 《党史研究

与教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等。
〔美〕 丹尼尔·雅各布斯： 《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殷罡译， 世界知识出版

社， １９８９， 第 １６５ 页。
张国焘： 《我的回忆》 第 ２ 册， 东方出版社， １９８０， 第 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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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军事的， 后者是政治的”。①

国民党 “二大” 闭幕后， 支持、 扶助和信任蒋介石的鲍罗廷突然辞职

回国。 在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的接触过程中， 蒋常因季的疑忌侮慢、
专横等彻夜难眠， 忧患抑郁不已。 蒋由于误断汪精卫、 季山嘉与中共联手

倒蒋， 发动中山舰事件。② 苏联军事顾问团却妥协退让， 协助蒋成为国民

革命军总司令， 以满足蒋介石追求个人尊荣的欲望。 但双方的裂痕并未得

以弥补， 反而日益加深。
蒋介石早在 １９２３ 年访苏后， 便对苏联颇有戒心， 即使在蒋思想激进的

早期， 也并未完全放弃对共产党或俄人的戒备心理。③ 在和季山嘉的相处

中， 蒋除了感觉自尊深受伤害外， 也意识到不能让大权旁落到苏联顾问手

中。 中山舰事件后， 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意见书， 对苏联顾问权限做

出明确规定： “不宜把持要职， 与希图集中权力于顾问之举”； 要求顾问

“辞去行政官职权”， 仅 “以顾问之资格， 辅助中国革命之成功”。④

中山舰事件之后， 原来极受蒋介石尊崇的鲍罗廷已不再是什么 “导师”，
而只是 “顾问” 了。⑤ 鲍公馆门前的盛况， 已大不如昔。⑥ 鲍为个性极强之

人， 权力重心的转移难免使其内心感到失落不快。 鲍努力想使格局恢复到中

山舰事件以前的局面， 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⑦

中山舰事件后， 蒋介石清楚地知道， 此时离开苏联的支持， 不管是政

治还是军事上都很难成事。 为了尽快善后， 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与北伐的

提案。 党务案提出后， “各委员相顾惊惶”， 蒋也觉得 “余言过甚， 终日心

殊不安， 恍惚非常”。⑧ 根据鲍的观察， 蒋提出 “调整同共产党人关系” 的

决议案， 虽缩小了共产党人在党内的权力， 但其欲使军队保持平静的目的

却适得其反。 中派和右派继续要求蒋对共产党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措施， 左

派和共产党则更怀疑蒋右倾。⑨ 故而， 鲍对此采取默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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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转移矛盾和视线， 蒋介石决定加快北伐的准备进程， 以此摆脱困

厄之局。 在北伐问题上， 国民革命阵营内部意见不尽一致， 莫斯科也反对

北伐。 鲍罗廷不愿在北伐问题上激化与蒋的矛盾， 故未坚决贯彻莫斯科的

指示， 而是采取表面上支持蒋北伐的方针政策。 因为， 当鲍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底

回到广州时就发现， 北伐已经准备就绪， 如果反对北伐， 则意味着所有苏

联人都站在汪精卫一边， 与蒋为敌。 且蒋在宣传中已将北伐解释为国民与

军阀、 革命与反革命、 三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争。① 鲍意识到反对北伐势

必被视为等同反蒋和反革命。 另外， 鲍断定蒋的北伐不会成功， 因此决定

在无实力的情况下， 不同蒋及其政治方针做斗争， 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反

蒋， 即等蒋在北伐上遭遇注定的失败， 自然就起到了遏制和反蒋的作用。②

从表面上看， 在整理党务案和北伐这两大重要问题上， 鲍罗廷对蒋介

石均进行妥协， 希望以此来弥补国共之间濒临破裂的关系， 试图把蒋留在

自己阵营内， 利用蒋来反制右派。 但实际上， 中山舰事件后，鲍一直暗中

对蒋处处掣肘， 试图反蒋甚至倒蒋。
在政治上， 国民党左派虽然没有公开反蒋， 但迎汪复职的空气非常浓

厚。 蒋得知后方有迎汪之谋后， 认为是 “倒蒋之本”，③ 出于各方面的压

力， 蒋不得不做出违心之举， 提议请汪速回。④ 在军事上， 蒋介石亦感到

处处受掣肘。 例如， 正当江西前线需用军械之际， 武汉联席会议却命广州

兵工厂拆迁武汉， 蒋认为此举欲断绝其军械供应之意极为明显。⑤ 另外，
鲍还利用唐生智来牵制蒋介石， 蒋唐矛盾难以化解， 蒋只好决定 “离鄂向

赣， 不再为冯妇矣”。⑥ 在财政方面， 以鲍为首的苏联顾问， 掌握着国民革

命军的军械供应和钱袋子， 成为蒋的致命威胁。 蒋常感叹 “办事困苦莫甚

于经济相逼也”。⑦ 除了军费缺乏， 鲍罗廷、 徐谦等还攻击蒋介石军饷不清

楚， 气得蒋特意在南昌发表演说为自己辩护， 并直言预备着做史可法、 文

天祥、 岳飞， 随时牺牲报国。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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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后， 蒋认为鲍表面上对其继续扶持， 暗中却反蒋、 倒蒋。
蒋在政治、 军事、 财政等方面无不感受到难以言喻的无形压力与痛苦， 蒋

鲍之间矛盾隐患越来越深， 处于一触即发之态势。 双方最终围绕迁都武汉

还是南昌问题， 矛盾呈现公开化。

二　 蒋介石受辱与驱鲍决心

在迁都武汉还是南昌的争议中， 蒋介石为了探听武汉的虚实， 于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１１ 日由南昌经九江赴汉口。① 蒋到武汉后， 国民政府为蒋召开了异

常隆重的欢迎大会， 表面上可谓给足了蒋面子， 实则企图运用民众的力量

迫使蒋 “公开承认” 国民政府须迁来武汉。② 在 １２ 日的欢迎晚宴上， 蒋介

石与鲍罗廷起了争执。 鲍对蒋说： “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 我告

诉你一件故事吧！ 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 有一天他对着

各大臣说： ‘你们说话太多了， 我不喜欢。’ 各大臣说： ‘只有狗是不会说

话的， 陛下要我们不说话， 只有找狗去’。”③ 对于鲍的质疑抨击和极尽挖

苦， 蒋有着强烈的反应， “席间受辱被讥， 生平之耻辱， 无逾于此， 为被

压迫而欲革命， 不自由何不死， 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 俾外人知中

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④

１ 月 １９ 日， 蒋介石回到江西九江， 见到程潜时， 直言 “与鲍罗廷不能

相容， 既不能为国雪耻， 何忍复为余辱国？ 革命至此， 总受帝国主义与外

人压迫， 何如及时辞我以谢国民， 与已死同志之灵， 否则殆有自杀而

已”。⑤ 同日， 蒋又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 说鲍侮辱了他， 要求撤去

鲍的职务。⑥ ２７ 日， 蒋与顾孟馀、 何香凝、 邓演达和戴季陶谈话， 说：
“必欲去鲍尔廷顾问， 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 但蒋的提议并未得到

回应， 因为 “彼等恐牵动大局， 不敢决断”。 晚上蒋与谭延闿、 戴季陶谈

至午夜， 最后， 蒋愿意妥协 “移中央于武汉”， 但前提是 “去鲍尔廷”。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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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月 ２９ 日上午， 蒋就驱鲍问题再次与戴季陶、 张静江和谭延闿商谈， 结果

“季怯而静硬组默”， 蒋气得在日记中大骂其 “皆有病也”。① 由于得不到

众人的理解， 蒋感到异常苦闷和气愤， 坚持认为 “鲍尔廷之横暴， 如不速

去， 则不能革命。 惟欲联俄革命， 所以欲去鲍尔廷， 以免破裂， 否则不必

去鲍也。 外人不知原理， 一味畏缩， 可叹”。②

１ 月 ３１ 日， 戴季陶又来劝蒋要忍耐， 不要 “去鲍”， 并说 “众意类

此”。 但蒋 “力坚前议不为之动， 并请其赴俄也”。③ 同日， 蒋 “见英报挑

拨余与苏联感情甚烈”， 担心 “中帝国主义者之计”， 故本决心急欲 “去
鲍”， 见报后决定 “惟有忍耐不去， 以待将来可也”。④ ２ 月 ６ 日， 当宋子

文和谭延闿转告蒋说鲍罗廷愿意 “随营而不闻中央事” 时， 蒋仍 “决欲其

回俄也， 但不使其伤感情而已”。⑤

短短几日内， 蒋介石态度反反复复转变如此之快， 是蒋对 “内” “外”
谨慎权衡的结果， 因蒋将驱鲍看作革命阵营内部的问题， 英帝国主义才是

一致对外的大敌。 且蒋驱鲍本意乃对事不对人， 蒋不希望因驱鲍导致与苏

联关系的破裂。 但蒋鲍之间裂痕已难以弥补， 蒋驱鲍的决心虽有暂时放

弃， 但已难以从根本上动摇， 因为鲍的当面指责对蒋的冲击实在太大。 鲍

的公开羞辱被蒋视为生平所受第一次奇耻大辱， 几欲自杀。 事实上， 蒋长

久对此事难以释怀。 甚至于 ３０ 多年后的 １９５８ 年， 蒋介石因在胡适出任

“中央研究院” 院长就职典礼上致祝贺演讲词， 被胡适当场 “纠正”， 而视

此为奇耻大辱， 由此竟又联想到在武汉被鲍罗廷羞辱的情形， “今天实为

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 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 十六

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⑥ 在政坛上驰骋几十年的蒋介石， 已

经历各种惊涛骇浪， 但让其感受到莫大耻辱的却唯此两件， 可见鲍的讲话

对于蒋内心的冲击和影响是何等巨大。
正当蒋初尝权势带来的尊荣滋味之时， 却被鲍如此奚落， 除了自尊心颇

受伤害外， 亦让站在权力巅峰的蒋难免有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之感， 由

此萌发驱逐这个压在自己头上太上皇的想法并不难理解。 此时蒋的权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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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并不稳固， 这种不稳固又恰恰是来自苏联的影响力所致， 蒋一直以来对

此便非常不安， 而鲍的当众训斥就成了引爆蒋脆弱神经的重要导火索。

三　 蒋介石驱鲍的无奈与全面决裂

面对各方要求迁都武汉的压力， 蒋介石被迫进行妥协。 蒋做出所谓妥

协后， 武汉方面却围绕 “独裁” “提高党权” 等问题， 继续不断对蒋进行

攻击。 获悉武汉方面激昂的党权运动后， 蒋异常恼怒。 针对武汉方面的攻

讦， 南昌方面则纷传武汉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 不过是共产党借之以作

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① ２ 月 ２１ 日， 蒋在南昌发表公开演讲， 否认武汉联

席会议的合法性， 进行反共宣传。
“迁都之争” 越演越烈之时， 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 并于 ２ 月 ２２、

２３ 日与蒋介石面谈。 蒋努力向其辩明 “冲突的根子在武昌”， “对这一冲突

的大部分责任要有鲍来负”， 因鲍近来 “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的政策”，
“这会破坏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和一切东方弱小民族心目的威信”。 蒋言

明： “即使我现在反对鲍， 也不等于我反对共产国际。” 且政府随时可迁往武

汉， 但前提是 “迁政府同鲍离开有关系； 必须在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②

２ 月 ２４ 日， 蒋介石派陈公博赴武汉探询各方意见， ２５ 日， 接陈电后，
不胜愤恨。 蒋认为 “武汉来电皆是诈术， 全为鲍尔廷一人所主使”， “合中外

ｃｐ 之力以攻我， 使我内部纠纷， 不能统一。 鲍氏之罪， 不容于天地之间”。③

２ 月 ２６ 日， 蒋决定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 致电第三国际执行中央委

员会， “请求撤回代表鲍罗廷”。 这也是国民党首次对第三国际提出抗议性要

求， 但第三国际并无回电。 中央政治会议遂再电促鲍罗廷自动离去， 鲍亦置

之不理。④ 此时， 蒋对第三国际仍抱有一丝希冀， 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表

示愿意会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 但该电报不知何故并未及时到达。⑤

猜疑心极强的蒋介石自然怀疑第三国际对其的态度与诚意， 蒋认为第三国际

不给予答复， 是因苏联眼中没有中国国民党， 不配做其以平等对待之民族。⑥

事实上， 共产国际与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后以倒蒋为目的的运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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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一致， 维经斯基代表团认为鲍的行动不仅违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

的有关决定， 而且严重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 主张应该坚决地撤

换他。① 但莫斯科拒绝了远东局关于解除鲍罗廷职务的声明。② 针对鲍的辞

意， 斯大林甚至对其做了安抚和高度评价。③ 此后， 共产国际针对蒋介石

要求驱鲍和改变工作方针的最后通牒， 给出的答复越来越激进， 要求在国

民党内 “实行排挤右派的方针”， “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担任的领

导职务”，④ 强调 “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召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 蒋介石

务必参加， 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

议”。⑤ 甚至向鲍罗廷询问， 是否需要考虑向蒋提出 “警告性的咨询”， 并

有 “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 的想法。⑥

２ 月 ２８ 日， 蒋介石提出 “与各同志决议迁武汉及驱鲍之案”， 这是蒋

在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驱鲍。 一方面， 蒋最初驱鲍带有较强的个人恩怨色

彩， 蒋将鲍个人行为与苏联和共产主义做了区分。 蒋一直想让周围人和第

三国际信服自己的说法， 即他只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 反对俄人中 “坏
人” 鲍罗廷， 驱鲍正是要维护苏联和第三国际的信誉， 不使联俄政策破

裂。 但蒋的主张既未得到众人赞同， 也未得到第三国际许可， 让鲍自动离

去的做法亦被鲍无视， 蒋感到无助和无奈。 另一方面， 随着形势的发展，
蒋感受到的压力和威胁来源已不仅仅是鲍罗廷个人， 而是 “共产党合国际

全力以倒余， 帝国主义亦和国际全力以谋余”。⑦ 对此困境， 蒋认为皆是拜

鲍和中共所赐， 在日记中痛骂 “奸党之计毒极矣， 鲍氏之肉， 不足食也”。⑧

蒋介石感受到的更大打击则是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１７ 日在武汉召开的二届三

中全会。 此次会议上蒋原来的职位均被撤销或代替， 只保留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一职， 而总司令的权限， 复由全会通过的条例加以限制。 此外， 为了

改变蒋利用黄埔军校培植个人势力的状况， 会议还决议军事政治学校及各

分校， 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 此次会议无疑大大削弱了蒋的权力， 张国焘

认为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武汉反蒋运动最精彩的一幕”。⑨ 正是这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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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胜利把蒋进一步推往分裂之路。 蒋因二届三中全会所产生的权力失

落感和政治恐惧感， 实在太大了。① 握有兵权的蒋介石决定采取非常手段

进行反击， 并嘲讽对手 “亡党亡国， 在所不恤， 而以必倒中正个人以为

快， 多见其不自量也”。②

除了武汉方面的压迫， 地方军阀、 资本家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对蒋介石

的诱惑也是使蒋最终走向和苏联、 中共分裂的重要原因。 首先， 到 ２ 月底，
蒋介石已同沿海地区的银行资本家以及他们投靠的各列强达成了或近于达

成了一项秘密的反共交易。 江浙财团答应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 条件是蒋

反苏反共。③ 其次， 北方奉系军阀在日本唆使下也表示， 只要蒋介石反共，
南北和谈并非不可能之事。 张作霖坚持先将俄人罢免， 然后方可讨论和

平。④ 军阀孙传芳利用社会反对共产之心理， 专攻击蒋介石 “亲俄赤化”
一点， 对蒋个人亦谓只需要脱离苏联操纵， 便可罢战言和。⑤ 张、 孙攻击

蒋联俄、 赤化， 主要出于政治与宣传目的， 但对蒋无疑有橄榄枝和刺激作

用。 最后， 英、 美、 日等列强开始认识到蒋和苏联、 中共之间的不同与裂

痕， 将其视为 “稳健派”， 力图把蒋从国共统一战线中分离出去， 与蒋接

触频繁。 到了 ３ 月， 蒋反复要求尊重外国财产， 并停止了一切反帝宣传。
“迁都之争” 后， 蒋介石感受到武汉方面的攻击与压迫日甚一日， 而

且蒋驱鲍的努力未能得到共产国际支持， 并有被共产国际抛弃之疑。 因

此， 蒋认为驱鲍已不能解决和苏联及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另外， 蒋担心

如若继续联俄联共， 则会导致帝国主义、 军阀等势力对其的攻击， 最终导

致其孤家寡人的命运。 所以， 蒋在探得江浙财团、 青帮以及各列强意向之

后， 已不再单单驱逐俄人中的 “坏人” 鲍罗廷， 而是转向与苏联、 中共全

面决裂， 企图以此来摆脱困境。

余　 论

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下， 蒋介石与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之间短

暂的蜜月合作因中山舰事件而变得错综复杂。 此后， 鲍表面上支持蒋， 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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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却进行各种反蒋甚至倒蒋运动， 双方终因 “迁都之争” 而矛盾公开化。
鲍的当面羞辱则成了蒋驱鲍的导火索， 但蒋驱鲍的心路历程却也是困境重

重。 首先， 中山舰事件后，蒋权力日隆， 而以鲍为中心的国民政府左派和

与中共却不断试图稀释甚至解除蒋的权力。 蒋对此十分恐慌， 认为主要是

鲍从中作祟， 因此唯有驱鲍。 其次， 孙中山去世后， 对于联俄联共政策态

度本就不一的国民党走向公开分裂， 再加上苏联有意加剧国民党左右派之

争， 国民党党务问题愈渐复杂。 蒋介石的个人权位及其政治抱负在相当程

度上与国民党的组织生命结合在一起。① 蒋护党心切， 认为只有驱鲍才能

避免党政被鲍等把持。 最后， 蒋将个人的受辱与民族荣辱相关联。 蒋决心

驱鲍， 认为只有驱鲍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党权， 只有驱除俄人中的 “坏
人” 才能贯彻共产国际的民族平等政策， 获得民族自尊与独立。 与此同

时， 蒋又不想因驱鲍造成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决裂。
蒋介石从最初单纯要求驱鲍， 最终走向与苏联、 中共的决裂， 既有客

观革命利益矛盾的必然性， 亦有很多偶然因素和情感因素掺杂其中。 正如

陈公博回忆说， 双方的分裂 “与其说是具有理由， 还不如说是激于意

气”。② 鲍罗廷和蒋介石均属于个性较强的人， 二人关系日趋紧张的关键时

刻， 鲍却使蒋当众受平生奇耻大辱。 对于苏联顾问来说， 他们对蒋的个性

并非毫无了解。 在他们提交给莫斯科的各种报告中， 除了认为 “此人极端

变化无常， 十分孤僻”， “城府很深” “不露心迹” “天性多疑” 以外， 几

乎众口一词地肯定蒋 “虚荣心很强 （强到病态的程度）”， “虚荣心强的吓

人” 或 “虚荣心特别重”。 换言之， 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有着极强的

个性和自尊心， 必不容他人稍加轻视与傲慢。③ 既然如此， 鲍罗廷为何会

继季山嘉之后重蹈覆辙， 去触碰蒋的雷区呢？ 一方面， 鲍意在利用国民党

领导层多数坚持联俄， 不愿国民党再生分裂的心理， 促使南昌方面的国民

党领导人离开蒋， 使蒋陷于孤立而被迫屈服。④ 另一方面， 很有可能是鲍

逞一时之快， 一纾半年多来之苦闷， 却忽视了形势比人强。 鲍事后感到后

怕， 他承认 “我恐怕是犯了一个错误。 我之所以站起来反对蒋介石， 是出

于舆论的压力， 但我不知道做的对不对”。⑤ 而蒋作为军人， 具有的领袖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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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军人式的， 注重威严， 有一种霸气， 对人要求效忠与绝对服从。 身为

党政军领袖， 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对他的骄横跋扈。① 蒋羞辱到几欲

自杀， 决心驱鲍， 这是蒋对自己权位受到鲍威胁之后的直接反应， 也是蒋

意外成功赶走季山嘉后迭生铤而走险念想的续曲。
要理解蒋介石从驱鲍走向与苏联、 中共分裂， 还必须理解蒋的个人及

民族自卑感带来的过分敏感和自尊， 并由此在蒋心中所产生的英雄主义及

革命情结， 这样才能理解蒋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蒋成长于甲午之战后中华

民族跌入谷底时期， 这一时期国人普遍既有民族自卑感， 又有振兴国家民

族的责任感。 蒋在其日记及思想言论中经常显现英雄主义及革命情结， 大

有救中国舍我其谁之抱负。 因此， 当蒋感受到自身及所信仰的革命遭受苏

联的压迫时， 民族自卑感所发酵的过分敏感和自尊自强就开始彰显， 与不

能平等待我之苏联决裂乃迟早之事。 另外， 蒋自幼丧父， 孤儿寡母受人欺

负的经历使其形成了自卑倔强、 敏感多疑的性格。 在个人和民族自卑感交

织所引发的过分自尊与倔强情感支配下， 蒋不仅将鲍的抨击视为个人的耻

辱， 而且将它和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相联系， 将其升格为中国革命和中华

民族的屈辱。 当蒋驱鲍之意得不到苏联支持时， 便不惜与之决裂。

７３１１９２７ 年蒋介石 “驱鲍” 过程中的心理困境及其应对　

① 陈三井： 《蒋介石眼中的俄国顾问》， 《近代中国与世界》 第 ３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２３２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仪式展演与政治宣传：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
“双十节” 与统治合法性建构

　 姜瑞学∗ 　①

提　 要　 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节日或纪念日等时间体系是国家政治权力

运作的重要对象。 对时间、 节日或纪念日及仪式的政治运作， 能够重塑国

家的象征符号， 增强民众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 国民党在取得国家政

权以后， 通过主导 “双十节” 的历史话语叙述及控制节日纪念中 “党化”
仪式的展演， 不断进行着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塑造。 在参与节日纪念的活动

中， 民众客观上接受着 “党国” 意识的教育及三民主义理论的熏陶， 不同

程度上实现了国民党对民众进行党化意识形态教育的统治目的。
关键词　 双十节　 党化仪式　 政治宣传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操控现代国家的政治权

力和传媒手段， 极力推行 “党化” 政策， 将三民主义理论通过各类宣传及

教育手段覆盖到整个社会， 以巩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其中通过对时间、
节日或纪念日及仪式的政治运作， 重塑民众的历史记忆， 获取民间社会对

其政权的认同， 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政治权力技术运作的重要手段。 为

此， 南京国民政府专门设置了一系列的现代民族国家节日体系， 不断建构

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①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国民党对 “双十节” 的建构过

①
①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山东科技大学讲师。
关于民国时期利用现代节日体系强化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研究， 最早是笔者发表的 《北洋

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 “双十节” 为中心的考察》 （ 《聊城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 年

第 ３ 期）。 随后李学智 《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 （ 《南
京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考察了 “双十节” 期间北京的节日政治活动， 展现了人

们政治思想观念的变化。 陈蕴茜 《时间、 仪式维度中的 “总理纪念周”》 （ 《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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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 “双十节” 的政治仪式功能， 展现国民党如何利用现代民族国家的节

日体系将官方的辛亥革命史叙述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连接起来， 进而把

国家的观念及党化意识形态传输给民间社会， 从而实现巩固国民党政治统

治合法性的目的， 而通过分析民间社会对 “双十节” 的反应， 又能折射出

“双十节” 纪念日政治宣教的效果。 　①

一　 孙中山对节日内涵的阐释与政治动员

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导致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的结束， 对于中华民国的

开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因此将 １０ 月 １０ 日定为国庆日最能体现民国统

治的合法性。 通过 “双十节” 的设立， 定期重温民国的开国历史， 能够强

化民众对国家起源的历史记忆， 有效地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民众联合起

来， 激起民众对国家的强烈感情， 塑造民众对国家的认同。
事实上，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政权即转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

为了获取各界的支持， 袁世凯仍将辛亥革命纪念日作为北京政府的国庆纪

念日， 但是一直回避辛亥革命史的宣传。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袁世凯签署

大总统令， “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十月十日为国庆日， 应举行之事如左：
一、 放假休息； 二、 悬旗结彩； 三、 大阅； 四、 追祭； 五、 赏功； 六、 停

刑； 七、 恤贫； 八、 宴会”， 同时， 还规定 “南京政府成立之日 （阴历正

月初一） 暨北京政府宣布共和南北统一之日 （即阳历二月十二日） 为纪念

日， 均放假休息”。① 民初， 袁世凯出于巩固个人统治的需要， 有选择地利

９３１仪式展演与政治宣传：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 “双十节” 与统治合法性建构　

①

①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通过制度时间与仪式操演的双重维度， 考察国民党如何通过纪念周制度在

社会各个层面的推广来实现其对社会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传输， 揭示纪念周制度所隐含的现

代政治权力技术。 胡俊修、 李美佳 《南京国民政府的 “双十” 纪念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 《甘
肃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通过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十年间 “双十节” 纪念主题和

政治基调的变换， 凸显了国民党不断增进执政合法性的历史诉求。 杨振东 《普天同庆抑

或塑造党国之民———１９２７ 年国民党人对 “双十节” 的重塑》 （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 通过南北两个政权对 １９２７ 年庆典的重视程度与庆典规模， 透视两者之间权势

的转移和正统的位移， 考察了南京国民党政权为挽救政权丧失的合法性而进行的努力。
何卓恩、 周游 《 “共和” 与 “革命”： 民初 “双十节” 诠释之演变》 （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通过分析民国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对 “双十节” 内涵的解释， 揭示了节日

叙事背后不同的政治暗示， 最终国民党将 “双十节” 塑造成为佐证党国体制合法性的强

势符号。 此外， 郭辉在 《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 （１９１２ ～ １９３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１３） 一书中， 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的纪念日体系纳入国家仪式的范畴， 通过

考察国家仪式操演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 深入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国家仪式建构

制度和政权的合法性。
《九月二十九日大总统命令》， 《申报》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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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辛亥革命在民国建立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以武昌起义之日为国庆日， 暗

含着对武昌起义历史意义的肯定， 但是对于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中的地位和

作用只字不提， 无疑是对孙中山及同盟会所起历史作用的弱化。 直到 １９１５
年袁世凯帝制被推翻以后， “双十节” 作为国庆纪念日的历史功用， 仅仅

止于 “使吾民得以及时行乐， 而又可藉以唤起人民合群爱国之心”。① 通过

以上表述可以看出， 民初设立的 “双十节” 纪念日所起的作用， 无非是建

构民众的 “国家” 观念， 使民众产生忠于国家的思想意识。
孙中山本人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政权把对 “双十节” 的纪念作为实现

权力意愿的重要手段， 利用 “双十节” 对抗北京政府统治、 争取政治资

源， 不断凸显自己及其对国民革命政权的领导地位， 启迪和引导民众对国

民党主导的 “中华民国” 的认同。
孙中山对于国庆日的构想始于云南起义后， 重在突出革命的内涵。 在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恢复共和的过程中， 云南起义发挥了重大作用。 因

而孙中山主张以云南起义日为国庆日。 孙中山在致黎元洪电中称， 虽然

“武昌起义， 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 一则为民国中兴之业， 皆我五族人民

所宜永留纪念者也”， 但他认为， 反对 “家天下” 的云南起义， 更有纪念

意义， 因此， 请 “总统、 国务院主持， 将云南起义定为国庆日外， 更予唐

督军 （继尧） 暨起誓诸人以心懋赏， 以彰勋劳， 昭示来兹”。② 后来， 孙中

山逐渐认识到武昌起义有鼓舞民众革命斗志、 继续争取民主共和的作用，
于是开始注重对武昌起义经过的介绍， 不断赋予 “双十节” 新的历史内

涵。 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孙中山发布 《纪念双十节布告》， 称自己 “受讨逆

之任”， 在南疆 “缅怀先烈， 亦欲与我国民饮水思源， 知民国缔造之由

来”， 深知责任与使命， 号召民众 “于兹纪念大典， 交相勖励， 共纾卫国

之忧， 力荷建设之责， 以保持此国庆至于无穷”。③ 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肯

定自己在武昌起义、 革命建国中的地位与作用。 １９１９ 年 “双十节”， 孙中

山又发表 《八年今日》 一文， 回忆武昌起义经过， 表达对辛亥革命后中国

现状的不满与愤慨， 尖锐讽刺武人政客的祸国殃民， 指出 “革命之事业，

０４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高劳：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庆纪事》， 《东方杂志》 第 ９ 卷第 ６ 号， 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第

１０ 页。
《致黎元洪国务院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山大学历史

系孙中山研究室、 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孙中山全集》 第 ３ 卷，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第 ４０２ 页。
《纪念双十节布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山大学历史系

孙中山研究室、 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孙中山全集》 第 ４ 卷，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２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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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成功也， 革命之目的， 尚未达到也”， 希望 “后起者” “继成大业”。①

北伐时期， “双十节” 的仪式更是成为孙中山进行革命动员的重要时

机。 １９２４ 年， 国共第一次合作， 国民党改组成功， 革命形势高涨， 孙中山

以大元帅身份率领北伐军到达广东韶关。 １０ 月 １０ 日， 韶关军民举行辛亥

武昌起义十三周年纪念庆祝典礼， 孙中山亲自参加， 并回忆了武昌起义的

情况， 讲演 “双十节” 历史之经过， 告诫大家， 之所以仍是年年庆祝 “双
十节”， “就是因为他尚存有民国之名， 留得此招牌， 为吾人奋斗前进的一

线生机”。② 据参加过这次 “双十节” 庆典的人回忆， 孙中山在演说中预言

正义在革命一边， 民众在革命一边， 北伐一定胜利， 革命一定成功。 他的

讲话给与会军民以莫大的鼓舞， 全场欢声雷动， 口号震天。③ 孙中山及其

领导的革命政权， 在 “双十节” 广泛宣传民主、 共和与革命的思想， 影响

了民众的精神面貌， “南方当局， 讨贼声威， 震动寰宇。 河源大捷后， 东

江余孽， 指日肃清， 饮马长江， 会师武汉， 将与此国庆而祝捷焉”。④

二　 南京国民政府 “双十节” 的纪念仪式

“双十节” 仪式所表达的政治文化意义具有现代国家认同的特性。 社

会学家涂尔干指出： “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中产生的行为方式， 它们必定要

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⑤ 在国民党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

时代， 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导一切的行动指南。 因此， 南京国民政府

更加注重通过主导 “双十节” 的仪式程序与仪规， 实现 “党国” 意识的教

化功能。
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 在 “双十节” 的仪式活动中， 有的仪式活动由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明文规定， 如悬挂党国旗； 有的仪式活动并没有规

定， 但伴随着节日仪式活动的举行， 逐渐成为节日仪式的常规。 南京国民

１４１仪式展演与政治宣传：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 “双十节” 与统治合法性建构　

①

②

③

④
⑤

《八年今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

研究室、 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孙中山全集》 第 ５ 卷，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３２
页。
《在韶关庆祝武昌起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陈旭麓、 郝盛潮主编 《孙中山集外

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第 １１２ 页。
谢平难： 《孙中山最后一次参加 “双十节”》， 武汉市政协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 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１９８６， 第 ７１ 页。
《庆祝国庆日之感想》， 《广州民国日报》 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第 １ 版。
〔法〕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渠东、 汲喆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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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后， “双十节” 的仪式日渐规范， 并基本形成定制， 成为各地

“双十节” 庆典的统一模式：

一、 全体肃立

二、 奏乐

三、 唱党歌

四、 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

五、 主席恭读总理遗嘱

六、 静默

七、 主席致开会辞

八、 演说

九、 呼口号

十、 礼成。①

“双十节” 仪式中的每一仪节都有深刻的功能和内涵。 节日中的 “全
体肃立”， 使人们形成庄严肃穆的氛围， “是一种情绪唤起， 让人们进入严

肃的状态， 从身体上让人达到紧张与兴奋， 从而为仪式的下一步进行做准

备”。② 全体肃立， 首先使人们从身体与精神上进入了一种情境当中， 为接

受国民党所主导的节日仪式熏陶准备了一种氛围。
唱党歌。 国民党的党歌在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由国民党中常会第 １９０ 次会议通

过。③ 其歌词完全是三民主义政治思想的直白说教与表达：

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 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 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 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 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 贯彻始终。

在党歌歌词中， 重点强调的 “三民主义” “主义是从” “必信必忠”
等词语， 蕴含着强烈的政治暗示， 无疑会对民众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 尊崇党旗、 国旗是政治仪式的中心环节。 １９２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 ８０ 号， 颁布制定了党旗和国

旗的尺度及式样， “决定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及军旗， 以青天白日满地红

２４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前日国庆纪念大会》， 《申报》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第 １３ 版。
陈蕴茜： 《时间、 仪式维度中的 “总理纪念周”》， 《开放时代》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党歌》， 《中央周刊》 第 ３４ 期，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 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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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为国旗”。 党旗和国旗是国民党及中华民国的象征符号。 对党国旗行最敬

礼， 能够树立党国的威权， 因为 “党国旗的价值， 大部分不在其组成形体的

物质， 而在于所附寄的中国国民革命史和所象征的三民主义。 ……我们对于

党国旗的尊敬， 不仅是我们生存在这个旗帜下的一种义务， 着实是人类一

种高尚的天性。 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 发展我们的天性， 就要把党国旗当

作我中华民族的生命一样保重”。① 在国民党的解释中， 尊崇党旗和国旗关

系着对国民革命史和三民主义的认同， 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 带有浓厚

的、 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色彩。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为了促进民众对孙中山的崇拜， 实现三民主

义的传输， “向总理遗像行最敬礼” 及 “恭读总理遗嘱” 的礼节广泛渗透

到了各种节日仪式当中， 它也成为 “双十节” 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仪节。②

如果说国民党利用 “向总理遗像行最敬礼” 及 “恭读总理遗嘱” 仪节

宣传三民主义， 还只是停留在象征仪式层面的话， 那么， 政治演说则完全

是一种国民党向民众灌输三民主义思想的方式。 这些政治演说使民众能够

了解 “党国” 的现行政策与工作方向， 对于宣传三民主义直接起到了政治

说教的作用。 蒋介石从 １９２８ 年起几乎每年都要发表 《中华民国国庆纪念

告全国同胞书》， 反复重申要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 国民党其

他要员也经常结合党政工作的需要进行国庆的演说， 这些致辞或演说一方

面突显了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促使民众不断认同国民党的政治实践； 另一

方面借助 “双十节” 庆典的庄严性和神圣性， 暗示了国民党统治权力的崇

高威严， 具有强化国民党统治权威的功能。
在所有仪式中， 呼口号是最具感染力的仪式行为， 能够充分调动仪式

参与者的情绪， 并使其陷入精神狂热之中。 国民党通过带动民众呼口号的

形式， 不断扩大其政治话语的传播， 以达到影响民众生活的目的。 如 “庆
祝伟大的革命双十节” “庆祝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 “庆祝三民主义的伟大

胜利！” “努力实行总理的遗教！” “厉行革命的建设事业！” “三民主义的

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实行革命的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 等。③ 随着国内

及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 口号的内容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

后， “双十节” 的庆祝口号成为动员民众抗日的重要手段， 如 “继续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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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拥护政府抗战到底” “维护国家生存完成总理遗志” “人人奋起共

赴国难”。① 国庆纪念日庆祝大会的口号极为简练， 便于民众的诵读和记

忆。 保罗·康纳顿曾指出， 仪式语言作为一种记忆手段， 具有强大的力

量。② 通过呼口号， 能够动员民众追随国民党， 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完成现阶段的政治目标。

通过举行 “双十节” 的纪念仪式展演， 国民党将自身、 国家和民族三

者置于共同的时间场域中， 建立起过去与现代的历史联系， 从而达到重塑

民众集体记忆的目的。 在这种营造的充满神圣感的节日仪式当中， 民众被

裹挟到其权力及合法性建构的历史体验中， 不断完成着自身政治意识的

“党化” 过程。

三　 国民党的政治宣传与合法性建构

１９２７ 年， 国民党完成北伐， 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 建立起了南京

国民政府。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操控现代国家的政治权力和传媒手段，
竭力利用 “双十节” 等纪念日进行宣传教育， 建立起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与

“双十节” 历史的连接。
南京国民党政权通过在 “双十节” 回顾辛亥革命史略， 歌颂孙中山的

丰功伟绩， 将国民党与辛亥革命建立起革命谱系， 展现自身政治统治权力

的合法来源。 在 《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 中， 国民党要求各级党

部、 行政机关及学校在宣传 “双十节” 时要讲述国庆纪念日史略： “民国

纪元前一年 （公历一九一一年） 十月十日吾党同志熊秉坤、 蔡济民等奉总

理命， 在武汉首义， 讨伐满清， 各省同志纷起响应， 不两月即光复十余

省， 推翻满清专制， 创立中华民国。”③ 通过叙述先烈建国的历史过程， 国

民党巧妙地向民众表明中华民国是由 “吾党” 所创立。 在政治话语转换

中， “双十节” 由原先纪念革命先烈的历史被偷偷转换为纪念国民党建国

的历史。
在国民党国庆纪念宣传大纲政治话语中， 辛亥革命史的叙述着重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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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的历史作用。 在话语

宣传中， 首先高度评价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国民

党将辛亥革命的成功归于孙中山， 是 “总理二十余年积极奋斗的结果”。
国民党称孙中山自中法战争之后， 一直不断进行革命， 领导兴中会、 同

盟会， 发起多次起义以挽救中国： １９００ 年惠州起义， １９０６ 年萍澧起义，
１９０７ 年黄花岗之役、 惠州之役、 七月钦廉之役、 镇南关之役， １９０８ 年的

河口之役， １９１０ 年的广州起义及 １９１１ 年的广州起义。 大纲指出， 正是

这些革命实践使孙中山有足够的力量来呼吁民众追随他的民族革命思想，
从而造成伟大的革命势力， 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 通过强调兴中会、 同

盟会等组织发起的一次次的革命起义与战役， 把作为孙中山继承者的国

民党置于辛亥革命及近代中国历史的核心位置上。 其次， 大纲高度评价

辛亥革命的意义。 大纲指出， 辛亥革命的成功， 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平

等， “使各民族都能在同一政治组织之下， 以平等互助之精神， 建立起

一新中华民国”。 “中国人民始得由牛马奴隶， 进而为民国的主人翁， 而

获得做人的地位。” 同时， 大纲分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认为革命

失败于忽视革命主义及方略， 忽视民众的革命力量及党的本身不健全，
突出了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的总理遗教。 最后， 通过在国庆

日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的表述， 将国民党的工作重点传达给民众。 在大纲

中， 向民众传达国民党是国家建设的责任者的信息： “代表全面利益而奋

斗的国民政府， 更因以稳固其地位而设施及发展其党治的法治的民治的

政治。”
在 “双十节” 的纪念中， 国民党执行孙中山 “遗教” 继承人的角色，

着重突出实施 “三民主义” 等政治纲领的话语宣传， 规定 “应努力训政工

作， 以荡涤旧污， 促成宪治， 实现三民主义”。① 在 《中央周刊》 的宣传标

语中， 国民党认为， “辛亥革命失败于整个的三民主义不能贯彻！” “辛亥

革命失败于落空了的训政工作！” “惟有完成训政工作才不蹈辛亥革命的覆

辙！”② “双十节” 期间的 《申报》、 《中央日报》、 各地 《民国日报》 都登

载着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制定的宣传标语和口号， 如 “辛亥革命是中国

民主政治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是不能厉行训政建设”。③ 蒋

介石在纪念 １９２８ 年的 “双十节” 中认为， 训政时期应本着 “以党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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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建国、 以党治国” 精神， “处处以党的力量为核心”， 共建一个 “新中

华民国”。① 国民党各要员也充分利用 “双十节” 展开训政宣传， 不断将执

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孙科曾在演讲中说： “纪念 ‘双十节’ 的意

义在于吾人际此国庆声中， 甚愿全国人民一致觉悟， 誓死拥护国民政府；
对于国政府训政时期之建设工作， 尤当竭力促其完成， 以达革命之终极目

标。”② 为了引导民众对训政工作的支持， 国民党政治精英们宣传： “国民

党集中一切政权， 施行训政的工作， 他的精神与目的， 是以政权付诸国民

为归宿。 双十节的光荣抑或黯淡， 全视吾们能否统一民众的意志与党的指

导之下， 及能否一致努力履行主义而定。”③ 国民党希望通过 “双十节” 的

宣传， 使党员及民众确立共信互信的信念， 顺利完成训政， “因为共信互

信的确立， 使党员的思想易于统一， 党的力量易于集中， 且使党的统一和

发展， 可期可待， 党的使命即可完成”。④

结　 语

南京国民党政权利用民国建立过程中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日期作为纪

念日， 对纪念日的时间及仪式进行统一规定， 主导话语宣传、 仪式展演，
宣传国民党的革命斗争史， 这不仅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 而

且通过其所表达的意识观念与思想情感， 对民众的社会生活起到了组织、
教育、 调整与维持的作用。 吉登斯认为，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后， 国家通

过对时间和空间安排所进行的精确调配而实现对社会的监控。⑤ 南京国民

党政权正是通过 “双十节” 节日体系中历史知识谱系的建构， 并通过仪式

化的过程， 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说教传输到民众当中去， 引导民众接受国

民党的领导以及三民主义意识的熏陶， 最终达到整合社会秩序的目的。
在纪念 “双十节” 的过程中， 无论是辛亥革命历史话语的叙述， 还是

纪念仪式的展演， 无不体现着现代政治权力操控的痕迹。 国民党中央领导

人、 党政要员每年 “双十节” 期间发表大量的政治演说， 包括蒋介石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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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双十节” 当日的纪念讲话， 都是根据自己的政治意图来选择、 安排纪

念话语， 持续不断地对 “双十节” 赋予政治符号的意义， 巩固、 扩大国民

党在辛亥革命上的历史话语权。 每年的 “双十节” 期间， 国民党元老吴稚

晖、 邵元冲、 叶楚伧等人都会撰文号召民众响应国民党的党化意识形态。
１９２７ 年的 “双十节”， 叶楚伧在 《民国日报》 发表的社评就体现了这一

点： “同胞们！ 忠实明白的同胞们！ 你们如其赞同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如

其恐惧中国国民党的强暴腐败， 更应该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因为中华

民国是你们的， 中国国民党也是你们的， 中国国民党民众化了， 才挑得起

这副重担； 中国国民党民众化了， 才不致强暴腐败。”① 部分知识精英积极

参与建构民众对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认同， 使民族国家的观念渗透在节日

的庆祝中。 如罗家伦在 １９２９ 年清华大学庆祝国庆大会上， 对国民政府成立

后国家的前途充满着希望： “过去十几年的困难问题， 在无系统， 凌乱混

杂， 没有统一的国家作系统的发展。 而今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政府， 前途

的希望正大。”② 蔡元培在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海庆祝国庆节大会上， 明

白地表达了当年的庆祝价值所在： “军事结束后， 无论政治、 党务、 社会，
一切问题都有详尽计划， 可以努力进行。 ……希望从今天起， 不再有战事

的继起， 一致努力建设上的一切事业， 一面并彻底把贪官污吏等扫除净

尽。”③ 知识精英对于国庆日与国家关系的建构， 使民众对于国家有了深切

的认识， 知道国家的存亡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 从而对国家的理想与信念

也越发忠诚， 正如李鼎铭所回忆： “今天是双十节 ３１ 周年纪念。 回忆孙中

山先生奔走革命数十年， 经过十次的起义， 十次的失败， 许多革命志士，
英勇牺牲， 前仆后继， 不知掷了多少头颅， 流了多少热血， 才培植成这朵

‘双十节’ 灿烂之花。”④ 可见， “双十节” 在强化人们的辛亥革命历史记

忆、 塑造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专家荐语：
姜瑞学同学的论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 “双十节” 为主要

考察对象， 展现了国民党统治技术的另一面， 即通过主导 “双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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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史叙述及仪式展演， 重塑国家象征符号与统治合法性的建构， 进

而增强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 这一选题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深化，
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 论文以档案、 报刊等资料为基础， 深入进

行话语分析， 论证思路明晰， 结构严谨， 语言流畅， 达到了作者预设

的研究目标， 特此推荐。

推荐专家：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蕴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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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与中国国家社会党的成立及运作∗
　①

　 王尤清∗∗ 　②

提　 要　 中国国家社会党是由张君劢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发起成立的政党， 政治上提倡修正的民主政治， 经济上主张实行

国家社会主义。 与国共两党一样， 中国国家社会党有完整的政治纲领和严

密的组织机构， 并以在野党的身份提出改造中国的现代化立国主张， 批判

国民党 “一党专政” 和独裁统治， 调和国共之争， 推动民主宪政运动和抗

日救亡运动。 国社党虽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政党更替， 达到改造中国的

政治、 经济诉求， 但作为当时民主、 进步的力量， 国社党对揭露国民党的

独裁统治， 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改造和民主政治建设， 仍然起到相当重要的

作用。
关键词　 张君劢　 中国国家社会党　 民国政治

中国国家社会党 （以下简称 “国社党”） 是由张君劢等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发起成立的政党， 政治上提倡修正的民主政治，
经济上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国民党宣称秉承

“国父遗训”， 实行一党独裁。 国民党的做法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的反

弹， 张君劢及其同人不相信在一党专政下， 国民党会自动放弃既得利益。
在没有反对党， 权力不存在竞争的体制中， 不可能会有言论自由和人权保

障。 故张君劢要组建政党， 以制衡国民党一党独裁， 发挥监督政府权力的

作用。 张东荪在提到组建国社党的目的时也强调， 组建国社党 “纯是为了

①

②

本文系贵州财经大学 ２０１３ 年引进人才项目 “张君劢与 １９３０ 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的组建及

其运作研究” 阶段性成果。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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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 ‘党外无党’ 一句话而激成……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 我们

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 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 目的不过

如此”。① 此外， 张君劢要践行民主政治理念和社会主义理想， 也需要借助

团体的力量。 长期以来， 国社党被淹没于国共两党分合和争斗的历史潮流

中， 较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即使偶有提及， 也多是从中共统战史或革命

同盟军的角度进行评述， 将其看作 “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 充当蒋介石法

西斯独裁的点缀品”。② 政党是不同阶层、 群体的利益代表， 任何政党都有

其独立的利益和政治选择。 因此， 对于国社党成立及其政治运作， 应该放

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和评价。 系统梳理国社党成立、 发展和组织

运作的历史， 既可以考察当时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的理解程度， 亦可审视

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发展演进的轨迹。

一　 张君劢与国社党的历史渊源

国社党成员俊生在梳理中国政党历史时， 将自己的源流追溯到清末康

有为、 梁启超所从事的宪政运动。③ 尽管这一说法有自我拔高的意味， 但

就其主要发起者与领导人张君劢、 张东荪等人的经历和政治活动来看， 却

也并非虚言。 张君劢 １９０６ 年东渡日本留学， 开始追随梁启超从事民主宪政

运动，④ 直到梁启超去世， 基本参与了研究系的重要政治活动。 虽然这些

活动与国社党的成立没有直接关系， 但张君劢在其间所形成的人际网络，
无疑为国社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具体而言， 张君劢筹组国社党的酝酿始

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 其 “所念念不忘者， 在延揽同志而已”。⑤ １９２２ 年，
张君劢与张东荪等人商讨组建政党问题， 以为应首先创办理想杂志， 集合

同志， 进而组党。 梁启超也有将研究系改组为党的愿望， “张君劢、 丁文

０５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⑤

张东荪： 《理性与民主》， 岳麓书社， ２０１０， 第 ７ 页。
相关文章有： 王玉祥 《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探析》， 《历史档案》 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 尹涛 《中国民主社会党的成立及特点》， 《民国档案》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魏万磊 《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国社党的社会主义观》，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俊生在 《中国国家社会党》 一文中写道： “研究系、 进步党， 虽然在名字上内容上和今日

的国社党并不完全有关联， 但未曾不可说是一脉相承。 换句话说： 中国目前任何一个政

党， 其酝酿期似乎都没有我们这样长久， 因为我们大概经过了三十个年头， 才有正式的

组织。” 俊生： 《中国国家社会党》， 《再生》 第 １０４ 期，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第 ２３ 页。
程文熙： 《张君劢先生年表长编》， 朱传誉主编 《张君劢传记资料》 （２）， 台北， 天一出

版社， １９８５， 第 ２５４ 页。
张君劢： 《与溯初吾兄书》， 丁文江、 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第 ８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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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两人极为赞成， 想以胡适之为桥梁， 打通北大路线， 表面不拥戴一个党

魁， 暗中则以梁与蔡元培为其领导人。 ……此次组党虽未成， 却未尝不是

张君劢办政治大学的契机， 也是成立民社党的一个远因”。①

１９２３ 年， 上海国立自治学院 （后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 的创办则为张

君劢组建国社党的基础。 其间， 他不仅在经费筹措、 学校选址以及课程设

置等基础设施上投入大量心血， 而且广邀学界名流任教和演讲， 除其挚友

张东荪外， 诸如罗文干、 潘光旦、 金井羊、 朱亦松等。② 张君劢对国立政

治大学 “投注了很大精力” 进行经营和运作，③ 其目的是培养具备宪政素

质的政治人才， 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政治大学的创办不仅为张君

劢聚合了国社党的发起成员， 而且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如冯今白、 蒋匀

田、 王世宪等均成为张君劢的得力助手， 以至于国社党与中国民主宪政党

合并为民主社会党后， 他们被称为民社党内的 “政大系”。④

国立政治大学受到国民党查封停办后， 张君劢避居上海租界， 以张士

林为笔名译述拉斯基的 《政治典范》。 拉斯基作为英国工党的著名理论家、
社会活动家和费边社成员， 长期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不少

中国留学生受业于其门下。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拉斯基

指导的中国学生有钱昌照、 陈源、 徐志摩、 罗隆基、 王造时等； ３０ 年代师

从拉斯基的有程沧波、 龚祥瑞、 邹文海和吴恩裕等。 他们回国后多在教育

界、 新闻界、 政界任事， 并且围绕罗隆基、 彭文应、 王造时等形成一个费

边社会主义团体。⑤ 罗隆基、 王造时在政治理念上与张君劢较为相近， 邹

文海、 费孝通留学期间对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兴趣浓厚， 非常敬仰翻译拉斯

基 《政治典范》 的张君劢， “而朱亦松和费孝通在国社党内自然也和张君

劢构成党员与党魁的关系”。⑥ 译介 《政治典范》 不但为张君劢提供了相应

的理论思考， 还为国社党的成立聚集了一批人员。
青年党对张君劢组建国社党也起到很大的帮助， 政治大学被关停后，

张君劢在上海与李璜合办 《新路》 杂志。 其间， 曾与 “国内夙德” 的胡石

１５１张君劢与中国国家社会党的成立及运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陶菊隐： 《蒋百里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５１ ～ ５２ 页。
程文熙： 《君劢先生之言行》， 朱传誉主编 《张君劢传记资料》 （７）， 第 ２９ 页。
李达生： 《国士： 张君劢先生》， 朱传誉主编 《张君劢传记资料》 （７）， 第 １２ 页。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民社党活动情况的报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民主社会

党》， 档案出版社， １９８８， 第 ３７５ 页。
关于费边主义的论述， 可参见刘是今 《一个鲜为人知的费边社会主义宣传团体———主张

与批评派初探》 （上、 下）， 《广西社会科学》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２ 期、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魏万磊：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再生派” 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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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就政治主张交换看法。① 李璜希望胡石青加入青年党阵营， 由于理念差

异， 胡石青 “旋晤张君劢， 所见亦微有同异”。② １９２９ 年春， 李璜在上海

英租界创办知行学院， 邀请名流前来授课， 张君劢亦在被邀请之列。 李璜

与 《新月》 杂志社中的人权派关系密切， 罗隆基、 梁实秋等人权派知识分

子受邀到知行学院任教。 李璜及其创办的知行学院对后来组建国社党的研

究系知识分子和人权派知识分子起了桥梁和中介作用， 国社党成立时， 罗

隆基、 诸青来、 罗文干等相率加入。
有研究者将以张君劢为中心的再生社知识分子分为五层关系： “门生、

故旧、 同乡、 亲戚、 一般朋友或同事。”③ 其实这五层关系也体现在张君劢

筹建国社党的人际网络中， 《再生》 杂志是国社党的机关刊物， 虽然并非

所有再生社学人都加入国社党， 但大多数人与国社党党员重合。 综合起

来， 国社党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来自国立政治大学的学生； 二

是承续梁启超的研究系和康有为在海外的中国民主宪政党；④ 三是来自

“人权派” 和青年党。

二　 张君劢与国社党的成立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梁启超去世， 张君劢、 张东荪等继续进行组党活动。 １０
月， 张君劢赴德国耶拿大学任教， 张东荪仍留在国内筹划组党。 １９３０ 年

秋， 张东荪受司徒雷登邀请赴燕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 先后与胡石青、 徐

君勉、 汤住心、 陈博生、 罗文干、 诸青来等商议建党事宜， 将党的名称定

为 “中国宪政党”， 并起草党纲， 待张君劢回国后做最后决定。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张君劢回国， 认为 “宪政党” 名称太旧， 遂改为 “国家社会党”。⑤

国社党名称与希特勒的社会党相同， “国人每误认与德国希特勒政党的性质

相同”， 国社党解释道： “希特勒所重在民族， 在日耳曼的血统， 照其愿意应

２５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⑤

张君劢： 《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 《中西印哲学文集》， 台北， 学生书局， １９８１， 第 １４０３
页。
郭豫才： 《胡石青先生年谱》， 《再生》 第 ８７ 期，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 第 ９ 页。
魏万磊：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再生派” 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 第 ７１ ～ ７３ 页。
海外的中国民主宪政党 “以华侨作中坚”， 长期以来主要在美国等地活动。 康有为去世

后， 徐君勉继任宪政党主席。 国社党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徐君勉以个人身

份参加， 并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 宪政党重要人物梁秋水也成为国社党中央总务

委员会委员。
程文熙： 《张君劢先生年表长编》， 朱传誉主编 《张君劢传记资料》 （２）， 第 ２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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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民族社会党， 根本上与本党风马牛不相及。”① “前者为社会主义， 后者

为法西斯主义， 吾人不可以其名词相混淆， 应以其性质而别异同。”② 为了避

免让人误解， 张君劢在 《国家社会主义纲领》 中也特别强调二者的不同。③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国家社会党成立于北平，④ 由于 “政府的压迫， 所以

一切的活动都是秘密的”。⑤ ５ 月 ２０ 日发起组织再生社， 发行机关刊物———
《再生》 杂志， “在北平设总部， 在天津设特别区委， 在上海武汉等地设立分

部。 武汉由南庶熙负责， 上海由王造时、 刘荣石负责， 张君劢往来平津鲁豫

间， 指挥一切”。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国社党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通

过 《国家社会党政纲》 和 《国家社会党宣言》， 确立国社党的组织架构， 选

举张君劢及张东荪、 胡石青、 徐君勉、 黄任之、 罗隆基、 汤芗铭、 梁秋水、
陆叙百、 诸青来、 胡子笏等 １１ 人为中央总务委员。 张君劢兼总秘书， 总揽

党务， 汤芗铭任组织部长， 罗隆基任宣传部长， 梁秋水任财务部长。 政党的

影响要通过有序的组织和运作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国社党组织系统分为中央

部、 支部和分部三级。 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闭幕后为中央部

总务委员会。 中央部总务委员会设总秘书一人， 执行总务委员会之议决，
并分设文书、 财政、 组织、 宣传四处， 每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 执行该党

总章， 筹划该党财政， 以及决定该党对于政局之态度。⑥ １９３６ 年， 国社党

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选举总务委员 ８ 人。 国社党不设主席或委员长，
只设总务主任兼总秘书一人作为最高领袖， 此职务一直由张君劢担任。 总

务委员为张东荪、 陆鼎揆、 罗文干、 罗隆基、 诸青来、 汤芗铭、 卢韦昌。
国社党的地方组织方面， 除陕、 甘等省外， 均有省党部组织。

组织机构建立后， 张君劢开始致力于党员发展和根据国内局势的变化

进行政治运作。 党员发展方面， １９３４ 年国社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 北

平约 １００ 人， 山东 １４０ 人， 四川 １００ 人， 上海 ５０ 人， 汉口 ５０ 人， 天津 ４０
人， 各地约 ７０ 人。⑦ 为了宣传国社党的政治主张和加大党员的发展工作，

３５１张君劢与中国国家社会党的成立及运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民主社会党》， 第 ２ 页。
骆明夫： 《论中国国家社会党》， 《更生评论》 第 ３ 卷第 ５ 期，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第 １７
页。
记者： 《国家社会主义纲领》， 《再生》 第 ３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第 ２６ 页。
参见程文熙 《张君劢先生年表长编》， 朱传誉主编 《张君劢传记资料》 （２）， 第 ２６０ 页。
俊生： 《中国国家社会党》， 《再生》 第 １０４ 期，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第 ２３ 页。
说文社编辑部： 《国家社会党》， 《党： 中国各党各派现状》， 说文社会， １９４７， 第 １、 ３
页。
卓希陶： 《中国现有党派概况： 国家社会党》， 《胜流》 第 ３ 卷第 ７ 期，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１ 日，
第 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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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陆续到广州、 太原、 山东、 北京等地巡回演讲， 扩大国社党的影响

力。 并以 《再生》 杂志作为宣传阵地， 发表 《中华民族复兴之民族基础》
《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 等一系列文章， 阐释国社党的政治理念、
文化诉求和经济主张。 １９３４ 年， 国社党在香港创办 《宇宙周刊》， 与 《再
生》 相呼应。① 到 １９３８ 年， 国社党总人数发展到 １ 万人左右。② 这些党员

多分布在张君劢、 张东荪教授过的学生中， 青年党党员亦有转入者， 故时

人说其代表大会等于学生在课堂里听讲。③ 国社党活动的对象， 也多属于

上层政治人物， 活动地以平津沪汉济蓉各地学校为主。④

三　 张君劢与国社党的组织运作

政党政治得以存在的关键在于 “合法反对” 原则， 即 “反对的普遍认

同， 组织化的政党以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充分自由”。⑤ 国社党组

织机构得以建立并发展了一定数量的党员， 已满足组织化的政党这一条

件， 其政治运作主要围绕着争取 “反对的普遍认同” 和 “以和平方式实现

政权更替的充分自由” 两方面进行。
“反对的普遍认同” 本在民国初年已经获得政治精英的认可， 但国民

党宣称秉承 “国父遗训”， 实行一党独裁。 对于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所表

达的呼声和制度要求， 国民党认为： “其一即存心捣乱中央之反动派， 其

二即不明党治训政作用之教书先生， 如胡适之之流也。”⑥ 国民党对知识分

子的态度和谋求独裁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容许其他政治势力存在， 尤

其是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势力。 而国社党的初衷就是要以反对党的身份出

现， 制衡国民党一党独裁， 发挥监督政府权力的作用。 国社党实现 “反
对的普遍认同”， 必须争取批评政府的权利和获取国民党对其合法身份

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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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党成立后， 张君劢便以 《再生》 杂生为舆论阵地发表 《国民党党

政之新歧路》 《法治与独裁》 等文章， 批评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和独裁政策。
张君劢既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 也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 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后， 在张君劢的领导下， 国社党对国民党、 共产党和青年党都进行批

判： “以性质论， 国民党腐化， 共产党恶化， 青年党顽固化。 ……以主义

论， 三民主义混， 共产主义激， 国家主义旧。” “外强不可靠， 政府不可

靠， 在朝有势的国民党不可靠， 在野的共产党不可靠， 可靠者， 惟有中国

国社党！”① 国社党既反对共产党政策主张， 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 因

此在受到共产党人批判的同时， 还遭到国民党的打压， 机关刊物 《再生》
杂志被国民党列为 “反动刊物” 查禁， 甚至张君劢的译著也被 “收集起

来， 搭了七个塔， 一举而焚烧之”。②

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刻， 张君劢也并非完全将国社党推到国民党

的对立面。 对秉承自由主义理念的张君劢及其同人而言， 尽管国民政府并

非理想政府， 但从稳定中国内乱的大局考虑， 国民政府仍然获得他们的相

对认同。 国民党虽然独裁专制， 但其政纲规定最后依然要过渡到宪政， 国

民政府具有进行宪政改造的可能性。 组建国社党， 是张君劢及其同人希望

通过宪政改造现政府的一种方案。 国社党成立后， 在国共这样以军队作为

后盾的强势政党面前， 生存空间十分有限， 寻求与国共两党建立联系， 使

国社党的合法性获得认同， 也即实现 “反对的普遍认同” 是张君劢及其同

人要达到的首要目标。
九一八事变之后， 面对日本的入侵， 国社党主张中华民族必须自立自

强， 奋起反击日本侵略者， 收回东北失地。 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

族自尊心， 张君劢翻译了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的爱国主义演讲——— 《费
希特对德意志国民之演讲》， 并于 《再生》 杂志连载。 此外， 从 １９３３ 年

起， 张君劢先后在国社党机关刊物 《再生》 上发表 《民族复兴运动》 《中
国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 《中国哲学之创造》 等文章， 并于 １９３５ 年出版

《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 一书， 以提高民族自信， 坚定抵抗日本入侵的

决心。
１９３７ 年， 日本全面侵华， 国民党在各方压力之下改变对内对外政策，

解除党禁， 提出与各党派共商抗日大计。 国社党的合法身份得到国民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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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 国社党争取 “反对的普遍认同” 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张君劢领导的

国社党进行政治运作要达到的下一步目标就是争取 “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

更替的充分自由”。 因为 “政权和平更替是政党运作的动力与目标所在，
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又一标志， 它表现为执政党与反对党都接受这样一个原

则： 无论谁执政， 在一定时候都必须按规则把权力移交给自己的政治对

手， 由此保证政党间轮流、 公平地分享政治权力， 在权力更替中维护社会

的公平与正义”。①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蒋介石邀请各党派人士到庐山会谈， 张君劢、 张东荪作

为国社党代表参加会议， 并一致认为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刻，
“民族生存之重要， 超过一切， 必先有民族， 方可谈到其他， 在精诚团结

声浪中， 在野人士， 对政府应表示信任， 发挥善意”。②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张君

劢致信国民党， 阐述国社党成立的目的、 宗旨和主张， 表示认同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精神， 拥护国民党抗战建国的政策。 同时希望国民党 “在抗战期

间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 对内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

法之充分保障”。 同年 １２ 月张君劢以调和国共分歧的立场致信中共， 表示

认同中共对抗战形势的分析， 但主张 “军队唯有属于国家， 而不可属于一

党”， 建议中共 “取消特区”， 希望中共将 “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③ 在

这些问题上国社党与共产党未能达成一致， 但并未妨碍双方建立联系。
１９３８ 年底， 张东荪、 叶笃义代表国社党到武汉与周恩来、 董必武等人进行

会谈， 并建立两党高层之间的联系。
参加国民参政会和推动民主宪政运动是张君劢率领国社党在抗战期间

进行政治运作的主要活动。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６ 日， 张君劢率张东荪、 罗隆基、
胡石青、 梁实秋、 罗文干等国家社会党骨干成员参加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参

政会。 张君劢被选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 并与罗隆基和胡石青一起

被选为大会常驻委员会委员。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召

开， 张君劢作为常驻代表提出 《刷新政本以利抗战案》。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在

国民参议会一届四次会议上， 张君劢与左舜生、 章伯钧等人联名提出 《请
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 和 《改革政治以应付

非常局面案》。 要求国民政府结束党治， 实施宪政。④ 经过激烈讨论， 大会

通过 《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 大会指定张君劢、 黄炎培、 周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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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召集人。 不久， 张君劢主持召开了两次宪政期成会会议， 详细讨论宪法

制定和宪政实施的具体问题。
除了上述活动外， 针对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破坏民主和加强独裁统治的

做法， 张君劢利用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 与中间党派领导人黄炎培、 梁

漱溟等人于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举行秘密集会， 商讨成立民主政治同盟。 并于 １９
日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 通过了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 《敬告政府与

国人》 《中国民主政团章程》， 推举张君劢、 黄炎培、 左舜生、 章伯钧、 梁

漱溟为中央常委。① 宣告包括中国国家社会党、 中国青年党、 第三党、 中

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张君劢率领

国社党积极推动民主宪政运动， 特别是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一系

政治活动， 威胁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１９４１ 年底， 国民党冠以张君劢指使

西南联大学潮的 “莫须有” 罪名， 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长达两年之久。 在

被国民党软禁关押期间， 张君劢依然在积极地宣传民主宪政思想， 推动民

主宪政运动的发展。

四　 张君劢与国社党的理论纲领

国社党的理论和纲领主要体现在 《我们所要说的话》 和 《国家民主政

治与国家社会主义》 两篇文章中。 《我们所要说的话》 长三万余言， 署名

“记者” 发表于 《再生》 杂志创刊号， 实由张君劢、 张东荪和胡石青三人

共同起草， 张东荪执笔完成， 这篇文章全面阐述了国社党对于中国政治、
经济和教育的主张， 并提出了 ９８ 条纲领。 在 《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

主义》 一文中， 张君劢则将这些主张系统化。
国社党 “以建立国家之新制度， 开拓社会之新局面为宗旨”， 所谓新

制度即 “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② 国社党的政纲和主张也围

绕 “绝对的爱国主义” 和 “渐进的社会主义” 展开。 关于 “绝对的爱国

主义”， 张君劢将其概括为五点： “ （一） 人民之所以爱国， 不是为自国家

手中得到利益； （二） 即在国破家亡中， 不特无好处可得， 反而有害处可

受， 而爱国之心应仍旧丝毫不减； （三） 不因强者战胜之故， 轻易受人威

协而背叛其祖国； （四） 在国破家亡后之爱国心， 即为民族复兴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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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所以爱国， 不是为求国家之酬报， 乃是行其心之所安。”① 关于 “渐
进的社会主义”， 即主张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改良， 反对暴力革命，
提倡以和平缓进手段实行计划经济， 对工业加以管理， 在农业方面化佃农

为自耕农。 国社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当取法苏俄之计划经济，
而务免其经过之牺牲， 当采用美国之统制方法而务弃其枝节之不屑。”② 在

《国家社会主义纲领》 中， 国社党提出 “以国家力量使民族有一体之自觉；
社会尽协合之机能； 个人得自由之发展”， 即国家社会主义， 这也是国社

党改造国家计划的最高原则。③ 在绝对的爱国主义和渐进的社会主义理念

下， 国社党的政治纲领可概括为： 国家民族本位， 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

社会主义。
处于内忧外患时期的知识分子， 在思考解决社会问题和国家出路时，

普遍带有民族主义倾向， 张君劢及其创建的国社党也同样如此。 在其纲领

性文献 《我们所要说的话》 中， 国社党强调： “我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

中最强的。 阶级观念决不与之相抗， 无论是以往的历史， 抑是目前的现

象， 凡民族利害达到一高度， 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 日本人压迫我

们到这种地步， 虽平日在对抗中的资本家与劳工， 平日在仇视中的人民与

军队， 亦却不由得不联合一气， 从事于抵抗。 所以民族观念是深中于人心

而较阶级为强……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 却未有阶级的横

断而能推翻民族的联合。” 以苏俄为例， 认为其成功之处， “不在阶级斗争

的国际化， 只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化”。④

在文化教育上， 国社党提出： 发扬民族文化， 普及国民教育； 增进人

民生产能力； 厉行公民训练； 养成共同生活之道德习惯； 提高贡献于人类

之学术研究； 保障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 并使人民不因财产限制而失其受

教育之平等机会。 国社党认为， “文化中之第一事， 为思想问题”， 欲求思

想自由之实现， 宜行下列各事： 第一， 大学教育， 应超于党派政治之外；
第二， 大学教授， 须享受严格之保障； 第三， 为言论出版之自由。 如果政

府诚能奉公守法， 自然不以人民之批评为惧。 坐言之人民才有起而行的机

会， 如此， 自然能去除专发漫骂或不负责任之言论。⑤

在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情况下， 加强政府的权力和提高运作效率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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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 《绝对的爱国主义》， 《路向》 第 ６ 卷第 ４ 期，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１ 日， 第 ８８ 页。
《国家社会党》， 《党： 中国各党各派现状》， 第 ４ 页。
记者： 《国家社会主义纲领》， 《再生》 第 ３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第 ２ 页。
记者： 《我们所要说的话》， 《再生》 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第 ４ ～ ５ 页。
记者： 《国家社会主义纲领》， 《再生》 第 ３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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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之急， 但给政府以便宜行事的权力 “不可有亏于公平与自由”， 因此，
在国家、 社会、 个人之间达成平衡尤为重要。 国家层面 “力求效能增进”，
社会层面 “确立平等基础”， 而个人则要 “保持个性自由”。 达到这一目的

的前提是： “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

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 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

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 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

由主义调和为一。”①

为了进一步具体化上述主张， 张君劢还先后发表 《法制与独裁》 《民
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 等一系列文章， 进一步就 “修正的民主政治”
和 “国家社会主义” 的问题做出系统阐述。 《我们所要说的话》 和 《国家

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 两文， 可以说是中国国家社会党的政治纲领，
“其后 《再生》 的中心理论， 与 ‘国社党’ 以迄改组为 ‘中国民主社会

党’ 之党纲， 都以上述两篇文章为依据”。②

结　 语

组建国社党是张君劢的重要政治活动之一， 也是他企图以社会主义改

造中国的政治尝试。 在张君劢的运作下， 国社党以 “民族一体、 社会公道

和个人自由为三大基本事项”， 提出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国方案： 国家层面，
取欧美各国之长而调和之； 政治方面， 主张 “权力集中与个人自由之调

和”； 经济方面， 强调 “私有财产与社会公道之调和”； 文化方面， 提倡

“维持固有道德与吸收世界新潮之长”。③ 虽然国社党的成立并非张君劢一

人的功劳， 但其作为领军人物的作用却不可否认。 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
由于张君劢留学日本德国， 具有深厚的学理素养， 熟悉民主政治运作程

序。 另一方面， 张君劢在之前的政治和教育活动中积累了相应的人脉基

础， 如政闻社、 共和建设讨论会、 松社、 讲学社等研究系的相关活动中，
均有张君劢的身影； 通过创办国立政治学院， 又培养了蒋匀田、 王世宪、
孙宝毅、 冯今白等党员骨干， 牟宗三也对其执弟子礼。 此外， 张君劢提出

“尊社会之公益， 而抑个人之私利”， 通过 “社会所有” “公私共有” 的混

合经济制度， 解决私人资本的集中和垄断问题。 这与罗隆基的 “实行专家

９５１张君劢与中国国家社会党的成立及运作　

①
②
③

记者： 《我们所要说的话》， 《再生》 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第 ４９ 页。
李日章： 《张君劢年表》， 朱传誉主编 《张君劢传记资料》 （３）， 第 ２９ 页。
记者： 《国家社会主义纲领》， 《再生》 第 ３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第 ２６、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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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要求财政管理权”， 与张东荪的 “学术独立与言论自由” “基尔

特社会主义” 都没有冲突。① 所以才会有人认为， 国社党的成立， “在中国

政治上， 和文化思想界， 实有莫大之意义， 及深刻之影响， 因张君劢等在

国内学术界既负时望， 高瞻远瞩”。② 国社党虽未成为左右政局的力量， 但

它提出以 “修正的民主政治” 和 “国家社会主义” 作为立国的理念， 却与

其他社会思潮一样影响着当时社会变迁和政局走向。 张君劢提倡和平改良

的 “社会主义” 理论， 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 作为社会上民主、 进步的

力量， 对揭露国民党的独裁专制， 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造和民主政治的

建设， 仍然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０６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戴晴： 《在如来佛掌中： 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２１４ ～
２１５ 页。
骆明夫： 《论中国国家社会党》， 《更生评论》 第 ３ 卷第 ５ 期，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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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法官制度研究的检视与拓新

　 李凤鸣∗ 　①

提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对于民国法官制度的研究， 经历了从纯粹批

判走向学术理性的历程。 近年来， 关于民国法官选任、 管理和惩戒制度的研

究， 在问题、 方法与材料方面， 皆有推进学术成长的成果。 但是， 其中的多

数研究还局限于 “规则叙构” 这条主线。 这一研究领域的拓新， 可从义理诠

释、 资料拓深和突破 “制度域” 方面着力， 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制度研究。
关键词　 民国　 法官制度　 法律史

在古代中国， 除中央和宋代以后在地方最高衙门设置有专职法司外，
其他衙门只将司法作为衙门总揽的政务之一。 即便是专职法司， 其司法权

力也是附属性的， 在本质上与盐务衙门并无区别。 因此， 中国古代并无职

业化的法官， 也无法官制度。 清末变法之后， 司法权开始从一统化的治权

中分离， 现代法官制度也渐次建立。 民国承其余绪开始全面地推进和实

践， 法官制度建设颇多开拓之举， 引起学界的关注。 近年来， 对此问题的

研究成果不少， 但仍然存在不足量的问题。 在司法改革的新时期， 很有必

要对此进行一番学术检省。

一　 法官选任制度研究

清末司法改革中， 已经有现代法官制度的筹划， 但由于清廷迅即覆

亡， 很多制度还没来得及付诸实践。 但是， 移植西法的帷幕一旦被拉开，
就无法再回到黑幕里， 法官制度建设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民国时期的法官

①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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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即处于这样的政改列车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 由于法律转型的艰

难， 法学研究也没有形成开放和繁荣的气象， 特别是对民国法制的研究，
因为与新中国法律话语存在难以调适的差异， 人们对其关注甚少， 故很长

一段时间内， 相关的研究还存在以批判为特色的非学理性特征。
改革开放后， 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不断拓展， 对民国法官制度的研究也

渐趋多元化， 但由于研究偏好的惯性， 有关民国法官制度的研究在法律史

学甚至法学研究都处于 “幼稚” 的情势下， 也难免零落之窘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随着法律史学逐渐成长为独立学科以及专门史研究的兴起， 民国

法官制度的研究才开始从差强人意走向细化和深化， 不再局限于司法制度

史或政治制度史组成部分的述要而形成独立的研究域。① 这种独立的研究

域又不断分解形成子项域而作为研究主题， 使法官制度的研究不断拓新，
法官选任制度即系其子项域之一种。

法官选任包括法官资格考试和任用制度， 也许是受到当时司法考试制

度改革的影响， 学界的着眼点多聚焦于法官资格考试制度。 对此问题， 毕

连芳研究近代中国法官制度的专著中有专章介绍， 在 《中国近代法官制

度》 一书中， 作者结合其时的法令， 对考试机构、 考试资格、 考试程序进

行了梳理， 简明扼要， 线索明晰， 读来有获取新知之愉悦。② 如果说此为

整个民国时期法官选任之概览的话， 《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 则

属于民国法官制度史之 “断代” 研究， 对于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官的考试规

范和考试实效进行了独立时段的考察， 着力甚多。③

上述两书为研究法官制度的专著， 有关法官考试的研究成果还有专研

的论文。 在这些专文中， 胡震的 《民国司法官考试制度研究》 是一篇硕士

论文， 作为专门研究， 时间较早， 有研究域拓新的意义。 该文在分析本制

度的内涵及生长环境的基础上， 考察了民国司法官考试制度的模式设计，
并通过个案解读， 分析了其时考试制度的局限及其借鉴意义， 历史叙事与

法理解释兼顾， 颇值一观。④ 在此硕士论文的基础上， 胡氏经过修饬整合，
发表了 《民国前期 （１９１２ ～ １９３６） 司法官考试的模型设计》 一文， 着眼于

２６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如张晋藩 《中国司法制度史》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４） 中即有关于司法官选任培训等相

关制度的介绍， 袁继成等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也有关联性

的内容， 毕连芳 《中国近代法官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即是研究法官制度

的专著。
毕连芳： 《中国近代法官制度》， 第 ６３ ～ ８５ 页。
毕连芳： 《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７３ ～ ９４ 页。
胡震： 《民国司法官考试制度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安徽大学，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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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 ～ １９３６ 年这一特殊时段， 对上文的主题进行了选择性延伸， 使主题尤

为突出， 更显细致。①

在纵跨民国的史作之外， 还有一系列专注于 “断代” 研究的专文。 毕

连芳 《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 也是针对法官考试的专文， 该

文梳理了清末、 南京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法官考试制度的沿革史， 并就其

机构、 程序、 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较之其上书， 显示了专文研讨所应

当体现的深化和系统化的特色。② 桂万先等的 《北洋政府司法官考试制度

评析》 也是侧重 “断代” 研究的专文， 虽然研究的主题与前文相类， 但其

侧重点在于以考试资格、 考试内容以及考试机构的史事重建为基础， 分析

其历史意义， 体现了对史事进行 “法律史解释” 的特点。③ 此外， 代娜的

《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官考试制度对司法考试的借鉴》 专文， 着眼于史鉴，
通过史事梳理和比较， 总结当前中国司法考试改革的不足， 并提出对策性

建议， 不无新见。④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法官制度， 如赵惠升 《论南京国民

政府法官制度》 以及王福永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官制度》 中皆有涉

及，⑤ 因法官考试只系全文之略节， 此不赘。
法官任用制度的专文较少， 毕氏前著 《中国近代法官制度》 中， 有任

用制度专节， 分别探讨和评述了法官的任命主体、 任职资格、 任用程序等

问题。⑥ 在其著 《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 中， 对法官任用标准、
任用程序、 迁调与晋升等问题，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检视， 线索清朗。⑦ 谢

冬慧 《民国后期法官任用制度》 是探讨法官任用问题的专文， 该文通过对

任用过程中各类 “经验” 的综理， 强调其时 “经验” 对于法官职业的重要

意义， 这也是当前不应忽视的问题。⑧

法官任职回避制度也是任用中的重要环节， 此类专文有李凤鸣 《民国

法官回避的制度检视》， 该文从晚清法官制度变革前后的法官回避制度谈

３６１民国法官制度研究的检视与拓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胡震： 《民国前期 （１９１２ ～ １９３６） 司法官考试的模型设计》， 《法学》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
毕连芳： 《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 期。
桂万先、 施卫中： 《北洋政府司法官考试制度评析》，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代娜： 《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官考试制度对司法考试的借鉴》， 《山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赵惠升： 《论南京国民政府法官制度》， 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大学， ２００８； 王福永： 《论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官制度》， 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大学， ２００９； 还可参见高峰 《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法官制度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安徽大学， ２０１１。
毕连芳： 《中国近代法官制度》， 第 １１０ ～ １２８ 页。
毕连芳： 《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 第 １４９ ～ １６２ 页。
谢冬慧： 《民国后期法官任用制度》， 《中国法学》 （英文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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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探讨了法官任职回避和职务回避两种类型， 并结合时人的评论对回避

制度的利弊进行了分类研究， 较有学理价值。① 此外， 侯欣一教授 《地方

经验与法官任职地域回避： 以晚清和民国为时间段的思考》 一文， 从制度

和理念出发， 探讨其时回避制度对于当前学理和实践的启示， 着力甚深，
理论厚实， 值得体味。②

二　 法官管理制度研究

法官管理制度包括职业养成与培训、 职务工作分配、 职业保障、 考

核、 职业道德塑造等保障和促进法官职务正当履行的各类措施。 这些措施

立足于从积极方面来强化法官管理， 推进法官的职业能力。
关于职业养成与培训， 专文探讨的成果有俞江的 《司法储才馆初考》 和

李启成的 《司法讲习所考论： 中国近代法官培训制度的产生》 等。 前文对司

法储才馆的设立过程、 司法人员学习内容与考试制度以及储才馆的维持与解

散等史事， 钩沉发微， 用功极著。③ 后文从司法讲习所筹设之议争、 司法讲

习所的运作、 法官培训制度的确立、 讲习所的裁撤及恢复余波等方面进行史

事重理， 再着力于评价讲习所与近代法官培训制度的利弊及其意义， 层层推

进， 启人思考。④ 此外， 前述毕连芳两著中对司法讲习所和司法储才馆也

有专节介绍，⑤ 如 《中国近代法官制度》 中关于法官培训机构、 培训内容、
培训模式等史事述介以及对培训制度的评价， 立证有力， 持论中肯。

法官的职务工作如何分配， 体现了法官职业的科学化和法治化。 诸如

案件如何分配、 司法长官与普通法官之间的职务关系、 案件流程管理、 法

官职务回避等， 皆与司法之正义相关。 也许是因资料利用的困难或研究旨

趣的独特性， 笔者尚未检索到足量的与此类相关的专门研究成果。 少数有

代表性的研究中， 法官职务回避问题较值得关注。 如前揭 《民国法官回避

的制度检视》 中， 对相关的法令及司法解释进行了梳理， 对法律文本的疏

解也较为细致。 毕连芳的专文 《中国近代的法官回避制度》， 从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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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鸣： 《民国法官回避的制度检视》， 《民国研究》 ２００８ 年冬季号， 总第 １３、 １４ 辑， 第

１７８ ～ １８８ 页。
侯欣一： 《地方经验与法官任职地域回避： 以晚清和民国为时间段的思考》， 《法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 期。
俞江： 《司法储才馆初考》， 《清华法学》 第 ４ 辑， ２００４。
李启成： 《司法讲习所考论： 中国近代法官培训制度的产生》，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２ 期。
分别参见 《中国近代法官制度》 （第 ８６ ～ １０９ 页） 和 《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
（第 ９５ ～ １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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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对法官回避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释， 立意颇新。①

法官的职业保障包括任职保障和物质保障， 关于任职保障， 毕连芳 《中
国近代法官制度》 有专节探讨， 该著从任职保障的理论认知、 制度设计、 实

况剖析及其受挫根源等方面进行层层检视， 细密有致。② 毕著 《北京民国政

府司法官制度研究》 中， 也从设想与变异的角度， 疏析了法官职业保障的制

度及其实施问题。③ 毕著两书对于法官的物质保障问题也本其一贯之研究方

法进行了剖析， 如关于立法、 法官生存状态、 保障经费以及保障之制度性

欠缺等问题， 皆从法律文本梳理进之于实证分析， 兼顾对 “静态法” 与

“动态法” 进行综合审视， 以尽可能展现法律及其社会实践的真貌。
在专文研究中， 毕著 《北洋政府时期法官群体的物质待遇分析》， 从

立法、 实况和后果三个层面， 着重从法律的效果出发， 探讨法官的物质保

障问题， 殊多新意。④ 葛峰 《民国时期法官经济待遇研究》 立足于历史纵

面， 从南京临时政府、 北洋政府、 南京政府初期、 抗战时期、 抗战之后等

时段， 以翔实的数据分析法官物质待遇的实况， 并进而剖析其特点及其意

义， 资料扎实， 持论可靠， 视野宏大， 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⑤ 此外，
立足于基层法官的研究， 如尹伟琴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

考》， 选题与方法皆有独到之处， 颇多新见。⑥ 再如江照信 《由司法革命到

法官罢工： 民国司法进程问题 （１９１２ ～ １９２１）》， 是一篇立论高远之长文，
其中也有涉及法官待遇问题之检视。⑦

在法官考绩及其道德塑造的专文研究中， 毕连芳 《北京政府时期司法

官考绩制度初探》 和 《北洋政府对法官职业道德的制度化设计》 两文， 从

史事及其意义与评价三层面展开论述， 有读史与反省之实践意义。⑧ 再如

毕著 《试析民国时期法官与律师的 “隔离带”》 也阐述了法官职业伦理的基本

问题。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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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连芳： 《中国近代的法官回避制度》，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毕连芳： 《中国近代法官制度》， 第 ２０９ ～ ２３０ 页。
毕连芳： 《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 第 ２２４ ～ ２３６ 页。
毕连芳： 《北洋政府时期法官群体的物质待遇分析》， 《宁夏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葛峰： 《民国时期法官经济待遇研究》， 《东南法学》 第 ６ 辑， 东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８５ ～ １９８ 页。
尹伟琴：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考》， 《学术界》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江照信： 《由司法革命到法官罢工： 民国司法进程问题 （１９１２ ～ １９２１）》， 《北大法律评

论》 第 １ 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７４ ～ １９７ 页。
分别参见 《历史教学》 （高校版） ２００７ 年第 ８ 期及 《甘肃社会科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毕连芳： 《试析民国时期法官与律师的 “隔离带”》， 《河北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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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官惩戒制度研究及其他

如果说法官管理制度主要立足于积极方面的保障和推进， 法官惩戒制

度则立足于消极方面的惩罚与追责。 当然， 惩戒法治化相对于古代中国的

司法官责任追究模式， 则又在惩戒中寓以保护之意， 因为非依法惩戒则不

得减损法官的基本权利， 也是法官惩戒的立法意旨。
惩戒制度因是法官制度中的子项制度， 研究专文尚不多见， 主要见于

研究法官制度的具体章节和专研法官惩戒制度的著作中。 如毕著 《北京民

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 中， 即涉有惩戒问题。① 在 《中国近代法官制度》
中， 亦有专节探讨， 梳理了惩戒机构、 事由、 程序、 措施等问题， 并立足

于规则与史事进行了中肯的评价。② 再如杨艳林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官

奖惩制度研究》 一文， 也从规则及其局限和原理等方面， 展开了有意义的

探讨。③

李凤鸣 《中国法官惩戒的现代化转型： １９０１ ～ １９４９》 是探讨近代中国

法官惩戒的专著，④ 因为晚清法官惩戒制度变革并未有效和全面地付诸实

践， 故其书的主体部分仍是民国法官惩戒制度之研究。 该书以历史过程的

纵向为切面， 梳理了晚清、 北洋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制度的历史

变迁， 从立法、 法官惩戒事件和惩戒观念与功效等层次入手， 扩大 “惩
戒” 之内涵， 将法官因违法而应承担的刑事、 行政与惩戒处分进行综合研

究， 期以从宏大的视野来审视法官惩戒制度在民国时期的发生发展及变

迁。 在研究方法上， 该书从法律文本着手， 通过整理各类法官惩戒的案

件， 探讨各个时期法官惩戒制度的原理与利弊， 并在此基础上推绎法官惩

戒的实践功效， 期以更全面地了解法官惩戒制度的社会意义与法律意义。
在内容和方法上， 有将本选题推向深入研究的拓新之处。

至于研究专文， 如李凤鸣 《中国法官惩戒近代化的路径》 一文， 将法

官惩戒立法专门化、 惩戒事由理性化、 惩戒主体司法化以及惩戒程序法治

化， 视为法官惩戒近代化的基本标准， 有较强的说理性。⑤ 李著 《南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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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连芳： 《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 第 １８６ ～ １９５ 页。
毕连芳： 《中国近代法官制度》， 第 １４６ ～ １６３ 页。
杨艳林：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官奖惩制度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安徽大学， ２０１６。
李凤鸣： 《中国法官惩戒的现代化转型： １９０１ ～ １９４９》，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 本书系作者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增改而成。
李凤鸣： 《中国法官惩戒近代化的路径》，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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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法官惩戒程序研究》 一文， 着眼于惩戒程序， 也是从小处入手的探

讨， 视野颇新。①

除上述法官制度的专门研究外， 选题立足于法官的其他问题的研究，
也可能与法官制度相关。 如关于审判独立的研究， 无疑攸关法官制度建设

的成效。 此方面的论著以李超的博士论文 《清末民初的审判独立研究： 以

法院设置与法官选任为中心》 最有代表性。 该文以法院和法官选任的变迁

为主线， 围绕审判独立的理念、 制度与实践展开， 揭示了法院、 法官的现

代化变革对审判独立的意义， 是一篇史事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佳作。② 夏

锦文、 秦策 《民国时期司法独立的矛盾分析》 是一篇较早涉及此问题的专

文， 该文从司法独立的名与实、 司法独立的制约因素以及评价与启示等方

面展开， 说理透辟， 启人深省。③ 此外， 毕连芳 《民国前期法官独立审判

制度研究》 从观念、 实践及其障碍出发， 持论有据， 也是其近代中国法官

制度系列研究中的力作。④

再如一些立足于独特视角的论作， 也不失新见。 张熙照 《民国初年法

官制度改革刍议》 即以法官制度改革为视角， 从法官的选任和操守方面讨

论其与司法独立的关联。⑤ 施玮 《法官制度近代化研究》 以近代化为纲，
以各类新式法令为目， 展现了法官制度近代化的一般模式。 这些研究， 丰

富了法官制度研究的视野。⑥

余　 论

综上可见， 对于民国法官制度的研究， 以制度和规则研究为选题和方

法的论作是其中的主体， 其基本特点与较早的专文 《近代中国法官制度》
多有相通之处。⑦ 虽然也不乏一些选题独特的专文， 如郭志祥 《民初法官

素养论略》、 侯欣一 《中国近代史的法官职业》、 李在全 《民国初年司法官

群体的分流与重组： 兼论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嬗变》 以及毕连芳等 《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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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鸣： 《南京国民政府法官惩戒程序研究》， 《中南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李超： 《清末民初的审判独立研究： 以法院设置与法官选任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中

国政法大学， ２００４。
夏锦文、 秦策： 《民国时期司法独立的矛盾分析》 ， 《 南京社会科学》 １９９９ 年第 ５
期。
毕连芳： 《民国前期法官独立审判制度研究》， 《石家庄学院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张熙照： 《民国初年法官制度改革刍议》， 《辽宁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施玮： 《法官制度近代化研究》，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马志刚： 《近代中国法官制度》， 《研究生法学》 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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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法官的职业使命探析》 等，① 或从选题， 或从方法上， 突破了制度研究

就制度而审视制度的单一特点， 但是， 毕竟尚属少数， 与法官制度应有的

学术价值很不相称。 因此， 将来的研究， 应注意以下几点。
（１） 选题应突破 “制度域”。 综上选题可见， 无论是对法官制度的统

合研究， 还是对构成法官制度整体的子项制度的分支研究， 其立足点皆在

于制度叙事和评价。 制度在本质上是规则的有机化， 因此， 上述研究多是

规则建构， 就制度而言制度， 对于制度与经济、 社会和文化乃至法官个案

的关系， 未能足够关注。 当然， 一个新拓的领域， 其制度研究一开始总是

离不开规则建构， 但随着研究的推进， 其触角必须伸展到更多的领域， 以

避免制度研究的刚性及其浅表化。
（２） 资料拓深和方法多元化。 制度由规则建构以形成有机体， 因此法

官制度的研究在当前也多立足于规则的再述， 也就是说侧重于对各类法律

文本的探讨， 对于档案、 报刊资料、 日记、 学术论著、 案件等着力不足。
如笔者研究近代法官惩戒制度， 对于监察院的立案调查等原始资料以及惩

戒机关审理过程中的第一手资料， 因为资料管理的原因， 就未能着力使

用， 而这些反映原生性和动态的资料， 对于制度研究的深化却是不可或缺

的。 在研究方法上， 制度建构及其评价是当前研究的一般进路， 因此， 实

证研究、 社会学研究、 统计学研究、 比较研究等， 还有待于进一步推进。
（３） 拓展理论深度。 制度研究虽然离不开规则建构， 但是理解制度的

精髓离不开对制度原理的探索， 这既包括制度本身的原理， 也包括形成此

制度的社会、 文化、 政治特别是权力构成等原理。 就法官制度而言， 规则

本身的法理及形成本规则的政治、 权力、 社会原理等， 也是理解制度本身

的钥匙， 当前对法官制度的研究， 长于规则之叙事， 而弱于规则之解释，
这也是制度研究拓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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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
研究回顾与展望∗

　①

　 奚庆庆∗∗ 　②

提　 要　 迄今关于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 在国内外前辈学

者的努力下已取得较大进步： 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丰硕， 研究视角已较为

多元化； 国内学界注重大量利用外文文献档案来分析问题、 得出结论， 某

些个案问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 但在研究时段上较多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前

后， 研究内容上偏向于聚焦官方及政府间互动， 资料来源上多是运用英美

官方外交档案。 有鉴于此， 笔者以为欲推进该问题的研究， 需要在进一步

占有多方文献的基础上， 从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出发， 开拓研究领域， 充实

研究内容， 注重基本史实的重建和结论的创新。
关键词　 战后初期　 英国对华政策　 中国共产党

二战结束后， 美苏冷战拉开序幕。 作为冷战在中国的反映， 国共内战

爆发， 中国政权更迭。 内战期间， 位居西方在华利益之首的英国， 密切关

注中国国内的发展形势， 并适时地调整对华政策。 大体而言， 战后英国对

国民政府的政策， 遵循这样的发展轨迹： 从战后初期的保持中立， 到内战

前期两害相权后的 “暗中相助”， 再到最后不得不接受战争现实而选择最

终抛弃。 与之相应， 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则经历这样的演变过程： 从私

人关系的欣赏与钦佩， 到确定中共性质后的暗中 “反共”， 再到接受战争

①

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战后英国对中国台湾政策的演变研究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８）”
（１５ＣＺＳ０５４） 阶段性成果。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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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后努力与中共谋求和好与合作。 可见， 战后初期， 基于形势不同， 英

国对国民政府和中共的政策也不同。 作为中国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中共得到英国较多关注， 在此基础上， 英国形成了相应的政策。

对于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相关档

案解密之前， 国外一些学者就开始关注。 改革开放后， 伴随中国国门的打

开， 国内部分学者走出国门， 尤其是一些留学英美的学者利用相关外交档案

已经解密的便利， 开始较多关注战后中英关系及中美关系， 这些学者遂成为

中国学者中研究中英关系的主力军， 更有少部分学者的研究直接以战后英国

对中共的政策为议题展开， 这显然是学者们在充分意识到研究该议题的重要

价值后所做出的倾向性选择。 殊不知， 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 以英国对

中共政策的变化为研究视角， 深挖英国对中共政策转变的原因、 实质， 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捋清东亚格局转型的关键时期英国、 美国及苏联在中国内

战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是准确把握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以及西方阵营内

部关系的一个理想切入点和重要突破口。 有鉴于此， 笔者不揣浅陋， 拟对

学界在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做扼要回顾与述评， 并就未来研究

提出部分意见和建议， 以便为后来者的继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国外学界对该问题的相关研究， 最早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相关研究成

果散见于中英关系史、 英美对华关系史以及英美在亚洲地区冷战史的著作之

中。 代表性成果有 Ａｒｏｎ Ｓｈａｉ，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ｏ⁃
ｍｅｎｔｕｍ，① 该著在考察 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 １９４７ 年 《胡伯备忘录》 出

台前后的中英关系时， 论及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 Ｂｒｉａｎ Ｐｏｒｔｅ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４，② 该著全面展示和深刻分析了二战结束至日内瓦会议结束期间英国

政策、 议会辩论以及公众舆论等对共产主义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出现在世界

舞台上的态度， 英国对国共两党态度的转变以及对新中国政权的立场是该

书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Ｅｄｗｉｎ Ｗ Ｍａｒｔｉ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 －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③ 该著着重比较中共自１９４８ 年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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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ｏｎ Ｓｈａｉ，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 １９８４
Ｂｒｉａｎ Ｐｏｒｔｅ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４，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Ｅｄｗｉｎ Ｗ Ｍａｒｔｉ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１９８６ 中文译本参见 〔美〕 爱德温·Ｗ 马丁 《抉择

与分歧———英美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反应》， 姜中才等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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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占领沈阳到介入朝鲜战争、 拒绝联合国停火建议期间美英对中共政权的不

同政策及行动， 并分析了英美之间分歧的动因及影响。 Ｖｉｃｔｏｒｓ Ｋａｕｆｍａｎ， Ａｒ⁃
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 Ａｎｇｌ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８ － １９７２，① 该

书论述了 １９４８ ～１９７２ 年英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 以及英国首相

的个人因素在英国制定对中共和对台湾政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Ｐｅｔｅｒ
Ｌｏｗ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Ｊａｐａｎ， Ｃｈｉ⁃
ｎａ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 １９４８ －１９５３，② 该著在第二部分论及英国对华政策时， 论述了

国民党的失败、 对中共政府的承认及台湾的命运、 经济制裁和贸易等问题。
概括而言， 国外学界关于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较

多， 研究视角较为多元化， 但仍有稍许缺憾： 一是仅在考察远东地区冷

战、 中英关系及英美特殊关系时对此略有涉及， 而鲜有论著对该问题做专

门探讨； 二是大多强调战后英国在对华政策上对美国的依附性及其表现出

的 “不作为”， 而较少关注到英国对华政策的自主性。 例如， 面对英美对

华政策发生分歧时， 英国究竟能否撇开美国执行独立决策？ 以布拉福德·
珀金斯为代表的大多数英美学者认为， 在全球范围内英美关系的特性是

“虽然英国取得了部分影响力， 但是美国不允许他国， 甚至与其有着共同

见解的其他国来决定重大决策”。③

国内学术界真正意义上开始专门从事该问题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

后。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 一些留学英美的华人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研究

成果到 ９０ 年代不断推出，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注重大量利用外文文献档案

来分析英国对华政策， 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属于中英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国内学界的许多中英关系史研究专著对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都有所涉

及， 但这类著作重在长时段勾勒中英之间的交往及互动， 战后英国对中共

的政策只占其极少一部分。 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两本， 一本是冯仲平的 《英
国政府的中国政策：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０》，④ 一本是李世安的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

１７１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 研究回顾与展望　

①

②

③

④

Ｖｉｃｔｏｒｓ Ｋａｕｆｍ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 Ａｎｇｌ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８ － １９７２，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ｅｔｅｒ Ｌｏｗ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Ｊａｐ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Ｋｏ⁃
ｒｅａ， １９４８ － １９５３，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Ｐｅｒｋｉｎｓ，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Ｗ Ｒｏｇｅｒ
Ｌｏｕｉｓ ａｎｄ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ｇｌ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５， Ｏｘ⁃
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 ４７
Ｚｈｏｎｇ － Ｐｉｎｇ Ｆｅ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０， Ｋｅｅｌｅ： Ｒｙｂｕｒｎ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Ｋｅｅ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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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系》。① 这两本著作在运用解密的英国官方和私人档案的基础上， 深

刻揭示了战后初期在中国政局急剧变化之际， 中英关系曲折、 复杂、 微妙

的发展历程， 其中部分章节涉及英国对国共两党的认识、 评价以及对国共

斗争的态度、 政策等。 上述著作的重要特点， 一是运用了较为丰富的英文

文献， 二是对于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虽仅限于宏观上的勾勒， 但针对某

些重要的个案问题， 作者也进行了深刻论证， 且不乏精彩之笔。 另外， 萨

本仁、 潘兴明的 《２０ 世纪的中英关系》， 王为民的 《百年中英关系》， 以

及陈乐民的 《战后英国外交史》② 等有关中英关系史的著作也对战后初期

英国对中共的政策有所涉及， 但在一手档案文献的运用上略显不足。
二战结束后， 美苏冷战拉开序幕， 英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 也是冷战

的始作俑者。 研究美苏冷战离不开对英国因素的考察。 因此， 国内部分研

究美苏冷战的学者， 在考察战后英美在远东的特殊关系时有意将英美对中

共的政策加以比较研究， 但这类著作意在考察冷战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

策， 英国只是作为作者论述美国对华政策的参照， 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

更是此类著作的冰山一角。 例如， 相蓝欣的 《重塑远东帝国： 英美在中国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０）》，③ 比较系统地分析了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０ 年英美在中国问题上的

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关系， 对于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英美和中共

的关系， 作者在深入论述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０ 年， 华盛顿意

在通过不承认政策来反对共产主义政权， 而伦敦却早已经预料到这种方

法完全无效。④ 徐友珍的 《分歧与协调： 美英关系中的承认新中国问题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１）》，⑤ 以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为透视视角，
通过对相关个案问题的全方位动态分析， 凸显美英在对华政策上的互动以

及英美对华关系的特性。 关于英共关系， 作者主要论及新中国成立前后，
英美在承认新中国政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 这类论著尽管偏重于述论战

后美国对华政策， 但在说明问题的过程中多数均涉及英国对华或者是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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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安：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具体参见： 萨本仁、 潘兴明 《２０ 世纪的中英关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王为民

《百年中英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６； 陈乐民 《战后英国外交史》， 世界知识出版

社， １９９４。
Ｌａｎｘｉｎ Ｘｉａｎｇ， 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 １９９５
Ｌａｎｘｉｎ Ｘｉａｎｇ， 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０，
ｐｐ ２４２ － ２４３
徐友珍： 《分歧与协调： 美英关系中的承认新中国问题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１）》， 武汉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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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 不少论著不乏深刻见解， 这对研究战后英共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
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英关系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 比如承

认新中国问题、 香港问题、 “长江事件” 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

题等。 因此， 一段时间内国内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瞄准战后中英关系中的

这些重大问题， 相继推出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这些论文也部分触及

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 更值一提的是陈谦平的 《论 “紫石英” 号事件》
以及 《上海解放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① 直接以战后英国和中共的关系

为主题而展开， 其分析深刻， 见解独到， 结论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而且

都是建立在非常翔实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 但是这类著作大部分集中述

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些个案问题， 除此之外少有涉及。
由上可知，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成果，

研究时段上较多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后， 研究内容上偏向于聚焦官方及政

府间互动， 资料来源上多是运用英美官方外交档案成篇。 此外， 在战后英

国对中共政策研究的结论上国内学者也有几点共识： 一是普遍认为早在

１９４８ 年年底， 英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与中共政权建立联系， 英国在对中共

新政权的外交承认、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基本上执行着

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二是多数学者也都注意到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

的变化中所考虑的一些基本因素， 诸如竭力恢复并维护英国在华经济利

益、 渴望持续拥有香港、 力图离间中苏关系等。
整体而言，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已取得可喜

的进步， 某些个案问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 但毋庸讳言， 不少领域仍有继

续探讨的空间。 正如 ２００２ 年陈谦平教授在述评近十年来的中英关系研究时

所说： “从总体上看， 战时中英关系研究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还不多， 对战

时中英经济、 军事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比较薄弱。”② 这虽然是针对抗战时期

的中英关系研究所说， 但如今看来， 同样适用于目前状态下战后英国对中

共政策的研究。 有鉴于此， 笔者就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研究的未来方向提

出几点思考。
首先， 研究时段要前后有所延伸， 研究内容上不仅要注重官方的政治

交往， 也要注重民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 还应注重英共双方间著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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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参见： 陈谦平 《论 “紫石英” 号事件》， 《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陈谦平

《上海解放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 《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陈谦平：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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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官的私人往来及其影响。
早在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争时期， 英国就开始了对中共的深入研究和

初步接触。 例如英国人威廉·邦得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ａｎｄ） 和林迈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ｉｎｄｓａｙ） 都曾到过和在延安解放区工作和生活过。 他们曾向英国人大量报

道他们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 这些报道引起了英国驻华大使及英国政府的

极大重视， 也成为促使英国政府去研究中共， 愿意和中共进行交往的原动

力。 同样， 国共内战前期， 英国基于对中共性质的重新解读， 其对中共的

政策又与战时发生变化。 内战结束后， 英国虽然法律上承认新中国政权，
又鉴于国际局势及美国因素的影响， 在很多问题上， 对中共执行 “骑墙”
政策。 显然， 除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和中共之间有着较多的交往和接触

之外， 二战期间、 国共内战前期以及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后英国和中共的关

系也十分密切， 是中英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 因此， 今后的研究中对

此应予以更多的关注。
经过百余年的殖民积累， 英国在华利益庞大， 中英之间的经济联系极

为密切， 既有官方的经济交往， 也有民间的经济往来。 英国在华的投资遍

及各个领域， 以英国在华企业为例， 英美烟公司 （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ｏ⁃
ｂａｃｃｏ Ｃｏｍｐａｎｙ） 的卷烟厂及其经销机构几乎遍布整个中国。 中国最大的煤

矿开采公司开滦矿务局 （ｔｈｅ Ｋａｉｌａ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英国享有 ５０％
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亚细亚石油公司 （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的

经销代理机构也遍布全中国， 主要经营与中国间的煤、 汽油贸易。 文化方

面， 早在 １９４３ 年， 有 “当代利玛窦” 之称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

就曾为中英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可见， 战后英国和中共

的交往不仅有官方联系， 还有私人和民间的交往； 不仅是政治交往， 更有

经济、 文化、 外交及社会等多方面的往来， 今后的研究中， 对于非官方的

经济、 文化及社会交往须予以重视。
此外， 战后初期在英国与中共的接触与交往过程中， 既出现了为中国

人所熟知的著名英国驻华外交官， 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Ｓｅｙｍｏｕｒ）、 史谛

文等， 也有英国人所尊重的中共著名领导人如毛泽东、 周恩来、 叶剑英

等， 他们之间既有正式的官方接触也有私人的交往和友谊， 甚至他们之间

的私人关系对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态度以及对中共政策的制定存在或多或少

的影响， 例如毛泽东、 周恩来有意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之间的交往以及对

英国驻华大使馆所做的统战工作就部分促进了战后初期英共关系的改善。
再如， 曾任英国驻华大使的薛穆通过对中共及延安边区政府细心而周密的

观察， 对中共的印象有所改观， 他对于中共的良好印象， 又促使他在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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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的汇报中敢于直言批评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反共行径， 并对英国政府

的对华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可见， 优秀外交官的个人魅力对于中英关系的

走向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开拓。
其次， 要加强发掘、 整理及利用与战后英共关系研究相关的一切史

料。 众所周知， “论从史出”，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本源， 它对历史学研究有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档案和文献资料的丰富是英共关系研究走向繁盛的前

提和基础。 就目前而言， 关于战后英共关系的专门性史料并不多见， 多是

散见于所涉各国的官方和私人文件、 外交备忘录、 总统及首相备忘录、 日

记及回忆录等， 这是今后从事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研究的学者应当注意之

处。 具体而言， 笔者以为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 应该注意两个方面。
一方面， 要注重搜集整理英、 美、 苏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所涉一

切官方档案。 关于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的探讨涉及两方四国： 国民政府和

中共两方， 以及中、 美、 英以及苏联四国。 战后初期， 围绕着中国政局的

演进与变化， 国、 共、 美、 英、 苏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并深刻影响着战

后英共关系的发展趋势及未来走向， 因此研究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离不

开对美国、 苏联因素的关注和考察。 具体到史料利用上来说， 我们不仅要

充分利用英美原始档案， 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充分发掘中国大陆及台

湾所收藏的史料文献， 甚至是苏联档案文献。 据笔者了解， 英美方面业已

编辑出版的相关文献有： 《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 系列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英国外交事务文件： 外交部机密报告与文件》 系

列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系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等。 这些文件卷帙浩繁、 内容庞大， 很多皆涉及战后中

英关系或英国与中共的关系，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许多重点高校的图书

馆都有影印本， 对此应注意利用。 已经开放但未刊的数字化档案也有许

多， 英国方面如亚当·马修公司所开发的 “档案直接”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
系列所包含的英国档案数据库： 英国外交文件系列中关于中国的子数据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８０）、 英国外交部机密印件 （Ｃｏｎｆｉ⁃
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 系列以及专题文件系列， 如 “麦克米伦内阁文件” （Ｍａｃｍｉｌ⁃
ｌａｎ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９５７ － １９６３）。 美国方面有杜鲁门总统办公室文件系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ａ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ｉｌｅｓ，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３）、 美国国务院核心机密文件系

列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Ｕ Ｓ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ｉｌｅｓ） 中关于远东及中国系列

等， 中国国家图书馆、 相关高校图书馆以及部分学术研究中心也都根据研

究所需有所选择地进行了购买， 对此应予以充分利用。 此外， 英国内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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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系列、 英国国防部档案系列、 英国殖民部档案系列、 美国国会记录系列

等， 都与该主题的研究密切相关， 上述部分档案已经公开， 但尚未完全数

字化， 需要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加以获取并利用。 另外， 还有许多已刊未

刊档案散见于台北 “国史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

案馆以及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图书馆， 鉴于语言或开放程度不足等方面的

因素， 上述相关档案利用严重不足， 对此我们必须克服困难， 通过多种途

径， 尽快予以挖掘利用。
另一方面， 要注意搜集、 整理并利用所涉私人文献， 比如总统、 首相

或相关外交官的备忘录、 日记、 回忆录、 年谱等。 战后英国与中共的交往

与互动所牵涉的著名人物众多， 如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 艾德礼， 英国

外交大臣艾登、 贝文，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史谛文等， 时任美国总统的罗

斯福、 杜鲁门，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 艾奇逊、 杜勒斯等， 苏联方面

有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斯大林， 外长莫洛托夫等， 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有时任

“总统” 的蒋介石， “副总统” 李宗仁， 外长宋子文， 驻英大使顾维钧、 郑

天锡等， 中共方面有毛泽东、 周恩来等。 这些杰出的领导人或生活、 工作

在那个年代， 或直接参与政策的筹谋和制定， 或是对政策的执行、 时局的

发展存在重要的影响。 他们大都有文集、 日记、 回忆录或者年谱问世， 比

如 《丘吉尔回忆录》、 《艾登回忆录》、 《杜鲁门回忆录》、 《艾奇逊回忆

录》、 《杜勒斯言论选辑》、 《李宗仁回忆录》、 《顾维钧回忆录》、 薛穆档

案、 蒋中正 “总统” 档案及日记、 《毛泽东外交文选》、 《周恩来年谱》
等， 这些史料部分已刊， 对于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对此应予以重视并充分利用。
最后， 应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及基本史实的重建。 战后初期英国对中

共的政策牵涉冷战的大背景以及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

讨所涉及的因素错综复杂， 因此， 我们不应以个人的政治主观性或者较重

的民族主义来做出有失客观的价值判断， 而应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

加以冷静考察， 从不同视角出发， 尽量避免传统的所谓 “英帝国主义” 视

角， 依据不同研究方法深刻揭示复杂历史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 这有助于

英共关系研究的深入。 以中英关系史上著名的 “长江事件” 为例， 多年

来， 史学界的传统看法是： 它是英帝国主义执行传统 “炮舰政策” 而意在

干涉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 但是针对该事件， 陈谦平教授避免从个人的主

观臆断及传统的民族主义出发而妄下定论， 在查阅了多方的档案文献后，
最终将历史真相予以还原： 英国军舰是在事先遭到待命渡江的人民解放军

炮击后才开始开火， 英舰并没有故意先炮击人民解放军， 当伤痕累累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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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仓皇而逃时， 实际上标志着英国在华 “炮舰政策” 的终结。 可见， 在占

有多方史料的基础上， 从不同视角出发， 加强对重要史实的梳理与重建，
也是深化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研究的重要一举。

总之， 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 在前辈学者的努力下已取得了较

大进步， 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欲使其研究推向前进， 笔者以为， 需要在

进一步占有多方文献的基础上， 从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出发， 开拓研究领

域， 充实研究内容， 注重基本史实的重建和结论的创新， 这是我们后辈学

者所应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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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再审视

　 吴梓明∗ 　①

提　 要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 逐渐扩

展成为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 中美关系破裂， 国内原

有的 １３ 所教会大学亦逐渐地消失了。 从 １９８５ 年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

教授致力开创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工作开始， 重新审视民国时期的教会

大学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意义尤显。 本文提出应从以下几个新课题探究：
（一） 教会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 （二） 教会大学的华人校长研究；
（三）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大学； （四） 宗教教育的现代化。

关键词　 教会大学　 国学研究　 华人校长　 抗战时期　 宗教教育

一　 引言

１９８５ 年初章开沅教授担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时， 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刘子健教授回国访问他， 他们两位都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教会大学

的学生———刘是燕京大学、 章是金陵大学的学生。① 在谈话间， 刘教授突

然提及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并且对章教授说： “我看你

就是带头研究的最适合的人选……第一， 你原来是教会大学的学生， 现在

①
①

香港中文大学 （退休） 教授、 上海大学文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章教授曾在南京金陵大学修读历史 （１９４６ ～ １９４９）， 是贝德士 （Ｍ Ｓｅａｒｌｅ Ｂａｔｅｓ） 教授的学

生； 刘教授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就读于燕京大学， 是洪煨莲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ｕｎｇ， 洪业） 教授

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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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单位前身也是教会大学， 对教会大学有较多亲身的体验。 第二， 你

现在是大学校长， 对学校有总体的把握， 比一般人更有利于研究教会大

学。 第三， 特别是作为历史学者， 你既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 更有责任来

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这块空缺。”① 章教授于是接受了这个挑战， 开始从

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他从湖北省档案馆找回华中大学的历史档案，
将之搬回华中师范大学档案史室内， 并着手推动其他学者关注及开始研究

其他教会大学的历史和档案。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第一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

术研讨会就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② 在会议上， 章教授提出必须重新

审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 并建议将教会大学放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范畴

内进行探究。③ 他亦从美国耶鲁大学档案中， 寻获贝德士的手稿及南京大

屠杀的相关文献， 重新发现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历史新意义。④

二　 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新课题

自武汉会议后， 一批年青学者开始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进行研

究， 并不断地发掘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的新课题。 譬如王奇生的 《中国留

学生的历史轨迹 （１８７２ ～ １９４９）》⑤、 史静寰的 《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

教育活动》⑥、 马敏的 《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华中大学个案分析》⑦、
王立新的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⑧ 及王立诚的 《美国文化渗透

与近代中国教育： 沪江大学的历史》⑨ 等。 另一本属于专论的著述是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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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有关他们的对话， 可参见章开沅 《章序》， 吴梓明、 梁元生主编 《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

（一）》，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１９９８， 第 ｘｉｉｉ 页。
参见章开沅、 林蔚合编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
参见 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 Ｙｕａｎ ＆ Ｎｇ Ｔｚｅ Ｍｉｎｇ Ｐｅｔｅｒ，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Ｖｏｌ １５，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３， ｐｐ １１８ － １２８。
譬如章开沅 《贝德士与金陵大学》， 林治平编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 台北， 宇宙光出版社， １９９４， 第 ５３３ ～ ６４０ 页； 章开沅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

运———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 章开沅主编 《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１ ～２７ 页； 章开沅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汤美如主

编、 章开沅编译 《南京：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 香港三联书店， １９９５。
王奇生： 《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 （１８７２ ～ １９４９）》， 湖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史静寰： 《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 文津出版社， １９９１。
马敏： 《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华中大学个案分析》， 章开沅主编 《文化传播与教会

大学》， 第 ７４ ～ １１０ 页。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王立诚： 《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 沪江大学的历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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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主编的 《中国教会学校史》， 将教会大学的历史重新放回中国近代教育

史的范畴内做研究， 在近代教育史研究中也是极具创意的。①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在成都四川联合大学举办的 “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
研讨会上， 学者们更为教会大学研究寻觅了新的研究课题， 从不同的角度

重新审视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角色。 学者们共同合作出版了一套 “基督

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 共有七辑， 以七个新颖的课题开展研究， 分

别是：

１ 陶飞亚、 吴梓明：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２ 史静寰、 王立新：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
３ 黄新宪：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
４ 徐以骅： 《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
５ 吴梓明编 《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
６ 朱峰：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

女大比较研究》
７ 刘家峰、 刘天路： 《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②

三　 教会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

在教会大学的再审视中， 学者们发现原来教会大学也是随着中国

的处境、 社会文化和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 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对

国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视。 一般的看法认为， 教会大学的使命是为传播

基督教， 它必不会重视中国文化的教育。 若是说教会大学是代表西方

文化的教育， 则教会大学必定不会重视国学研究。 不过， 在 《基督教

大学与国学研究》 一书中， 作者发现大部分的中国教会大学均是愈来

愈重视国学研究与教育的。③ 许多教会大学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纷纷设立了

０８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高时良主编 《中国教会学校史》， 湖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４。 高教授是福建师范大学有名的

中国近代教育史专家，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离世， 享年 １０４ 岁， 本文的撰写亦特别为纪念

他对中国教会学校史研究所付出的努力。
该套丛书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 在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３ 年陆续出版了。 这些年轻学者今日均已成

为有名的教授， 譬如陶飞亚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新宪是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客

座教授， 徐以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朱峰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家

峰、 刘天路均是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陶飞亚、 吴梓明：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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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所或中国文化研究所， 譬如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 金陵大学

的中国文化研究所、 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等。① 明显的， 他们都十分关

注国学教育及研究， 特别是在中国语言、 文学、 历史、 文化和哲学等方面

的教育和研究上。② 他们也曾在国学教育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并且有相当

的成就。 就以燕京大学而言， 哈佛燕京学社曾为国学研究筹募了不少资

金， 足以凝聚大批国学精英， 如陈垣、 许地山、 冯友兰、 顾颉刚、 周作

人、 郑振声、 俞平伯等。 燕京大学主办的 《燕京年报》 《史学年报》， 更使

燕大在中国文学、 历史、 哲学的研究上均享有很崇高的声誉， 可与北京大

学、 清华大学相媲美。③ 换言之， 在国学研究的课题上， 我们亦可审视到

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确是随着中国的社会文化而不断改变， 也是愈来愈变

得 “中国化”。

四　 教会大学的华人校长研究

在教会大学的研究中， 学者们愈来愈发现当中也有不少属于中国的元

素， 尤其是须向中国政府注册后， 教会大学必须由华人担任校长之职， 其中

出现了不少华人校长教育家， 如陈裕光、 吴贻芳、 韦卓民、 钟荣光等。④ 华

人校长的身份比较特别， 他们均须面对至少三方面的冲击。 其一是他们身为

华人信徒， 必须为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案。
究竟他们如何能在持定 “中国人身份” 的同时， 也能坚守其 “基督徒的身

份” 呢？ 其二是身为基督徒教育工作者， 他们必须面对教育工作给予基督教

信仰的挑战。 他们究竟是如何处理 “对教育专业的委身” 与 “对基督教信仰

的委身” 二者带来的冲突问题呢？ 其三是他们身为华人校长， 必须面对 “为
教会 ／差会服务” 与 “为国家社会服务” 之间的冲突问题， 他们究竟是如何

面对中国政府与基督教会或差会给他们的压力的呢？ 事实上， 华人校长的研

究更能帮助学者重新思考教会大学的特性， 它并不完全是属于西方的东西，

１８１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再审视　

①
②

③

④

张寄谦： 《哈佛燕京学社》， 章开沅、 林蔚合编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 第 １３８ ～ １６３ 页。
亦可参阅文兆坚 《金陵大学之史学研究 （１９２４ ～ １９４５）》， 硕士学位论文， 香港浸会大学，
２００４。
参见陶飞亚、 吴梓明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第 １０４ ～ １４８ 页； 又 Ｌｅｕｎｇ Ｙｕｅｎ Ｓａｎｇ （梁
元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ｔｏ Ｃｏｒｅ，” Ｎｇ，
Ｔｚｅ Ｍｉｎｇ Ｐｅｔｅｒ ｅｔ ａｌ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８８８ －
１９５０， Ｌｅｗｉｓｔ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Ｅｄｗｉｎ Ｍｅｌｌｅ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ｐ １２９ － １５３。
参见吴梓明编 《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６１ ～ ９２、 １４７ ～
１６８、 １９２ ～ ２０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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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含着很重要的中国的元素， 并且是愈来愈 “中国化” “本土化” 的。 因

此， 我们更加需要为教会大学重新定位， 唯有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做探

究， 才能够清楚地了解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历程。①

五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大学

抗日战争对中国造成很大的破坏， 当整个中国 （国家与人民） 都处在

水深火热当中时， 教会大学到底该站在哪一边， 能否与国家及人民共生、
共存、 共患难呢？ 这是对教会大学教育考验的最好时刻。 《抗日战争时期

的基督教大学》 一书正是以这个课题做个案研究， 重新审视民国时期的教

会大学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②

章开沅教授 １９９１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做研究的时候， 发现有关贝德士的

档案文献， 返回中国后， 他不断地推崇这位金陵大学的教授是他的恩师。③

原来贝德士不仅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 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 贝德士留守南京校园， 担负起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

工作， 他开放了金陵大学校园作为安全区， 进行救济难民的工作。 后来，
他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担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 指证日本军

兵所犯的罪行。 章教授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中找到很多贝德士的手稿

后， 便决心为恩师梳理这段历史。 他撰写了几本书， 譬如 《南京大屠杀的

历史见证》 等，④ 还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研究员马莎·斯茉莉

（Ｍａｒｔｈａ Ｓｍａｌｌｅｙ） 合作， 编辑出版了 《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

（１９３７ ～ １９３８）》。⑤ 另外， 南京大学出版社也于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出版了章教授

负责编译的 《 “天理难容” ———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１９３７ ～
１９３８）》⑥ 一书。 章教授也因此成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专家， 由此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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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吴梓明编 《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 第 ２７ 页。
刘家峰、 刘天路： 《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章教授说自己的教会大学史研究亦是从贝德士文献研究开始的， 参见章开沅 《贝德士与

金陵大学》， 林治平编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 ５３３ ～ ６４０ 页；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 章开沅主编 《文化传播与教会大

学》， 第 １ ～ ２７ 页。
章开沅：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汤美如主编、 章开沅编译 《南京： 一九三七年十一

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
Ｍａｒｔｈａ Ｓｍａｌｌｅ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Ｅｙｅ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１９３７ － １９３８，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Ｄｉｖｉｎ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１９９７ （Ｙａｌｅ Ｄｉｖｉｎ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９）
章开沅编译 《 “天理难容” ———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１９３７ ～ １９３８）》， 南京大

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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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 “贝德士文献研究” 和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领域的地位， 这也证明

了从事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有助于重新诠释近代中国历史， 继而开拓中国近

代史研究的新领域。
事实上， 抗战时期的教会大学确是值得再仔细地审视和研究的。 《抗

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 中也详细地介绍了在八年抗战期间教会大学师

生积极参与救国、 救灾、 救亡及其他战时社会服务等工作。① 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 位于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师生，
包括一批传教士教育家曾献出他们的生命， 来拯救和保护南京的市民。②

除了金陵大学的贝德士教授外， 另一位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是金陵女子大

学教育系的系主任华群女士 （Ｍｉｎｎｉｅ Ｖａｕｔｒｉｎ， 明妮·魏特琳， １８８６ ～
１９４１）。 华群女士是美国传教士， １８８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

州， １９１２ 年来到中国安徽， 见到中国女子多不识字， 便决心推动中国女

子教育。 后来她返回美国进修教育， １９１７ 年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师范毕

业， １９１９ 年应聘来到金陵女子大学， 在教育系奠定了金女大的教育理念

基础， 提倡 “厚生精神” 和 “爱的教育”。 华群女士不仅提倡爱的教育，
也在中国活现出爱的教育来。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她为了保护南京的妇

孺， 自愿留守校园， 并开放校园收留了过万名的难民， 像母鸡照顾小鸡

一样地保护南京市民的生命不被日本军兵杀戮。 南京市民感恩她， 尊称

她为 “活菩萨”， 为了纪念她， 现在不仅在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 在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也为她立像纪念。③ 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所保留的华群女士的历史印证， 也证实了教

会大学师生们在抗战期间所表达的服务和牺牲精神是被中国人民与政

府肯定的。

六　 宗教教育的现代化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先后发生了新文化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

运动等， 国民政府也要求教会大学必须向政府申请立案， 并须附加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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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刘家峰、 刘天路 《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 第 ８５ ～ １１３、 １３９ ～ １８７ 页。
参见刘家峰、 刘天路 《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 第 ８５ ～ １１３ 页。
参见刘家峰、 刘天路 《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 ， 第 １００ ～ １１３ 页。 在网上仍可

看到一位难民的女儿忆述母亲在安全区遇到华女士的情况。 难民们都敬重她， 称她

是 “活菩 萨 ” 。 参 见 《 感 恩 华 小 姐 》 ， 《 新 视 界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ｍ ／
３３８１８８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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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教为目的， 也不能将宗教科目列入主修科， 必须改为选修科” 等条

文。① 过往学者均认为这样的改变必然导致教会大学宗教教育的世俗化或

逐渐消亡，②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时教会大学校长的反应是十分积极的，
譬如陈裕光认为， “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③ 司徒雷登也坦然承认： “由于

教会学校实行圣经课必修和强迫参加宗教仪式已经多年……人们往往忽视

了这种强迫方式所产生的恶果。 事实上， 很多教会学校的学生由于这种强

迫产生了对基督教的反感， 而他们的反叛， 进一步刺激其他人对基督教的

攻击。 燕大所采取的方法， 就是要避免这样的问题， 使基督教影响渗透于

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 将基督教信仰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④ 他更明确

地指出燕京大学所奉行的 “自由选修宗教课程” 政策不仅是为响应政府的

要求， 事实上， 它也是最符合基督教的精神及最有效果的教学途径。⑤

当时担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的洪业教授也承认 “自由选择” 对宗教

教育的成效尤为重要。⑥ 他认为在燕京大学教授宗教课程的目的就是要

“栽培学生养成欣赏宗教的习惯”。⑦ “老师必须致力引发学生对宗教产生兴

趣、 帮助学生思考及明了宗教的概念和行为、 培养学生欣赏宗教的态度及

乐意认同合理的价值或行为判断的标准。”⑧ 因此他也赞同教学的过程必须

在一个 “自由探究” （ ｆｒｅｅ ｅｎｑｕｉｒｙ） 的气氛下进行。 司徒雷登更进一步指

出： “政府立案和其他微妙的力量已结束了教会大学那种沉寂的离群索居

的状态， 把它从一个自我封闭的外国传教组织卷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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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阅 Ｆｒａｎｋ 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 ｅｄ ，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１９２６，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１９２６， ｐｐ ２２７ － ２２８。
譬如 Ｊｅｓｓｉｅ Ｇ Ｌｕｔｚ，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１８５０ － １９５０，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２， ｃｈ ８； Ｐｈｉｌｉｐ Ｗｅｓｔ， 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ｎｏ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１６ －
１９５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ｐ ９５ －９６。
吴梓明编 《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 第 ２３ 页。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ｏｈｎ Ｌ Ｓｔｕａ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Ｔｒｕｓｔｅｅｓ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２５
＆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１９２６， ＵＢＣＨＥ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９９ － ４６５８； ３１５ － ４８１８
“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Ｉｔ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ｄ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ＵＢＣＨＥ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３１０ － ４７６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ｕｎｇ， “Ｔｈｅ Ａｉ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Ｇｉｎｌ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ｅｂ １９２４，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ＸＶＩＩ， Ｎｏ ３， Ｊｕｌｙ １９２４， ｐｐ ２６８ － ２８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ｕｎｇ， “Ｔｈｅ Ａｉ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Ｇｉｎｌ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ｅｂ １９２４，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ＸＶＩＩ， Ｎｏ ３， Ｊｕｌｙ １９２４， ｐ ２７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ｕｎｇ， “Ｔｈｅ Ａｉ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Ｇｉｎｌ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ｅｂ １９２４，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ＸＶＩＩ， Ｎｏ ３， Ｊｕｌｙ １９２４， ｐｐ ２７０ －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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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① 事实上， 教会大学积极面对政府的要求， 并努力改善及提升宗教教

育的 “教育化” 功能， 促进宗教教育的现代化。②

以燕京大学的宗教课程改革为例， 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１） 燕大的宗教教育是逐渐地由向学生灌输有关圣经或神学的教义， 转向

着重从较广阔的层面研究基督教， 并且是侧重于教育性及学术性的研究。
譬如： 圣经研究着重 “新、 旧约文学” “希伯来民族的历史与文学” “圣
经与现代人生活” “圣经与现代社会问题” 等的探究。 燕大还开设有 “中
国古诗中的宗教观念” 等课程， 将宗教视为文化的一部分， 进一步探究世

俗文化中的宗教元素， 开辟了 “中国宗教与文学” 的学科探究。③ （２） 燕

大的宗教课程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已开始为学生介绍不同的宗教传统， 譬

如 “佛教”、 “伊斯兰教”、 “道教”、 “儒教”、 “宗教比较”④ 及 “中国宗

教研究”⑤ 等， 也包括 “印度哲学” “老子、 墨子的哲学” 等课程。 虽然

当年的课程或许还未达到今日宗教对谈的水平， 但教授们能采取这样开放

的态度， 让学生可以更广泛地认识， 从更广阔的层面去探究不同的宗教传

统， 已经很不简单了。 （３） 燕大宗教系所提供的课程中亦有如 “宗教

史”⑥ “宗教哲学”⑦ “宗教心理学”⑧ 等， 尝试应用不同学科的理论、 方

法来研究宗教， 帮助学生从跨学科和多角度去分析及研究人类的宗教

活动。 （４） 燕大也开设了如 “基督教与现代文明” “今日世界中的基督

教会” “当今社会问题与基督教伦理” 等课程， 把宗教放置于当时社会的

处境中来考察。 这样把宗教思想与现代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对学生来

说， 宗教研究便更富时代感及具当代意义了。 简而言之， 燕京大学的宗教

学院并没有因立案的问题而缩减它在大学提供宗教教育的功能， 相反，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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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Ｐｈｉｌｉｐ Ｗｅｓｔ， 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ｎｏ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１６ － １９５２， ｐｐ ９５ － ９６
吴梓明： 《从神学教育到宗教教育———燕京大学宗教教育的考察》， 《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

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５６ ～ ８１ 页。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１９２５ －２６，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２５， ＵＢＣＨＥＡ：
３１５ －４８１８
该课程着重比较古代及现代不同宗教的源起， 尤其注重有关中国古代宗教的探究。
该科注明包括 “景教” 和 “道教” 的研究。
“宗教史” 一科， 英文是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研究的范围并不限于一个宗教的历史。
课程简章中亦说明着重探究宗教的源起、 世界各大宗教的发展及如何成为现代的宗教，
并论及近代科学与哲学思潮对宗教思想的影响等。
课程简章中指出该科较全面地探讨理性、 知识与信仰的哲学基础， 并涉及基督教与非基

督教的不同论证。
课程简章中亦指出该科从近代心理学的角度了解人的心灵活动及宗教本质， 并探讨有关

宗教现象、 灵魂动作的心理解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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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持续不断地拓展它的课程， 从以神学为主导的宗教教育转向以 “教育

化” “学术化” 研究为主导的宗教教育。 这样的转变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

典型的 “宗教教育现代化” 的历程。①

宗教课程由主修转变为选修， 不仅是一个正常的教育化、 现代化的过

程， 它的跨学科、 多角度的研究方法更是间接地帮助了宗教教育成为大学

教育中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② 纵观西方欧美国家宗教

教育的现代化历程， 多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或是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③

但是教会大学的宗教教育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却早了 ４０ 年， 这也正是由于

它在中国的特殊处境和社会因素使然。

七　 结论

２１ 世纪的中国， 不能不与世界的历史文化潮流重新接轨， 更将会在世

界潮流的演变中扮演主导性或是更具影响力的角色。 中国的学术研究不能

够落后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 历史研究亦必然如此， 在教育方面也

是如此， 中国的大学教育必须面向世界， 与世界及历史的潮流接轨。 教会

大学在中国只有半个世纪或 ６０ 年的历史， 其间却经历了不少社会的动荡，
包括 ２０ 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 ２０ 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 ３０ ～ ４０ 年代的抗

日战争、 随后的国共内战及 ５０ 年代的抗美援朝等。 多年来的战乱无疑阻碍

了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正常发展， 现在是再审视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历史的时

候， 应该将它放回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范畴中， 重新寻找教会大学对中

国教育现代化， 以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能够产生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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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阅吴梓明 《宗教教育的世俗化与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个案研究》， 《复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 Ｐｅｔｅｒ Ｔｚｅ Ｍｉｎｇ Ｎｇ，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２０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Ｖｏｌ ５， Ｎｏ １， Ｊａｎ⁃
ｕａｒｙ １９９９， ｐｐ １ － １７。
吴梓明、 伍德荣： 《我们所认识燕京大学的博雅教育》， 《燕大校友通讯》 第 ７０ 期， 燕京

大学北京校友会， ２０１４， 第 ４９ ～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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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
比较研究评析

　 赵晓阳∗ 　①

提　 要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 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是经济， 而

是宗教。 基督宗教四次来华， 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冲

突， 也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深入的交流。 本文从五个方面， 即基督宗

教与儒学、 基督宗教与佛教、 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 基督宗教与民间宗

教、 基督宗教与道教之间的冲突和交流， 对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中国大陆对基督宗

教与中国宗教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进行了回顾和综述， 说明宗教和文明文化

之间的对话和了解是何等重要。
关键词　 基督宗教　 中国宗教　 宗教文明

基督宗教来华时， 面对的是一个与西方文明迥异、 传承数千年之久的

文化体系， 这个文化已经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导、 佛道为辅翼的超稳定结

构， 对外来文明有着顽强的拒斥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为艰难的传教区”，
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儒佛道为主要信仰的中国宗教和文化， 在人们生活中占

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一切使得任何外来宗教都必须谨慎处理与中国传

统文化的各种关系。
一般来讲， 当两种甚至多种异质文化相遇的时候， 起初都会出现

相互排斥甚至互相打击的现象， 随着交流的逐渐深入， 双方都会逐渐

认识到并认同彼此的互补性。 当然， 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交流的理想

状态是双方的融会贯通， 但这种理想的境界是要经过种种历史磨难才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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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达到的。
宗教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当代世界的热门话题。 所谓对话， 是在两方或

者更多方之间进行的互动性交流。 从全世界的和平来讲， “没有宗教间的

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 （著名汉学家、 宗教学家孔汉思语）。 来华的无

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传教士， 只要具备一定的学识和学术能力， 均对中国

传统文化和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阅读、 诠释中国经典和文化， 关

注的焦点常常是其中的宗教因素———上帝、 鬼神、 祖先崇拜、 宗教仪式、
天的属性， 等等； 提出的问题也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中心主

义色彩———中国人的信仰是一神教、 多神教、 自然宗教， 还是无神论？ 上

帝与诸神是主从关系还是平等关系？ 上帝是真神、 唯一之神， 还是多神之

一？ 祖先崇拜是不是偶像崇拜？ 但传教士汉学中体现的文化殖民心态， 以

及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强力介入， 则需要我们反思与警醒。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 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是经济， 而是宗教，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则最能体现宗教的全球化进程。 基督教在中

国的传播， 是基督教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环节， 在华基督教向穆斯林传教即

是基督教向伊斯兰教进行传播的一个环节。 因此， 在考虑各类宗教相遇后

的冲突与和谐的过程中， 一定不能忽略全球化的背景和要素。
佛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三种外来宗教， 经历了伴随文化、 经济、

军事三种方式传播的过程， 因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佛教传入中国最早， 时

间最长， 对中华文化影响较大， 经长时期的传承交流、 相互吸收和影响，
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 道家文化一起， 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伊斯兰教则主要在西北的省区约 １０ 个民族中流行， 影响次之。 基督教传入

中国的时间最短， 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基督宗教凭借西方强大的物质文

明和文化扩张力， 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 任何外来宗教文化， 如果不注意

传入地的本土化要求， 其结果必然要被完全排拒于传入地的文化之外。 前

两种外来宗教都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 注意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并深入民众

的生活之中， 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和伊斯兰教。 基督教传入中

国时间较短， 这方面尚存不足。 三种外来宗教也都具有共同的世俗化趋

势， 注意与本土世俗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 办学校、 医院、 商业机构等，
让宗教理念进入民众的世俗生活， 以达到传教的目的。 而整个历史过程

中， 中华文化本身的博大、 包容和吸纳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西学东渐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光谱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而明清之际基

督教的传入可以说是西学东渐的起源。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 《中国与

基督教： 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正是对这一源头进行追溯的思想史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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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点在于， 并不去深究天主教耶稣教会的中国基督教传播史， 而是将视

角转向中国人对这种外来宗教的反应。 通过这一视角， 作者力图探究一个

更为宏大的命题———１７ 世纪中国人的反应， 表现了他们与西方人在人生观

和世界观上的哪些基本差异？ 作者并非单纯罗列中西方思想体系的区别，
而是在着墨于历史中的吊诡细节后， 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乱的历史细

节后的思想成因。 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 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
道德规范、 政治、 哲学、 语言等方面的差异， 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

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 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
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 指出传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

化的激烈冲突。 它是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领域极有价值的参考书。①

秦家懿和孔汉思的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 是用学术眼光来看待中西

宗教和文化之间问题的研究专著， 讨论了中国宗教———儒学、 道教、 佛教

的产生、 理论、 现状和前途， 从现代基督教神学观点出发来分析它们的特

点， 特别是将之同西方基督教进行比较， 要阐明的是： 远东的第三大宗教

河系应当出自中国， 其中心形象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秘主义者， 而是圣

贤； 这是一个哲学宗教。②

一　 基督宗教与儒学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和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 基督宗

教对中国儒学的态度和认识是非常复杂的。 尽管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

文化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存在矛盾和冲突， 但是， 传教士要在中

国传播基督宗教， 并最终达到以西方基督宗教 “归化” 和改变中国的文

化、 官员、 士绅、 民众， 必须对其所顶礼膜拜的儒家学说采取了解、 认

识， 并适当宽容的政策。 儒学和儒家经典在传统中国的至尊地位， 也使得

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的关怀常常聚集在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一问题上。
对基督宗教与儒教之间关系的讨论， 最早可见 １９６２ 年陈申如的文章。

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下， 其认为中外反动势力在政治上实行勾结， 由此

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 基督教思想和儒教思想也就逐渐从矛盾、 斗争转至

相互妥协。 近代西方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儒教思想关系发展的过程， 体现了

中外反动势力在政治上、 思想上从斗争至勾结的过程， 基督教同儒教思想

９８１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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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和耐： 《中国与基督教： 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
秦家懿、 孔汉思：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 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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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新的汇合， 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①

董丛林的 《龙与上帝：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可以说是最早涉及基

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专著。 孙尚扬的 《基督教与明末儒学》， 对天主教

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的关键做了重点阐发， 是此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很有

新意。②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首先要求传教士本人实现文化转换， 明清之际来

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依据中国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以文化调和为主向， “合
儒辟佛” 的传教策略， 其具体体现则是 《天主实义》。 利玛窦把天主教学

说以儒生可以接受的形式重新包装， 对基督教信仰做出一种调和的解释，
证明古儒典籍之上帝即基督教之天主， 以证明基督宗教是真正值得中国尊

奉的宗教。 这些非常宽容的宗教思想， 体现了他相当宽容的世界性文化视

野， 而不是建立在 “欧洲中心主义” 或基督宗教基要主义的偏见上， 对中

国文化的全盘否定。③

杨廷筠、 徐光启和李之藻被称为中国天主教 “三大柱石”， 作为儒生

官员， 在信仰天主教后， 其对儒学的认识特别引人注目。 杨廷筠的耶儒融

合思想是希望引入天主教思想来弥补儒家的不足， 在他著名的 “性修理

论” 中， 将儒家的修行方法和理论， 与天主教的天堂地狱和人与神的追

求， 进行了绝妙的融合。④ 张晓林分析了杨廷筠在天主教的启发下， 逐渐

形成的儒家一神论的神哲学体系， 而这种哲学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方

面异于传统儒家道德理性， 另一方面异于传统佛道价值观的宗教价值取

向， 成为中国文化新的理论向度和价值向度。⑤

还有学者讨论了这些儒家基督徒信仰天主教的原因， 多与明末众人对

佛教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兴趣有关。 佛教对宋明儒学的侵入， 使

他们认为， 只有恢复到秦汉之前的儒家才可能保存 “经学” 之一脉， 而天

主教恰好就是秦汉之前的儒家。⑥ 袁邦建通过对中国籍耶稣会士黄伯禄的

《训真辨妄》 的分析， 指出 １９ 世纪中期后， 传教士中出现 “援儒入耶”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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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申如： 《外国基督教在华传播及其与儒教的关系》， 《山东大学学报》 １９６２ 年第 １ 期。
董丛林： 《龙与上帝：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三联书店， １９９２； 孙尚扬： 《基督教与明

末儒学》， 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４。
陈戎女： 《耶儒之间的文化转换： 利玛窦 〈天主实义〉 分析》， 《中国文化研究》 ２００１ 年

第 ２ 期。
杨秀： 《明末儒家基督徒杨廷筠之耶儒融合思想探析》， 《基督教文化学刊》 第 ２４ 辑， 宗

教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１８７ ～ １９６ 页。
张晓林： 《杨廷筠与儒家道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肖清和： 《清初儒家基督徒刘凝思想简论》， 《史林》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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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并不是偶然性的历史现象。①

晚清来华以林乐知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

看法和态度存在 “合儒” “补儒” “批儒” “代儒” 等环环相扣的四个层

次， 其中 “合儒” 是一种文化策略， “代儒” ———基督教征服中国才是他

们的最终目的。 西教士对儒学的缺陷、 不足和劣根性等批判之语是完全站

在西方人立场和基督教的角度进行的， 但也应该承认这对动摇儒家思想在

中国文化教育和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不无 “助益”， 因而在近代中国具有开

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意义。② 姚兴富的 《儒耶对话与融合： 〈教会新报〉
（１８６８ ～ １８７４）》， 是研究基督教与儒学对话与融合的专著。 大量利用了

《教会新报》 的资料， 比较重视思想和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和探讨。③

赵毅通过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 “孔子加耶稣” 的

基督教观， 叙述了传教士对中国儒学的认识。 传教士深知中国传统力量的

强大， 而采取这样的策略和方法， 通达变而不失根本， 将孔子作为 “特殊

的导师” 来尊敬， 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伦关系； 同时紧握 “上帝” 和

“灵魂” 这两个最重要的基督教观念。④

在一片赞扬之词外， 有学者也提醒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由此产生的中

国知识与殖民欲望、 传教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被称为 “传
教士东方主义”。 在有关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与态度方面，
传教士们始终从基督教的立场与视角来审视甚至审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

其他思想。 在传教使命和心态的影响下， 传教士对儒家文化的理解都带有

强烈的批评和解构的意味。 理雅各于 １８６１ 年出版的 《中庸》 译本， 并非

要向西方传播儒家之道， 而是要将这一中国圣书去经典化。 他的翻译是基

于基督教信仰对儒家经典与文化的审判， 终其一生， 他从未放弃以基督教

取代儒教的信念。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 １９ 世纪儒家经典英译的主体， 也是

西方世界孔子与儒经形象的主要制造者。⑤

《论语》 是儒学经典， 更多受到基督宗教和学者的关注。 杨平概述了

从明末天主教至清末的新教传教士翻译 《论语》 的历史， 指出其动机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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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邦建： 《耶儒对话与传教策略： 〈训真辨妄〉 探析》， 《宗教学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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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找出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 并证明基督教和

儒教有相通之处， 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 以耶稣代替孔子。 在翻译过程

中， 他们也对儒学做了 “神学化” 诠释， 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极力论

证中国的古老历史是圣经传统的一支。 这些都是基督教优越论和西方文化

中心主义的反映。①

王立新还对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进行了考察。 １９ 世纪，
绝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 企图用基督教文明取代

中国本土的信仰、 伦理和价值观， 即对中国进行文化征服。 从 ２０ 世纪初期

开始， 在理性主义、 民族主义的冲击和一战的影响下， 主流的传教团体开

始倡导文化合作， 提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携手 “共同追求真理”， 以及借

鉴中国文化遗产以补充和丰富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思想， 对中国文化表现出

高度的尊重与欣赏， 这种思想最终改变了传教运动的面貌。②

二　 基督宗教与佛教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所接触时， 必然发生相互激荡。 从宗教的观点而

言， 基督教和佛教都是超越文化的。 然而从人类文化现象来看， 两者若想

在抽象的理念信仰之外融入生活， 它们势必是文化， 必然在文化的范围之

内。 抽象的信仰理念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适当地世俗化。
佛教和基督宗教作为两大外来宗教， 在近代以前就在中国本土短暂相

遇过， 即早在唐朝的景教与佛教的相遇。 但由于诸多历史原因， 二者之间

并未来得及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对话就失之交臂。 佛教本是外来宗教， 但

经过汉唐以来千余年的发展， 已经深深浸透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

之中， 成为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佛教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再次相

遇和冲突， 实际上成了西方外来宗教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冲突。
佛教与基督宗教的对话， 自唐代即已开始， 初入中国的景教曾大量借

用佛教用语翻译自己的经典， 其对话形式主要表现为佛教的宽容接引和景

教的谦卑依附。 景教参与佛教译经事业、 借用佛教术语介绍景教教义、 借

鉴佛教的伦理道德学说和标志符号来宣传景教信仰。 而景教这种过分注重

本土化的实践和理念， 成为它在唐朝传播最终失败的原因， 即过分注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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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甚至完全佛教化， 从而失去其原来应该具有的景教色彩。①

元代由于本民族的多神信仰传统， 其统治者对宗教持开放和包容的态

度， 对宗教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 无论是佛教， 还是被称为 “也里可

温” 的基督宗教， 都获得了较自由的发展。 也里可温教主要在蒙古统治者

上层中流传， 对汉语思想没有形成全面实质性的影响。 随着元代也里可温

教的快速发展， 已经取得重要地位的佛教便对也里可温教采取了排挤的策

略。 这或可成为也里可温教消灭的原因之一。② 总体来讲， 关于元代宗教

之间关系的研究至今仍然很缺乏。
明末清初， 在汉文化语境下， 天主教耶稣会和佛教之间围绕着宇宙观

或生成论、 人生观或价值观、 解脱观或救赎论， 围绕着基督教创世神学和

佛教宇宙生成论展开了争论， 都注意到了对方的理论存在， 但都认为对方

剽窃自己的理论， 从而希望将对方重新纳入自己的体系。 利玛窦主要出于

策略性的考虑而展开对佛教的批判， 他对佛教的批判触及了佛教的一些核

心教义和宗教行为， 但其中有曲解， 且独断性成分居多。 此种批判一方面

为一些士大夫反思和批判传统中国文化和宗教提供了新的视角， 使他们能

较轻易地克服改宗的心理障碍， 最终弃佛归耶； 另一方面则激起了一些佞

佛的士大夫和名僧们的反击， 人为地设置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障碍。 利玛

窦与晚明佛教三位大师紫柏、 云栖、 憨山的交往与争论， 都说明中西两大

宗教相遇后， 各自为护教而出现了冲突。③

天主教入华后激烈排佛， 目的在于取代佛教地位， 并借助排佛达到批

儒的目的。 其争论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对于本体论和神人关系的不同见解，
以及对于轮回观念的不同认识等方面。 天主教以佛教为批判对象， 也与明

代佛教自身的衰落有着巨大的关系。 在整个天主教与佛教的争论之中， 基

本上佛教处于被动的地位。 虽然天主教一直处于上风， 但并不意味着胜利，
且天主教士多少在上风中失去了理性， 忽略了佛教已经成为广大中国民众的

精神归宿， 在民间具有很大的无形的号召力。 耶稣会只注重与官方士人的适

应和融通， 将重点放在儒家知识分子身上， 而忽略甚至排斥代表民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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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教， 这一做法或许可能是其最终未能融入中国文化的原因之一。①

晚清以后， 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 传教士的目光必须投向

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重大的佛教。 在这个过程中， 传教士对中国的佛教经

典进行了翻译和了解， 如何翻译中国佛教经典， 译什么， 怎么译， 都是经

过其精心选择的。 虽说他们编辑佛教词典， 进行佛经的英译， 目的在于言

说 “自我”， 宣扬基督教自身的福音， 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西传以

及西方汉学的发展。 这些相对自由派的传教士关注其他宗教现象的发生，
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传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国佛教不

同。 他们的成功译介也促使他们成为欧洲最早的汉学家， 获得了欧洲名校

的汉学教授席位。②

民国年间， 自 《中华民国宪法》 规定 “宗教信仰自由” 和 “非基督

教运动” 后， 基督宗教对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态度更谨慎和分化。 有学

者指出， 虽然民国时期佛教与基督教基本上和平相处、 各求发展， 但两教

之间还是多有交涉， 关于两教之间的关系共有四种代表性论点： 佛耶相同

论、 佛耶相异论、 佛耶同异兼具论、 佛耶取长补短论。③

民国时期， 中国佛教进入改革发展阶段， 社会影响力也波及其他各种

宗教。 挪威传教士艾香德来到中国后， 受佛教影响， 积极学习佛经， 深入

寺庙与佛教徒进行交流。 他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倡导宗教对话与宗教联合，
宗教对话与宗教联合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宗教发展中的一种值得

关注和提倡的文化现象， 被越来越多的宗教团体认同与接受， 已成为世界

宗教发展中的一种方向。④

近现代中国的佛教学者如何响应由西方传入的现代科学？ 这与他们

对基督宗教的响应又有何关系？ 而这些响应对于学界对文化全球化的讨

论又有何意义？ 赖品超以章太炎及太虚法师这样的佛教学者为个案， 在

回应传教士传入的西方现代科学方面， 指出前者基本上是以中国视域为

本位， 而后者更倾向于采取全球的视角。 文化上的全球化， 不仅对个别

的宗教传统构成挑战， 也提供机遇让不同的宗教传统得以更新， 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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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不同传统的全球化， 更可促进不同宗教间的交流以至于多元文化

的建立。①

三　 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在中国都属于外来宗教， 两教之间无论是在历史

上还是在教义教理上都有很强的渊源关系。 它们都在唐代传入中国， 在元

代， 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在中国有了接触。 在明清时期， 伊斯兰教与基

督教有了碰撞， 虽然曾有一些问题， 但一直都还处于总体和谐相处的状态

下。 在其相遇过程中， 基督宗教一方一直都处于主动和强势的地位， 而伊

斯兰教处于相对被动， 有所积极反应的状态下。
从总体来讲， 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两教之间在中国历史上， 虽然有冲

突碰撞， 但一直处于还算和睦的状态下。 比较两教的传播史， 伊斯兰教的

传播历史幸运很多， 自传入中国后， 没有遇到太大的挫折， 这与其始终在

个别民族中传播有关， 同时也使其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基督宗教曾

四次进入中国， 前两次完全没落， 第三次在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入， 也曾

遇到过巨大的挫折。②

有学者研究了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两个外来宗教在华传播方式的不同

与产生的效果差异之间的关系。 李林研讨了两教之间不同的传播方式， 为

其在中国的扎根带来的不同效果。 伊斯兰教采用的是 “载体移植” （历史

学家白寿彝语）， 通过迁移到中国的外来穆斯林融入中国社会， 信仰伊斯

兰教的中国穆斯林产生后，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转

变。 而这个过程致使围绕民族和地区而发展的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则在很

早就已经出现， 并伴随着其民族和宗教的发展而发展。 基督宗教的传播方

式则截然不同， 主要依赖外国传教士的 “来华传教”， 虽然这些传教士有

许多中国信徒和士人的帮助和协调， 但其本土化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这些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认知程度， 甚至取决于他们的数量以

及他们在中国停留时间的长短。 他们希望通过 “走上层路线” 来赢得支

持， 而经常忘记了普通信徒的本土化需求。 外来宗教融入中国社会应该是

个双向的过程， 它既包括外来宗教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主动适应， 也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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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以及中国社会对少数群体的包容。①

在明末清初时期， 由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长期对立的历史背景， 再次

入华的天主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呈现某种对立的复杂性， 但这些

问题都遮蔽在天主教与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后， 没有那么引人注目。
甚至在著名的明末清初的 “礼仪之争” 中， 钦天监中天主教徒与回族天文

学家之间也曾发生过 “小问题”， 但没有大爆发， 并且不是以宗教性的面

目出现的。②

一些两教之间交往和关系的个案研究引人注目。 明末清初穆斯林知识分

子与天主教传教士之间的交往成为研究主题。 姚继德根据一些穆斯林文献，
研究了云南穆斯林学者马德新与天主教传教士古若望之间的交往， 以及马联

元与基督教传教士冯德善的交往对话， 赞扬了两代穆斯林学者在对话中所体

现出来的平等博大、 和平共存的文化对话观， 并指出这是云南伊斯兰教学

派素来注重回儒贯通、 经书并授、 学术研究与经堂教育并行的结果。③

新教来华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存在一个庞大而又独特的穆斯林群

体， 并对其历史与现状做了诸多调查研究。 刘家峰从宗教相遇与对话的视

角出发， 把晚清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认知做了史实上的梳理

与分析。 这一时期是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开展传教运动的准备期。 传教

士、 穆斯林在相互认知方面尽管都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偏见或误解， 在交往

对话中有时也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但这一切都是在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基

础上展开的， 并没有升级为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④

有学者利用传教士的英文资料， 研究基督宗教如何看待与伊斯兰教之

间的关系， 进行两教之间的对比研究。 马景以 《中华归主》 为中心对伊斯

兰教的传入、 穆斯林人口、 穆斯林的组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穆斯林的

职业构成、 宗教职业者阿訇也进行了一些调查， 这些调查都是为了向穆斯

林宣传福音而进行的基础性工作。⑤ 《教务杂志》 是由新教传教士创办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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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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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的英文期刊， 代表了主流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和见识。 通过这些英文

资料， 我们可以了解到传教士如何 “发现” 穆斯林， 以及其对穆斯林的传

教方针策略的制定， 而其中内地会成为对中国穆斯林传教运动中最为活跃

的组织， 最后深入穆斯林地区进行传教。①

对中国穆斯林传教最为积极的是内地会， 其传教士安献令在 １９２１ 年出

版了经社会调查和研究而形成的 《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 （Ｔｈｅ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一书， 这是最早出版的西文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专著，
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必读书目。 该书突出了穆斯林和汉人之间的

冲突和矛盾的历史阴影， 站在基督教优越论的立场上， 立意是如何向穆斯

林宣传基督教， 宣传仁慈上帝的基督教会战胜 “佩带宝剑” 的伊斯兰教。
该书这种不合理观点对西方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② 刘

继华依据西方基督教差会的英文资料， 对长期在西北传教的内地会传教士

濮司满和濮马可进行了介绍， 他们对介绍甘肃穆斯林的情况起到了很大作

用。③ 王建平还出版了篇幅不长的著述， 详细介绍了哈佛燕京学社所藏的

美国传教士毕敬士档案， 以及毕敬士所拍摄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多幅

照片。④

另有学者利用穆斯林的资料， 考察了马德新、 马联元、 杨敬修等穆斯

林学者关于基督教的评论， 提示了站在伊斯兰教立场上观察外教的基本思

路。⑤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将传教对象指向了云南回族后， 云南回族积

极地回应， 其中马联元 《辨理明证语录》 一书较为典型。 马联元认为真宰

（真主、 上帝） 是永恒的实在、 是无始无终的， 而万物是有始有终的， 强

调了真主独一的本体。 耶稣是伊斯兰教所承认的一位大圣人， 既不是天之

子， 也不是天主。 《辨理明证语录》 于 １８９９ 年刊刻以后， 受到穆斯林知识

分子和阿訇的欢迎。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至 ８ 月 １ 日在河南召开的夏季基督教

传教大会上， 该书被传教士当作重点进行讨论。 正因为如此， 在 ２０ 世纪

７９１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评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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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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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炳三： 《从 〈教务杂志〉 看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活动》， 《贵州民族研

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马景： 《传教士安献令与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研究》，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刘继华： 《基督教内地会濮氏父子在近代西北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述论》， 《青海民族研

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王建平： 《近代上海伊斯兰教文化存照： 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 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２００８； 王建平： 《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美国传教士

考察纪实》，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１０。
杨晓春： 《 〈回教考略〉 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许淑

杰、 于鹏翔： 《早期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的态度》，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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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年代以后， 致力于向中国穆斯林传教的部分传教士逐渐放弃了基督教优

越论的思想， 主动与中国穆斯林进行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 并着手中国伊

斯兰教的历史考察与现状调查， 而这些传教士的研究成果也就成为现代西

方社会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手资料。①

总体来讲， 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这说明

学者们已经从宗教本质的角度来关注考察两教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 而非

仅从民族、 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考察。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这些研究都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还需要从基督教传教学、 伊斯兰教

护教学、 宗教文明对话、 文化交涉、 宗教相遇冲突的历史经验等多重视角

进行研究， 强调全球史观对理解近代中国这两大宗教关系的重要性。

四　 基督宗教与民间宗教

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和各地不同的民间传统信仰与西方制度化的基督

宗教相遇， 必然产生冲突与矛盾、 互动与融会。 民间信仰在维系农民生活

理想、 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在弘扬中华文化

传统及缓解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战略意义， 而且对于遏制海外势力的宗教渗

透具有明显的作用。 其融会与互动则体现在 “民俗的兼容” “价值伦理的

比附” “信众的流动” 等方面。
从某种角度来讲， 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可以说是一部基督教会与中国民

间信仰争夺信徒的历史。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随着国内外学界视角向

民间社会的转移， 基督宗教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逐渐得到学者们的

重视。 可以说， 这是学界在拓宽宗教比较研究的范围上， 迈出的重要一

步。 赵世瑜力图从明末以来民教之间的习俗冲突， 特别是基督教和寺庙宫

观发生的冲突， 去寻找明清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主线。②

１９９２ 年， 陈支平、 李少明最早涉及基督教与民间宗教的研究， 以大量

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 较详细地描述了当代基督教徒的信仰意识与民风

乡俗相互糅合的主要原因。 如教徒的结婚仪式， 大多在沿袭民间传统节俗

的基础上， 点缀一些基督教的礼节。 这一方面是为了顾全乡里邻居之间的

人情面子； 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自身宗教意识低下， 在强大的民间传统文

８９１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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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景、 王建斌： 《清末民初云南回族社会对基督教传播的认知与回应： 马联元 〈辨理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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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面前， 无法找到一种独立的仪式来突出其宗教色彩。①

除在偶像崇拜与祖先供奉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与冲突以外， 两者为争夺

信众和主导地位而发生的宣传战也是重要表现。 在融合过程中， 还存在

“教籍多元” 的现象， 即某人的信仰存在儒释道并容， 民间宗教与基督教

并容的现象， 因此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仍是当地的重要基石， 而且可能

是遏制外来宗教的重要基石。②

张先清选取明末在福建长期活动的艾儒略辟中国民间信仰的言论为研

究个案， 指出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接触， 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神学与中国民

间通俗文化在基层社会冲突展现的一个侧面。 艾儒略对民间信仰采取了灵

活的适应策略， 对民间信仰没有生硬地加以全盘否定， 而是在坚持天主教

义理的原则上做出必要的让步， 允许教徒祭祀祖宗等， 这样无疑减少了其

传教的阻力。③

范正义认为， 在基督教和民间信仰的发展都很强势的地区， 基督教和

民间信仰之间的共处关系， 受到基督教的 “全球地域化” 特征的强烈影

响。 基督教 “地域化” 后出现的民间信仰化趋势， 使得基督教日益被接纳

为乡土社会的组成要素； 而基督教的 “全球化” 特征， 又使得它与乡土社

会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张力。④

传教士是如何看待中国民间宗教的？ 在他们留下的资料中应该有所反

映。 《华西教会新闻》 （１８８９ ～ １９４３） 是由四川、 贵州、 云南三省新教差会

主办的英文月刊， 曾发表一些关于中国西南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和民间信

仰等内容的文章， 各地传教士和西方读者由此了解到中国西南的宗教信

仰， 也为西南宗教史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同时也可知传教士们所持有

的基督教立场使他们在对待异质文化时产生的偏见。 这些都基于他们的传

教士使命， 即改变中国人信仰模式的使命。 他们认为， 中国宗教具有天然

的 “落后性”， 中国人需要更正确、 更高明的 “真理基督教” 来引导， 以此

激发其他传教士的使命感， 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基督教传播的实践和方法

的探讨中。⑤

９９１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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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支平、 李少明： 《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刘志军： 《传统信仰与基督宗教的冲突与融会： 张店镇个案研究》， 《宗教学研究》 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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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清： 《试论艾儒略对福建民间信仰的态度及其影响》，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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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督宗教与道教

在中国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相遇对话中， 主要侧重的是与儒家或佛教

之间的对话， 对道教文化和思想很不重视， 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理解道教。
这与近代以来， 道教逐渐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所疏远和排斥有重要关系，
基本上只有社会下层还在延续着道教的思想和文化， 道教基本处于民间

化、 民俗化的状态，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 加之， 中国传统道教信

仰组织非常松散， 道教被认为已经不太能构成基督教传播的障碍。 因此，
基督宗教与道教之间的关系， 在学术研究上也不为学者所重视， 成果

很少。
李新德关注了新教传教士对道教的诠释， 说明早期传教士更多关注的

是作为一种宗教的道教之迷信与偶像崇拜的一面， 到了晚清， 传教士们开

始涉及作为宗教的道教理论体系， 主要关心道教对中国人的心智产生了什

么影响， 道教经典中是否存在对真神上帝的认知。 他们虽然承认道教中也

有真理， 但认为这是为基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基督教远优于道教， 唯有

基督教才能成全道教、 才能 “拯救” 中国， 试图援耶入道、 以耶释道。①

陈焕强研究了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徒的道教观， 认为明末天主教传教

士采取了 “补儒易佛” 的策略， 促使了天主教徒亦将道教视作对立面。 出

于护教心理， 中国天主教徒严厉抨击佛道二教， 甚至较传教士的态度更为

激烈， 其中不乏像徐光启、 杨廷筠、 李之藻这样的名教徒。②

还有学者从教义教理和宗教比较的角度， 将道教与基督宗教进行了比

较。 查常平对初期道教和基督教进行比较， 指出道教以现世的肉体生命长

生不朽为修炼目标， 而具有相当的现实性； 基督教则以承受超验精神生命

的永生和对上帝之国的超验性期盼为信仰目标， 而具有超越性。③ 李枫从

宗教的道德功能入手， 比较了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和拥有大

量信众的外来宗教基督宗教之间的异同。④ 毛丽娅从生态学角度， 比较了

两教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即道教的 “洞天福地” 和基督宗教的 “新天新

００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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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作为神圣空间， 道观多位于现实的名山胜境， 是修仙得道之地，
也是实在的生存场所， 基督宗教则与末世论有密切关系， 只能随着基督

的 “临在” 才能完成。① 傅凤英从内修角度比较两教， 基督宗教灵修的目

的是建立健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道教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生命内在体验。②

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 必须面对中国广大民众的道教信仰问题。 传教

士认为道教是传播基督教的障碍， 容易遵从利玛窦提出的 “补儒易佛老”
的传教策略， 因此采取了 “耶稣或老子” 的对话模式， 民国著名基督徒张

亦镜则主张 “耶稣加老子”， 说明皈依基督并非背叛道教或老子， 从而消

弭基督教与道教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他这种道教基督教化的观点却难以被

道教徒接受。③

余　 论

基督宗教在华的传播历程， 说明了中西两大文明在相遇时产生的各类

问题和挑战。 包括天主教、 东正教、 新教在内的基督宗教各派别传教士在

不同时期进入中国以后， 都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存在的

巨大差异。 为了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与精髓， 理解在中国传统文

化影响下， 皇帝、 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对基督宗教的态度及其原因， 许多传

教士开始了对中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 艺术等各方面的研究。 在研究中

国的同时， 传教士也开始把中国著名经典著作译介到西方， 著书介绍中国

政治、 经济、 文化、 语言等， 开始了一个 “中学西传” 过程， “中学西传”
为西方思想文化学者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传教士所见甚至 “制造” 的种种 “中国形象”， 可以作为我们反思自

身时， 颇为有益的 “第三只眼”， 不无借鉴作用。 但传教士汉学中体现的

文化殖民心态， 以及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强力介入， 则需要我们时时反

思与警醒。 这是传教士汉学研究多年以来成为研究热点的首要前提之一，
大陆地区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参与者越来越多， 研究兴趣越发浓厚。

１０２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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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傅凤英： 《灵修和性命双修： 试比较基督宗教与道教内丹的内炼思想》， 《宗教学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范大明： 《耶老对话： 张亦镜的道教观》， 《船山学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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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探索】

中国铁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①

　 田永秀∗∗ 　②

提　 要　 加强中国铁路史研究是中国作为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的时代

要求。 中国铁路史研究当以中国铁路及其现代化历程为研究对象， 以国家

社会需求与铁路载运能力之间的双向互动为研究主线， 应重点着眼于铁路

自身， 研究铁路自身的发展史， 同时加强中国现代铁路史研究， 关注中国

铁路技术的演进和发展历程。 各高校及研究机构应团结协作， 组建一支

文、 理、 工相结合的铁路史研究队伍， 多学科交叉， 深入推进中国铁路史

研究。
关键词　 中国铁路　 铁路强国　 铁路现代化

一　 加强中国铁路史研究是时代要求

铁路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其普遍意义自不待言。 自 １８６３
年英、 法、 美领事照会中国正式提出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要求以来， 中国铁

路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 梳理中国铁路发展历程， 总结历史经验，
是历史研究的当然要求。 同时， 加强中国铁路史研究是当今中国作为铁路

大国和铁路强国的时代要求， 这就是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特殊意义。
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研究者立足现时代，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自己

①

②

此文系四川省高水平科研团队 “铁路与西南社会变迁” 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文中很多观

点都是与团队成员张雪永、 崔罡等一起商讨的结果， 在此一一致谢。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铁路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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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新的观察、 描述和分析。 因此， 不同时代， 对

同一对象的研究侧重可能不同。 曾经占据此前研究中心的话题， 由于研究

对象自身的发展变化和研究成果的大量累积， 会退居其次。 同时新问题的

涌现， 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在此研究接力的过程中， 研究对象的全貌逐步

清晰和完整。 众所周知， 铁路是随着西方列强的步伐进入中国的。 铁路修建

之初， 路权及围绕铁路进行的政治斗争、 中外交涉是困扰早期铁路决策者和

参与者的重要问题， 因此也在长时期内构成了中国铁路史研究的中心问题，①

并在 “革命史观” 框架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国

家面临着 “民族独立” 后如何 “富强” 即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对铁路的研

究自然转向铁路对于经济社会变迁的巨大影响， 并在此后逐步成为研究的

主流。 而在此期间， 铁路向自身提出了新的要求， 即由 “建设更多的铁

路” 转向 “建设更多更好的铁路”， 一直贯穿中国铁路发展的 “现代化的追

求” 成为实在的 “现代化的要求”， 并开始转化为现实。 高铁的筹建， 普通

铁路的大幅提速， 重载铁路的技术改造， 让在西方已经步入 “夕阳产业” 行

列的铁路在中国再度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铁路大

国和铁路强国， 高铁成了中国响当当的技术名片， 正在走向世界， 影响着

世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世界格局。 如何全面、 深入、 细致、 准确地描

述中国铁路历史发展及转变过程， 是对铁路史研究新的时代要求。
带着这样的要求重新审视中国铁路发展历程， 就会发现这个问题长期

被遮蔽和边缘化了。 我们长期关注的， 或者是与铁路有关但非铁路自身核

心属性的各种问题， 或者把铁路仅仅当成一个既成事实而径直讨论其外部

效应， 而铁路作为现代交通体系中最为自成一体的复杂系统， 是如何运转

的， 其运转特点和规律是什么， 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演变成了它所呈

现的时态， 并最终发展到今天的状态， 我们所知不多。 总的来看， 既有的

相关研究要么是粗线条的， 要么是表面的， 要么是静态的， 远远无法满足

巨大的时代研究需求。
因此， 从中国作为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的现状出发， 中国铁路史的研

究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内容之一。

二　 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对象与主线

铁路是近代文明成果之一， 是一种载运量大、 快速而便捷的交通方

３０２中国铁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① 如著名学者宓汝成所言： “铁路的主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是我国近代铁路史的核心问题。”
（宓汝成：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第 １ 册，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 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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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通常而言， 铁路被视为现成的铁轨或铁轨上奔驰的列车， 即将铁路理

解为某种单纯技术手段； 铁路史则被理解为线路史或筑路史， 也会被理解

为经济或社会现象中的变量。 这种理解并不全面。 铁路的实质应当是为满

足社会需求的轨道载运能力。 它的核心职能是载运， 它的附属职能则有教

育、 卫生、 环境等， 它的外部影响涉及政治、 经济、 社会等多个方面。
中国铁路史研究当以中国铁路及其现代化历程为研究对象， 以国家社

会需求与铁路载运能力之间的双向互动为研究主线， 全景展示中国铁路发

展的曲折历程， 梳理总结中国铁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具体而言， 凡涉及

铁路决策规划、 管理体制、 运行机制、 线路建设、 客货运营、 技术革新与

产业制造等重要领域的现代化历程， 以及铁路对国家与社会现代化的影

响， 都属于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当然内容。
铁路史研究应以铁路自身的发展为主， 以铁路的外部效应为辅。 铁路

自身的发展历程， 是铁路史研究的主干和基础， 这是铁路史研究的 “本
体”。 就核心业务而言， 中国铁路是由规划决策、 管理体制、 运行机制、
线路建设、 客货运营、 技术研发与产业制造等各个小系统构成的大系统。
这几个小系统既互相依存， 又相对独立， 均有自己的演进和发展规律。 除

了核心业务外， 还有两个部分也属于铁路 “本体” 研究内容。 其一， 铁路

的直接影响。 铁路建设完成之后， 以其固有的客货运输方式对沿线地区产

生的直接影响， 也应归属于 “铁路自身” 范围。 其二， 铁路的一些附属功

能。 中国铁路有一个特点， 即铁路系统自成一个小社会， 有比较强的独立

性和封闭性。 自铁路产生不久， 即拥有教育 （包括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
中小学教育、 幼儿教育）、 卫生、 体育、 警察等附属机构， １９４９ 年以后更

是拥有自己的司法部门。 这些机构都是为铁路修筑和运营服务的， 如铁路

卫生、 警察、 司法等是为铁路正常运营而设立的， 而铁路教育则是为了培

养铁路人才以及解决铁路职工子女就学就业问题而设立的。 这个庞大系统

的强化和固化， 固然和 １９４９ 年后的计划经济相关， 但更多是由近代以来中

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特点和中国铁路自身规律及发展路径所致， 亦非中

国所独有。 这部分附属机构也应归属 “铁路自身” 范围。
中国铁路的发展体现在量和质两方面。 一方面是量的增加， 体现在铁

路通车线路和里程及覆盖区域的增加， 铁路载运量以及在所有交通方式中

占比的上升， 铁路运输利用率的增高等。 另一方面则是质的提升， 主要体

现在火车速度的提高、 路网的形成以及服务质量的改善等。 火车速度不是

单纯的快慢问题， 体现的是火车技术的集成创新， 包括线路建筑、 机车制

造、 路控、 安全以及管理水平等， 这就是铁路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 路网

４０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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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 则更充分体现了铁路的规模效应， 能更充分发挥铁路的载运能

力。 路网不仅指铁路与铁路之间形成网状互通， 而且指铁路与其他交通方

式乃至城市交通的有效对接。 此二者是 “硬” 的方面。 服务质量则是铁路

作为一种社会服务设施， 所提供服务的舒适度、 便捷度等。 服务质量的改

善是铁路发展质量提升 “软” 的方面。
铁路的外部效应也是铁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铁路的外部效应， 指的

是铁路的衍生效应， 如铁路对沿线区域经济发展总量、 结构的影响， 以及

对人口流动、 城市兴衰、 社会结构乃至民风民俗、 思想观念的影响等。 铁

路的外部效应也是值得考察的重要方面， 但不属于中国铁路的 “本体”。
铁路在社会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而是社会若干系统中的一个系

统。 从铁路的规划、 决策、 融资、 修筑、 运营、 管理等全过程来看， 社会

需求是铁路发展的前提条件； 而铁路技术则是其必要条件。 这个双向互动

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行为， 而不仅仅是行为的结果。 必须从社会变迁的视角

来把握铁路， 方能真正揭示其本质； 唯有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评价铁路，
方能真正彰显其价值。 可量化的数据分析固然十分重要， 但观念变迁、 社

会认同等无法量化的影响更不容忽视。
中国铁路史研究不应简单地依时、 依地、 依线进行静态阐述， 而应将

铁路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 既关注铁路系统自身的发展变化， 又关注

铁路系统与外界密切的互动关系。 铁路史不仅要研究铁路线路建设史， 也

要研究国家社会对铁路的需求， 铁路的规划决策， 更要研究铁路建成通车

后运营的历史， 还要研究铁路网的构建及其功能的发挥， 深入探索铁路各

子系统的演进与互动。 铁路的社会影响分析， 也不仅限于铁路建成后的社

会影响。 一般而言， 铁路是一项巨型工程， 因此从铁路筹划开始， 其修筑

过程往往已经开始对地方社会变迁产生影响。 不仅要研究铁路对经济社会

变迁的推动， 也要研究铁路对政治认同、 民族融合、 边疆稳定、 国家安全

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

三　 目前中国铁路史的研究倾向和研究建议

就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铁路史的研究状况而言，① 大约有以下几

种倾向。

５０２中国铁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① 具体研究动态见崔罡、 崔啸晨 《中国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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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铁路社会史研究比较多， 对铁路自身发展研究不足。 铁路自进

入中国以来， 确实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引起了学者的

重点关注。 但对铁路自身发展历史的研究， 大多停留在筑路史和单条线路

研究领域， 对于铁路建成后的营运情况， 研究不充分。
（２） 对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比较多， 对现代铁路史研究比较少。 在中

国近代铁路史研究方面， 朱丛兵教授、 马陵合教授、 江沛教授、 李占才教

授等著名学者成果丰硕。 但学术界对现代铁路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发

展史的研究， 却非常薄弱。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时期， 占中国铁路发展历程一半

以上时间， 但就里程而言， 只有 ２６０００ 公里， 仅占现运营里程 １ ／ ５ 左右，
而且技术水准低， 运行速度慢， 管理水平也不高。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 ６０ 多年，
整体上呈现发展加快的趋势， 以 １９９９ 年中国的高速试验线———秦沈客专动

工为界， 前后两段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１９９９ 年后， 以高速铁路建设为标

志的中国铁路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 现代化水平快速提高， 铁路的运行速

度和载运能力， 都有了飞跃发展。 到 ２０１３ 年底， 中国铁路营运里程突破了

１０ 万公里， 其中时速 １２０ 公里及以上线路超过 ４ 万公里， 时速 １６０ 公里线

路超过 ２ 万公里， 高速铁路 （时速 ２５０ 公里以上） 突破 １ 万公里， 在建规

模 １ ２ 万公里。 全国铁路复线率达到 ４５ １％ ， 电气化率达到了 ５２ ４％ 。①

到 ２０１６ 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１２ ４ 万公里， 其中高速铁路达 ２ ２ 万

公里以上。②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 中国铁路营运里程将达 １２ 万公里以上， 快

速客运网基本覆盖中国各省省会及 ５０ 万以上人口城市。③ 中国已经成为名

副其实的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 但关于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的中国铁路发

展历程， 除了原铁道部史志中心编撰了诸如 《新中国铁路五十年： １９４９ ～
１９９９》 之类的著作外， 鲜有学者研究。 现代中国铁路史研究与中国铁路发

展状况完全不对称。
（３） 对铁路技术史的系统研究非常薄弱。 铁路是土木建筑、 机械、 电

气、 通信、 管理等多种技术的集成创新， 技术的发明创造和革新是铁路发

展的关键变量。 现有的铁路技术专门史虽然不少， 但是历史学者却极少进

行铁路技术史的研究。 近年来南京大学李玉教授从 “速度与社会发展” 角

度来理解铁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 当属一种可贵的探索。 而一些

６０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陆娅楠： 《全国铁路里程突破十万公里》，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第 １ 版。
《２０１６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１２ ４ 万公里高铁达 ２ ２ 万公里》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 日）， 新华

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０３ ／ ｃ＿ １２９４３０１２３ ｈｔｍ。
《中国铁路总里程突破１０ 万公里》 （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２８ 日），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ｌｏｃａｌ ／ ２０１３ －１２ ／ ２８ ／ ｃ＿ １１８７４７１４３ ｈｔ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非历史学者的技术史研究， 一方面过细， 往往仅关注某项铁路技术领域，
如通信、 桥隧、 机车等， 没有从整体的高度去关注铁路技术集成创新演

进； 另一方面则记述过粗， 未能阐明技术发展内在脉络， 对技术创新的规

律、 经验及社会价值亦未做深入的分析与评估。 近代以来， 中国铁路技术

走完了技术输入—自主创新—技术输出的全过程， 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技

术强国之路的缩影。 目前学术界既没有对这条技术发展道路的全景概括与

研究， 也没有对这条道路的各个关节点进行深挖。 对于铁路技术的输入研

究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斌在德国

铁路技术输入中国方面做了可喜的研究。① 可是， 对于铁路技术原发

国———英国的铁路技术以及后来美国、 苏联铁路技术又是怎样输入中国

等， 几乎没有研究。 对铁路技术输入的途径和媒介也没有分析， 对于中国

铁路技术输入的一些关键性人物或团体， 如对外国来华人员———德国人包

尔 （天津武备学堂铁路科教习）、 英国人金达 （唐胥铁路主持人， 北洋官

铁路局总工程师）、 苏联专家等， 对中国留学生群体 （如詹天佑及后来唐

山铁道学院的大批留学归来教师）， 都未曾从铁路技术输入角度进行过研

究。 中国在学习外国铁路技术过程中如何消化吸收再一步一步地创新， 中

国铁路技术创新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等， 也未曾获得系统的梳理和总

结。 中国铁路技术及铁路制造品何时开始对外输出， 输出的规模、 途径以

及其间遇到的问题和解决之道等， 也没有得到深入研究。
有鉴于此， 在中国铁路史研究方面， 笔者有两点建议。
（１） 在中国铁路史研究内容方面， 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一是就中国

铁路史研究的横切面而言， 重点着眼于铁路自身， 研究铁路自身的发展

史。 以中国铁路自身发展为基本视角， 观察和描述政治、 经济、 社会、 外

交等多种因素影响下， 铁路系统所呈现的基本面貌、 运行特点、 发展规

律， 观察和描述铁路的规划决策、 线路建设、 客货运营、 技术研发与产业

制造等各子系统之间如何互相作用、 互相配合， 推动中国铁路发展变化，
旁及铁路发展对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生态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二是

就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纵向而言， 要加强对现代中国铁路史的研究， 贯通中

国铁路史研究。 收集整理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中国铁路发展历史资料， 研究中国从

没有铁路到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的发展历程、 成就， 分析中国铁路建设模

式的内在逻辑， 以及铁路的巨大社会影响， 总结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 在

加强现代铁路史研究的基础上， 有效贯通中国铁路史研究， 构建中国铁路

７０２中国铁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① 王斌： 《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以胶济铁路为例》， 山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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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 三是加强中国铁路技术史研究。 铁路本身就是技术创新的产物， 而

技术不断创新让铁路发展具有了质的提升。 因此， 铁路技术史是研究铁路

发展史的基础。 研究中国铁路技术的输入—自主创新—输出的发展历程，
从总体上把握中国铁路技术发展历程， 总结经验。

（２） 各高校、 科研院所铁路史研究学者应加强合作， 人文科学与自然

科学共建， 探索建设一支文、 理、 工相结合的铁路史研究队伍。 如前所

述， 铁路是一个涉及面广的复杂系统， 不仅与经济的种种内涵， 如农业、
工业、 商业、 贸易等息息相关， 而且和国家政治、 对外交往、 社会变迁、
文化传播等也存在紧密关联。 就学科性质而言， 铁路史既具有历史学的一

般共性， 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 既属于经济史的研究范畴， 又具有技术

史、 社会史的性质； 既是一门专史， 又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与交通运输工

程、 土木工程、 通信工程、 管理学、 经济学、 统计学、 社会学、 政治学等

学科相互交叉、 相互渗透。 鉴于铁路史的上述特点， 铁路史研究既需要历

史学者， 也要吸纳社会学、 经济学、 政治学以及理、 工、 管等学科的学者

参与。 在研究方法上， 在使用历史学基本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兼采上述相

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 才能真正将中国铁路史的研究

推向深入。

８０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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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视野与近代中国铁路史研究取向

　 马陵合∗ 　①

提　 要　 在研究铁路史时， 如何合理地确立地方史或区域史的考察视

角， 是值得探讨和重视的问题。 基于其产业特性， 铁路与行政体制的关联

应密切一些。 以行政区域为范围研究铁路发展的历程， 既要显示地方史研

究中所必要的空间定位， 也必须充分考虑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在铁路问题

上的互动关系。 地方交通行政管理体制成为现代交通体系发展过程中重要

的制度性因素， 需要从铁路路线规划、 投资和管理机制等方面， 展现行政

区划所造成的地理区位对于不同层级政府的产业行政政策的政治性影响。
关键词　 地方视野　 区域史　 铁路史　 研究取向　

一　 铁路史研究中的 “地方”

关于区域史与地方史的区别， 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 在使用的时候

也没有很清晰的界限。① 有学者认为， 区域在社会史的层面上， 已然成为

一种研究的范式， 是一种分析的工具。 在使用区域这一概念的时候， 不一

定会联想到有固定边界、 很确定、 很僵硬的一个地域。 把 “区域” 理解为

一个分析的工具， 其实就是要把 “区域” 跟 “人” 联系在一起， “区域”
就不是地理的概念， 而变成一个与人的思想和活动有关的考察维度。② 尽

管目前区域史研究中， 学者也常常关注到地理单元的界限， 但并未将研究

纳入历史地理学的范围， 认为这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形态， 其重要关注点

①
①
②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王先明： 《 “区域化” 取向与近代史研究》， 《学术月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陈春声： 《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的思考》， 山西省历史学会编

印 《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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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区域” 的社会史意义。 关于这种研究是否能归入严格的地方史， 并没

有形成共识。① 相对而言， 当以行政区划界定的空间为研究对象时， 地方

史或许是更为可行的概念。 本文指称的地方， 只是相对中央政府的政治治

理上的层级概念。 与其相关的研究， 自然与政治权力构成层次有关。 当地

方成为地方政府的代名词， 以地方为维度考察某种历史现象时， 实际就是

考察不同类型地方政府所辖的地理空间内的与地方行政权力有关的历史现

象， 其研究基点应该是不同层次地方政府是否拥有相关治理的权力， 其价

值在于分析这种权力的流变与其他层次 （主要包括中央政府、 铁路企业）
的权力配置问题。 在以铁路规划、 投资、 建设、 运营管理及收益为主要内

涵的近代铁路产业发展中， 地方与铁路的关系无疑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产

业管理体制演进中不可或缺的视角。 在研究铁路管理体制时， 我们不能笼

统、 不区分层次地探讨政府的作用和职能。 地方视野下的制度史考察， 是

研究政府产业管理职能和政治治理结构变化的必要构成部分。 在近代国家

体制转型过程中， 地方应是介于国家民族、 社会组织之间中观性的结构层

次， 具有沟通上下的功能。 同时， 它所承担的治理功能的内涵与外延的变

化， 无疑是现代国家结构形成的核心机制， 也是历史演进的触发点之一。
究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历程而言， 其管理体制的变化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与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勾连在一起的。 地方视野应成为考察铁路管理体制中权力

的生成与配置必不可少的研究角度。
在以空间为基础的铁路史研究中， 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区域自然具有

整体性意义， 更能显现近代铁路行业管理体制的层次性。 近代地方政府对

于铁路这样具有特殊技术品性的行业如何行使管理职能， 自然应成为更为

明确的研究目标。 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应是中央与地方之间铁路管理权限

如何从模糊走向清晰。 地方大员在早期的铁路建设及与此相关的对外交涉

中担当了主要的角色， 随着现代产业管理体制逐步成型， 铁路自主化程度

０１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区域是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区域是空间的特化， 即将地域

空间的一部分赋予特定的资源、 环境与人口特征。 这种特化使得一个空间范围在地理学

性质上区别于另一个空间范围， 它们分别都成为区域。 区域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是地区

或地方的抽象。 区域具有两个本质的性质。 第一个是整体性， 是指区域有一致特性或对

某种地理过程有一致的相应特征， 这种一致性是由区域内部单元的紧密联系造成的。 整

体性不等于均质性， 一致性也是相对而言的。 一般地讲， 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区域

划分， 区域的某些界限有统计上的一致特性。 区域的第二个基本性质是区域的结构性。
区域的构成单元 （可能是地理的局域， 如城乡， 也可能是非地理的产业） 按一定的联系

产生结构。 区域结构包括： 资源环境结构、 城镇体系、 空间结构、 区域经济系统、 中

心—腹地结构， 以及人口结构、 文化结构、 地缘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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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 地方政府的作用在以集权为基本特征的铁路领域不断趋于弱

化， 其所获得的只是有限的制度性分权。

二　 铁路史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与功能

以行政区域为范围研究铁路发展的历程， 要体现铁路史的自身内涵，
突出以行政区域为基础的独特性， 既要显示地方史研究中所必要的空间定

位， 也必须充分考虑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在铁路问题上的互动关系。 从铁

路路线规划、 投资和管理机制等方面， 展现行政区划所造成的地理区位对

于不同层级政府的产业行政政策的政治性影响， 才能明确地方发展史中地

方政府的角色和功能。 究此而言， 至少包含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 从铁路交通自身的特性出发， 做更为基础的研究， 而不能急于

表达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思考。 要根据交通的特性， 研究交通线

网和枢纽的地域结构、 类型及规律， 研究铁路路线规划和功能定位、 铁路

修筑的资金来源、 铁路通行条件和通过能力 （涉及道路布设技术、 路况及

道路环境各方面）， 这才是展现铁路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特定基础。 这与

专业交通运输地理研究有着显著的差异。 交通运输地理研究的是交通运输

的生产力地域组合， 但是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所关注地方视野下的一些要

素， 也需要加以重视， 如研究交通线网、 商业都会和港市的结构与类型，
找出交通运输业对沿线城镇、 人口、 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和演变规律。①

这些因素被纳入地方视野后才会为中央与地方互动关系赋予更多实质性

内涵。
一个省区的交通史研究首先在于充分运用历史交通地理的基本方法，

建立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② 然而， 又不能完全拘泥于交通工具本身， 应

有所拓展， 但这种拓展应尽量限定在可测度的范围内。 如铁路对货物流向

或货物运输速度、 运输成本的影响是直接的， 但对于生产企业乃至地方经

济的影响则难以准确描述和定量分析。 对铁路与经济的关系一定要予以充

分关注， 并需要剖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机制， 但这方面不能成为交通史研究

的重点。
反映铁路这种现代交通方式的自身特性， 可能要借助一些铁路自身

１１２地方视野与近代中国铁路史研究取向　

①
②

侯甬坚：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经济地理》 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
葛剑雄、 华林甫：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葛剑雄、 华林甫主编 《历史地理研

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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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性概念。 尽管我们可能做不到对这些指标的数理模型分析， 但

至少应达到一个量化的目标。 这些铁路专用概念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
（１） 铁路网密度。 一般是指一定面积或一定数量人口 （千人或万人） 分摊

的铁路线长度。 研究铁路网的地理分布， 线网密度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指

标。 （２） 牵引定数。 在一定时期内， 一个区段规定每一机车牵引的吨数。
这是铁路的运输能力和通过能力的最基本数据。 铁路建成后， 牵引定数不

足， 则须进行铁路技术改造。 （３） 运输密度。 指一定时期内， 某种运输方

式的某一段运输线路上， 平均每公里线路所承担的货物 （旅客） 周转量

（运输量）。 在铁路运输中， 新线设计、 旧线技术改造、 运输设备和运输组

织的设置等， 都以运输密度为重要依据。 它是考核运输线路能力的利用程

度和运输部门运输工作强度的指标， 可以反映运输能力与运量之间的适应

程度。 （４） 铁路的基本技术标准。 包括轨距、 轨重、 路基标准、 桥梁建筑

标准、 最小曲线半径、 最大坡度等。 这些基本的标准是准确把握某条铁路

的基础。
作为史学研究的构成部分， 铁路史首先应充分还原铁路发展的历程。

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 铁路路线确定和资金筹措。 近代铁路投资

主体逐步由国外投资者变成中国各级政府和华资银行， 其中最具价值的问

题是中央或地方独立地进行投资， 还是选择双方合作的模式进行共同投

资。 （２） 铁路的修筑过程， 包括建筑过程中路线的变更、 建筑者的构成。
其中包含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地方政府对国有铁路建筑支持与否。 （３） 铁

路的运营， 应主要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关铁路政策为中心。 如近代

的铁路运价政策、 税收政策等。 其中铁路收益的分配是解读双方政策倾向

的核心指标。 （４） 铁路修筑和运营所受到的外部干扰， 如战争对铁路建设

与运营的影响。 如津浦南段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是战争频发地区， 是兵家必

争之地。 同时也应关注铁路影响下军运、 作战方式的改变对中央与地方政

治关系的影响。
第二， 突出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力量在以国有化为主导的铁路网建构

中的作用。 自清末以来， 铁路问题虽然有着复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背

景， 但又与军权、 财权问题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所差异， 它更多与地方

性的外交体制、 新式产业管理体制密切相关。 政治转型与外交体制造成地

方督抚在铁路问题上的突出地位。 但是， 中央与地方并没有明显存在直接

的冲突与矛盾。 督抚与早期铁路的关系并不完全以地方利益为中心， 地方

督抚在处理相关问题时， 更多的时候是代表中央政府； 他们成为主角是晚

清外交体制的产物， 因为铁路事务与对外交涉往往难分彼此。 早期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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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中， 地方督抚貌似拥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 这只是集权在上、 事

务在下的对外交涉体制在铁路问题上的体现而已。 地方官僚在行使一元化

权力的过程中， 在其行政管辖范围内有排他性的权力， 因而， 不可避免地

呈现地方分权的趋势， 进而言之， 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在铁路建设与运营

过程中日益凸显。
无论是地方督抚， 还是民间的绅商， 均无法提供足够的筑路资本， 因

而就产权归属而言， 地方并不足以成为近代铁路的主体， 其交通行政管理

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尽管他们往往被赋予对辖区内铁路的管理权， 但是他

们真正能为地方谋取利益的空间是不大的。 但是， 在铁路修筑过程中及开

始运营后， 地方政府则会显示更为重要的影响力。 如在征地问题上， 地方

政府常常具有较大的自主权， 并不完全顺从中央政府和外国投资方的意

旨。 建成运行后， 一方面， 地方督抚积极地利用铁路发展地方经济， 包括

在铁路沿线城镇自开商埠。 铁路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地方政府的政

策倾向密切相关。 如山东济南、 周村等城镇的快速发展， 显然与袁世凯、
周馥等历任山东巡抚积极作为有关。 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也将铁路视为新

的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这主要表现为自晚清以来铁路货捐制度的推广。
外国投资者对此颇有微词， 但他们只能在中东铁路、 南满铁路、 胶济铁路

等他们直接投资的铁路上拒绝这种制度， 在只提供借款的铁路上， 他们基

本上无能为力。 相比较而言， 更多的矛盾是中央与地方在铁路货捐问题上

的冲突与调适。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裁厘改统” 前， 中央政府财政部仅能

直接控制津浦铁路的铁路货捐， 其他铁路的铁路货捐收入基本由沿线各省

分享。 当然， 自清末以来， 地方政府就不断受到中央政府要求裁撤的

压力。
中央与地方在铁路问题上互动关系的变动趋势，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国家的铁路管理体制和政策。 １９０３ 年， 商部成立后， 既欲集中铁路管理

权， 又试图以地方为基础、 利用地方性商绅资本加快铁路建设速度， 并以

此摆脱列强财政控制， 却使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处于显性的紧张状态， 地方

督抚以铁路所包含的地方利益作为抵制中央管控的砝码。 中央与地方在铁

路问题上的关系由原来的界限不清的状态转而成为有着多种内涵的对抗状

态。 从总体政治格局而言， 则反映了铁路问题成为清末新政时期已开始初

步顺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不协调部分， 呈现与大趋势相悖的某种扭曲

形态。 这种复杂状态， 主要还是出于地方官僚之间的实力失衡， 张之洞、
袁世凯这样位高权重、 对地方控制力强的封疆大吏， 已不再追求对其直接

管辖地区铁路的掌控， 而是透过他们的关系网络谋求在铁路管理上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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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权力。 最为典型的表现是袁世凯对邮传部的暗中操纵。 对于其他权力并

不特别稳定的地方大员来说， 则需要在中央政府集权化的铁路政策与地方

商民的地方性路网的诉求之间寻求平衡。 实际上， 因为没有明确的地方性

铁路行政管理权， 地方官员往往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 在清末最后几年，
没有哪种管理体制改革像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那样引起地方的普遍反弹， 其

背后应是地方政府与地方绅民在对抗中央高度集中化铁路管理体制中的联

合， 他们标榜维护地方整体利益， 因而， 这种反弹与对抗所引发的社会波

动必然具有极大的冲击力。 虽然保路运动没有直接推动铁路管理体制本身

的变革， 而是导致反清运动的全面爆发，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进入民国以

后， 随着政治权力结构更迭逐步完成， 针对铁路国有化体制的缺陷， 中央

政府开始建立更加有效能的铁路产业管理体制。
相对于晚清而言， 民国时期铁路管理制度化水平明显提升， 已形成了

具有现代意义的铁路产业行政管理机构， 这种机构与现代国家体制具有同

步性。 铁路管理成为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的一部分。 无论是民初的交

通部， 还是后期的铁道部， 业已在技术、 人才、 规划、 运营等各个方面形

成与集权式管理相匹配的控制力量。 民国时期的铁路虽然没有像晚清那样

成为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敏感焦点， 但是同样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

息息相关， 铁路问题仍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转型的一种载体。 民国时期铁

路管理体制能否实现统一， 更多取决于中央政府能否全面地消除地方实力

派对地方的控制力。 民国时期在一些半独立的区域内， 铁路俨然成为其与

中央政府关系的晴雨表， 最为典型的是东北、 山西和广东。 这些区域具有

半独立性的地方政府往往会将对铁路的控制， 以及从铁路运营获得财政收

益作为与中央对抗的主要内容， 但随着地方独立性下降， 铁路的相关体制

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东北交通委员会在易帜后职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但

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广东省则在 １９２９ 年以后完全放弃对粤汉、 广三、 广

九铁路的控制权。 同样是省营铁路， 阎锡山的同蒲铁路则因山西与中央关

系而没有发生大的变动， 直到抗战时期， 中央也一直无法染指这条铁路。
浙江省的杭江铁路运营后不久， 即被纳入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浙赣铁路之

中。 这与浙江省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密不无关系。

三　 地方视野下铁路史的整体性书写

铁路作为大规模货物与人口远距离运输的交通方式， 缩短了空间距

离， 打破了自然地理对人们的阻隔， 使得远距离行动成为可能， 使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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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官僚机构与行政命令得以遍及边界内的各个角落。 所以， 涂尔干与

韦伯才会提出， 一套标准而遍及国家疆域各个角落的行政系统和暴力系统

的建立， 是铁路线和新式交通对现代政治的最大贡献。① 有学者甚至将铁

路视为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促动因素。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 铁路是否

具有如此强大的政治功能， 尚待进一步研究。 实际上， 更具操作性的是，
在研究近代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权能划分的复杂进程时， 铁路完全可

以作为一个具有深刻而丰富历史内涵的观察面相。 是铁路的政治性、 军事

性功能， 还是铁路自身的产业特性， 促成近代中央专管的集权化的管理体

系， 应是考察铁路体制的两个基本角度。 从历史研究角度而言， 政治性的

评判或许更具深意， 也是铁路史的整体性书写所必需的。
首先， 我们应从政治权力构成的角度观察地方政府在近代中国铁路建

设中的作用与地位。 铁路的公共性决定了地方政府有义务参与铁路建设，
它是政府政治经济职能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近代， 地方政府在铁路建设中

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变化趋势。 在前期， 外国势力的介入以及铁路的国防、
经济价值， 直接影响了铁路建设与运营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在近代相当

长的时期内， 西方列强是地方控制铁路的外部支持力量； 控制铁路则是地

方割据的基础和内容。 近代铁路建设资金主要依赖外债， 其信用保证源于

中央政府， 铁路因产权关系自然成为国营企业。 但是， 因列强的介入， 地

方与中央呈现更为复杂的关系。 一是地方实力派与地方政府在铁路管理体

制中并非二位一体， 二者是分离的。 受近代外交体制的影响， 地方实力派

成为外债交涉和铁路控制的主角， 却无法使地方政府获得铁路管理的制度

化权力。 二是地方对铁路的控制程度受列强对华侵略方式的影响。 在列强

势力范围政策影响下， 地方大员往往借助铁路督办大臣的身份代表中央与

列强交涉， 其间地方利益只是其目标的附属部分， 相反， 他们更多地要相

应承担铁路征地、 保护铁路安全等职责， 扩大地方政府经济权限和增进经

济发展也并非他们的主要目标。 他们重 “交涉” 而轻 “商务”。 三是地方

自办铁路常常体现整体的民族国家利益。 清末各省铁路公司的兴起是对列

强攫取中国路权的回应。 东北交通委员会所筑之路既受制于满铁， 也削弱

了满铁对东北铁路网的控制， 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性铁路网络。 西南的铁

路建设也明显存在排除列强控制的因素， 但是， 区域内部政治结构不稳定

和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机制， 导致西南地区铁路网建设规划多多， 却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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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于空谈， 建设速度缓慢。 即便在抗战时期得到实质性的推进， 战局的变

幻也造成铁路要不半途夭折， 要不事倍功半。 地方政府基于对政治权力和

经济利益的追求， 力图获得区域性铁路的主导权。 地方利益的诉求使得铁

路管理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差异， 与之并存的是， 因政治独立

程度、 与地方社会力量的结合程度、 地方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差异， 各地在

铁路问题上与中央的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
在民国后期， 随着交通产业管理体制的完善及中央集权形态的强化，

地方政府的铁路建设诉求促使中央给予地方一定的制度化权力。 南京国民

政府 １９３５ 年颁布规范地方修筑和管理铁路的 《公营铁道条例》。 全面抗战

前， 还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合作筑路的新模式， 先后设立浙赣、 川黔、 湘桂

等由铁道部、 相关省政府、 华资银行合资的特许铁路股份公司， 并建成浙

赣铁路、 湘桂铁路等。 在这种部省合作模式中， 铁道部显然居于主导地

位。 此外， 在铁路货捐和铁路征地问题上， 不断通过制度化的设计， 调整

与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其次， 应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 审视中央与地方铁路交通行政管理

权力分配的政治意义及其舆论背景。 铁路线的延伸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延

伸， 铁路的贯通打破地方的封闭、 分离特征， 将地方整合进国家的版图与

控制范围内。 铁路线标定了现代国家的疆界和躯干， 政治、 经济控制延伸

到国家的各个角落， 使国家成为一个整体。 在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期， 在追

求铁路系统的整体性和集权性过程中， 显然有着不同的外部舆论环境。 简

而言之， 早期的统一路权是为了实现针对列强控制铁路的 “救国” 目标，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冲突矛盾常常与中外关系纠缠在一起。 随着铁路自主化

程度不断提高， 以中央为核心的铁路专管体系则更为直接地成为削弱地方

对抗势力的 “统一” 的工具。 “救国” 与 “统一”， 作为近代中国的政治

性功能， 始终是相伴而生、 并行不悖的， 只是在不同时期呈现影响力度的

轻重之别。
政府在铁路规划、 建设和运营中担当主导性的角色。 同时， 近代中国

的铁路在公共政策、 外交和私人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铁路长期

以来成为政治变动的反映， 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铁路事业的推进及所遇到

的障碍， 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国家成长、 演进抑或受阻的参照。 清末的铁路

建设始终受到地方主义与收回利权运动的双重影响， 对铁路修建权的争夺

加剧了地方的分裂态势。 一战爆发前， 几条铁路干线基本完成通车， 干线

的增多及延伸既纾解了中央政权局促的财政困境， 也增强了军阀集团控制

其地盘的能力， 军阀兼并战争及地盘争夺也主要围绕着铁路线展开；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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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时期， 政府着手铁路整理与统一管理， 消除晚清以来铁路分线管理造

成的权力分割， 对地方的控制能力逐渐增强。 铁路本身是统一化的力量，
但铁路的权属关系决定了其对不同的权力主体有不同的功用， 形成不同的

权力关系。① 以近代铁路来观察近代中国权力结构 （央地关系） 的变化和

集权化国家的成长， 可以视为以结构性的视角研究国家转型和后发国家的

现代化道路的一次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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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再现思想的纵深与互动
———读郭双林 《 “甲寅派” 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

　 余　 露∗ 　①

郭双林教授积 ２０ 年之功， 在多项具体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 《 “甲寅

派” 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① 充分利用报刊等多种原始资料， 在历史

时空中集中展示了章士钊及其同人在甲寅系列刊物时期有关政治、 文化、 教

育等思想主张的渊源、 指向和表现， 以及与反对者的论争， 并透过诸如教育

改革的实践情况， 检视部分主张的实际效果。 该书选题重要， 取径高明， 功

夫扎实， 关怀深远， 不仅丰富和澄清了对相关具体问题的认识， 还相当程度

上展现了研究近代思潮的正当取径， 并能引起对中西、 新旧、 民族性与世界

性相互关系的深沉思考， 堪称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力作。
对此， 后学在细读之后， 本着学术讨论的精神， 秉持书评更应该是说

事而非评书的原则， 力戒以自我为准绳， 步步为营指陈他人的歪风， 尽量

从所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所体现的方法和带来的启示等角度， 略

陈个人的读后感， 就教于方家， 旨在借助这一相对成功的研究成果， 进一

步彰显近代思想文化的中西新旧问题的重要性。

一　 调和中西与新旧： 历史中的甲寅派

近代以来， 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由表及里， 步步深入， 引起中国

①
①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以下提到该书简称郭书， 正文中只注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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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从器物到制度， 再到思想的系列变化， 而这种种变化， 又常常是充满

紧张的。 早在 １９０１ 年， 就有人提出 “茫茫大千， 争竞之剧台而已”， 并分

为 “虚力之争竞” 和 “实力之争竞” 两种， 进而论道： “返观诸今， 曰中

曰西， 曰黄曰白， 曰英曰俄， 曰德曰法， 曰日曰美， 其尤近者， 曰新曰

旧， 皆争竞最剧之时也。”① 从原有文化本位天下体系中高下有别的华夷，
到以国家实力为基准的势均力敌的中西， 继而在新旧的名目下， 混中外为

一体， 统摄于进化观之下， 既是近代中国安放自我与认识他人， 思考未来

发展道路的总体脉络， 也是衍生一系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根源。 新与旧

的矛盾可谓其中的一大枢机， 前者常常对应激进， 后者常常对应保守。
但激进与保守的二元结构并不足以展现历史本身的丰富， 两者之间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相当的中间地带， 某些著名人物的主张可以相当典型

地体现这一点， 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 郭双林教授早年的研究成果已经注

意到， 在章氏思想的形成期， 即辛亥武昌起义前后， 在立宪与革命的问题

上， 他就已经显示出积极介绍西方政治理论， 热心指导国内政治发展的鲜

明个性和只忠于学理而不厚此薄彼的书生特征， 理想成分偏重， 现实成效

欠佳。② 章士钊介于激进的革命和保守的立宪之间， 作为第三者存在， 已

经提示长期以来 “激进—保守” 这一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 乃至其他研究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范式” 的不足。 早年的研究， 加上长期的关注， 郭书

就此谈起， 提出在二者之外还有 “调和”， 从而形成 “激进—调和—保守”
的大致走向或基本格局 （第 １ ～ ２ 页）。 对章士钊及甲寅派的关注， 一开始

就站在这样的高度， 体现了整体的眼光。
在矛盾突出、 急剧变革的时代， 温和的思想常常很难引起注意， 或者

是作为批判的靶子。 近代中国一路向西， 制度设置和知识体系均试图 “走
向世界”， “与国际接轨”， 传统成为负面的资源和去除的对象， 破旧立新

的强大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化思想传承的必要性和对民族本位的平

情的理解和应有的坚持。 背后起作用的， 则是一元化的进化观， 以为人类

社会都可以并且应该按照一定的模式和等级由下而上递进， 对这一进程稍

持异议， 便被斥为不识 “世界大势”。 虽然代表保守的力量从未停止发声，
“执拗的低音” （王汎森教授借用丸山真男语） 一直不绝于耳， 新与旧的分

际也不似一般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 而常常会互相纠缠和渗透，③ 但这更

９１２再现思想的纵深与互动　

①
②

③

《说败》， 《清议报》 第 ８７ 册， １９０１ 年 ８ 月 ５ 日， “本馆论说”。
郭双林： 《在立宪与革命之间———试论武昌起义前后章士钊的政治思想》，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近年来罗志田和王奇生教授的研究越来越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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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就具体问题而言。 总体上， “新” （或曰 “激进”） 的方向仍是主流，
主张新旧调和本身就是一路趋新的时代产物， 但即便如此， 调和还是常常

被否定， 被激进的人们认为是拖后腿， 颇有几分不耐烦。
新旧之间的冲突， 从洋务运动开始， 经过甲午战败的震荡， 戊戌维新

的夭折， 庚子西狩的大变， 再到清末新政的开启， 趋新已经成为朝野最大

的共识。 民国成立， 又为 “新” 的合理性和实效性提供了某种印证， 在走

向新世界的欢欣鼓舞中， 以主张调和著称的章士钊， 被当时的对手方和后

来的叙述者视为保守甚至反动， 可他终究也只是试图在新旧之间进行调

和， 却从未对 “新” 本身有何根本的消解。
新旧调和是一个系统的大问题， 章士钊及其同人是针对什么而发， 调

和的依据是什么， 方法怎样， 在哪些具体问题上有何表现， 反响如何？ 对

这些问题， 郭书先因后创， 从梳理关于甲寅派的学术前史入手， 在肯定贡

献和进展的同时， 指出以下不足： 对前后甲寅分辨不清； 对甲寅作者群从

成员到表现上的认识均较为粗疏， 时有遗漏含糊； 对章士钊本人思想的纵

深挖掘不够， 不免大而化之。 对这些不足， 郭书都有较为成功的处理和

解决。
知人论世， 郭书从梳理章士钊的生平开始， 理清其交游的轨迹， 注重

其思想演化的大关节， 从本人、 时人 （包括朋友和政敌）、 后人的多重角

度， 对章氏的情况有一个大体的勾勒， 当然， 紧扣的还是其思想主张。 接

着， 郭书依次论述了甲寅系列杂志， 即 《甲寅月刊》 《甲寅日刊》 《甲寅

周刊》 的作者和发行情况， 以及各自的特色和宗旨， 并着眼于领袖人物章

士钊思想变化的过程、 编辑队伍的不同， 尤其是思想主张的前后关系， 在

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厘清 “前甲寅” 和 “后甲寅” （以及相应的 “前期甲寅

派” 和 “后期甲寅派”）， 充分重视 《甲寅日刊》 的存在并将其和 《甲寅

月刊》 一起归入 “前甲寅时期”， 而将 《甲寅周刊》 归入 “后甲寅时期”，
前期的重点是政治调和， 后期则是文化保守 （第 ７４ ～ ９５ 页）。 这一成果补

充和澄清了前人研究的缺漏和不足， 深化了对章士钊和甲寅系列杂志的

认识。①

有此牢固基础， 郭书第二、 三章集中论述前期甲寅派的政治调和论以

及与新思潮阵营的 “新旧调和” 之争。 这两章可以说是全书最核心也最见

０２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这一成果是郭双林教授多年研究成果的累积， 此前曾以 《前后 “甲寅派” 考》 为题发表

于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其后续有推进， 如对 “前后甲寅” 分法的追溯从 １９３０
年陈子展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 提前到 １９２５ 年吴稚晖 《友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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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力的部分， 如第二章对关键概念 “调和” 的含义， 以及各人运用时的具

体所指及其思想渊源， 均有相当深入的分析。 一是关于调和。 从 “调” 与

“和” 两个字及 “调和” 一词的古代含义说起， 主要表示调整与和谐， 对

象则包括器物、 身心、 自然、 人事， 乃至万物。 古代含义长期相对稳定，
延续至近代， 到甲寅派诸人开始赋予其新含义。 章士钊的 “调和” 重在

“发见新旧之媒， 使之接钩”， 即寻找新旧之间的共同性； 李剑农提出 “调
和者， 新旧蜕嬗、 群体进化之象”； 李大钊则从东西文化差异方面指出东

洋人的调和以不牺牲他人为归而先谋保存其自我； 高一涵则强调调和对立

双方时， 需要有一绝无成见的第三者居间 “取两造差异之实质， 斟酌而权

衡之”。 各方互有异同， 但一度都是鉴于 “冲突轧轹之象日烈”， 才 “创为

调和立国之论， 意在申明政力向背之理， 冀新旧两种势力各守一定之限度

以相抗立”。 二是概括前期甲寅派 “政治调和论” 的主要内容为相抵、 有

容、 相让。 三是揭示调和论的思想渊源主要是英美自由主义， 并对梁启超

为代表的进步党的调和思想有所借鉴， 针对的则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
第三章则对当时从北大扩大到全社会的新旧冲突， 以及章士钊力图调和新

旧的努力与反响有充分挖掘。 后几章讨论以农立国论、 对代议制的批评、
文白之争、 教育改革等问题， 可以看作在调和与保守的宗旨下， 在具体问

题上的表现， 同样能够注意到各主张和措施的出发点、 理路、 对象以及效

果和反响， 体现了一定的纵深。

二　 报刊与近代思想的历史

郭书之所以能够较为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 长期研究积淀的学养和见

识之外， 也与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分不开。 该书明确指出所采取的基本方

法是， “从原始资料入手， 通过编排 ‘甲寅派’ 思想的资料长编， 去发现

当时人们讨论的主要问题， 去发现 ‘甲寅派’ 特别是章士钊的基本主张，
然后再将这些具体主张， 放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 放到一战

前后的世界历史背景下， 放到民国初年动荡不安的政治背景下， 对 ‘甲寅

派’ 的思想进行分析评价” （第 ３０ ～ ３１ 页）。 就此， 已经可以感受到 “非
碎无以立通”① 的贯通境界。

取法上还须落到实处。 具体而言， 郭书赖以编排资料长编的主要材料

１２２再现思想的纵深与互动　

① 相关论述参见罗志田 《非碎无以立通： 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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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报刊。 近代报刊浩如烟海， 是区别于古代史的重大史料特色。 对报刊

的使用， 学界或有不同看法， 以为不如档案等所谓一手资料来得切实， 这

种看法其实不无隔阂， 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在于材料与问题的

配合。① 报刊是近代思想传播和争鸣的集中场合， 定期甚至逐日的发表，
更强化了时间性的存在， 运用得当可以即时观察各方思想交锋的你来我往

和彼此之间的异同。 何况， 注重报刊并不是只用报刊， 更不是只使用一种

报刊。 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以说导致甲寅派先行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没有充分运用报刊资料， 未能在时间序列上充分呈现各方的思想互

动， 有时不免抽离具体时空， 单纯做思辨性的主观分析、 推演和连接。
就郭书而言， 尤其可见报刊使用得当的良好效果。 甲寅系列杂志名噪

一时， 章士钊对此极为珍视， 在某种程度上甲寅系列杂志和章士钊是一而

二二而一的关系， 他本人及其同人的许多思想借以发表， 形成一个具有一

定知名度的思想发表场地。 对此， 郭书在详细梳理甲寅系列杂志的创办、
编辑和发行情况后， 还特意于第一章第二节第三部分以 “机关刊物还是同

人杂志” 为题， 从经费来源、 依托的政治力量和主要的思想倾向等方面进

行讨论， 指出月刊主要是欧事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周刊则执政府的背景最

浓， 日刊最有资格被称为同人报刊。 尽管商业报刊、 机关刊物、 同人杂志

的三分法或有未尽之处， 但这一努力却充分体现作者对报刊材料的高度敏

感。 这种敏感有利于深入言论的背后， 追究事实上的关联。
另外， 新思潮或曰新文化诸人陈独秀、 胡适、 蒋梦麟等， 亦常常以

《新青年》 《新潮》 《每周评论》 《解放与改造》 等刊物为阵地， 再加上各

个刊物人员和支持者的背景， 刊物本身就是思想群体的某种象征。 当然，
以论争故， 各方都会不时刊登不同意见的文章， 形成交锋。 正是报刊这一

载体， 让各人的思想有集中的发表和讨论渠道， 让时人可以快速感知， 也

让后人得以在时间的序列中考察各方互动的过程。 对此， 郭书的工作做得

相当细致， 不仅充分利用前人已经注意但运用不够的报刊， 还对前人注意

甚少的 《帝国日报》 上章士钊的文字有所用力。 更深层面上， 这种细致不

仅仅是对思想内容的思辨性分析， 更多的还是对立论者的言说对象和彼此

之间你来我往的仔细追踪， 正是在看似细碎的具体论列中， 印证了作者

“有时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正隐藏于这些冗碎的细节之中” （第 ４３９ 页） 的

信念， 回归历史研究首先应该是叙事而非议论的正道 （思想文化史亦不例

２２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桑兵：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１３ ～ １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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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从而达到 “活” 的、 “立体” 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境界。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 近年来由于数据库的长足发展， 不少人对用检索

的方式利用报刊更加疑虑。 其实， 检索不是不可用， 而是如何用的问题。
如果没有经过通读的阶段， 径直用主观的想象选定若干关键词开始检索，
当然后患无穷。 因为这样一来， 从问题意识到论说框架都是主观认定而与

史实错位甚至脱离。 即便就检索词本身而言， 也常常因为整体了解不够导

致预设过于狭窄从而产生重大偏差， 不能展示相关事物之间的联系， 或者

造成错觉。 同时， 检索运用得当， 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扩张材料， 还能顺

藤摸瓜， 进一步凸显联系。 就实践的过程而言， 检验着作者的功力； 就实

践的成果而言， 则往往考验读者的眼力。 是否仅靠关键词检索而来， 效果

必然大不相同， 识者自能分辨。 换言之， 数据库的发展， 方便了学人对资

料的获得， 却没有降低研究的难度， 相反， 因为人人都可以检索， 疏漏难

逃众人之眼， 对研究者的挑战反而更大。 郭书长于对相关主张背景渊源的

挖掘， 敏于对思想互动的捕捉， 能够在立体和流动之中考察章士钊及甲寅

派的思想流变， 当然不是仅仅依靠检索可以做到的。

三　 “甲寅” 与 “派”

古往今来，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形成了许多 “派”， 大体以褒扬为主，
凸显群体尤其是代表人物的地位。 不过这些所谓 “派”， 大多是后来的指

认， 并非当时的自称， 由此就有一个学术视差的问题。 仔细分辨， 或能安

放更加得当。
不同于一味的激进和坚决的保守， 主张调和的章士钊及其同人， 确实

是相对而言的另一种存在。 甲寅派的名字， 从他们的生前到身后， 也早已

为人们所熟知。 郭书对此有过一番追溯， 指出： 最早使用 “甲寅派” 这个

称呼的是胡适 １９２２ 年的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分别前后甲寅的则是吴

稚晖 １９２５ 年的 《友丧》 （第 １１、 ７５ 页）。 就此而言， 胡适的指称重心在文

学， 而非整个政治与社会思想， 至于吴稚晖， 则是明显的贬斥， 而非一般

称派的褒扬。 文学之一端， 以及对立面的贬斥概括， 与甲寅之作为派， 不

能说毫无关系， 似亦不能完全等同， 或许还存在一个本事与反响的关系。
并且， 章士钊 １９２２ 年之前已经有诸多思想发表， 与新思潮一派已经有过论

争， 而此时尚未见到 “派” 的名称。 分辨前后甲寅是郭书的一大贡献， 那

么， 对甲寅派这一指认的从无到有， 各人的指向、 含义若有更深入的探

究， 当能更进一步。

３２２再现思想的纵深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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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不难发现， 一方面， 在具体问题的论争上， 新文化诸人或许有

一个 “我们新文化” 的共同认知，① 章士钊和他为数不多的同道们， 是否

有这样一个认知， 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的甲寅派？ 另一方面， 反对者辩论

的矛头所向常常只是章士钊一人， 很多时候可以说是章士钊一人在舌战群

儒。 在同人之间， 章氏也是非常突出的， 他的书生意气的确相当明显， 面

对现实政治甚至带有几分天真， 调和与保守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但又十分

坚定， 这使得他在当时就显得颇为另类， 甚至被讥为 “疯了”。 他人或前

后有变化， 或具体问题上有异同， 在调和等主张上的深度与力度均不能与

章士钊相提并论， 比如李大钊、 高一涵等人与章士钊的分道扬镳。 这也折

射出调和这一第三者在近代的寂寥， 趋新求变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 传统

文化资源越来越被不假思索地加以摒弃， 似乎与西方国家实力的差距就是

本国文化应当变革乃至抛弃的不容置疑的理由， 已经无暇去平心考量那些

流传数千年不曾中绝的文化资源的合理性， 已经无心去反思欧美两三百年

的局部经验和规则惯例是否真的可以作为全人类共同遵循的必然性。 而后

来的研究者， 又常常难逃以成败论英雄的偏蔽， 依据新文化运动一路凯歌

以及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整个社会文化越来越 “与国际接轨” “走向世界”
的历史进程， 不断坐实此前趋新求变的合理性。 实则文化的物事， 不同于

实用的技术或物品， 不能完全从实用的角度评定优劣乃至确定取舍。 内化

的超越当然是前进的阶梯， 取代式的抛弃则往往会丢掉许多本不该遗忘的

血脉精魂， 于本国是数典忘祖的遗憾， 于世界则是千人一面的缺陷， 既是

民族性的悲剧， 也伤害了世界性本应具备的丰富与多元。 假使章士钊和甲

寅系列的同人真的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 “派”， 也许不至于如此。
过于强调 “派”， 或许还会掩盖相近者内部的差异， 弱化核心主张在

“派” 的谱系之外的各方联系。 郭书已经提到， 调和一派从洋务运动时即

有表现， 并非自章士钊始， 与章氏大体同时， 还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

党人的调和。 郭书指出， 前期甲寅派不仅思想上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其论

说的对象也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 对这一前人注意不多的情

况， 郭书能够敏锐捕捉， 不过在分析个别文本、 罗列双方来往的大体情形

之外， 呈现似乎尚有不足。 尤其是点出 “这次论战是继清末革命党人与立

宪派论战后的又一次论战， 并开启了后来东西文化论战的先河” （第 １３３

４２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日益张大， 陈独秀等人开始大张旗鼓为新文化运动正名， 积极主

动地掌握相关话语权， 越来越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代言人自居与自期， 可参见桑兵

《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 《中山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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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却不见下文， 让人对这一重大关节甚是期待。 与此相关， 对于甲寅

派与 《新青年》 乃至新文化运动缘起的研究， 虽有杨琥等人的研究在前，
若能充分吸收， 连贯起来， 或许能够在更深的层面纵观甲寅派在近代思想

变迁中的分量。
还有章士钊的那位伯兄兼挚友， 并对他产生切实影响的章太炎， 早年

曾是革命的先锋， 后期则被视为拉车向后的代表。 章氏强调尊重传统政法

美俗， 而不能空悬理想， 强要建设所谓完美的社会， 并提出新的 “齐物”
思想， 主张文化的相对主义，① 都可嗅到 “调和” 的气味。 在具体问题上，
章太炎对代议制和进化论也有相当的反思。 那么， 关于这些倾向是否影响

到章士钊， 或者章士钊的调和与章太炎的相对， 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作为

读者， 也是希望进一步了解的。 当然， 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 通常只能解

决一个问题， 而越是成熟而有价值的研究， 越能同时衍生多个值得注意的

问题， 以上这些好奇心未能满足的地方， 更多还是更进一步的期待， 而非

研究本身的不足。
总体而言， 郭书是作者长期关注、 持续努力、 不断进步的成果， 在激

进和保守之外， 注意到调和与保守一路， 并有实在而深入的分析， 堪称实

在的贡献。 若在 “派” 的问题上处理更加妥当， 对各家思想的评价更能超

越后来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所显示的 “话语权势”， 则不仅在激进与保守

二者之外加上调和一路， 还能更上一层楼， 达到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

三， 三生万物” 的高妙境界。

５２２再现思想的纵深与互动　

① 王汎森： 《章太炎的思想 （１８６８ ～ １９１９） 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

事业有限公司， １９８５， 第 １０８ ～ １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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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流通券： 战后区域性的货币措施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８）》 评介

　 王春林∗ 　①

东北流通券是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时发行的临时性地区货币， 该

举措涉及战时与战后东北地区政治、 经济、 外交等错综复杂的局势， 并

对国民政府在东北的接收与巩固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国民政府接收东

北的主要金融政策， 东北流通券的发行始末是国民党经略东北的重要层

面， 其意义不亚于军事与政治方面。 但限于资料等问题， 既往学界关于

战后东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 军事， 经济方面鲜有涉及， 对东北流

通券问题更缺乏较系统的专题性研究。① 陈昶安 《东北流通券： 战后区域

性的货币措施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８）》 （以下简称 《流通券》） 由台北 “国史馆”
２０１４ 年出版。 陈昶安曾获台湾大学硕士学位， 该书即根据其学位论文修订

而成。 该书是 “台湾学界第一本研究东北流通券的学术性专书” （ “推荐

序”， 第 ３ 页）， 也是迄今海内外第一部全面探讨东北流通券问题的专著。
鉴于该研究的开拓意义， 笔者不揣浅陋， 谨将拜读体会赘述于后， 以为

介绍。

①
①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见高纯淑 《战后中国政府接收东北之经纬》，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文化大学， １９９３；
〔美〕 胡素珊 《中国的内战：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年的政治斗争》， 王海良等译， 中国青年出版

社， １９９７； 唐洪森 《国共争战大东北》， 科学普及出版社， １９９９； 陈立文 《从东北党务

发展看接收》， 东北文献杂志社， ２０００； 邓野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１９４４ ～ １９４６ 年间

国共政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林桶法 《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党为中心

的探讨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年）》，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汪朝光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国共

政争与中国命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蒋永敬、 刘维开 《蒋介石与国共和战：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山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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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项跨领域的研究

东北流通券是战后国民政府在接收东北过程中发行的区域性货币， 它

涉及收兑东北旧有货币以及与法币汇兑等问题。 但它绝不是单纯的金融或

经济问题， 而是国共争夺东北大背景下的一个方面。 因此， 该书主要可以

归入金融史， 亦涉及经济史、 政治史、 外交史等跨领域研究。 作者将东北

流通券的发行过程置于国民党接收以及国共争夺的时空背景下考察， 既可

以对该问题做系统、 深入的探讨， 又能透过金融与经济视角折射战后国民

党经略东北的成败得失。
《流通券》 一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 “绪论”， 主要交代研究动机、 研究

回顾、 史料与方法以及章节架构。 第二章 “流通券的发行与旧货币的收

兑”， 主要探讨流通券发行前的东北货币概况， 发行决策的酝酿， 发行与

流通， 旧货币的收兑与新货币的挑战。 第三章 “流通券与法币的汇兑”，
主要考察汇兑办法的施行， 汇兑比率的订定， 关内外汇款出入概况。 第四

章 “流通券的管制与终止发行”， 主要讨论流通券的增发与通货膨胀的关

联， 各界撤废流通券的呼声， 法币出关与流通券的收兑。 第五章 “结论”，
概述了东北流通券流通始末， 分析了流通券失败的原因， 并提出继续研究

之空间。
《流通券》 主要探讨的是战后国民政府的货币接收与国共内战中的货

币战。 作者的导师胡平生曾指出该研究存在 ４ 点困难： 其一， 无专著可供

参考； 其二， 资料零散， 不易搜集， 尤其是台湾地区所藏资料甚少； 其

三， 须参阅日文论著； 其四， 问题复杂， 难以把握 （ “推荐序”， 第 ２ 页）。
笔者拟透过作者对这些困难的克服情况来管窥其著书的功力与理路。

第一， 作者通过东北流通券的发行、 管制与终止的态势探讨其发行过

程以及各方的考量， 并详细考察了流通券对旧货币的收兑， 流通券对法币

的汇兑， 以及与中共的货币战等问题。 这是按照货币发行和流通的规律进

行探讨的经济史路数。 其研究虽无依傍， 亦可谓中规中矩。
第二， 史料方面， 作者对相关档案、 回忆录与报刊的搜集可谓用力甚

勤， 虽未尽全面， 但亦可称丰富。 作者主要使用了台北 “国史馆” 和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未刊档案以及台北 “国史馆”、 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的部分已刊档案。 同时， 作者使用了当事人熊式辉、
张嘉璈、 陈诚、 何廉、 武田英克等人的回忆录或文史资料。 另外， 作者还

广泛搜集并使用了战后东北的相关报纸、 刊物中的相关记述或评论。

７２２《东北流通券： 战后区域性的货币措施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８）》 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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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作者征引的日文论著达 ２３ 种， 英文论著 ４ 种， 这使其对日本和

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有了基本了解， 该书的学术视野因而较为开阔。
第四， 东北流通券的发行和流通涉及国、 共、 苏、 日、 满等势力以及

国民政府各部门、 相关地方当局、 军公教人员， 乃至普通民众， 作者条分

缕析， 将国民政府与各方的交涉、 斗争， 其内部的分歧、 矛盾与解决， 各

界人士对流通券态度的变化， 做了较细致的梳理， 其研究严谨， 分析细

密， 结论持平。 一言以蔽之， 作者克服了很多困难， 较好地完成了这项

研究。
此外， 在研究思路上， 该书将东北流通券置于几个视角和维度上进行

考察： 其一为 “中苏东北交涉”， 这是东北流通券发行的背景； 其二为

“中央与东北”， 这涉及东北流通券的发行决策与执行机制； 其三为 “东北

与平津”， 这涉及东北流通券与法币的汇兑以及两地局势的比较； 其四为

“国共内战”， 这也是东北流通券发行的背景和主要影响因素； 其五为 “国
家与社会”， 这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东北流通券政策的认识差异。
这些视角在考察东北流通券发行的不同阶段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如 “中
苏东北交涉” 与流通券发行前期态势密切相关， 而 “中央与东北”、 “国共

内战”、 “东北与平津” 以及 “国家与社会” 等视角则几乎与流通券发行

的整个过程息息相关。

二　 从东北流通券看接收与内战

东北流通券从研议、 发行到管制、 废止， 始终牵涉国民政府中央和地

方的多个部门。 《流通券》 一书指出了流通券政策在行政院、 财政部、 东

北行营、 中央银行以及四联总处等部门间的多头管理、 政策分歧与拖沓低

效， 甚至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内部亦存在不同意见 （第 ３３、 ６８ ～ ８０ 页。
“东北行营”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 简称东北行辕）。 东

北流通券政策的拖沓低效集中体现在流通券与法币汇率的确定与订定上，
不仅程序烦琐， 迁延日久， 最后仍然留给投机者以套利空间 （第 １２３ ～ １３７
页）。 此外， 国民政府不能及时对货币需求的变化做出调整， 而其经费下

拨的程序亦颇为烦琐， 某些规定又容易导致货币增发 （第 １６０ ～ １６１ 页）。
但该书对国民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未做进一步探讨， 事实上这根源于彼时

国民政府应对战后变局与中共挑战的体制性的缺陷。① 相较之下， 彼时中

８２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参阅汪朝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 《历史研究》 １９９５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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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决策与执行机制则更加高效有力。
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流通券政策的 “立意良善” 与 “现实” 困境， 最

初的制度设计与接收后的局势存在较大的差距， 国府与各相关部门只能就

原有设计做些修补， 但于事无补。 作为区域性的货币措施， 因为东北接收

不利而未达到预期效果 （第 １６３ 页）， 该政策遂成为整个东北接收失败的

一部分。 作者还形象地指出东北流通券是一项 “先天不足、 后天不良” 的

政策 （第 ９６、 １９６ 页）。 苏军不配合与中共的竞争是国民政府在东北面临

的两大困难， 也是流通券发行与流通的现实环境 （第 ６ 页）。 中共在这

场货币战中充分利用了与苏方的友好关系， 而苏军对中共则多有帮助

（第 ８２ ～ ８３ 页）。 邓野曾对于彼时国、 共、 苏三方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过

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他认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签订过程中国民政府始

终处于弱势， 苏军进入东北后则对国共两党采取了双重标准， 而国民政府

方面一直对苏方 “经济合作” 的要求是较为排拒的。①

东北流通券政策的民望似乎很低， 在该政策推行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政

界批评与民众疑虑， 最后又在东北民众反对声浪中被废止 （第 ８４ ～ ８６、
１８３ ～ １９３ 页）。 东北行营对流通券政策的坚持有地方当局对问题的直接体

认与判断， 但这种坚持却逐渐演变出 “僵化” 的意味， 军事形势的恶化使

流通券的预期构想无法实现， 而弊端则暴露无遗。 同时， 在收兑苏军票、
抵制中共东北银行券、 打击黑市和投机以及实行流通券管制等措施的操作

上， 东北行营、 四联总处等机构明显有躁切、 失信、 应对乏术等问题 （第
９９ ～ １０９、 １３８ ～ １５７、 １６４ ～ １６７ 页）。

作者将东北流通券失败的责任主要归于国民政府， “流通券失败最大

的原因在于国府以政策管制人民， 却无法管制住自身的行为， 加上时有接

收官员的贪污腐化情事传出”。 概言之， 其一为不断增发钞券， 其二为无

法彻底稽查执行 （第 １９９ 页）。 东北当局无法恢复接收后的产业， 不得不

以增发纸币维持开支， 结果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 （第 １７１、 １９７ 页）。 这

显然是饮鸩止渴。 胡素珊就指出， 通胀财政政策和放任经济恶化是战后国

民政府对全国经济的对策， 经济的急剧恶化动摇了各界民众对政府的信

心， 进而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② 因此， 我们就不难理解东北流通券的

不断增发以及国民政府对流通券弊端的漠视。 在胡素珊笔下， 东北接收中

９２２《东北流通券： 战后区域性的货币措施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８）》 评介　

①

②

参见邓野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１９４４ ～ １９４６ 年间国共政争》， 第 １０１ ～ １５０、 ２３２ ～ ２５８、
３２６ ～ ３３１、 ３３９ ～ ３４８ 页。
参见 〔美〕 胡素珊 《中国的内战：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年的政治斗争》， 第 １１２ ～ １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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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乱与腐败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 她也直接批评了国府增发东北流通券

及其处理汇率问题的无能。①

作者在该书末尾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如东北流通券与台币的比较

研究， 台湾的经验与 “满洲国” 的币制改革的关系。 其中， 东北流通券与台

币是战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地区时采取的相似的货币措

施， 东北流通券与满银券则是在东北地区先后发行并具有承接性质的两种货

币 （第 ２００ ～ ２０１ 页）。 日本在伪满成功推行满银券反衬了东北流通券发行

之种种不足， 尽管满银券亦存在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第 ４７ ～ ５７ 页）。 这些

方向是拓展该研究的有力的着眼点， 而比较研究的思路也是很值得期

待的。
战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争夺是内战中最为复杂的部分。 因为苏联和美

国的介入，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决策、 执行与效果都甚为复杂， 而两党力量

的发展态势也随之充满着不确定性。 因为苏联是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关

键， 国民政府对战后接收东北有一套完整的预案， 其中就包括 “牺牲外蒙

换取东北” 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但在实际接收中， 苏军将 “友好、
同盟” 都给予了中共一方， 国民党从进入、 交涉到接收、 内战可谓困难重

重。 东北流通券政策是建立在顺利接收东北以及日伪产业能很快投入生产

的预想下的， 但苏军占领东北后， 中共的力量很快亦进入东北， 苏军一方

面扶植中共， 另一方面将日伪的机器设备搬运回国， 同时要求同国府进行

经济合作。② 因此， 不仅国民政府预期的行政权、 工业、 金融的接收大为

缩水， 还平添了苏军票的负担以及中共力量的竞争， 东北流通券发行的基

础与环境完全恶化。
战后， 使用法币的平津地区的通货膨胀渐趋猛烈， 东北流通券的大量涌

入被认为是重要原因。 受通货膨胀影响， 平津地区复员进度缓慢， 公务人员

生活恶化， 工商业萎缩。③ 与之相比， 在 “关外大打” 的内战背景下， 东北

流通券因为须收兑满银券、 苏军票、 盖印法币等货币以及面临中共的货币

战， 其发行的艰难与失败实在情理之中。 反观内战并不激烈的平津地区， 其

经济与交通事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虽存在混乱等问题， 却有些成效。④ 而国

０３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④

参见 〔美〕 胡素珊 《中国的内战：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９ 年的政治斗争》， 第 ２７ ～２８、 ２００ ～２０５ 页。
参见薛衔天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 （１９１７ ～ １９４９）》 下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７４ ～ １０３ 页。
参见林桶法 《从接收到沦陷： 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１９９７， 第 ２５２ ～ ２５８ 页。
参见林桶法 《从接收到沦陷： 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 第 １１９ ～ １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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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双方的货币战与政治、 军事的对峙是密切关联的竞争领域 （第 １０５ ～
１１０ 页）。① 作者认为流通券 “发行是建立在政府的威信与人民的信心上”，
“要如何稳定币值与物价成为接收的当务之急” （第 ５９、 ６７ 页）。 但这些都

取决于政权的巩固或稳定与否。 战局影响着国民政府货币在东北地区的流

通态势 （第 ９４ ～ ９７ 页）， 事实上东北的方方面面都受制于战场形势 （第
１５４ ～ １５５ 页）。 这容易得出 “军事失败导致接收失败” 的结论。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发端于在东北的失败，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 党

务、 经济、 教育均乏善可陈。 但军事决定论似乎影响较大， 至少东北流通

券的发行受国共战局的影响甚大。 而在蒋介石对大陆失败的自我检讨中，
军事居首， 其次为党务， 再次为教育。② 然而在抗战后期国民党与中共的

党务与军事力量已经呈现迥然不同的走势， 易劳逸的 《蒋介石与蒋经国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 一书即主要致力于探究国民党失败的根源。 他在该书结论

中总结道： “俄国对东北的占领至多是政权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 根本原

因在更深处， 在于一个缺乏社会基础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内在的结构虚弱，
在于对日战争的削弱作用。 作为这两个因素的结果， 到 １９４５ 年， 国民党人

的运动已完全衰弱。 它的弱点在它的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有限性、 行政机构

的腐败和缺乏效率、 几个派别之间的自我毁灭的倾轧、 军队的普遍的无能

和士气低落中得到充分体现。 考虑到这种全面的瓦解， 国民党政权似乎极

不可能巩固它对国家的有效统治， 甚至连对东北的全面控制也不可能做

到。”③ 显然， 战后国民政府在东北接收中遭遇了困境， 其应对也左支右

绌， 但如军事失败等只是近因， 不应过于放大。

三　 改进之空间

其一， 史料缺憾。 该书使用的档案以台北 “国史馆” 所藏 “蒋中正总

统” 文物、 国民政府档案、 “财政部” 档案以及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

究所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为主， 辅以蒋经国、 陈诚等人与四联总处等部门

的档案资料。 这使得该研究可以对围绕流通券政策的制定、 执行与应变过

程中国民政府上层互动态势做出清晰的勾勒。 但该书未能使用辽宁省档案

１３２《东北流通券： 战后区域性的货币措施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８）》 评介　

①

②
③

参见朱建华主编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第 ５１２ ～ ５１４
页。
蒋永敬、 刘维开： 《蒋介石与国共和战：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第 ３０４ ～ ３４２ 页。
〔美〕 易劳逸： 《蒋介石与蒋经国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 王建朗、 王贤知译， 中国青年出版

社， １９８９， 第 ２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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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所藏的 “东北行辕” 等机构的档案与吉林省档案馆的相关档案， 因此缺

乏地方当局推行流通券政策的效果与考量的第一手资料， 稍显不足。
其二， 部分章节略嫌薄弱。 该书 “满银券收兑” 部分较薄弱， 仅列出

收兑方法， 具体收兑情形则缺失， 或为缺少资料故 （第 ９７ ～ ９９ 页）。 而从

“民众呼吁法币出关” 到流通券终止部分有些平铺直叙， 发明较少。 结论

部分则未能对东北流通券问题在国民政府经营东北成败中的角色做出分

析、 评价， 对流通券与国民党失败的关联也未做深入探讨。 此外， 作者曾

提到， 中共夺取东北后以 “东北银行券” 收兑东北流通券、 苏军票等货

币， 中共这一措置与东北流通券的发行过程有相近之处， 探讨两者的异同

应该也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
其三， 相关图片的缺失。 首先， 该书主要探讨东北流通券的发行始

末， 但未能将流通券或其兑换所之照片或样图刊列， 略感遗憾。 其次， 该

书中附有东北九省地图， 但热河亦为流通券使用地区 （第 ９４ ～ ９７ 页）， 再

考虑到华北和东北的紧密联系， 该图似应增加热河、 平津地区以及中东、
北宁等主要铁路线。 此外， 如能添加几幅东北国共两党对峙态势演变图，
当能使读者有更强烈的历史感。

其四， 文字上的缺憾。 首先， 部分文字有明显错误。 如第 １０６ 页正文

第 ７ 行 “共军在则在北满地区”， 第 １ 个 “在” 字应为笔误。 第 １６０ 页注

释 １ 第 ４ 行 “其中提到亦财政方面东北因为使用流通券”， “亦” 应为笔

误。 第 １８１ 页注释 ５８ 第 ５ 行 “各军政机关及不对难免乘机套汇”， “不对”
应为 “部队” 的笔误。 第 １９９ 页注释 ３ 第 ５ 行 “又有多有变革”， 第 １ 个

“有” 字应为笔误。 其次， 征引书目信息不全。 如第 ２０６ 页的第 ４ 本书只

有作者和出版社， 却没有书名， 笔者据相关信息判断， 该书应为 《齐世英

先生访问纪录》 （第 １６５ 页引用时亦漏列了书名）。 第 ２０９ 页最后一本书为

杨奎松的 《国民党的 “联共” 与 “反共”》， 其出版社为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作者漏写了 “文献” 二字 （第 ２５ 页引用时亦漏写 “文献” 二

字）。 最后， 个别史料引用过多， 缺乏剪裁， 使某些文字略嫌啰唆。 以上

为拜读中所发现之文字瑕疵， 此为难免之事。 笔者无意炫耀自己的高明，
而只希望有益于读者与作者。

但瑕不掩瑜， 该书对东北流通券发行过程做了细致梳理， 并透过流通

券的发行过程来探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以及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态势， 弥

补了以往研究之不足， 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因此， 该书不失为一部

填补空白的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２３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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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到历史： 富含开创性和
思想性的史料集

———评陈谦平编 《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

　 杨向昆∗ 　①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陈谦平编的 《翁文灏与抗战档

案史料汇编》 （以下简称 《汇编》） 一书。 作者陈谦平为南京大学历史学

院特聘教授，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第六、 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先后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洲系、
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格林乃尔学

院历史系、 韩国高丽大学历史系进修或合作研究。 陈教授的研究兴趣专注

于中华民国史， 综其研究特色大略有二， 第一， 重大的选题， 国际化的视

野， 强烈的人文关怀。 陈教授认为： “２０ 世纪以来， 中国已经融入了国际

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 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 清

末和民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实际上是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① 因此

其研究视野宏阔， 选题立意高远， 研究领域涵盖中华民国时期政治、 经

济、 军事和对外关系等多方面。② 第二， 研究扎实， 史料全面， 种类多元，

①
①
②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张立杰： 《 “板凳十年冷” ———陈谦平教授访谈录》， 《历史教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陈谦平教授的主要代表作有： 《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 （１９３５ ～ １９４７）》，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３； 《中华民国史新论： 政治·中外关系·人物卷》，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３ 等。 主要代表论

文有： 《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 《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 《１９４３ 年

的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历史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 《论 “紫英石” 号事件》，
《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抗战初期的中德钨砂贸易》， 《抗日战争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 《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 《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开
罗会议与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 《抗战胜利后国民

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主权述论》，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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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注重利用档案史料。 陈教授一向主张在民国史研究中 “应该先扎扎实

实地在实证研究上下一番功夫， 在挖掘史料上花费更多的力气”。① 《汇编》
就是陈教授对翁文灏档案史料的编排和整理。

《汇编》 的资料整理主要围绕抗战时期的翁文灏展开， 这些史料 “几
乎全部来自台北 ‘国史馆’ 所藏的国民政府档案， 收录的主要是 １９３７ 年

以后翁文灏同蒋介石来往电文， 包括签呈、 电报等重要档案”。② 全面呈现

了翁文灏在战时经济、 外贸、 财政金融等方面的事迹， 既具有开创性， 又

富含思想性， 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

一　 关于战时的翁文灏

翁文灏是中华民国史上在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他 １９１２ 年

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致力于开创中国的地质学事

业， 任地质调查所所长、 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率领中国地质学家取得了 ‘北京人’ 发掘与研究等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

科学成果”，③ 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１９３１ 年九

一八事变以后， 翁文灏逐渐由一位科学家转变为政治人物， “他先是于

１９３２ 年末应蒋介石之邀担任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 （１９３４ 年后改为资

源委员会） 秘书长 （委员长蒋介石）， １９３５ 年末又出任行政院 （院长蒋介

石） 秘书长， 兼资源委员会秘书长”。④ 全面抗战爆发后， 翁文灏出任国民

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工矿调整处 （原行政院工矿调整

委员会改组） 处长， 负责主持工厂内迁、 抗战大后方经济行政及工矿业生

产， 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建设及工业化发展的领军人物，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任行政

院副院长，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担任行政院长。 他经

历过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是国民政府许多重要决策的参与者

和执行人。 《汇编》 用档案资料重现了翁文灏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许多重大

事件参与者的历史。
关于翁文灏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相当多的学术成果。 资料整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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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杰： 《 “板凳十年冷” ———陈谦平教授访谈录》， 《历史教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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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页。
李学通：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研

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
李学通： 《翁文灏年谱》， 山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编写说明”， 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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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学通先后整理出版的 《翁文灏年谱》 和 《翁文灏日

记》， 前者以编年体的范式， 广泛征用谱主著作、 日记、 书信， 档案、 报

纸杂志， 已出版的史料集、 回忆录等， 较翔实地记述了谱主一生的科学与

政治活动， 以展示他的思想发展过程； 后者收录了翁文灏 １９３６ ～ １９４２ 年期

间每日亲笔所写日记， “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 科教文化诸多领域， 涉及

的人物既有蒋介石、 孔祥熙、 张群、 戴笠等党政要员， 胡适、 竺可桢、 李

四光等教育科技界名人学者， 也有许多工商界企业家及专业技术人员， 如

卢作孚、 吴蕴初、 孙越崎、 黄汲清等”。① 另外， 翁文灏的一些文集也相继

出版。② 台湾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程玉凤、 程玉凰主编的 《资源委员会

档案资料初编》 和 《资源委员会技术人员赴美实习史料———民国三十一年

会派》，③ 薛月顺主编的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汇编———电业部分》 和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汇编———光复初期的台湾建设》。④ 这四本书都是以

资源委员会某一方面的史料为主题， 对人物关照不足。
专著方面， 李学通的 《书生从政———翁文灏》 和戴光中的 《书生本

色———翁文灏传》，⑤ 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翁氏一生经历和重要史事。 李

学通的 《幻灭的梦： 翁文灏与中国早期工业化》，⑥ 则系统梳理了翁文灏的

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形成过程、 主要内容， 分析其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的

实际影响及其历史局限性。 薛毅的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⑦ 对翁文

灏主管的资源委员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论文方面， 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

中在论述翁文灏的从政经历、 教育经历， 工业建设、 经济思想、 科学思想和

民族复兴思想等几个方面。 尽管目前关于翁文灏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 但对

抗战时期和翁文灏相关的很多关键性问题语焉不详。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缺乏核心史料， 而 《汇编》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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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灏古人类学与历史文化文集》，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潘云唐编 《翁文灏选集》， 冶金工

业出版社，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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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月顺主编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汇编———电业部分》， 台北， “国史馆”， １９９２； 《资源

委员会档案史料汇编———光复初期的台湾建设》， 台北， “国史馆”， １９９３。
李学通： 《书生从政———翁文灏》， 兰州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戴光中： 《书生本色———翁文

灏传》， 杭州出版社， ２００６。
李学通： 《幻灭的梦： 翁文灏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
薛毅：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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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汇编》 的开创性与思想性

《汇编》 内容共五章， 另有代序和后记。 虽然是史料集， 却富含开创

性和思想性。 首先， 序言的书写独具一格。 不论是史料集， 还是研究专

著， 序言一般都是将研究或编纂的缘起、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陈述清

楚。 《汇编》 不同， 陈教授洋洋洒洒近 ３ 万字， 借助档案史料， 从投笔从

政、 玉门油矿的开发与建设、 战时矿产产销、 为国诤言、 平价购销处舞弊

案、 空油桶调拨案等几个方面， 既为我们勾勒出翁文灏铁骨诤言、 一心报

国的形象， 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战时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和经济境况。 扎

实的史料、 严谨客观的论述、 广阔的视野， 一方面让我们领略到了陈教授

深厚的史学功力和高超的史料驾驭能力， 另一方面于无形中彰显了本史料

集的价值。 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序言， 因此作者称为代序， 却在论述中

体现了序言应有的要素， 别具一格。
其次， 本书继承了南大学派一脉相承的实证主义。 南大史学研究向来

有重史料的传统， 但又不同于傅斯年先生提出的 “历史即是史料学” 的观

点， 而是注重对史料的搜集、 考证、 选择和分析。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南大老一辈学者陈恭禄先生就提出： “史料选集性质的史书选录史料的三

个标准———一曰信， 二曰要， 三曰新， 自为不易之论。”① 原历史系主任蒋

孟引先生为写其博士论文 《第二次鸦片战争史》， “在 （英国） 档案馆硬

泡了三年”，② 几乎翻遍了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史料。 而 《汇编》 正是对这种

实证主义的践行， 本书 “所选辑史料， 除一件是来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外， 其余全部来自台北 ‘国史馆’ 所藏国民政府档

案”，③ 这些档案史料皆是陈恭禄先生所提倡的原料 （最初的史料）， 即由

此以上不能再追溯材料的来源， 可信度非常高。 为了获取这些史料， 陈教

授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４ 年， 几乎每年都要去台北 “国史馆” 查阅， 前后复印

档案资料达 １００ 万字之多。 这些档案资料在国内都是首次公开， 之前出版

的翁文灏相关的史料集中鲜有涉及， 可谓非常之新。
最后， 至于 “要” 则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 本书在史料的甄选和体例

编排方面， 既有整体史观的视野， 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 财政、 外交、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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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科技等各方面， 呈现立体化全方位的战时中国； 又有所侧重， 在时间

上选取翁文灏事业的高潮期 １９３６ ～ １９４７ 年， 内容上突出翁文灏在战时工矿

建设、 战时贸易与财政金融、 复原计划与战后接收三个方面的贡献。 综观

全书， 第一章主要是战前与德国、 苏联商贸， 与欧美外交， 以及经济建设

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史料。 第二章的史料主要反映战时工矿建设， 包括国防

工业建设计划与实施， 战时矿业开采、 管理、 运储， 机器、 航空、 电力、
化学工业的迁建， 外资的吸引与利用， 战时生产局运作情形等。 第三章主

要是战时中德、 中苏、 中英、 中美的金融与经贸， 战时物价管制与物资管

理， 战时新疆金融、 财政与经济等方面的资料。 第四章主要是反映战时政

治、 行政、 科技、 教育等相关事宜的资料。 第五章主要是战后接收方面的

资料， 包括最高经济委员会筹设事项， 东北工业状况调查， 沦陷区资产的

接收与处置， 战后日本赔偿交涉， 战后中美合作等方面。 每一章节都按时

间顺序编排， 同时为避免一维性叙述忽视共时性空间的弊端， 章节下分很

多专题， 兼顾了时间与空间的多元化事实存在， 更好地呈现了战时中国复

杂的情况。

三　 拓展抗战史研究的新空间

《汇编》 虽然是以翁文灏为中心， 但是由于抗战前后翁文灏在国民政

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汇编》 以第一视角为我们呈现了原汁原味

的战时中国生态， 特别是经济领域。 因此 《汇编》 的出版， 为抗战史研究

提供了新的空间。
其一， 为工业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的档案资料。 关于抗战时期的工

业研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成果，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守广的 《抗战大

后方工业研究》① 一书。 然而该书主要运用重庆档案馆档案、 报刊史料和

一部分已出版的资料汇编， 对于 《汇编》 中的档案资料却鲜有运用， 这就

使得抗战时期工业的很多问题尚未涉及。 《汇编》 中有大量涉及国防工业

建设计划与实施、 西南西北诸省矿业开发、 资源委员会下属重要企业、 战

时生产局的档案资料， 对于研究这些问题都大有裨益。 陈教授即利用此档

案研究翁文灏与战时玉门石油开发问题。②

其二， 促进战时对外经贸问题深入研究。 抗战前后中国经济基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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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广： 《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 重庆出版社，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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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许多重要战略物资都需要进口， 国内生产远不足以支持现代化的战

争。 抗战初期中德中苏经贸合作， 后期中英中美经贸合作， 对支持中国长

期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一直以来都是抗战史研究的

重要问题。 这一时期对外经贸最大的特点是易货贸易， 即中国政府 “应允

在未来时期输出一定数量之物资， 因而取得对方借款， 将来即以此输出物

资偿价”。① 《汇编》 中大量的档案资料可以补充， 甚至纠正以往关于这种

易货贸易谈判、 洽定、 办理、 还款诸事宜的认识。
其三， 为了解战时国民政府复杂的政治生态提供案例。 长期以来学界

关于国民政府败退大陆的原因众说纷纭， 争论不休。 其实国民政府诸多乱

象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呈现出来， 《汇编》 中关于国民政府内部贪腐舞

弊问题、 战时物价管制与物资管理问题的档案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管窥战时

国民政府复杂政治生态的史事。 本书的代序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研究的范

例， 陈教授以小见大， 通过分析平价购销处舞弊案和空油桶调拨案， 一方

面呈现了翁文灏在艰难的战时工作中公忠报国、 不同流合污的形象， 另一

方面证实了国民政府内部严重的钩心斗角和贪污腐化问题。
其四， 重新认识国民政府战后接收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 国民政府

的战后接收常常被定性为劫收， 加剧了社会矛盾、 党派斗争和政府腐败，
是国统区经济崩溃的催化剂。 如美国学者胡素珊的 《中国的内战：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年的政治斗争》② 一书就认为由于接收人员的腐败、 接收机构的混乱

等原因， 政府声望在战后接收时期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害。 而对于复原筹备

工作、 战后工业调查、 接收方案制定、 具体接收事宜， 战后工矿业建设、
农产品外销等事宜却很少有人做出客观精准的分析。 毕竟， 战后接收是非

常复杂的问题， 虽然各种问题很多， 但不能一概而论。 《汇编》 中相关档

案资料就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基础。
其五， 加深翁文灏与重要人物关系问题研究。 前文我们已经说到目前

关于翁文灏的研究成果很多， 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对翁文灏与重要人物

关系的研究明显不足。 作为地质学家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幕僚， 翁文灏与学

术界和政界许多要员都有密切来往。 《汇编》 中有大量关于翁文灏与蒋介

石、 孔祥熙、 宋子文、 陈立夫、 陈布雷、 盛世才等国民政府要员来往的电

文， 特别是翁文灏与蒋介石的关系颇值得研究。 大量的档案资料显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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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与翁的关系中， 既有蒋固执己见的一面， 也有蒋对翁极其信任和支持的

一面。
当然， 《汇编》 的价值远不止这些。 对于中央大学、 金陵大学请愿事

件， 战时新疆的财政、 经济问题， 战时西藏事务， 行政机构改革等问题，
《汇编》 中均提供有重要的档案史料。

四　 档案文献的合理利用问题

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 很少有人愿意做 “为他人作嫁衣裳” 的史

料整理工作。 陈教授历时 ６ 年， 奔波于海峡两岸， 整理出 ８０ 余万字的档

案史料汇编， 显得弥足珍贵。 《汇编》 既继承了以往资料汇编的优良传

统， 同时在序言书写、 史料甄选、 编排体例方面又别具一格， 富有开创

性和思想性。 史料集整理出版的最终目的是方便大家的研究和利用。 纵

观全书， 《汇编》 为翁文灏研究和抗战史研究拓展了极大的空间， 提供

了价值极高的第一手材料。 然而， 在利用 《汇编》 时， 还需要注意一些

事项。
首先， 目前任何档案资料， 非常完善的极少， 因各种原因未能入档，

或者事后保管不善遗失的现象非常普遍， 更何况 《汇编》 是经过拣选整理

的档案。 因此， 在利用 《汇编》 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不同类型的史料， 相

互印证， “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 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 必于新史料能了

解， 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① 这样既可以认识历史的全貌， 又能避免对史

料的误解。
其次， 档案资料， 未必全是信史。 中文档案资料， 以章程、 草案、 规

划、 会议决议居多， 而对于实际效果的报告却非常有限。 即使有相当一部

分报告或某某情形的档案， 瞒报、 谎报、 夸大政绩、 隐瞒问题的现象亦屡

见不鲜， 甚至政治中常有的密谋、 幕后的交易和暗箱运作， 常常在档案中

被有意隐去。 因此， 在运用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谨慎。
最后， 《汇编》 的档案文献主要来源于台北 “国史馆” 所藏国民政府

档案， 对大陆档案馆所藏翁文灏的档案资料并没有收录， 实为本书美中之

不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翁文灏儿子翁心钧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捐赠了一批

翁文灏的档案资料， 总计 ９１ 卷，② 除了 《翁文灏日记》 于 ２０１０ 年整理出

９３２从档案到历史： 富含开创性和思想性的史料集　

①
②

欧阳哲生主编 《傅斯年全集》 第 ２ 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３３５ 页。
保管处特藏组： 《翁文灏个人档案资料》， 《民国档案》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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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以外， 翁文灏与张治中、 任鸿隽、 余湛邦等往来信函还很少被学界利

用。 另外， 重庆档案馆还藏有 １８０ 卷资源委员会的档案，① 相当一部分与

翁文灏相关。 因此， 在翁文灏的相关研究中， 还需要查阅大陆档案馆的相

关档案。

０４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第 ２ 卷， 中国档案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３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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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 新契机、 新视野：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研究∗

　①

　 赵　 伟∗∗ 　②

企业家研究是企业史领域的重要内容。 纵观既往， 曾有过繁荣， 近几

年则总体趋冷， 研究成果的分量及深度也不平衡， 张謇和卢作孚的研究受

到突出关注，① 刘国钧、 荣氏兄弟、 范旭东、 刘鸿生等企业家的研究也有

较多成果。
究其缘由， 与企业家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有很大关系。 之前的繁荣是

由于改革开放后为民营企业发展借鉴需要， 近代企业家研究刚刚被重视起

来， 表层史料唾手可得。 当研究向纵深推进时， 缺少对深层史料的挖掘和

整理， 使许多企业家的研究停滞不前。 张謇和卢作孚研究得以持续， 且研

究面向较广， 质量也较高， 与多年扎实的史料挖掘整理功夫有关， 其丰富

程度毋庸发凡举例。 ２１ 世纪初， 对于荣氏兄弟， 尤其是对荣德生的研究成

果斐然， 也是得益于 “乐农史料” 的系列出版。

①

②
①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近代中国民族企业一体化战略研究 （１８９５ ～
１９３７）” （１５ＦＪＬ０１６） 资助。
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著作方面有分量的成果： 张謇研究有章开沅 《张謇与近代社会》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虞和平 《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 （吉林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４）、 《伟大的

失败的英雄： 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马斌主

编 《张謇实业与教育思想概论》 （苏州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等； 卢作孚研究有凌耀伦

《卢作孚与民生公司》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周凝华、 田海蓝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
（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吴洪成 《教育开发西南： 卢作孚的事业与思想》 （重庆出版

社， ２００６）， 刘重来 《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张守广 《卢
作孚年谱长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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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钧先生是近代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 从学徒到店主， 再由工场

主成为企业家。 抗战前， 他所创办的大成企业拥有 ４ 家大型工厂， 注册资

本从最初的 ５０ 万元增至 ４００ 万元， 成为一个纺织染联营的企业集团。 著名

经济学家马寅初曾称赞道： “大成这样八年增加八倍的速度， 在民族工商

业中， 实是一个罕见的奇迹。”① 刘先生成为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鹤立商

界的近代企业家典型。 不过， 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单薄的研究现状不甚相

符。② 如今，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的出版将成为逐步打破这种尴尬局面的

开始。

一　 新史料：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述评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是根据刘国钧嫡孙刘学进先生所藏日记手稿原件

的 １９４５ 年内容， 经常州大学葛吉霞和江苏科技大学钟树杰两位老师点校，
今年 ３ 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点校和印影前后两部分， 以方便对照

阅读。 从印影页可以看出， 日记的部分字体较为难认， 且有许多地方以苏

州码计数， 还夹杂着一些方言习惯用词， 点校难度可见一斑。 日记点校部

分对于刘先生记录的人名做了详细介绍，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此外

还对机器、 单位、 地名等用词的旧称做了今解， 可见功夫扎实。
这本日记是刘先生在美国考察时记录的， 内容非常丰富， 主要涉及以

下几个方面。

２４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胡毓奇： 《民族纺织业中一个成功企业———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分析》， 《常州纺织史料》
第 １１ 辑， １９８７ 年油印本， 第 ４８ 页。
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研究成果主要有： 史全生 《刘国钧经营大成公司的特点》 （ 《刘国钧文

集·附录》，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和 《论刘国钧的经营理念》 （ 《扬州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赵伟 《纵向一体化： 近代中国后发小资本进入棉纺织业的成功战略———
以大成纺织印染集团为例》 （ 《兰州学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论近代中国后发棉纺织小企

业的纵向一体化战略———以常州广益布厂为例》 （ 《贵州文史丛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和

《往返延伸与单向推进： 拓展纵向链条的两种战略路径———近代常州大成厂和无锡庆丰厂

纺织染联营的比较》 （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 葛吉霞 《民国企业家刘国钧人

力资源管理研究》 （《常州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年世界经济危机下民

国 “大成奇迹” 研究》 （ 《兰州学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 和 《外融内生： 对民国时期大成

纺织染集团的融资模式考察》 （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仝群旺 《民国纺织大

王刘国钧的管人之道》 （ 《企业管理》 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 司马周 《刘国钧的大成纺织染公

司商标文化内涵深析》 （ 《档案与建设》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等； 另有 ３ 篇硕士学位论文， 钟

树杰 《主导行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大成集团研究》 （苏州大学， ２００４）、 金明 《近代大

成企业集团职工培训研究》 （苏州大学， ２０１２） 和庄旭 《抗战期间的大成纺织染公司》
（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１３）。 迄今尚无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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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参观纺织企业。
这是刘国钧先生赴美考察的主要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 日记中记录参

观的纱厂至少有十五六家之多。 刘先生每到一处纱厂， 并不是走马观花。
日记记录显示， 他把所参观的车间内的机器布置、 用工人数、 运行状况、
生产流程等情况都做了详细记录， 可见认真细致程度之高。 其他如印染、
毛纺、 针织、 织绸等纺织行业的生产， 甚至美国的棉花种植情况， 他都有

关注。
在美参观时， 不仅是生产细节， 关于企业战略， 刘先生也有注意和思

考。 他看到美国人很少买零剪布， “均买做成衣”， 认为企业发展应该 “工
商兼营联贸到底”， “从买花至做成衣服， 使直接到人民身上为止”。① 这实

际上是有意将大成的纺织染联营再前向整合， 直至服装制造业。 关于美国

企业界此类一体化战略， 如 “工商连合工商”、 “制造厂统制”、 商业 “统
制工厂” 等现象， 刘先生颇为在意， 并深感赞叹。

第二， 会面谈话交际。
在美国参观企业的同时， 刘国钧也多次与各方面人士会面交流。 如与

当时中国商界巨擘陈光甫会面， 后者在美国成立的世界公司掌握着中美交

易的信息和资源， 与化工之父范旭东会谈， 双方交流了经营企业的心得，
与加拿大掮客谈购买纱厂机器事宜， 同时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代表张文潜

博弈竞购， 交谈要点内容都有记录。 此外， 他还与在银行界和政界都有经

历的张嘉璈、 原无锡永泰丝厂企业主薛寿萱、 荣氏集团代表荣德馨、 青帮

大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等诸多人士会面。
第三， 运筹战后计划。
在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频繁地参观和社交， 其实是在学习经

验， 看清方向， 寻找商机， 并购纱厂， 订购机器，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战后

“扩展企业的计划”。② 事实上， 刘国钧在日记中的多处地方， 大篇幅地记

录了他对于战后自身企业发展的规划， 内容十分详细， 涉及工厂规模、 设

厂地点、 机构设置、 人事安排、 资本筹措等诸多方面。 这应该是刘先生在

参观和交流之后， 随即思考， 然后形成的想法。
第四， 考察社会生活。
考察之余， 刘国钧还在日记中多处地方记录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情况。

３４２新史料、 新契机、 新视野：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研究　

①
②

刘国钧：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葛吉霞、 钟树杰点校，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７， 第 ４ 页。
刘国钧： 《自述》， 李文瑞主编 《刘国钧文集·传记卷》，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６３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最多的是关于美国工人及职员的工作时间、 工资待遇、 家庭生活、 社会教

育等方面的话题， 由此还谈到了他对于劳资关系的一些看法。 还有一些地

方则记录了他对美国百姓衣、 食、 住、 行及文化生活的观感。
此外， 日记中还记载了刘先生所关注的二战进展及国际国内政治的

信息。
研究近代企业家很难深入探讨其思想内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缺少企

业家真实原始想法的记录文字。 近代企业家有写日记习惯的原本就不多，
现已出版的张謇 《柳西草堂日记》 文字较为简略， 无法形成对主人公的丰

满刻画； 荣德生的 《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及其续编则是每年一记， 皆为事

后补记， 内容是否有遗漏， 或记忆偏差， 或不够完整， 尚未可知， 也无法

反映当事人即时的思考和想法。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则 “原生态性明

显”，① 它的出版可谓在企业家史料方面的一项突破。

二　 新契机： 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研究

就目前已有成果的数量及质量而言， 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的研究水平

在整个企业史领域处在中等层次，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现有的研究

中， 学者们已经发现， 对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的研究应该转换角度， 放

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考察。 这就需要有雄厚的史料作为基础， 而在刘国钧先

生诞辰 １３０ 周年之际，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的出版完全可以成为此项研究

获得更大发展的重要机缘。
首要的是启动全面系统的史料整理出版工作。
现有已整理的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料主要集中于 ２００１ 年出版的 《刘

国钧文集》 （６ 册， ７０ 万字） 和 ２０１１ 年出版的 《大成公司档案史料文献》
（１ 册， 印影）， 而张謇及大生企业已整理出版的资料， 主要有 《张謇全

集》 （８ 册， ４００ 万字） 和 《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 （点校， ７ 册， ２８０
万字）， 荣氏兄弟及企业的已整理史料主要有 《荣家企业史料》 （２ 册，
１１０ 万字）、 《乐农史料选编》 （５ 册， １７０ 万字） 及 《荣宗敬平生史料选

编》 （１ 册， ４０ 万字）， 规模相去甚远。
这并非由于留存资料数量少，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此次出版的 《刘国

钧日记 １９４５》 仅仅是 １９４５ 年的内容， 据刘氏后人介绍， 保存的日记总共

有数十本， 并且还有大量信函等其他资料。 常州档案馆藏有大批大成印染

４４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李玉： 《 〈刘国钧日记〉 值得重视》， 《团结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 第 ７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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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档案资料， 包括会议记录、 书信函札、 规章制度等， 已出版的只是一

小部分， 且是影印， 非点校。 抗战时期， 大成企业主要分成两部分， 重庆

的大明染织厂和上海租界的安达公司， 相关的档案资料还需要挖掘搜集。
此外， 报刊方面， 大成公司创办的 《励进月刊》， 以及民国旧报刊中相关

的文字内容都可作为整理的来源。
全面的史料整理是提升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研究水平的先决条件， 《刘

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的顺利出版是坚实的第一步。
其次是多面向地深入研究刘国钧。
企业家不仅是企业经营者， 更是历史时代社会的突出个体。 企业家的

研究不可囿于单纯的企业经营历史， 应注重全面的思想观念、 行为功绩、
社会关系、 个性特点等内容的考察。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的多样化内容，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满的企业家形象， 刘国钧研究可以有多种面向。 同

时， 以往对企业家的论述很少做有效的比较研究， 进行特征分析。 从日记

反映的情况来看， 刘国钧的企业家风格与张謇、 荣氏兄弟等大相径庭。 他

作为一个大企业的经营者， 不仅思考战略性的大问题， 还非常关注与生产

有关的技术性问题， 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匠型企业家， 这与刘先生的成长经

历是有关系的， 可以做深入研究。 这也正符合当下国家所提倡的工匠精

神，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次是重新认识大成企业的历史地位。
大成企业最引人注目的成绩便是实现了纺织染联营， 在当时 “为数甚

少”。① 在美考察的日记中， 刘国钧曾多次表现出对纵向一体化的关注和认

同， 想必战后大成依旧会继续向产业链的纵深扩张。 对此， 以往的研究也

多有论述， 却仅止于此。 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 如果

说荣氏申新系统是第一阶段横向扩张的最大成功者， 那么大成集团则是第

二阶段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的典范， ８ 年 ８ 倍的资本增长也预示着第二代

新兴企业集团的出现。 大成在战略发展上的成功给企业组织结构、 管理制

度等方面带来了怎样的变革， 相关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最后是发现纺织科技史研究的线索。
作为工匠型企业家的刘国钧对生产机械有着独特的偏好。 在日记中，

他经常会记录纺织机器的价格、 数量、 种类、 结构、 功能、 性能等， 甚至

是零件的尺寸， 有些地方还特地做草图以明示。 近代中国纺织科技史是研

究薄弱的领域， 这样细致的材料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５４２新史料、 新契机、 新视野：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研究　

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 《中国实业志·江苏省》 第 ８ 编工业， １９３３， 第 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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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视野： 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研究

２０ 世纪是工业化的时代， 是工业文明逐渐形成， 并成为世界主流的时

代。 以往把工业文明理解为西方主导下的文明形态， 也主要以西方话语体

系来表述， 其实世界工业文明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 有共性， 也有特

性。 中国近代工业文明之路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成

就来看， 我国实际上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工业文明。 而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近代企业家及企业是开拓者。 刘国钧及大成企业作为其中的佼佼者，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工业文明的新视域下对此进行研究将会有新的

认识。
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看中国近代工业文明中的人文关怀。
工业文明的主角是工人， 对工人的人文关怀是工业文明一个重要方

面。 据大成企业高管朱希武回忆， 大成工人的工资待遇较同业略高， 职员

年终还有分红， 企业有保健所， 职员住房有 “房贴”， 子女学费可以报

销。① 这使得员工对大成企业很有归属感。 与西方残酷的资本积累不同，
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特点是民族企业在积累阶段对工人的福利待遇有

一定重视。 刘国钧在日记中称： “我办工厂视为社会事业， 向重工人福利，
深怕不能得人谅解。”② 其原因是否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以及家族和

地缘观念，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看中国近代工业文明中的工匠精神。
工业时代表现出的是专业性、 技术性、 实干性、 严谨性的社会风貌，

以及对工作和事业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 踏实耐心、 坚持不懈的精神。 这

些内涵在刘国钧身上都有具体的体现。 １９３４ 年， 他去日本考察， 购回旧的

八色印花机， 一开始无法运转， 他亲自上阵， 与两个从上海日商内外棉厂

挖来的印花挡车工和调浆工， 以及本厂几个工人， 经过七个多月的努力，
终于试产成功。③ 刘先生是近代中国工匠型企业家的代表。 在中国近代工

业文明的宏大视野下， 在工业生产中形成的企业家个性风格， 作为一种时

代的先声精神， 通过企业成功的影响力，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近代社会

６４２ 　 民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秋季号　 总第 ３２ 辑）

①

②
③

朱希武： 《大成纺织染公司与刘国钧》，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

辑》 第 ３１ 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６２， 第 ２１９、 ２２０ 页。
刘国钧：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第 ３ 页。
巢福偕： 《实业家刘国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 １００ 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８５， 第 ２７３、 ２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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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行为习惯， 成为塑造工业文明的力量之一。
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看中国近代工业文明中的民族责任。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与西方工业化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民族主义。 企业

界的经济思想往往会 “从企业经营的个体层面提升到国家及民族的整体高

度”。① 这反映了近代中国企业家对时代境遇的应对， 也是民族责任的体

现。 刘国钧始终把日本企业作为大成纺织染公司的榜样和对手。 他认为

“日本人用贬低纱价、 抬高布价的办法， 是欺侮中国厂没有染色设备”，②

这不仅仅是企业竞争， 更是中日之间的经济利权之争。 这种强烈的民族责

任感推动了刘国钧加快实施纺织染联营的步伐。 结果， “外人对着这个管

理得法， 基础稳固的大成， 还不是眼看着他繁荣吗？”③ 近代中国民族企业

的这份责任担当， 促进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形成， 也内化为其重要的内涵

之一。
综上所述，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内容真实原始， 信息量丰富， 是研究

企业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以此为基础， 我们期待刘国钧日记的全套整

理出版， 进而对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料进行全面的整理。 如果可以成行，
将极大地拓展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对中国近代工业史，
乃至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都会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也将会有助于充实中

国近代工业文明的研究。

７４２新史料、 新契机、 新视野： 《刘国钧日记 １９４５》 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研究　

①
②
③

赵伟： 《论近代中国民族企业 “事业集合” 思想》， 《江海学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刘国钧： 《自述》， 李文瑞主编 《刘国钧文集·传记卷》， 第 ２３ 页。
吴景超： 《中国经济建设之路》，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３， 第 １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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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视窗】

美国驻华使馆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政治报告∗
　①

　 高萍萍∗∗ 　② 译　 以　 清∗∗∗ 　③ 审校

Ⅰ 摘要

出于日方压力和地方野心势力的促动， 经过日本军方和以何应钦将军为

首的国民政府代表的谈判， 冀察政务委员会于 １２ 月 １８ 日成立。 委员会人事

安排并不预示着华北的未来一片光明， 日本军方似乎只是把委员会作为让华

北更加自治的一步。 学生们则广泛示威， 反对华北自治， 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 早已成为日本军方工具的汉奸李守信， 开始在察哈尔东部行动， 公然

妄图把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 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央

政治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①进一步导致行政权力集中在蒋介石将军手

中， 汪精卫集团和国民党的权力受到削弱。 国民政府做出的最重要、 影响

最大的行政任命令就是蒋介石将军出任行政院院长。 国民政府通过 １１ 月 ３
日的货币法令， 成功维持财务状况。 在 “剿共” 方面没有重要进展。

Ⅱ 外交关系

Ａ 与美国的关系

无内容报告。

①

②
③
①

本译文为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专项工程项目 “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整

理与研究之二： 美国使领馆报告中的中国抗战史料” （１６ＫＺＤ０１８）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副研究馆员。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译者注：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胡汉民等 ９ 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并决定将国民

党中央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政治会议改名为政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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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１ 日本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就职典礼，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生示威， 反对华

北自治，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由于不满国民政府 １１ 月 ３ 日颁布的货币法

令， 日本军方的活动加速。 而中国当局通过外交谈判澄清中日关系的提

议， 则是 １２ 月期间重要的进展。
ａ 冀察政务委员会

谈判的过程

宋哲元将军和土肥原少将之间关于华北自治的谈判从 １１ 月 ２５ 日开始

后， 已持续至 １２ 月， 宋将军企图下野， 以避免中日关系决裂。 然而， 要达

成协议须等待蒋介石将军派遣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的到来， 他参加谈判

的目的在于： （１） 使华北问题的解决尽可能有利于国民政府； （２） 在河北

和察哈尔保留一定的影响； （３） 让宋将军对国民政府保持一定的忠诚。
１２ 月 ３ 日， 何应钦将军来到北平。 （１２ 月 ５ 日起， 宋将军避匿颐和园

超过一个多星期， 从而把责任交给何将军， 以免被人责难， 直到达成协

议） 为协助何应钦将军， 同时抵达北平的还有福建省主席陈仪将军， 江西

省主席熊式辉将军， 前北平公安局局长， 最近被任命为厦门市长的余晋龢

将军和时任北宁铁路局局长的殷同先生， 他们都被认为忠于蒋介石。 陈仪

将军和殷同先生取道天津， 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和其他官

员协商， 而何将军则取道保定， 与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将军交换意见。
（然而， 从那时起， 商震将军不再是自治问题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为他被

国民政府 １２ 月 １２ 日的一纸调令调至河南省任政府主席， 以便接替他的宋

将军扩充实力）
中日之间的各色谈判对解决华北局势的影响尚不明确。 尽管何应钦将

军抵达北平时只有一个模糊的计划， 但在他抵达后的几天内， 日本和中国

的谈判代表就达成了协议。 这就是建立一个名为 “冀察政务委员会” 的组

织。 １２ 月 １１ 日， 国民政府发表声明， 加以批准， 并任命宋将军为该委员

会委员长， 其他 １６ 人为该委员会委员。 他们中间， 有 ３ 名前奉系人员、 ３
名旧直系人员、 ６ 名前西北军成员 （包括宋将军在内）、 ３ 位明显和安福系

有联系的人物和 ２ 位无派系的银行家。 （本报告第 ７ 部分叙及他们的名字）
鉴于他们先前在政府中的表现， 观察员不看好由他们组成的这个管理

机构。
这一法令颁布后， 由蒋介石派遣的那些中国官员回到了中国中部。 然

而， 土肥原少将直到 １２ 月 ２６ 日才离开华北前往满洲。 何应钦将军及其同

９４２美国驻华使馆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政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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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们的离开使人顿感， 从此华北事务将由当地的中国军队、 形形色色的本

地扈从， 以及官方和非官方的日本人做主。
日方对中国谈判代表施压

很明显， 虽然日本军方最初希望华北五省自治， 但谈判最终以至少在

冀、 察两省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政权而结束。 同样明显的是， 他们不满意

国民政府派遣何应钦将军到北平介入华北政局。 可想而知， 土肥原少将将

与何应钦将军没有太多会晤。 （显然， 萧振瀛先生作为宋哲元军事集团中

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将继续成为中日谈判中的关键人物） 同时， 日本在 １１
月下旬发起的旨在对中国进行武力恐吓的军事准备一直没有减弱， 直到 １２
月 １１ 日大体达成协议， 才开始撤减长城南部的军事力量。 （关于山海关及

其北部附近的军事形势， 有冲突报道） 为吓唬中国谈判代表， １２ 月上旬，
日本的飞机在北平和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频繁出动， 这样的施压在

被认为不再必要时结束。 此外， 有一架以前属于日本军方， 但后来据称属

于非军事区的殷汝耕政权的英式飞机， 经常在北平上空飞行， 偶尔投放宣

传小册子。 一个日本人驾驶着它， 机翼上的日本徽章被涂抹掉。
日本军方对新委员会的态度

有证据表明， 日本军方很不满意新的委员会， 因为他们没有从中获得

所期望的自治程度和控制范围。 然而， 他们当时同意成立委员会也是有原

因的， 其中包括： （１） 他们自信， 该委员会一旦形成， 其自治性可以增

加； （２） 他们相信， １１ 月 ２５ 日殷汝耕在非军事区成立的自治政权将会不

断发展， 使控制有效扩大到其他省份； （３） 日本当局某些人认为平静一段

时间以便观察国际形势， 是可取的， 这种信念也许某种程度上被国务卿和

英国外交大臣在 １２ 月 ５ 日发表的有关远东的言论所强化； （４） 部分由日

本华北驻屯军处理华北事务所产生的不满， 导致日本军方内部的分歧加

大； （５） 他们意识到只有突发事件才能使宋哲元将军和其他华北领导人产

生他们想要的改变。 据一位在场的中国官员表示， 问题的解决不仅通过与

日本军方的谈判， 也通过东京和南京之间的对话， 对话使日本政府尽量克

制， 默认了新委员会的成立。
新委员会的进展

冀察政务委员会于 １２ 月 １８ 日正式成立。 这个月的剩余时间里， 它越

来越明显地趋向于某种程度的自治， 也可能会令日本满意。 如果宋将军和

委员会要继续执政， 这样的发展是必要的。 根据一些知情人士的消息， 他

们受到日本军方的警告， 限定于三个月之内， 满足日本的愿望。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一反以前经由国民政府批准的惯例， 宋将军任命陈觉生先生为北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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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局局长、 张维藩将军为平绥铁路局局长， 这被视为委员会将最终接管在

冀、 察两省原由国民政府控制的部门， 尤其是财税机关的一系列行为的第

一步。 （陈觉生先生的母亲是日本人， 据称他已与土肥原少将有多年密切

的关系。 张维藩将军曾是宋将军的参谋长） １２ 月 ２８ 日， 国民政府正式批

准了这一任命。
新委员会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关系

尽管有报道说， 冀北非军事区殷汝耕新政权在 １２ 月干涉邮政， 并且至

少试图从穿越该区的北宁铁路获得收入， 但仍无法获得该政权干扰财政的

确切信息。 宋将军和他的政权想要限制殷之活动的任何措施都不成功。 １２
月 １５ 日， 位于非军事区外的重要港口塘沽被殷汝耕的 ２００ 名保安队成员占

领， 而宋却无能为力， 就说明了这一点。 殷政权控制的整个四个区域， 部

分在非军事区内， 部分在非军事区外。 没有消息说殷的人干涉了塘沽海

关。 然而， 有可靠的报告称， 该地区的违法活动在继续增加， 特别是对于

中国富人的绑架。 （同时， 据了解， 殷汝耕偶尔会访问他在北平的住所；
他的飞机使用北平机场）

１２ 月 ２５ 日， 殷汝耕将其政权名称由 “委员会” 改为 “政府”， 并自

称 “政务长官”， 此举大概是由于日本的怂恿， 其意图在于： （１） 显示较

高程度的自治； （２） 制造被宋将军政权吸收的困难， 除非后者达到相当程

度的自治； （３） 增加利用殷政权向南延伸 “满洲国” 势力的可能性。
ｂ 学生反对自治和日本侵略的示威游行

１２ 月期间， 中国几个城市出现学生示威游行， 明显针对日本帝国主义

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 示威游行开始于北平， 由反对自治的北平知识界的

主流人物发起， 这从 １１ 月 ２４ 日发表的反对任何自治的联合宣言就可看出。
事实上， 他们的态度导致日本官员指控他们积极煽动示威。 但是， 这样的

指控， 似乎是毫无根据的。 证据表明， 自治活动受到某些日本人的煽动，
一些所谓 “汉奸” 在没有外界影响的情况下， 也足以引起学生的愤怒。 指

控共产党煽动游行示威， 显然是基于一些散布激进思想的学生在游行示威

中占主导地位。 警方采取了措施， 除导致一些人受伤外， 死亡人数或拘留

人数都没有被证实。
１２ 月 ９ 日， 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１２ 月 １６ 日又进行了第二次， 同

时爆发了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罢课。 游行很快扩散到其他城市。 １２ 月 １２
日广东几千名学生游行， １８ 日天津游行学生达五六千名。 同日， 南京行政

院前集结了两千到三千名学生。 １２ 月 １９ 日， 上海发生三千到四千名学生

的游行， 有几百名学生于 １２ 月 ２３ 日占领了火车北站， 最后控制了两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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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准备发往南京， 但是被当局阻止， 因而没有到达目的地。 １２ 月 ２０ 日，
武昌几千名学生游行； 其他几个城市也发生类似的游行。 这种形势直到 １２
月 ２３ 日蒋介石向教育界领袖和学生代表发出邀请， 请他们于 １ 月 １５ 日在

南京与他会面才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 日本各级官员则以口头方式表示日

方的不满。
ｃ 中日外交谈判提议

１２ 月 ２７ 日， 国民政府指示驻东京大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 “通过适当

的外交渠道根本调整中日关系”， 从而消除 “自奉天事变①以来中日关系的

极度混乱状况”。 这一提议可能是希望能够推迟那些似乎不可避免的时刻

的到来———国民政府或者屈服于日本， 或者对之武力抵抗。 推测国民政府

这一提议是因为日方强烈坚持中日关系应得到改善， 也是因为中日关系所

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国内形势， 华北从国民政府分离出去的脚步越来越紧，
反对向日本妥协的呼声日益高涨。 反对的声势来源于： （１） 学生的游行示

威； （２） 也可能是 １２ 月 ２６ 日的暗杀， 由一个或几个陌生人刺杀了最近活

跃在中日事务中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唐有壬先生；② （３） １２ 月 ２６ 日续范

亭———一位知名度相对不高的将军的一次无效尝试， 为抗议政府的亲日政

策， 在南京中山陵前自杀明志。 不过， 无论是在东京的当局准备全部或部

分接受旨在限制日本在亚洲的推进计划的要求， 还是国民政府提出的那些

对话或谈判条件， 几乎都改变不了关东军的计划。
ｄ 日本在察哈尔省内的扩张

１２ 月 ９ 日， 汉奸李守信率部下两三千人袭击了察哈尔省东部多伦南部

的沽源 （据说 １２ 月 ３０ 日占领）。 李守信可能是被日本军方利用来扩展他

们在仍属于中国的内蒙古部分地区的权力， 属于被雇佣的。 据了解， 在与

察哈尔省中方权威的对话过程中， （日方） 此前曾设下一个诱饵， 即因解

决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５ 日发生在张家口附近的一桩小事件， 于当年 ６ 月 ２７ 日达

成过协议条款。 李守信获 “满洲国” 军队的支持，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得

到察东蒙古领导人德穆楚克栋鲁普 （中文名周希贤） 及其军队的支持。 鉴

于德王的声望， 日本已在秋天将长城以北察哈尔的控制权交于他。 作为蒙

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 内蒙古最强大的蒙古人亲王如果不情愿，
会影响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进程， 日本军方会不耐烦而诉诸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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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方也可能认为， 没有军事行动无法消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对该

省蒙古人的影响。
ｅ 两个外蒙古——— “满洲国” 边界事件

外蒙古代表因 １１ 月满洲里会议的终止及 “满洲国” 代表因未满足日

本的愿望都感到一股挫败感。 １２ 月 １９ 日及 ２４ 日， 日本及 “满洲国” 的部

队同外蒙古士兵在贝尔湖西南发生的两次交战又加剧了这种感觉， 他们每

一方都宣称交战发生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

Ⅲ 内部政治活动

Ａ 国民政府的政治变化， 第五届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民党于 １１ 月举行了两个影响相对较小的会议之后， 于 １２ 月 （２ 日

至 ７ 日） 举行了五届一中全会。 它的重要性在于选出新的政府首脑， 其人

事任命的重要影响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１ 蒋介石将军力量增加

蒋介石将军接替汪精卫先生成为行政院院长， 从而将政府的行政权

力集中在他的手中， 权力比以前更大。 虽然这个位置使他加强了对国内

政治局势的控制， 但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看， 他的立场更加不稳定。 蒋

介石成为行政院院长后， 至少暂时放弃了在中日关系中逃避责任的政策，
即远离南京， 前去 “围剿” 共产党。 作为行政院院长， 他一定会直接面

对日本———这是日本方面长期的一种渴望———而他和日本之间唯一的缓

冲是新任外交部部长张群， 而张群的影响力又不足以使他发挥好这个角

色的作用。
２ 汪精卫先生集团影响减少

汪精卫失去行政院院长一职， 他的追随者占据的重要职位的数量减

少， 以及 １１ 月 １ 日遇刺导致他身体状况持续恶化， 使得汪先生集团的政治

影响显著下降。
３ 国民党力量的削弱

任命两名无党派人士 （银行家） 担任内阁职务， 被认为进一步削弱了

几年来一直发展的国民党势力， 但同时， 蒋介石的力量却在增长。 这两项

任命是吴鼎昌先生担任实业部部长和张嘉璈先生担任铁道部部长， 这两个

职位之前一直是由汪先生的追随者们所担任的。 虽然这两位无党派部长的

任命， 以及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 给人以政府引

入非政治性元素的表象， 但实际上这种印象是靠不住的。 吴和张都与所谓

亲日派官员紧密结盟， 且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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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与西南可能的和解

胡汉民先生是西南唯一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官， 授命国民政府的第一重

要职位。 他是否会接受这一职位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仍有

疑问。 因此， 国民政府和西南地区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不过有传

言， 西南的文职领导人 （特别是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先生） 比军事领导人更

倾向于相信国民政府的保证 （据说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 从而导致他们

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 也有传言说， 在广东和广西的军事领

导人之间， 以及广西的军事领导人内部， 在认识国民政府和西南地区之间

的合作程度上的分歧也在不断增加。
Ｂ “剿共” 运动

１ （红军） 在四川和陕西省的行动

１２ 月， 四川、 陕西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刘湘将军的川军能够重

新占领四川西部的大川 （Ｔａｃｈｗａｎ）、 天全 （Ｔｉｅｎｃｈｕａｎ） 和荣经 （ Ｊｕｎｇｋ⁃
ｉｎｇ） 等地， 但这显然可能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军队主动向西南更远的地方

撤退。
２ （红军） 挺进贵州

１１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贺龙和萧克所部中共军队突然进军湖南中部，
１２ 月又挺进贵州， 余部可能留在了湖南西北部。 主力分两路或三路， 沿着

几个山谷， 迅速向西移动， 中途夺占了一些城镇， 月底占领贵州东部的镇

远 （Ｃｈｅｎｙｕａｎ）、 玉屏 （Ｙｕｐｉｎｇ）、 岑巩 （Ｔｓｉｎｇｋｉ） 等地。 同时， 湘军跟踪

追击， 桂军三个师也进至黔东南。 然而， 桂系军队主要在于防御而非进

攻， 也不排除在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同意的前提下， 扩大广西对贵州的政

治影响力。

Ⅳ 司法和法律事务

无内容报告。

Ⅴ 商业、 经济和金融活动

Ａ 币制改革

１１ 月 ３ 日， 国民政府颁布货币法令， 成功维持了它的财政状况， 中央

银行实际上是按照银元当日的汇率来维持货币汇换， 尽管出现了一些法币

被大量销售的情况。
１ 外资银行的态度

外国银行继续拒绝向中国中央银行交出他们的库存白银换纸币。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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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银价的明显下跌使他们原有市场价和名义价的差别， 将令他们遭受重

大损失的观点受到削弱。 与此同时， 政府银行金库中剩余白银的市值下

降， 这导致该国货币的实际支付能力弱化。
２ 减少白银走私

然而， 全球银价下跌， 有助于阻止中国的白银走私， 因为白银溢价有

所下降。 日本官方在遏制日本和韩国走私活动方面的合作也是一个重要

因素。
３ 美国购买白银

１２ 月下旬， 大量的白银被出售和运输到美国， 是众所周知的事。 这一

方面被认为是已经获得美国一定程度合作的有利迹象， 而另一方面， 国民

政府售银的直接目的和其币制改革的最终目的仍然模糊不清， 从而导致对

中国金融业界富有经验的人士焦虑上升。
Ｂ １９３５ 年的海关收入

与 １９３４ 年相比， １９３５ 年中国海关的收入下降了约 １９００００００ 法币。 进

口贸易的下降在上年 １２ 月最为明显， 因此观察人士预期 １９３６ 年贸易额将

进一步减少。 与前一年相比， １９３５ 年上海的海关税收下降了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法

币， 而其他港口的税收则增加了。 另外， 本年度的走私商品， 特别是在中

国北方， 则有明显的增长， 这可能佐证中国在 １９３５ 年的实际对外贸易额接

近 １９３４ 年的水平。
某些令人担心的因素继续存在， 其中包括： （１） 上海的经济状况明显

继续恶化； （２） 有证据表明中国人的购买力仍在下降； （３） 如此之大的贸

易逆差难以改善， 将会危及金融结构的稳定性； （４） 是否应修订有利于日

本商品和不利于别国商品进口的关税税率， 或者由于 “满洲国” 和在河北

北部非军事区的 “殷汝耕政府” 达成的 “贸易协定”， 华北市场是否应该

实行近乎无限制的贸易。 这些令人不安的元素将会对中国外贸经济产生

影响。
Ｃ 转口税和出口关税

尽管有相反的报告，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１ 日， 财政部仍不顾反对意见， 宣布

由于 “准备不充分”， 取消转口关税和削减出口关税的计划暂缓实施。
Ｄ 火柴垄断计划

在上海的中、 日火柴制造商在垄断火柴生产和销售方面取得了进展。

Ⅵ 毒品

（参考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领事馆政治报告中的关于这一内容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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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中国政府人员的重要变化

Ａ 国内

１ 国民政府

（国民党） 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西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胡汉民先生于 １２ 月 ７ 日被任命为主

席， 蒋介石将军被任命为副主席。 在胡先生缺席的情况下， 主席的职责移

交给了蒋将军。
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委员会

汪精卫先生于 １２ 月 ７ 日被任命为主席， 但由于他的病情， 他的职责移

交给新任副主席蒋介石将军。
行政院

蒋介石将军于 １２ 月 ７ 日被任命为院长。
内政部

前驻日大使蒋作宾将军于 １２ 月 １２ 日被任命为部长。 他在日本接受过

教育。
外交部

张群先生于 １２ 月 １２ 日被任命为部长。 他曾是湖北省政府的主席， 是新

政学系的主要成员， 是蒋介石将军的忠实追随者， 并在日本接受过教育。
实业部

吴鼎昌先生于 １２ 月 １２ 日被任命为部长。 他是盐业银行的负责人， 并

于 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０ 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 他是一名无党派人士， 在日本接受过

教育。
铁道部

张嘉璈先生于 １２ 月 １２ 日被任命为部长。 他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是

一名无党派人士， 曾在日本接受教育。
军事委员会

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控制晋绥两省军事的阎锡山将军， 和前西北军领

导人冯玉祥元帅于 １２ 月 １８ 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２ 冀察政务委员会

１２ 月 １１ 日， 国民政府通过法令， 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其成员任命

如下：

宋哲元将军， 任委员会委员长， 他属于前西北军， 是河北省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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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军事领导人；
万福麟将军， 东北系；
刘哲， 东北系， 张作霖元帅麾下的教育部长 （１９２７）；
胡毓坤， 东北系；
李廷玉将军， 旧直系， 吴佩孚元帅麾下的江西防务委员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① （１９２３ ～ １９２４）；
贾德耀将军， 旧直系， 段祺瑞元帅的国务总理 （１９２６）；
高凌蔚， 旧直系， 曹锟的国务总理 （１９２３ ～ １９２４）；
萧振瀛， 前西北军， 之前在叛徒石友三帐下， 现在是宋将军和日

本人谈判的首席代表；
秦德纯将军， 前西北军， 任北平市长， 原宋将军麾下参谋长；
张自忠将军， 前西北军， 任察哈尔省主席及宋哲元将军麾下

师长；
门致中将军， 前西北军， 原宋哲元将军麾下师长；
石敬亭将军， 前西北军， 原宋哲元将军麾下师长；
王揖唐， 原安福系， 活跃在中日事务中， 之前与现已经倒闭的中

华汇业银行有联系；
王克敏， 与安福系有联系， 曹锟的财政部长 （１９２４）；
程克， 原安福系， 因被日人看重， １９３５ 年任过短期天津市长；
周作民， 金城银行总经理；
冷家骥， 农业银行行长， 前北平商会会长。

３ 北宁铁路

１２ 月 ２６ 日， 陈觉生先生被宋哲元将军任命为北宁铁路局局长， 国民

政府于 １２ 月 ２８ 日批准了此项任命。
４ 平绥铁路

１２ 月 ２６ 日， 张维藩将军被宋哲元将军任命为平绥铁路局局长， 国民

政府于 １２ 月 ２８ 日批准了此项任命。
Ｂ 各省

１ 察哈尔省

１２ 月 １２ 日， 张自忠将军， 宋哲元将军麾下的一名师长， 被任命为察

哈尔省政府主席， 取代被任命为天津市长的萧振瀛。 萧从未就任察省主席

７５２美国驻华使馆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政治报告　

① 译者注： 疑为 “江西军务帮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职务， 张曾在萧缺席的情况下代理主席。
２ 河北省

１２ 月 １２ 日， 商震将军由河北省政府主席调任河南省， 他的调任从河

北政治形势而言， 消除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因素。 他取代了曾被任命河南和

安徽绥靖公署主任的刘峙。
３ 湖北省

１２ 月 １７ 日， 杨永泰先生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接替张群将军。
杨先生曾任蒋介石将军在重庆的行营秘书长， 是蒋的忠实支持者， 也是新

政学系的一位首脑。
Ｃ 各市

１２ 月 １２ 日， 萧振瀛由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调任天津市市长， 大概是出

于他是宋哲元将军和日本人谈判的首席代表的原因。

Ⅷ 杂项

无内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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